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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以全球為單位，傳播研究建制化始於二十世紀上半葉歐美國家對於戰
爭的關注，發展於全球秩序與社會變遷中各種傳播行為的多元演變；然
而，隨著數位匯流與人工智慧的出現，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媒介生態（Media 
Ecology）已是生活世界中日益明顯的文化徵候，傳播知識的作用更形迫切。
本卷期專題「群落、媒介與政治溝通」（Biotope, Media an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回應的便是這種在棲息空間中開放給個人意圖與互動關係
的各式樣貌，描繪權力運作的政治溝通則是這些流變背後的核心體現，就如
同杜意奇（Karl Deutsch，1912-1992）以體系中的「神經系統」來看待傳播
一般；而不同於大眾媒體時代的粗糙放牧，社群媒體當道的今日，資訊更加
流通於有意識的生活經營之中，且對我們產生結構性的影響，因此不能只是
目光如豆、緊盯目標，而是需要放寬視野、包容接納，真實接受那有著蝦、
蟹、蟲、魚與蛛網等，且在田間路徑、叢林湖泊中始終存在的自然生態，因
此將 Biotope 翻譯成「群落生境」，簡稱「群落」，用以表達那種「小型生態
系統最小組成單位」的維繫與經營，而Media則以中間形式的「媒介」來凸
顯，藉以闡述生態環境中有機事物生命特質的環環相扣。
政治溝通專題是從投稿論文中組織而成，感謝編務團隊與編輯委員們的

參與討論、反覆審視；全部涵蓋三篇研究論文與一篇「研究紀要」。首篇論
文〈重組 PTT、Facebook與 Dcard的平臺運作與公共討論：新物質主義取
徑的分析〉，係由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助理教授曹家榮撰寫，討論臺灣社
會中年輕世代在不同應用程式介面上的使用，與相應形成的公共文化特質。
作者指出在 PTT、Facebook、Dcard等三個平臺上，其社群媒體的使用行為
乃是一連串由被組裝（assembled）在一起的異質元素，共同行動與中介促成；
這種關係視角的生態觀察，展示出臺灣社群媒體上「湊熱鬧的鄉民」、「自我
公民」等不同面貌。
第二篇研究則是由中國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助理教授李貞怡、陽明交

通大學傳播研究所教授李秀珠，以及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關尚仁共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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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網路異質性與政治討論：檢視臺灣網友在 FB的政治溝通模式〉，以東
森民調雲的調查數據揭示出：若與傳統大眾媒體相較，Facebook的社群媒體
使用較為關係取向，一如面對面的人際溝通，也是有相同理念的同溫層獲得
政治和選戰資訊的依賴管道；易言之，憑藉著運算思維的技術設計，以及搜
尋與個人立場類似的同質性論述，使用者往往會去發展合理卻又有所侷限的
政治溝通，這顯示出人們在團體生活中害怕被孤立、尋求認同的深層渴望。
第三篇文章是世新大學新聞學系助理教授許志明的探究成果，〈線上即

時報導的族群再現─以電視金鐘獎頒獎典禮為例〉討論的是在 1984年「原
住民族正名運動」之後，至今日臺灣社會仍然根深蒂固的文化歧視。作者選
擇的案例是發生於 2020年第 55屆電視金鐘獎中的「達悟少年領獎」事件，
並以第一時間保留下來的新聞標題及內容截圖做為檢視主流霸權的探索起
點，美國學者 Douglas Kellner（1943-）的「批判性多元文化觀」則是批判
開展的理論依據。
第四篇專題論文則是經歷雙匿名審查、被收錄在「研究紀要」的〈社交

媒體機器人應用於臺灣數據導向選戰之初探性研究〉，闡述的是總統大選活
動中人工智慧機器，尤其是聊天機器人 (Line chatbot)扮演的角色問題，作
者為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教授林翠絹。研究指出在臺灣競選過程中，不同
團隊多使用社交機器人（socialbot）推播訊息，蒐集選民互動數據，並利用
跨平臺社群媒體宣傳，整合線上、線下選舉活動，藉以影響選民態度。
此外，「一般研究論文」收錄兩篇文章，分別是採取 SPSS統計的量化

方法、由中正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特聘教授黃俊儒、世新大學傳管系助理教授
羅尹悅合作完成的〈當科學知識遇上意識形態？民眾對於 COVID-19疫情
訊息的態度與認知〉，以及中國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教授王毓莉執行、主
要是以次級資料分析和深度訪談法為探討工具的〈理想與現實的拉鋸：中國
大陸共建新聞學院政策下教師的抗拒分析〉等兩篇論文。
前者描繪的是 2020年 1月新冠肺炎蔚為疫情，尤其是在 2021年 5月爆

發大規模本土社區感染，提升至第三級疫情警戒標準之後，相關科學訊息的
傳播是如何受到特定意識形態的影響，繼而造成認同的漸次極端化，尤其是
在訊息傳染病（infodemic）概念下，政黨認同的政治傾向常會影響人們對於
用藥、防疫等相關政策的判斷，且同時開展出特定立場的意義協商。後者則
探討從 2013 年以來，中國大陸最早創始於上海復旦大學新聞學院「部校共
建」的政策變革，及其在普遍之後（截至 2018年 8月，中國大陸已有 3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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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分、120個院校發展相關項目），如何將將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念結合入大學
傳播專業課程設計的各種現實做法，以呼應政治治理的轉趨緊縮，以及目前
在中國大陸各地傳播系所教師們因應策略的系統性探究。

上面論文中，相關討論觸及到普遍熟知的社群媒體 Facebook、PTT、
Dcard與Messenger等；在臺灣社會的大事記憶中，也提到了 2018年縣市長
的九合一選舉、2020年總統大選、新冠疫情，以及同年 9月舉行的金鐘獎等。
而在傳播實踐上，社群操作、廣告投放、精準行銷、網路溝通、人工智慧、
認知作戰、公共參與，以及系所建制等都有所關聯與揭示。在這樣圖像中，
臺灣社會呼之欲出，與之對應，最後一文則是以對岸社會中的知識運作與政
治權力的互動情形，描繪出中國大陸傳播知識社群主流脈動的具體內涵。
而在專欄「田野筆記／反思與實踐」中，本期推出公共電視研究員程宗

明最早醞釀於社群媒體、充滿情感懷念的個人筆記〈重溫時代性交鋒的公
共電視思想與人物〉。這篇記錄了 1990年籌備，以致 1998年開播的公共電
視臺設立前、後有關的片段故事，論述聚焦的乃是臺灣前輩學者：潘家慶
（1935-2022）、莊春發（1952-2022），以及李瞻（1925-2022）等從新聞學與
經濟學等不同學科出發，並在公視議題交會後漸次從時代退場的點滴感懷。
在這之中，莊春發老師的討論是在公共電視臺成立以後，如何落實公平

交易精神與發展數位電視的可能規劃；潘家慶教授則是在公共電視籌劃之前，
提出國家發展與臺灣社會現代化的傳播觀點，日後持續關注衛星播放，以及
澳洲公共電視的參照借鑑，也在這樣歷程中，開始對全球秩序的國族位置有
所意識，而作為 1988年政大廣電系創系主任的他，由此也延伸出從民族主
義視角檢視帝國戰略的省思觀點，並對當時因解嚴而來的學術風潮表現出沉
默靜語的因應姿態。至於過世後在大陸對岸因與資深學者方漢奇（1926-）
同誼相交、備受尊崇的李瞻老師，則被認為是在國民政府於 1949年以後，
最早倡議公共電視的新聞學者，論者視為「公共電視論述之父」；他後來以
「山東人在臺灣」之名，出版叢書並在吉星福、張振芳伉儷文教基金會設立
研究獎助金，幫助不少今日已成社會棟樑的兩岸學生度過窮苦歲月，更藉此
為專業實踐、民族復興培養未來人才，凡此種種都實踐了知識份子與時代遭
逢的另類開展。
本卷期之後，編輯團隊再次換屆，副主編蔡珮與執編江信昱、徐暄淯等

老師功成身退，感謝他們的辛勤付出，我們齊心克服的諸多困難，也變成期
刊制度裡的實質基礎。新接手的兩位執行編輯則是世新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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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的教師陳俊廷與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教師張艾喆。未來，本刊陸續推出
媒體與戰爭、民主與傳播等專題，歡迎各位學者惠賜稿件，持續耕耘我們傳
播社群的共同家園。

夏春祥
2023年 1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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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組PTT、Facebook 與 Dcard 的平臺運
作與公共討論：新物質主義取徑的分析 *

曹家榮 **

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本研究嘗試以新物質主義取徑，分析三個社群媒體平臺：PTT、Face-
book、Dcard，探究臺灣年輕世代社群媒體使用，如何影響其平臺上的公共
討論。本研究主張，探究社群媒體上的公共討論，需進一步考量不同社群媒
體平臺間不同的組裝行動。藉由重組這三個平臺程式的運作，本研究指出其
各自組裝運作實際上涉及不同應用介面的配置、演算法的介入等異質元素與
使用者的共同行動。正是在不同的組裝運作中，PTT 使用者在「群聚效應」
與「共演效應」中成了湊熱鬧的鄉民；Facebook 使用者則受「迴路效應」
與「省力效應」影響，容易陷入同溫層；而Dcard作為在兩者之間的新平臺，
則展現「類群聚效應」、「雜處效應」與「喧嘩效應」，為作為「自我公民」
的使用者打造了阻力最小的路。

關鍵字：公共參與、社群媒體、新物質主義、應用程式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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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社群媒體（social media）自普及以來，如何影響人們的公共參與始終是
重要議題，2011年爆發的茉莉花革命即被稱為「社群媒體革命」。雖然經過
檢討與反思後，研究者多半會退一步主張：社群媒體在這場運動中雖有其角
色，但並非決定性的關鍵因素。然而，即便如此，我們也很難忽略近年來
社群媒體對於公共參與造成的影響。以臺灣為例，318運動便展現年輕世代
透過社群媒體動員並參與社會運動的能量（陳婉琪等人，2016）。國外研究
也指出，社群媒體的使用與積極的政治及公共事務之參與有關（Ahy, 2014; 
Enjolras et al., 2012; Harlow, 2011; Kavada, 2015; Theocharis et al., 2015）。
然而，過去關於臺灣社會網路使用者政治參與的經驗調查，卻呈現出相

反的情況。例如，王嵩音（2017a）以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為基礎所做的研
究顯示，臺灣網路使用者多屬於其所謂的「疏離者」，也就是對政治冷漠、
退縮的族群。國外也有許多研究反省，實際上社群媒體對於政治與社會參與
的推動，並不具有如過去那般想像的能量。如前述已提及，Fuchs（2014）
即主張，將 2011年茉莉花革命視為是社群媒體革命，恐怕是過於放大社群
媒體在革命運動中的重要性。
這些看似矛盾的研究成果所透露的訊息是，社群媒體對於公共參與的影

響顯然無法簡單論定，「如何影響」仍是一個需要深入探究的議題。因此，
本研究嘗試從晚近興起的「新物質主義」取徑切入，探究臺灣年輕世代使用
者，於社群媒體平臺上的使用與互動樣態，以作為理解其參與或不參與的基
礎。本研究的目的不在解釋為何臺灣年輕世代參與或不參與某一特定社會運
動，而在於嘗試拆解與重組社群媒體平臺運作與使用者的使用過程，並說明
這些過程如何影響使用者於平臺上的公共討論和參與（或不參與）。
此外，採用新物質主義取徑意味著本研究主張，要更細緻地探究社群媒

體上的公共討論及參與現象，便需要進一步考量不同社群媒體平臺之間不同
的「組裝」過程，如何影響了使用者的平臺使用與互動。下面，我們將說明，
新物質主義觀點強調，「行動」乃是各種異質元素組裝運作過程的結果。不
同社群媒體平臺會在不同的異質元素組裝中，生成差異的平臺使用與互動之
可能性。進而，在理解了不同平臺的使用與互動樣態後，才能更清楚地討論
臺灣年輕世代社群媒體使用者的公共討論及參與（或不參與）的可能性。
而在平臺選擇上，本研究將聚焦於 PTT、Facebook與 Dcard等平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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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參與樣態之分析。PTT是三者間最為「古老」的平臺，1995年創立、存
活至今的電子佈告欄系統（Bulletin Board System，簡稱 BBS），近年來雖
有許多介面更新與改版，但基本上仍是一個文字介面平臺。Facebook則在
2004年創立、2008年進入臺灣，相較於其他兩個平臺來說有著更為個人中
心的使用介面，是擁有最多功能的複合式平臺。Dcard則是於 2011年推出，
平臺在形式上較接近 PTT的論壇模式，但建立在網頁的技術架構基礎上，
有著相對豐富的色彩與影音功能。這三個平臺之間雖有其發展歷史與技術架
構上的差異，但本研究著眼的面向乃是：它們作為當代臺灣社會年輕族群在
關注公共議題或參與上主要的管道。首先，Facebook為臺灣最多人使用之社
群媒體，近年也成為各種公共事務或社會運動發生及倡議的主要平臺。1 本
研究的受訪者也提到會以 Facebook作為新聞資訊獲取的來源。其次，PTT
更是臺灣近年幾次重大的網路社會運動動能所在，過去也有相關研究探討
PTT使用者的公共參與（黃厚銘、林意仁，2013）。最後，Dcard則是目前
臺灣年輕世代（特別是大學生族群）主要聚集的社群平臺之一，2 同時，本
研究受訪者也經常提及 Dcard作為關注社會事件的來源。因而，本研究選擇
這三個平臺來探討臺灣年輕世代社群媒體使用者，如何在不同平臺的組裝過
程中形成差異的使用與互動樣態，進而影響了其公共討論及參與可能性。

貳、	文獻回顧

社群媒體帶來的互動可能性，大約在 2010年前後成為研究者討論的焦
點。隨著諸如 Twitter、Facebook等社群媒體的興起，帶來新形態的人際互
動與連結模式（Comunello et al., 2016; Van Dijk & Poell, 2013），以及幾次被
認為是由社群媒體影響成敗的重要社會運動，我們開始看到許多關於社群媒
體是否有促進公共參與甚至社會運動可能的討論。

1 舉凡 2013年洪仲丘事件、2014年 318運動、或是 2018年及 2021年的兩次公投，這些事件都以
臉書為重要的資訊傳散與動員的基地。

2 以 2020年的 Alexa網站流量排名來看，這個以大學生為目標群體的社群平臺使用人數也已超過
了 PTT（曹家榮，2022）。換言之，某種意義上來說，對於大學生這一年輕族群而言，Dcard取
代了 PTT成為主要的社群媒體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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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參與或不參與？

Boulianne（2015）以及 Skoric et al.（2016），曾分別進行了關於社群媒
體與公共參與研究的後設分析。Boulianne分析了 36篇有關社群媒體與公共
參與之相關性研究的論文，指出雖然可以看到大體上兩者有著正向關係，但
透過進一步探究也可以發現，兩者之間因果關係的顯著性並不如想像中的大；
Skoric et al.則透過 22篇研究進行後設分析，結論與 Boulianne相同，但更
確定社群媒體的「資訊性使用」與參與間的關係。也就是說，社群媒體的使
用者接觸更多資訊後，更有可能參與政治與社會事務的討論。
因此，一方面有別於一般媒體競相渲染社群媒體的影響力，過去研究大

致上認為，社群媒體雖然在促進人們的社會及公共參與上有其重要性，但稱
不上具有「革命性」的影響。另一方面，關鍵在於如何適切地釐清社群媒體
使用與參與社會及公共事務之間的關聯與過程。所以，我們開始看到一些研
究更精細地去討論：究竟社群媒體的使用如何促成參與，又促成了何種參與？
例如，在王嵩音（2017b）的研究中，便將社群媒體的使用區分為「瀏覽資
訊行為」、「社群參與和動員行為」、「意見表達行為」，而「參與」部分則分
為「社區參與」以及包含了個體參與、集體參與及意見表達三種形式的「政
治參與」。其研究結果指出，雖然社群媒體的使用與「社區參與」的行動關
連不大，但卻可以看出其普遍對於使用者政治參與行為的影響。Yamamoto 
et al.（2019）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主張社群媒體上積極的資訊搜尋行動以
及異質的政治事務討論，乃是影響使用者政治參與的關鍵因素。

此外，也有一些研究則是關注社群媒體帶來的資訊接觸效果。例如，
Heiss & Matthes（2019）透過追蹤資料分析（panel data analysis）發現，社
群媒體上偶然的資訊接觸，能夠增加使用者的政治參與，但這參與通常是低
成本（low-cost）的參與。而陶振超（2017）的研究則是關注於，社群媒體
如何形成一種「虛擬接近性」：

使人們在不互相干擾的狀況下，透過社交媒體有機會不斷看到

認識的人、甚至不認識的人號召參與或實際參與社會運動，提高了

參與社會運動的機率（陶振超，2017，頁 53）。

陶振超將此一模式稱為「網絡機會模式」，亦即，這是透過社群媒體特
有的網絡特性，讓人們有機會重複暴露在社會運動相關的資訊中，進而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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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
另一些研究則是開始更複雜看待影響「參與」的因果關係。例如，Vel-

asquez & LaRose（2014）的研究主張，年輕世代參與網路集體行動的可能性，
乃是受到個人與集體政治效能感（self- and collective political efficacy）之影
響。同時，這一影響效果又受到個人對於參與之行動是否需要成員彼此協力
合作調節。Yamamoto et al.（2015）等人的研究則是聚焦於另一個中介因素：
線上政治表述。他們主張，線上政治表述中介了社群媒體資訊性使用與線下
政治參與間的關係。換言之，相較於過去研究主張線上的政治意見表述對於
政治參與有著直接影響效果（如 Jung et al., 2011），這個研究強調線上的政
治意見表述作為一種中介、調節的角色。
然而，在仔細探究社群媒體上的「參與」現象後，有些研究卻也質疑或

甚至否定了兩者之間的關聯。例如，Yang & DeHart（2016）的研究即是如
此。他們以 2012年美國總統大選後針對年輕世代的調查資料為基礎，一方
面雖然驗證了人們如果在社群媒體上更多地討論政治事務，便更有可能參與
線上的政治行動，但另一方面也看到，調查資料中，不僅受訪者在 Facebook
上討論政治事務的情形是偏低的，而且社群媒體一般性使用本身也與線上政
治行動參與呈現負相關。這意味著，雖然我們可以看到社群媒體上有一群熱
衷於討論政治與公共事務的人，但相較起來，社群媒體上有更多人其實不願
涉入政治議題的討論。此外，Vitak et al.（2011）的研究中也指出，雖然年
輕世代的使用者確實看起來在網路上參與了某些政治行動，但這樣的關係其
實很表面。他們主張，多數的使用者更像是Morozov（2009）所謂的「懶人
行動主義者」（slacktivists），從事著某些僅僅是令其自身感受良好的線上政
治行動。
除了上述這些主張社群媒體的使用不見得能有效促進參與的研究外，

Thorson（2014）的研究提出了一個有趣且重要的論點，他主張，社群媒體
使用者的「不參與」，其實與這些平臺本身乃是一種不確定的行動脈絡有關。
以 Facebook為例，這些社群媒體平臺其實有一些不利於成員投入政治參與
行動的情境特徵。例如，有時候我們的貼文可能會被他人有心地複製、轉傳，
並加註上從未想像過的評論與註解。因此，社群媒體上各種貼文、留言、分
享行動的「自我審查」並不是新鮮事。

Thorson（2014）的研究還有一個重要的啟發，亦即，當我們在探究社
群媒體使用者的參與或不參與時，社群媒體本身的脈絡特性必須被納入視野



JCRP, 13(1), January 20236

之中。而在本研究看來，這裡的「脈絡特性」指的應是，不同的社群媒體在
介面設計、資料傳散、關係連結等設定上促使行動如何生成的各類樣態。
Thorson（同上引）的研究雖指出了 Facebook平臺上，使用者面對的受眾不
確定性，但卻未進一步系統地探究此一脈絡特性。相較於此，過去社群媒體
與公共參與之關係的研究中，採「機緣」（affordance）取徑的研究者則是特
別突出了這一面向。

二、	社群媒體平臺機緣

前述的回顧中，我們可以看到過去已有相當多研究從不同角度探究社群
媒體如何影響使用者的公共參與。然而，這些研究多半皆未考量社群媒體平
臺本身的物質或脈絡特性。這個缺塊可以說即是由「機緣」（affordance）取
徑的社群媒體平臺研究補上。「機緣」這一概念源自於 Gibson（1979）的生
態心理學，其主張人的行動可能性乃是一種與環境間主客觀共構的產物。而
Bucher & Helmond（2018）針對社群媒體研究的機緣取徑進行回顧指出，過
去的研究大致又可區分為兩種類型：抽象機緣（abstract high-level affordanc-
es）與具體機緣（feature-oriented low-level affordances）。
抽象機緣指的是由科技裝置、平臺與媒介所促生的動力與狀態。相對地，

具體機緣則是與媒介的物質性有關，亦即，與特定的媒介特徵、按鈕、螢幕、
平臺有關。前者像是 boyd（2011）的研究，她主張社群媒體平臺形成了網絡
化的公眾／公共空間（networked publics），而這之所以可能乃是由於社群媒
體作為一種網絡化的科技（networked technologies），提供了四種主要的「機
緣」：持久性（persistence）、可複製性（replicability）、可擴散性（scalability）、
可搜尋性（searchability）。如同 Bucher & Helmond（2018）指出的，在採取
抽象機緣概念的這類研究中，研究者通常不會關注媒介的特定物質性（如按
鈕、介面設置等等），而是聚焦於媒介所促成（或限制）的行動與互動。相
對地，採取具體機緣概念的研究，如 Bucher & Helmond（同上引）指出，
經常都還是會結合抽象機緣概念層次的分析。也就是說，例如在 Postigo
（2016）的研究中，即是透過分析 YouTube平臺的技術結構特徵以說明其機
緣，進而探討平臺如何促成使用者可能的行動。
然而，在探究社群媒體與公共參與之關係上，相較於採取抽象機緣概念

的研究（boyd, 2011; Comunello et al., 2016; Kim & Ellison, 2022），關注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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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平臺具體機緣如何影響參與行動的研究，則相對少見。這使得當我們
主張社群媒體平臺有著各種機緣時——如 boyd（2011）的四種機緣，或是
Kim & Ellison（2022）強調的「可見性」（visibility）——實際上並不清楚
社群媒體平臺的物質性或技術特徵是如何促生這些機緣，進而讓使用者之參
與行動得以可能。因而本研究嘗試採取新物質主義取徑，更清楚地闡明社群
媒體平臺組裝運作過程中，非人的物如何實際影響了使用者的行動。也就是
說，本研究主張，機緣取徑確實已將平臺的「物質性」納入分析視野中，進
而將焦點從過去純粹是「人的行動」，轉移至那個使行動茁生的人與物共構
的脈絡。舉例來說，Postigo（2016）的研究便指出，YouTube平臺的影片上
傳、分享、訂閱與廣告等各種行動乃是有其技術機緣結構才得以可能。但新
物質主義取徑則是一種進一步「去人類中心」的轉向，跳脫人類中心的視野
侷限，並看見「非人」行動者的力量。亦即，不同於「機緣」仍強調以人為
中心的行動過程，新物質主義主張從「異質組裝」的角度，看待人與非人行
動者的互動。而這在經驗上也就更能夠納入那些不見得能在人的感知中被看
見的「物」（例如，演算法）的行動。

參、	社群媒體平臺運作之組裝

本研究採取晚近興起的新物質主義取徑。如同 Fox & Alldred（2016）所
指出的，所謂的新物質主義實際上包含多種不盡相同的理論，但其核心的共
通性皆是對於「物質」3 與「關係」的強調。換言之，在新物質主義看來，
某一社會現象或社會事實的形成，實際上涉及了一連串由被組裝（assem-
bled）在一起的異質元素，共同行動與中介促成。在進入經驗現象分析前，
首先需進一步說明的是新物質主義取徑的核心特徵，也就是對於異質元素之
關係與組裝的強調。

一、	關係與組裝

新物質主義對於「關係」的強調，與傳統以主客二元對立為基礎的社會
學觀點有著極大的不同。這種取消傳統主客二元對立的關係性視野，使得同

3 不過要特別注意的是，新物質主義對於「物質」的強調所指並非僅考量具物理實體意義的物質，
而是關注於「物質性」（materiality）所具有的影響力（affects）（Fox & Alldred,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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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關注人與非人的「行動」成為可能。如同 Bennett（2010）所說的，在新
物質主義的視野中，「能動性」如今分散在存有論上異質的場域中，不再是
人身體內部的一種能力。
因此，本研究採取新物質主義取徑也就意味著下列幾點特殊性：第一，

也是最為核心的，新物質主義是以關係存有論為基礎，強調透過關係來理解
事物的生成與運作（Braidotti, 2019）。透過此一觀點，我們得以聚焦於各類
異質行動者「所為」及其相互作用。這意味著，本研究並不是將使用者與社
群媒體平臺的關係，看作是獨立自主的主體與「他的工具」。也就是說，使
用者並非那個唯一的行動主體，平臺也不只是被解讀與操作的客體，毋寧
地，我們將「使用者—社群媒體」看作是一個被組裝起來的行動過程。如
同 Bennett（2010）所說的，這一行動關係乃是由人與非人的物結集生成的。

第二，這也就意味著本研究同時關注「物」的面向，也就是使用者所
使用的行動裝置、社群媒體應用程式（social media app，以下簡稱 APP）
等等。新物質主義對於「物」的強調，或是用 Latour（1993, 2005）的話來
說，對於能動性的重新分配，讓我們得以將數位工具、數位物件的影響與作
用納入分析的視野中。雖然社群媒體APP不全然算是具有物理實體的物件，
但卻具有數位物質性（digital materiality），4 亦即，每一個 APP透過編碼、
介面與演算法「影響」使用者的行動（Introna, 2011, 2016），便突顯出這些
APP本身在組裝過程中的行動與中介。過去的研究中，例如，Lupton（2019, 
2020）即曾從新物質主義的角度，探究了人們在使用數位自我追蹤穿戴式裝
置時，裝置介面、演算法、資料等數位物件如何影響使用者的行動。

二、	平臺作為組裝體

將社群媒體平臺上的公共討論與參與看作是組裝運作過程，經驗分析上
即是探究異質元素之間相互影響的關係，及其如何進一步促成行動的展開。
但由於所有行動總是在時間與空間上蔓延的，因此，從過程的視角來看，一
個分析經常無法完整地窮盡某一行動涉及的所有時空面向。也就是說，新物
質主義將特定現象視為組裝過程時，並無意在分析上「完整地」窮盡所有關

4 關於數位物質性（digital materiality）的討論可參考 Pink et al.（2016）編撰的（Digital 
materialities: Design and anthropology），或是Digital Culture & Society 於 2015年推出的「Digital 
Material/ism」專刊。簡單來說，數位物質性的概念即嘗試跳脫「軟體為非物質」的觀點，探究
數位物件的物質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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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新物質主義的分析並不宣稱絕對的理性與客觀，這一點反映了其跳脫人
類中心主義的立場。因此，本研究在此也無意主張我們可以完整地闡明社群
媒體上各種行動如何組裝生成，我們試圖做的是，透過研究者自身跟隨著日
常例行的使用經驗以及受訪者的闡述，去分析在這些經驗的過程中，異質的
元素實際上如何在不同的平臺間促成了行動的差異。
然而，為了在分析上能較有結構性的呈現，本研究參考 Aral（2020）在

（The hype machine）中對於社群媒體平臺的解析，他主張平臺的運作至少是
由三個部分（過程）構成的：行動裝置介面、應用程式與演算法、數位社交
網路。循此，本研究後續對於社群媒體平臺「重組」的經驗分析，也將聚焦
於三個層疊又交織的過程：介面、演算法與數位社交網絡。而這也意味著，
本研究在分析上的第一個不完整或侷限。亦即，為了分析上有相對結構性的
呈現，本研究僅循著使用者透過行動裝置介面（主要即是手機）參與社群媒
體平臺活動的組裝過程進行討論。
循著 Aral的建議，首先，在不同社群媒體的使用經驗中，使用者是與

不同的介面元素互動且相互影響著。例如，在本研究關注的 PTT、Facebook
與 Dcard三個平臺間，Dcard與 PTT的 APP5 有著較相近的介面，因為這
兩者都屬於論壇型的平臺，亦即，平臺介面呈現的是各類貼文內容。相較之
下，Facebook的介面則典型地體現了個體主義或Wellman（2001）所謂的網
絡個人主義（networked individualism），平臺介面以「個人的頁面」展開。
後續的分析中，我們將進一步說明，一方面，不同的平臺各自透過哪些異質
的介面元素組裝，促動了怎樣差異的使用行為；另一方面，我們也將討論，
在 PTT、Facebook與 Dcard間又展現了何種差異的使用與參與樣態。
其次，我們將關注演算法產生的影響。演算法不是中性的科技或工具，

過去許多相關研究已指出這一點（Bucher, 2018; Kitchin, 2017）。從新物質主
義視角看來，社群媒體組裝運作中的演算法，既是能施加影響力也會被影響
的行動者。而在本研究關注的三個平臺中，除了 Facebook已廣為人知地依
賴演算法運作之外，Dcard與 PTT也各自在不同程度上透過演算法影響使
用者所見。在後續的分析中，我們將進一步考察三個平臺上演算法影響之異

5 相較於其他兩個平臺，PTT比較特殊的地方是，它沒有官方的應用程式。同時，由於 PTT早在
1995年即已成立，並於 2003年成為臺灣最大的 BBS站（Li et al., 2017）。因此，PTT早期主要
的使用者多半是透過電腦的 Telnet軟體（如 KKMAN、PCMAN等）登入。因此，過去臺灣對
於 PTT的相關研究，主要也都是以電腦 Telnet介面為討論對象（如黃厚銘、林意仁，2013）。
直到 2012年後，才有非官方的 PTT手機應用程式推出（如Mo PTT、JPTT）。本研究為了比較
上的一致性，將以研究者自身使用Mo PTT的經驗為 PTT平臺分析與討論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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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同時也要特別說明的是，本研究並無意去拆解演算法「本身」的行動，
而是要看平臺運作過程中，演算法作為組裝的一部分生成了何種影響。一
方面，這是由於在新物質主義的概念中，「組裝」從來都不是邊界清楚的整
體（DeLanda, 2006）。換言之，隨著不同過程、視角層次的轉換，不同的異
質行動者會被看見。本研究主要探究的過程與視野，乃是三個平臺在使用者
使用經驗中的運作過程，而非跟著演算法「本身」潛入平臺系統內部資料處
理的過程。另一方面，當然，本研究也有技術上的侷限，平臺演算法多半是
受到保護的資產。在無法由平臺直接提供資訊的情況下，只能透過如 Bucher
（2018）所說的逆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來拆解演算法，而這是本研
究目前力所未及的。
最後，影響社群媒體平臺上使用者行動的，也包含 Aral（2020）所謂的

數位社交網絡。也就是說，在社群媒體平臺組裝運作過程中，「其他使用者」
當然也是影響參與行動的關鍵力量。然而，與過去研究 6 已指出的諸多人際
關係因素（例如社會資本、關係網絡等等）不同的是，本研究在此關注的並
不單純是「人際關係」。更精確地說，數位社交網絡乃是透過平臺其他異質
元素（如介面或演算法）的行動促生的關係。因此，本研究探究的重點是，
在 PTT、Facebook與 Dcard不同的平臺上，不同的介面異質元素、演算法，
如何促生不同的社交網絡樣態，進而在組裝過程中交互影響著使用者所見與
行動？
在進入下一節的經驗分析前，也必須強調的是，雖然前述我們區分了三

個探究的組裝過程，但這三個部分僅是在分析上可區分的，在實際的運作過
程中，其如 Aral（2020）所指出的，在介面、演算法與數位社交網絡之間是
既層疊又交織的關係。因此，在討論中便可能出現不同過程之間重疊、交錯
或相互影響的狀態。

肆、	重組平臺運作：Dcard、PTT 與 Facebook

對於臺灣的年輕世代而言，社群媒體平臺幾乎已成了上網的代名詞。而
就公共討論及參與面向來說，PTT一直以來即是臺灣青壯世代重要的資訊
集散地與議論場域（黃厚銘主編，2016），2010年前後開始，也陸續為野草
莓、白衫軍、318等重大社會運動提供動能。而 Facebook也早已不是純粹的

6 請參考前述文獻回顧中的討論，如陶振超（2017）與 Heiss & Matthes（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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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平臺，Bucher（2018）即曾指出，Facebook使用者如今經常是在與專業
內容生產者以及新聞媒體互動。這也與我們的訪談資料相呼應，對於年輕世
代而言，Facebook更常是作為新聞與各種資訊的瀏覽工具。至於 Dcard，雖
亦是以交友平臺出發，但近年來也逐漸成為年輕世代參與或關注公共事務的
重要管道（例如，受訪者 A04便是將 Dcard當作新聞在看），甚至過去已有
媒體將其與 PTT並列比較（張家豪、麥郁杰，2019年 4月 11日）。7 而本
研究將 Dcard納入討論的原因也在於，其為現今年輕世代主要使用的社群媒
體平臺之一。因此，在了解現今臺灣年輕世代社群媒體使用與公共參與之關
係上，Dcard應是必須關注的案例。8

循此，本節將重組並分析 PTT、Facebook與 Dcard三個平臺之運作，
藉以考察這些平臺的組裝運作過程如何影響使用者的使用與互動，進而導
致不同的公共討論及參與樣態。本節分析的資料主要有兩個來源。其一為
研究者自身的使用經驗，透過採用 Light et al.（2018）提出的「演練方法」
（walkthrough method），研究者就自身使用經驗紀錄了相關的過程資料。9 
Light et al.（同上引）指出，演練方法過去主要是應用在軟體工程學領域，
用以改善使用者經驗。而他們則是將此一方法結合行動者網絡理論（Ac-
tor-Network Theory，簡稱 ANT），主張研究者可透過直接關注應用程式介
面，逐步觀察與紀錄使用過程，在依循 ANT的分析原則下，對應用程式使
用經驗進行批判性分析。Light et al.（同上引）強調，演練方法的重點正是
要去闡明應用程式使用經驗留下的物質痕跡，進而將應用程式看作是社會技
術人造物（sociotechnical artefact）加以檢視。10 而在本研究中，研究者自身
為 PTT與 Facebook的長期使用者，2019年開始使用 Dacrd。大約自 2021

7 另一個角度的證據則是，近年來在討論社群媒體認知作戰、假新聞議題時，除 Facebook、PTT
之外，Dcard也是其中關注的對象，如天下雜誌林倖妃等人（2019年 4月 23日）的報導。

8 至於其他臺灣年輕世代常用之社群媒體，則各有其不適合於本研究分析之原因。例如，Instagram
可以說是臺灣年輕世代最常用的社群媒體。但 Instagram目前在臺灣仍是私人交友、消費導向使
用為主。而 LINE，在我們的訪談中，同樣也較被歸類為即時通訊（群組）軟體。至於 Twitter
與 Plurk，則是使用人數較少，也暫不列入分析討論

9 選擇以紀錄研究者自身使用經驗作為分析資料，主要的原因在於，演練方法需要透過科學與技術
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的原則反身地闡明應用程式運作的痕跡，這涉及的
是一種帶有分析觀點的紀錄，較難由一般使用者進行操作。當然，這也意味著這樣的選擇必然涉
及研究者自身的觀點與侷限。因此，本研究也將透過社群媒體使用者的訪談以及過去既有相關現
象之研究，來補充說明研究者於演練方法中觀察到的組裝過程。希望藉由此一補充能夠更好地呈
現使用者經驗上的共鳴。

10 演練方法過去已有許多實際的分析成果，例如，Duguay（2016）便以演練方法比較了 Instagram
與Vine這兩個不同的平臺如何使用戶的「自拍」（selfies）有著不同的意義。Liu & Keane（2021）
的研究則是以演練方法收集了中國網路特有的「裸貸」（naked loan）現象資料，研究者藉此方
法檢視了與裸貸相關的線上空間之結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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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初開始，透過演練方法進行三個平臺的田野資料收集。
另一資料來源則是與年輕世代使用者的個別深度訪談。訪談主要目的在

於了解年輕世代使用者社群媒體平臺使用狀況，以及於平臺上的公共參與行
為。這部份資料主要用以補充呈現社群媒體使用樣態，希望帶來更好的經驗
共鳴。訪談於 2021年年初進行，透過人際關係網絡的介紹，滾雪球地尋找
適合的受訪者，最終共有 13位年齡分布在 18至 27歲間的受訪者。在受訪
者的選擇上，主要是 PTT、Facebook與 Dcard這三個社群媒體平臺的日常
使用者，亦即在「平常會使用哪些社群媒體」這一問題下，自覺地回應此三
個平臺的使用者。此外，為了增加訪談的機會，不要求受訪者需有完整三個
平臺的使用經驗，只要日常使用兩個以上平臺即為我們的訪談對象。11 而「公
共討論及參與」行為則以較為廣義方式界定，從關注公共與社會議題資訊、
參與公共與社會議題討論，到採取線上政治行動都包含在訪談的範圍內。但
參考過去研究（Boulianne, 2015; Skoric et al., 2016），本研究主要討論的也將
是與資訊接觸及使用相關面向，訪談問題面向包含：社群媒體日常使用情形、
社群媒體上關注公共與社會議題活動狀態、不同平臺間參與行動差異、對於
自身及年輕世代公共及社會參與樣態反思。社群媒體使用經驗的訪談資料，
可與研究者透過演練方法紀錄之資料進行比較與參照，進而更清楚地分析社
群媒體平臺運作的組裝過程。
此外，在分析的架構上，延續前一節中提到的三個組裝過程，本研究將

以下列兩個面向為主軸，進行三個平臺運作的比較與分析：（1）首先，探
究平臺介面與演算法如何導引使用者社交網絡的建立，（2）其次，闡明使用
者互動如何在介面與演算法的組裝運作中生成。本研究主張，結由這兩個軸
線的比較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三個平臺的組裝運作如何促動不同的使用與互
動樣態，進而我們才能理解使用者的參與或不參與公共討論之可能性。

一、	PTT：湊熱鬧的大市集

（一）平臺介面組裝與社交群聚

PTT是湊熱鬧的大市集。作為一名使用者，登入 PTT平臺後，首先遭

11 在受訪者中僅有 A04為一例外，他／她日常主要使用的社群媒體平臺為 Dcard與 Instagram。
考慮到 Dcard是較為新興的平臺，我們希望能有更多的使用經驗資料，因此才仍將其納入為受
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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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的是 APP的「主選單」頁面。如下圖 1所示，此頁面為顯示為一個個
可點選之物件的功能選項，如「熱門文章」、「最近瀏覽」、「熱門看板」等。
此外，在頁面上方，「主選單」左右分別為亮度顯示較低、字形較小的「我
的最愛」與「分類看板」，這一配置暗示使用者另有其他頁面可以點選（或
滑動）瀏覽。至此，在使用者「進入」PTT此一平臺的這一刻，裝置的觸
控螢幕、介面的選單配置（方塊物件、文字選單）被組裝在一起促成、影響
著使用者的行動可能性。

在這一組裝場景中，首先可以注意到的
是，使用者並無明顯地被「推」往某一特定
行動，APP的各個功能或是 PTT平臺上的不
同看板大致平等地處於相同的位置上。雖然
APP透過演算法聚集了「熱門文章」，亦即，
透過計算文章的「按讚數」進行分類及排序，
但 APP既無將其預設為使用者登入後主頁
面，也無在主選單上加以凸顯。這一配置削弱
了 APP「演算法」在 PTT平臺上的行動與影
響力。使用者在此的行動很可能是延續其過去
的經驗，例如，直接進入某一特定看板瀏覽。
受訪者 A09即表示，「PTT就是什麼板什麼
板⋯⋯，然後我只會看動漫板」，A08則「通
常是看八卦板跟男女板還有媽佛板」，而研究
者自身作為長期 PTT使用者，亦同樣通常只
瀏覽八卦板與 NBA板。
回到研究者自身的使用經驗。登入 APP

主頁面後，作為一名使用者，下一步便是要前
往其所欲瀏覽的看板。例如，研究者習慣地前往「八卦板」（Gossiping）。點
選「熱門看板」這一物件選項，如下圖 2所示，畫面上依序從上而下排列了
Gossiping、Stock、C-Chat、Baseball、NBA等看板，且可以注意到每一個
看板名稱之後都有著「爆！」或「HOT」字樣顯示其熱門程度，這一熱門
程度註記反應的是該看板同時聚集人數多寡。這意味著，PTT平臺在此展
示的「人氣」可能影響使用者的行動。同時，這也說明了何以 PTT使用者
有著過去研究所稱「流動群聚」之行為。因為，一方面，在 PTT平臺的組

圖 1：PTT的 APP主選單

資料來源：本研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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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場景中，使用者登入後很快遭遇到的
是並列的「看板」，而非其他使用者或
文章，這使得「去哪個看板」被促動為
首要行為模式；另一方面，「熱門看板」
列表展示人氣的註記物件，也影響著使
用者的行動，直觀的文字符號暗示著使
用者「此處有人群聚集」。
換言之，雖然使「人氣展示」得以

可能的演算法相對單純，但在此處卻
與使用者間形成了一種相互影響的關係
（Bucher, 2018）。當看板聚集的使用者人
數超過 100人時，「HOT」便會被促生，
而超過 1000人時，則是「爆！」將在
運作中顯示。使用者受「爆！」吸引進
入看板，人數增加進而又促動演算法提
高該看板的熱門程度（2000人以上呈
現紅色字體的「爆！」、5000人以上藍
色字體「爆！」），而後又再吸引更多
使用者進入。而在此一階段，我們也就
可以看到 PTT平臺影響、促動參與的
第一個重要的機制，可稱之為「群聚效

應」。正如同過去的 PTT研究經常強調，所謂「鄉民」——也就是 PTT使
用者——之所以屢次展現強大的社會影響力，即是群集起鬨的結果（黃厚
銘主編，2016）。

（二）介面與演算法促生的「共演」互動

再回到我們的使用經驗，使用者進入「八卦板」後，所見則是一篇一篇
標題被較大字體文字凸顯之貼文（如下圖 3所示）依時序排列，每一則貼文
在標題下也註記了發文者的「代號」（id）與發文日期，左側則有該貼文類
型（如「問卦」、「新聞」、「爆卦等」）以及該文的「推文數」。使用者點選
一篇貼文便會轉進內文，內文除了發文者的正文外，底下還有其他使用者的

圖 2：PTT的熱門看板頁面

資料來源：本研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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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噓文」。在這一組裝場景中，介面配置與
演算法各自影響著使用者行動：

1. 單純依時序排列的貼文，一方面讓使
用者得以持續關注當下；另一方面則
讓使用者得以回溯地掌握過去發生的
所有事情。12 此外，演算法會將使用
者「未讀」之貼文以較高亮度文字顯
示標題，使用者便能每日以此確認是
否所有新貼文都已看過。

2. 在每一則貼文左側同樣有著類似人氣
指標的「推╱噓文」數量註記物件。
與看板本身的熱門程度註記類似，在
此，演算法會計算使用者們的「推」
與「噓」之數量。「推」被視為「+1」
值，「噓」被視為「-1」值。演算法
會即時地計算加總每則貼文的數值，
並顯示於貼文左側。同時，當加總數
值超過 99時便會顯示紅色字體「爆」，當加總數值小於 -10以上則
會顯示「X1」、-20顯示「X2」，超過 -100則會顯示為「XX」。藉此，
由演算法展演出的「推╱噓文」數影響了使用者的行動。

3. 內文中，正文下方其他使用者的推╱噓文行動，開啟了使用者之間
互動的可能。這些推╱噓文亦是依時序排列，也同樣讓使用者得以
關注當下最新討論狀態，並回溯完整討論脈絡。此外，除了發文者
外，推╱噓文的場景中，作為「他人」的其他使用者以其代號現身，
並促動了 PTT平臺上最重要的使用者互動形式。

循此，在這裡可以看到 PTT平臺影響、促動參與的第二個重要的機制，

12 值得一提的是，關於社群媒體上的貼文如何讓使用者得以既關注當下又回溯過往，這一現象也
可以從重要的媒介理論學者 Friedrich Kittler的理論觀點加以討論。簡言之，在Kittler的分析中，
媒介使得人的時間體驗成為可操縱的對象，例如，透過印刷書籍將原先轉瞬即逝的話語時刻留
存下來。國內關於Kittler理論有不少清楚的引介與討論，可參考唐士哲（2017）、黃順星（2017）、
林思平（2017）、蔡博方（2017）在《傳播研究與實踐》上的專題論文。

圖 3：PTT八卦板文章

資料來源：本研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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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其稱為「共演效應」。也就是說，在這一組裝場景中，除了同樣有著
藉由人氣指標引發的「群聚效應」外，在推╱噓文中所有使用者都如共同參
與演出般行動著。也就是說，對於 PTT使用者而言，位於正文下方的推╱
噓文，一方面既受字數限制因而簡短，且容易因大量、快速累積的參與而使
每一個別使用者的行動都被淹沒。這讓所有使用者都可以快速地「見縫插
針」、「參上一腳」地行動，而不必過於擔心受到注目（曹家榮、黃厚銘，
2014年 6月）。
但另一方面，也正因為前述推╱噓文的特徵，使用者也可能因此絞盡腦

汁、想方設法地「找梗」來吸引目光，進而促生了幽默與嘲諷的 PTT鄉民
文化（黃上銓，2016）。換言之，「共演效應」看似矛盾地生成了兩種使用
者行動：不想被注意到的「見縫插針」，以及渴望目光的華麗演出。但此一
看似的矛盾，實際上皆是在「推╱噓文」的組裝過程中促動生成的。如同
Bennett（2010）指出的，異質元素的組裝不是恆定不變的整體，相反地，其
總是充斥著混雜的能量與變異的可能。

二、	Facebook：生活的策展

Facebook是生活的策展。相較於 PTT，Facebook自 2004年推出至今，
已成為 Aral（2020）所謂的「基礎設施」數位平臺（infrastructural digital 
platform），其影響力與組裝上的複雜度都遠遠高過 PTT。然而，就影響使
用者於平臺上的公共討論而言，我們可以聚焦在 Facebook「動態消息」相關
的組裝場景。

（一）平臺組裝運作與社交迴路

使用者登入 Facebook後，手機螢幕上方為可供使用者發佈貼文的區塊，
接著往下並列了好友的限時動態，最後則是動態消息內容。此外，介面最下
方並列著幾個功能物件，包含「首頁」（房子形狀物件）、「Watch」（螢幕形
狀物件）、「社團」（人群形狀物件）、「新冠病毒資訊中心」（愛心形狀物件）、
「通知」（鈴鐺形狀物件）等等。隨著使用者向下滑動畫面，整個 APP介面
即主要是動態消息內容的展現。
因此，當使用者登入 Facebook後，相較於 PTT，使用者受到 APP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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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為清楚的推力影響：瀏覽動態消息。而動態消息則是由使用者追蹤的好友
或其他內容提供者（如新聞媒體與各類「粉絲專頁」）發佈的貼文物件組成。
一個貼文物件由上而下依序顯示了發佈者、發佈時間與隱私屬性、貼文內容、
超連結網頁截圖、各類互動數值（包含按讚、留言與分享次數）、行動選項
（按讚、留言或分享）。作為一名使用者，當我反身地看待當下的使用經驗，
我發現這一連串的組裝過程不只在展示事件與消息，而是某種意義上「推著」
我去進行關係的「再」連結。也就是說，不同於 PTT的介面組裝運作沒有
特定推力，Facebook平臺介面的組裝促動著使用者繼續與「好友（或追蹤的
社團、粉專）」互動。
換言之，這是一個循環迴路。要清楚說明此一循環迴路，我們需要更進

一步挖掘另一個相關的組裝場景：交友（或社團、粉專）建議。13 如同 Bu-
cher（2018）指出的，在 Facebook上的社交關係，是高度受到演算法的中介
與調控。例如，除了使用者自行加入的「好友」外，根據 Facebook平臺的
使用說明，平臺演算法會根據下列幾個條件來建議「你可能認識的朋友」：
（1）彼此擁有共同的朋友，（2）加入相同的社團，或被標註在同一張相片
中，（3）使用者的人際網絡（如學校或工作經歷）。14 也就是說，這一循環
迴路即是在「演算法」與「數位社交網絡」之間的交織與組裝，同時進一步
促動了「介面」的物件展演。如同前一節中我們已提及的，不同的組裝過程
乃是交織纏繞且相互促動的。
更細緻地拆解這一組裝起的循環迴路，如下圖 4所示，由實線所連結、

組裝起來的網絡，代表使用者在瀏覽 Facebook介面時遭遇的，包含「使用
者」、「貼文物件」、「好友（或其他內容提供者）」等。而虛線連結則是不
可見的中介行動（Latour, 2005），此處主要為「演算法」的影響。在這一循
環迴路中，又可細分出兩種演算法影響，也就是 Aral（2020）所謂建議社交
關係的「社交演算法」（friend-suggestion algorithms），以及影響動態消息更
新排序的「策展演算法」（content-curation algorithms）。社交演算法解讀使
用者的特徵（如畢業學校、加入的社團、選擇「加」的朋友等等），據以建

13 如同 Bucher（2018）指出的，相較於「朋友」這個概念意味著兩個個體間的關係，在 Facebook
上的朋友指的則是「多樣的行動者」之間的關係。Facebook在一個專利檔案中指出：朋友一詞
所指的不必然是在現實世界中真的是朋友的成員關係（當其中一方為一個店家或其他實體時就
經常是這樣的情況），它僅僅指稱社會網絡中的一個連結。因此，此處討論的「交友」與「好友」
並不限於「人與人」的關係，而是同時也包含了使用者與其他內容提供者的連結。

14 請參考下列網頁：https://www.facebook.com/help/163810437015615/，存取日期：2021年 8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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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可能認識的朋友」。策展演算法則是當社交關係建立後，偵測使用者與
這些關係的互動，再選擇展演的動態消息物件以創造「再」連結。15

圖 4：Facebook組裝的循環迴路

資料來源：本研究提供。

循此，本研究主張，在此一組裝運作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 Facebook
影響使用者於平臺上使用與互動的第一個機制：「迴路效應」。同時也可以
進一步推論，倘若如過去相關研究指出的，社群媒體之所以能促進公共討論
與參與，與「資訊的接觸」有關（陶振超，2017；Heiss & Matthes, 2019）。
那麼，更清楚地說，Facebook的組裝在「迴路效應」這一重要機制的運作中，
影響了使用者的互動樣態，進而決定了「資訊接觸」以及後續公共討論與參
與（或不參與）的可能性。也就是說，使用者的資訊接觸受到前述的循環迴
路所影響，被圈陷在自身的社交關係之中。就如同我們的受訪者A13指出的：

我覺得 Facebook 其實滿像每個人的一個⋯⋯小小的什麼
圈⋯⋯。他會根據你使用者的頻率，然後去排好他今天要給你看什

麼東西（A13）。

因此，相較於 PTT（與之後將分析的 Dcard），Facebook也才讓人更有

15 例如，Facebook於 2010年在 F8開發者大會中，讓人們窺見了其所謂 EdgeRank演算法，當時
這個演算法的作用便在於決定動態消息的更新如何排序，而其依據即是使用者與各個「物件」
之互動所生成的數值，例如，使用者針對貼文按讚或留言都會得到不同權重的數值，除了互動
類型外，時間也是重要的計算分數等等（Bucher, 2018）。雖然今天 EdgeRank演算法已被更新
的動態消息演算法取代，但它讓我們看到演算法確實在組裝中影響著人們的行動與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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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溫層」的感覺。

（二）介面與演算法促生的互動退縮

再回到我們的使用經驗。使用者在動態消息中選擇一則貼文進行閱讀，
除了發文者的正文與超連結物件之外，接著下方會有針對這則貼文的互動數
值（按讚、留言與分享數）、可選擇的「行動」（按讚、留言與分享），以及
可進一步查看的「留言」。首先，在介面配置上，雖然「按讚」、「留言」與「分
享」三種行動是平等地並列，但三種行動要求使用者需投注的心力全然不同。
「按讚」僅需從（目前的）七種情緒中擇一即可；「分享」則可接續多種行
動可能，例如，單純分享這一貼文於自身動態消息中，或是選擇增加文字內
容評論；而「留言」則要求使用者需於貼文下方輸入文字內容。如此一來，
「按讚」就成了使用者可選擇用以維繫關係的「阻力最小的路」。

「按讚」作為互動阻力最小的路，在本研究看來，即是 Facebook平臺組
裝影響使用者行動與互動的第二個機制，我稱其為「省力效應」。省力效應
所產生的互動，與過去研究中指出的「懶人行動主義」（Morozov, 2009）有
關，因而可以說是一種互動的退縮。也就是說，因為 Facebook平臺在 APP
介面上配置了「輕鬆」行動的可能，導引著使用者採取投入最少的方式維繫
關係，進而在公共議題上展演「參與」。因此，本研究也主張，這意味著「懶
人行動主義」並非單純使用者的意圖，而是受「省力效應」所影響。而「省
力效應」乃是 APP介面配置組裝運作的產物。更進一步來看，Facebook之
所以將 APP介面如此配置，又與策展演算法運作需求有關。如同 Bucher
（2018）指出的，演算法需要可以運算的資料，因此社群媒體平臺便需要盡
可能地將使用者的身分與行動轉化成可計算的。「按讚」便是一種行動的
計量化。因此，「懶人行動主義」作為省力效應的產物，實際上是一連串由
APP介面配置、使用者行動數量轉化、策展演算法運作組裝生成的。同時，
這也顯示「省力效應」與「迴路效應」在組裝運作上的關聯性。
接著，當使用者選擇點閱留言查看時，又將再一次可能遭遇到演算法的

影響。一般使用者貼文的「留言」基本上是按照時序排列，這與 PTT的「推
╱噓文」有類似的特徵。然而，Facebook平臺針對「粉絲專頁」（pages）以
及有大量追蹤者（followers）的公開貼文留言內容則會藉由演算法進行排序
（Shen, 2019）。除了預設的「最相關」排序，使用者可選擇顯示「最新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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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所有留言」。但即便顯示「所有留言」，也會優先顯示最相關留言。這意
味著演算法在此處試圖影響使用者關注「最相關」留言，也就是使用者「朋
友的留言或是獲得最多互動的留言」。換言之，這其中一部分也是「迴路效
應」的運作，使用者所接觸的乃是其社交圈的資訊。同時，也由於「粉絲專
頁」（例如新聞媒體粉專）及有大量追蹤者的「網路名人」最有可能在平臺
上傳播公共事務資訊，演算法在此介入也就必然影響了使用者於 Facebook
平臺上的公共參與。如同我們的受訪者 A01指出的，Facebook這種排序留
言的介面設計，不同於按照時序完整列出所有留言（如 PTT的推╱噓文），
這樣「我就不會知道這件事情的起始末，或大家的輿論風向是長怎樣。」如
此一來，「我會看文章可是我不會看下面的回覆或留言。」而這又是另一種
退縮的互動選擇。

三、	Dcard：在兩者之間的新平臺，目光商城

Dcard則是「在兩者之間」的一種新平臺，本研究稱其為「目光商城」。
如前所述，PTT平臺的組裝運作影響使用者使用行動與互動的方式，是透
過「群聚效應」與「共演效應」，因此我們在 PTT上可以看到「鄉民」這種
湊熱鬧式的公共參與（黃厚銘主編，2016）。相對地，Facebook的平臺組裝，
至少在動態消息的事件展演上，主要透過「迴路效應」與「省力效應」影響
使用者，因此展現更多的是同溫層與互動退縮的現象。接下來，本研究將繼
續重組我們稱為「在兩者之間」的 Dcard，其組裝運作形式可以說是前兩者
的混雜，而於混雜中生成的則是一種「目光商城」。

（一）平臺組裝運作與社交群聚及雜處

以研究者收集資料時的 APP版本 16 而言，當使用者登入 Dcard時會直
接被導向「推薦」頁面。如下圖 5所示，APP介面的上方並置了四個頁面物
件：「推薦」、「全部（熱門）」17、「追蹤」、「主題」。使用者向下滑動即

16 Dcard自 2013年推出APP後歷經了幾次介面上的大改版，目前這一版本是自 2020年開始測試，
加入了「推薦」這一頁面（蘇文彬，2020年 4月 16日）。本研究訪談資料收集時，大部分受訪
者的介面已是最新版本。

17 「全部」頁面的文章排序預設為熱門文章排序，使用者需手動更改設定才會變成是「最新」文
章排序。因此，在此處我將其標示為「全部（熱門）」。



21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13 卷 第 1 期．2023 年 1 月

會遭遇到一則一則的文章物件，文章物件上包
含了「所屬看板」、「標題」、「圖片預覽（若
有）」以及「互動數值」。介面最下方則並置
了六個僅以圖形展示的功能物件。因此，即
便 Dcard是屬於與 PTT相近的論壇式平臺，
就登入 APP最初的組裝場景來說，它更像是
Facebook，有著清楚的推力影響使用者行動：
瀏覽系統推薦文章。
不過不同於 Facebook的是，Dacrd平臺

「推薦」文章的來源並不限於使用者的社交網
絡。根據報導指出，「推薦」乃是 Dcard自
2019至 2020間測試並推出的新功能。有別於
先前「熱門」文章的推薦是以過去 36小時的
「愛心數」排序，「推薦」乃是以深度學習演
算法向使用者提供其感興趣的文章（蘇文彬，
2020年 4月 16日）。報導中受訪的 Dcard創
辦人指出，這一演算法的運作會根據使用者興
趣、所在地、熱門文章、相似人群等指標來計

算排序。換言之，在這一組裝場景中，Dcard與 Facebook類似，演算法的影
響介入了使用者於介面上會遭遇到的貼文物件。我們的受訪者也察覺了這一
過程，如 A10所說：

就是我打開，它就是顯示推薦。但我在想它會不會是根據我看

的東西、給我的東西、推給我東西，感覺應該是這樣（A10）。

然而，另一個也跟 Facebook不同的地方是，Dcard的介面上組裝了其他
的行動者。雖然使用者一登入便被導引至「推薦」，但介面上方仍並列著「全
部（熱門）」、「追蹤」與「主題」這三個將使用者推往其他行動的物件。因
此，就如我們受訪者指出的，雖然一開始會看「推薦」的文章，但看完後就
會去看「全部（熱門）」或「追蹤」，如 A09所言，「就推薦然後推薦看完，
然後右滑看熱門，然後看看看看完⋯⋯。」甚至有些受訪者則會直接看「全
部（熱門）」，如 A05說的，「我只看熱門文章，其他都不看。」，A06更進
一步解釋：

圖 5：Dcard登入後的「推
薦」頁面

資料來源：本研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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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熱門的它之所以是熱門，它一定就是很多點閱率，所以就

是這篇文章就是夠狗血、或是夠好笑、或是夠荒謬才會被推上去，

所以我就會先從那一些先去看（A06）。

因此，就使用者接觸資訊的組裝場景而言，Dacrd的運作既有演算法的
介入，也可見使用者主動選擇瀏覽行動。但一方面，Dcard的演算法影響不
像 Facebook那般與使用者社交網絡緊密扣連，並未形成將使用者圈限於社
交網絡的「迴路效應」。另一方面，其介面上反而類似 PTT平臺組裝中，藉
由人氣指標產生影響的「群聚效應」。因此，本研究將此一影響 Dcard使用
者參與行動之過程稱為「擬群聚效應」。這意味著其「群聚」背後有著相對
更複雜的，或甚至可以說更「系統操作」（即演算法介入）的推力。在經驗上，
這也反映在許多使用者於 Dcard的「建議回饋」板上質問官方，究竟是以什
麼樣的標準計算「熱門」或「推薦」。例如在 2021年 6月 5日即有一篇貼文
標題為「Dcard算法問題」，內容如下圖6，作者「一直很疑惑Dcard的算法。」
受訪者 A07也有類似的表述：

我對熱門板的認知就是他的按

讚數比較多的。但是最近 Dcard好
像有改版了有些新出的文章討論度

高他也會放到你的熱門板上面去，

讓你看。所以⋯⋯我不太知道他怎

麼算的⋯⋯（A07）。

在「擬群聚效應」的作用下，這意
味著 Dcard使用者的行動相較 PTT而
言更易受平臺系統的推力導引。因此不
同於黃厚銘、林意仁（2013）過去以「流
動群聚」之概念，捕捉 PTT使用者自
主地尋求共感共應的參與過程，本研究
主張，Dcard使用者總是被影響著（be 
affected），其行動更清楚地受演算法促
動。而進一步來看，本研究於 2020年年
底進行的觀察紀錄顯示，熱門文章排序

圖 6：Dcard使用者貼文

資料來源：本研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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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都是由人際相關或消費相關的看板（如「心情」、「感情」、「有趣」、「美
食」、「追星」等等）佔據。就像受訪者 A04所說的：

因為像 Dcard這個環境來說，會有一個熱門文章嘛，那大部分
會在熱門文章前排的，感覺更多是感情生活，反而跟時事沒什麼關

係⋯⋯（A04）。

換言之，我們可以主張，Dcard平臺演算法的影響，乃是將使用者往
個人消費主義的方向推。於是，順應著平臺運作而總是瀏覽著熱門文章的
Dcard使用者，如同進入了阻力最小的結構，放大了 Sunstein（2001）所描
繪的當代個人消費主義文化。
在使用者登入 Dcard時所遭遇的組裝場景部份，還有另一個值得討論的

效應。因為使用者登入時便被導引至「推薦」，且受訪者表示接著多半會去
的是「全部（熱門）」，這兩者都是以演算法排序來自不同看板的文章。換
言之，在這樣的組裝運作過程中，「看板」分類雖然存在，但其意義與作用
便相較於一開始就要求使用者選擇「去哪個看板」的 PTT來得小。此外，
使用者也無需進入特定看板，就可以發表文章，發文時也可以選擇（更改）
文章所屬看板。這也同樣削弱了 Dcard平臺上「看板」分類的影響力。18 因
此，雖然也屬於論壇型平臺，Dcard在介面上促動的使用者經驗便與 PTT
有著差異。而這一差異使得 Dcard使用者所處的資訊環境是相對混雜的。例
如，研究者在 2020年 10月 11日至 25日間，統計了每晚 10點 30分以後前
10大熱門文章類屬，曾經超過 10次名列前 10大熱門文章的看板，便有「有
趣」、「感情」、「心情」、「女孩」、「美食」等，且共有 28個看板在這 15天
內至少有一篇文章進過前十大熱門文章。我們將此一效應稱為「雜處效應」。
這意味著相較於 PTT使用者經常群聚於議題同質性較高的單一看板（如八
卦板或 NBA板），Dcard使用者則因介面與演算法運作的結果，其群聚之所
在乃是更混雜的資訊環境，可能前一刻在與人爭論時事議題，但下一刻卻圍
觀看著趣聞軼事。我們的受訪者 A11也提到，不同於 PTT可以用「看板」
進行篩選，Dcard則是會看到各種類型的文章。
「雜處效應」同樣也將使用者往個人消費主義這一方向推了一把。由於

18 相對地，在 PTT上，「看板」分類對於使用者來說是相當重要的，甚至成為某種類身分認同的
屬性。「黑特」、「八卦」等看板甚至被認為是 PTT鄉民重要的根源與根據地（黃厚銘主編，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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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處效應」削弱了「看板」的影響力，讓 Dcard使用者面對更複雜的資訊
環境。因此，雖然同為「論壇型」平臺，Dcard卻不若 PTT那樣，能夠生
成具某種程度看板認同與文化的參與模式。此外，這雖然意味著使用者相較
而言可以看到更多類型的文章，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就是不同類型的文
章必須一同競逐使用者的注意力。且也由於 Dcard不具「迴路效應」，不同
於 Facebook，其注意力導向並不建基於社交網絡之上。換言之，Dcard的「雜
處效應」將更純粹地導致有趣、吸睛的標題或事件獲得關注。因此，本研究
主張，Dcard就像是一個「目光商城」，既透過雜處的看板吸引使用者目光，
也透過演算法來讓使用者看到「他們想看的」。

（二）介面與演算法促生的互動喧嘩

回到我們的使用經驗上。當瀏覽文
章的Dcard使用者點選進入一則貼文後，
如下圖 7所示，最上方會顯示發文者身
分。由於 Dcard在某些看板上允許「全
匿名」或僅顯示「學校」，使用者身分
展演也就既不同於 Facebook的實名制，
也不同於 PTT可識別代號（id）的化名
制。接著在使用者發表的正文最下方會
有發文者選擇的「話題」標籤。「話題」
類似於 Facebook平臺上的「主題標籤」
（hashtag），作用都在於增加其他使用者
觸及這篇文章的可能性。再往下滑動頁
面則是「留言」區。Dcard在此的介面
配置會先顯示三則「熱門留言」，接著即
是按時序排列的全部留言。而每一則留
言又是由幾個元素構成：留言者身分（同
樣可匿名）、留言順序（以 B1、B2……
排序）、「愛心」數（類似於按讚數）、
留言內容。其中，因留言者可匿名的關
係，留言順序的編號就成了留言者相互

圖 7：Dcard看板文章

資料來源：本研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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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認對方的基礎，這與 PTT在「推╱噓文」中會以「某樓」相互指認對方
相同。此外，Dcard的留言內容無限制字數，因而可見留言者長篇大論的情
況。換言之，我們可以看到，在留言區的配置上，Dcard亦混合了 PTT與
Facebook的組裝特徵。
在這一組裝場景中，我們可以注意到 Dcard平臺影響使用者使用與互動

樣態的另一效應。亦即，有別於 PTT平臺運作藉由「共演效應」促動了湊
熱鬧的鄉民式參與，本研究主張 Dcard在此的組裝運作形成的乃是一種「喧
嘩效應」。首先，可「匿名」的身分選擇應被理解為一種代理行動的轉譯。
也就是說「匿名」的真正效果來自於，在其他使用者看來，發文或留言者乃
是藉由無法識別身分的代理行動者在行動。這一匿名行動者轉譯了原有的行
動。這可以從 Dcard的「全匿名」與「僅顯示學校」的身分展演差異中看
到。簡言之，「全匿名」的匿名行動者在轉譯發文者的話語時，將話語之外
的脈絡都剝除了。相較來說，當 Dcard使用者「顯示學校」身分發言時，就
意味著將這一身分帶進了其話語脈絡中。這也因而導致如我們受訪者 A01所
說的，「到最後，最後還會變成在戰學校。」或者像 A08感受到的，「我覺
得有一部分也就只是，是因為 Dcard只會顯示學校，所以才造成這種風氣、
這種生態吧。」當然，剝除了話語之外的脈絡，也開啟了各種言說的可能。
它可能導致如受訪者 A13所說的，「好像大家躲在鍵盤後面就會⋯⋯就是會
想說啥就說什麼。」但同時，如果我們再考量到這一場景中其他組裝配置，
亦即，按時序排列可完整呈現的留言脈絡，以及沒有字數限制的留言空間，
就可以發現其中也有了各種意見呈現的可能。例如，受訪者 A04即認為，
「Dcard是一個發表評論很方便的地方，所以會比較五花八門⋯⋯。」A07也
覺得，「在 Dcard比較會有正反的討論，比較沒有這麼誇張的⋯⋯一味的反
對政府的言論出現。」

這種既可能躲在鍵盤後面謾罵或戰學校，也可能利用空間長篇論證呈現
觀點的情境，本研究主張，正是 Dcard留言區的介面組裝運作出的「喧嘩效
應」。在此一組裝場景中，我們看到的既不如 Facebook平臺那般，使用者受
限於「迴路效應」的同溫層，也不像 PTT平臺的「共演效應」，使用者總湊
著熱鬧，Dcard的使用者在留言區的互動中經歷到的是更為複雜的「喧嘩」，
有著謾罵也有著論據，同時也像 A09所說的：

可能就會更多跟你不同意見的人，因為大家都是不知道從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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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出來的，然後都在下面留言這樣（A09）。

不過，也正是加上了這種「喧嘩」，本研究主張，我們似乎可以在 Dcard
的使用與互動中看到一種新的公共討論樣態，也就是一種「自我公民」的參
與姿態。
本研究主張，「自我公民」指的是，以個人的旨趣、興趣為核心關懷，

但卻又時而會以此出發關注公共議題或利益的矛盾樣態。換言之，「自我公
民」並非純粹自私的個人主義，因此仍會關注公共與社會議題，甚至有時會
採取行動。19 而 Dcard平臺的組裝運作之所以會促動「自我公民」這樣的參
與姿態，即是擬群聚效應、雜處效應與喧嘩效應共同作用的結果。也就是說，
一方面如前述分析指出，擬群聚與雜處效應都將 Dcard使用者推向了個人消
費主義，但另一方面，Dcard平臺在留言互動機制上的「喧嘩效應」則對於
參與有較正面的影響。這也就是「自我公民」的矛盾之處，看似僅關注個人
興趣，卻時而又會將關懷延伸至公共議題討論。而「喧嘩效應」之所以能如
此促動使用者，可從三個平臺的留言介面配置看出緣由。不同於 PTT的「推
╱噓文」受限於字數長度、不得連續推╱噓文，因而難以提供使用者充分議
論的空間，也不同於 Facebook的回覆留言會受的演算法影響展演，Dcard使
用者在留言時，可完全匿名、有充分議論空間、且不會受演算法干擾排序（時
間），這些組裝配置的樣態讓書寫與閱讀都有好的展開與脈絡。因此，雖然
眾人「喧嘩」中必然有著謾罵叫囂，但卻也更能提供公民議論的可能性。就
如受訪者A01甚至認為，「Dcard就真的像個論壇一樣。就是各式各樣的人，
各式各樣的價值觀都會被 Po上去」、「真的就是完完整整的就這件事情去討
論這樣子」。

循此，總結而言，「自我公民」這一矛盾的行動展演正是來自於 Dcard
內在有著衝突的組裝。作為一個消費與市場導向的社交平臺，Dcard並不若
PTT誕生於某種程度上的自由、自主與公共性理念之中（李紹良，2016）。
因而其「擬群聚效應」與「雜處效應」其實都與個人消費主義扣連。然而，
從新物質主義視野看來，各種組裝本來就不是內在同質、一致的整體，而是
總接合著混雜甚至衝突元素與力的作用（Bennett, 2010）。Dcard平臺中，「留

19 同時，也需區辨的是，「自我公民」不同於 Giddens（1991）所謂的「個體化的政治」。Giddens
以此概念要闡明的是，在高度現代性時期，個體生活面向的各種選擇都成了政治問題。本研究
所稱「自我公民」並無如此強的政治連結，即便從個人自我旨趣出發，仍有政治與社會性的潛
能，但卻更為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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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組裝配置正展現了這種「不和諧」性，讓使用者在關注自我之外也有
了展演公共討論的可能。

伍、	結論：臺灣年輕世代的平臺使用與公共討論參與

表 1：平臺組裝運作效應比較表

平臺 組裝�作 社交�互動樣� �共參�

PTT 群�效應
共演效應

湊�鬧
�引目光 鄉民的�動群�

Facebook �路效應
省力效應

同類相�
對話�縮 同溫層�群���

Dcard
�群�效應
��效應
喧�效應

湊�鬧（�費）
湊�鬧（�費）
�罵論理

自我�民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本研究目的在於從新物質主義取徑探究：PTT、Facebook與 Dcard三
個社群媒體平臺如何在異質元素的交互影響中，組裝使用者的使用與互動樣
態，進而影響其公共討論參與的可能性。新物質主義強調關係性的視野，主
張必須關注異質元素組裝的過程。因此，本研究主張，雖然 PTT、Facebook
與 Dcard都屬社群媒體平臺，但不同的組裝運作過程將導致使用者以不同方
式被促動與影響。循此，以演練方法（walkthrough method）紀錄以及訪談
資料為基礎，本研究重組（re-assembled）了 PTT、Facebook與 Dcard三個
平臺的組裝運作。藉由此一重組，我們指出了三個平臺各自組裝運作實際上
涉及了不同介面的配置、演算法的介入等異質元素與使用者的共同行動。同
時，如上表 1的整理，透過細緻區辨不同平臺的組裝運作過程，我們也說明
了三個平臺各自造成的可能效應：PTT使用者在「群聚效應」與「共演效應」
中成了湊熱鬧的鄉民；Facebook使用者則受「迴路效應」與「省力效應」影
響，容易陷入同溫層中；而 Dcard作為「在兩者之間」的新平臺，則展現了
「類群聚效應」、「雜處效應」與「喧嘩效應」，為作為「自我公民」的使用者
打造了阻力最小的路。
同時，對於不同平臺的組裝運作之拆解與分析，也回應了本文最初在回

顧既有文獻後主張的：社群媒體對於公共討論與參與的影響無法簡單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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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僅需要考量不同平臺的作用與影響，更需要就每一次事件中實際組裝
起的「使用者——裝置介面——社群媒體平臺」進行分析，才能弄清楚平
臺的組裝運作如何影響使用者的使用與互動，進而影響其討論及參與樣態。
事實上，從「組裝」的角度來看，本研究的分析也是時空與脈絡限定的。因
此，本研究並無意圖要聲稱發現了 PTT、Facebook與 Dcard這三個平臺客
觀或普遍的運作邏輯。本研究嘗試做的，乃是藉由拆解三個平臺日常最例行
使用的操作過程，分析其可能促生的組裝效應。進而，在這樣的基礎上，未
來我們將可以更進一步以某個事件為軸線，比較性地探究該事件中不同社群
媒體平臺的組裝運作如何產生交互影響，而前述提及的各種效應又會以什麼
樣的混雜形式交織在一起。
換言之，本研究主張，理解年輕世代參與矛盾的一個方式，便是要回到

不同社群媒體平臺的組裝脈絡中，探究這些平臺如何影響了年輕世代的連結
與互動。乃至於，對於這些現象的深究，才可能更進一步讓我們去思考，如
果社群媒體不可避免地會成為年輕世代的主要連結互動與資訊接觸來源，那
麼我們現今所使用的這些社群媒體平臺是否能促動合宜的公民參與行動？以
及，反過來看同樣也是重要的問題：政治、公共與社會議題如今是否還適合
透過社群媒體進行傳播？
當然，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其實也凸顯了本研究的另一個侷限或未盡

之處。亦即，為了分析上的結構安排，以及篇幅限制，我們僅個別地針對
PTT、Facebook與 Dcard進行重組與討論。但現實狀況中，使用者多半同時
會使用多個社群媒體平臺。本研究的受訪者雖然並非全部都有使用這三個平
臺，但多數情況是經常使用 Facebook與 PTT或 Faceboook與 Dcard。且平
臺之間的使用行動有著相互連結。因此，對於臺灣年輕世代而言，不同社群
媒體平臺交織使用的狀態，又如何增加其於平臺上公共討論與參與的複雜樣
貌，這部份的問題也尚待未來研究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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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new materialism theories, this study analyzed how the differences 

among PTT, Facebook, and Dcard influence younger social media users in Taiwan 
in their public discussion and participation on platforms. The study argues that to 
investigate the public discussion and participation on social media in more detail,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the assembled activities on different platforms. By exploring 
the assemblages of these three platform apps (PTT, Facebook, and Dcard), the study 
showed that their operations are assembled respectively by different heterogeneous 
elements such as the app interface arrangements, the intervention of algorithms, 
and by the coordination of platform users.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through these 
different assembling operations, PTT users become mobbing netizens under the 
effects of “mobbing” and “performing-together.” Facebook users tend to become 
trapped in echo chambers under the effects of “loop” and “effortlessness.” Being a 
new platform between the other two, Dcard exhibits the effects of “mobbing-like 
behaviors”, “complexity” and “noises.” It creates a path of least resistance for users as 
“self-citiz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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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異質性與政治討論：	
檢視臺灣網友在 FB的政治溝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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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 研 究 主 要 透 過 O-S-R-O-R 模 式（Orientation-Stimulus-Reason-
ing-Orientation-Response Model），並以社群平臺臉書（Facebook，以下
簡稱 FB）作為觀察場域，調查 2018 年九合一選舉期間，民眾的政治溝通行
為。研究結果顯示，首先，異質網絡中的民眾不會透過 FB 和面對面討論政
治，相反地，那些在同溫層中的人會對人際和 FB 討論比較開放。傳統媒體
比起社群媒體更能促進理性的政治態度，FB 上的使用與理性政治態度呈現
負相關。整體來說，臺灣的 FB 政治溝通模式路徑：社群媒體使用促進 FB
政治討論，藉由媒體使用和政治討論，促進積極和社群政治參與。這個研究
結果和 O-S-R-O-R 模式相符，同溫層的人主要透過社群媒體獲得政治和選戰
資訊。換言之，對於有相同理念的人，透過社群操作是有力的工具。

關鍵字：O-S-R-O-R模式、社群媒體、政治溝通、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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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這是傳播生態翻轉的年代，傳播科技提供能動性（affordances），改變
20世紀「大眾傳播時代」由專業媒體生產、由上而下、一對多的溝通方式，
這樣的變遷，導致當代的媒體系統已經產生翻天覆地的轉變，重塑大眾媒體
溝通的本質。因此，學界開始關注「新媒體」提供更加多元、無所不在的接
收環境、積極的資訊尋求、選擇性暴露、社群分享的功能，對於溝通生態以
及當代民主的影響。學者指出，新媒體係指架構在數位資訊技術下，運用在
溝通中所產生的新傳播形式，社群媒體係新媒體下的重要類型之一，具有互
動和連結的特色（boyd & Ellison, 2007），成為現今民眾討論、獲得新聞的平
臺，因此備受各界關注。
而社群媒體中，又以 FB最具影響力，自 2004年成立後，本來是大學校

園的交友平臺，但因該平臺強大的社交功能迅速風靡全球，目前 FB已是全
球最受歡迎的社群媒體。根據媒體報導，截至 2020年底，FB全球每月的活
躍用戶高達 28億，主要使用人口集中在 30至 49歲的青壯年（數位時代，
2021年 4月 28日），臺灣民眾也相當熱愛社群媒體，目前是亞洲社群媒體使
用率第一，其中又以 FB最受民眾青睞（點子科技，2020年 12月 15日），
正因為 FB的使用者眾多，具有頗大的影響力，因此，除了平日是大家分享
和交流的園地，在選舉期間也變成是候選人用以動員和連結選民的重要工
具。

以美國前總統歐巴馬（Barack H. Obama）為例，因為懂得如何透過 FB
與年輕人對話進而獲得勝選，因此，有一些學者也使用「FB選舉」強調近
代美國總統大選的特色（Johnson & Perlmutter, 2009），是足以說明目前許多
人喜愛透過線上社群溝通及討論政治，導致候選人不得不積極經營社群，企
圖引導言論風向，動員選民，進而贏得選戰，這股風潮也吹向臺灣，執政黨
和在野黨均卯足全力希望勝選，社群媒體當然也是各政黨和候選人兵家必爭
之地，所以，社群媒體工具尤其是 FB和其使用者是值得觀察的對象。

然而社群媒體能否促進民主發展和政治參與，有的人認為社群媒體上內
容更加多元，有助於言論意見的交流，增進共識和政治參與，有的人認為社
群媒體只會推薦使用者有興趣的內容，造成相同想法、立場的人聚集在一起
的同溫層效應。社群媒體使用普及，臺灣每逢選舉民眾的政治神經便被挑起，
由於社群上的溝通成本低、互動性強，選舉期間社群上的溝通討論便成為瞭



39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13 卷 第 1 期．2023 年 1 月

解臺灣民眾想法的重要場域，有助於未來擬定溝通策略、強化民主的重要基
礎。

2018年九合一選舉是蔡英文總統上任後的首場全國性選舉，也被認為是
2020年總統大選前哨戰，因此，本研究試圖以 2018年九合一選舉作為主要
觀察對象，此外，考量 O-S-R-O-R模式係以較系統化的方式檢視民眾接收
媒體內容刺激之後的反應，雖然歐美已累積頗多相關研究，但亞洲及臺灣的
研究尚在起步階段，其中，Chan於 2016年首度在亞洲以 O-S-R-O-R模式
了解香港民眾在 FB上的政治表達對於政治參與的影響，然而，香港和臺灣
的社會和政治體系不同，因此，透過 O-S-R-O-R模式調查臺灣民眾 FB上
的政治溝通仍有研究價值。
本研究希冀達到的研究貢獻有三，首先，這是臺灣首次以 O-S-R-O-R

模式為基礎所做的大規模實證研究，藉以了解一般民眾在 FB上的政治溝通
模式。其次，過去在香港的研究雖然也是以 FB作為研究場域，但是，主要
了解 FB上單向的政治表達為主，本研究則企圖進一步探索在 FB上雙向的
政治討論對政治態度、行為的影響，藉以貼近目前 FB上的生態。再者，正
如前述，FB上的網絡特性對政治的影響，仍沒有一致性的看法，本研究也
將進一步檢視網絡異質╱同質的影響，希冀以全新視野探討臺灣的政治溝通
模式。

貳、	文獻回顧

一、	O-S-R-O-R 模式

在近代政治溝通中，O-S-R-O-R模式係一重要的模式，該模式源自於
早期的行為主義。行為主義提出「刺激」（S）與「反應」（R）之間的關係，
但行為主義過去最常受到的批評就是過於簡約，忽略許多影響反應的重要變
數。因此，1990年代，Markus & Zajonc（1985）借用社會心理學的觀點更
進一步提出 O-S-O-R架構，亦即借用社會心理學中所關注的受眾認知、心
理傾向等個人差異，說明接收到資訊刺激之後，對於認知和行為的影響，後
來，J. M. McLeod et al.（1999）更進一步將 O-S-O-R模式運用到政治溝通
中，提出「溝通中介模式」（communication mediation model），強調媒體的
溝通效果並不是直接的，而是透過「中介因素」（intermediate factors）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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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參與。
近期學界又發展出 O-S-R-O-R模式，亦即在原 O-S-O-R模式中，再

將「論理／理性」（Reasoning）加入現有的刺激（S）和反應（O-R）之間（Cho 
et al., 2009）。近 10年來，這個結合政治學、社會心理學的 O-S-R-O-R模式
常被用來研究媒體對民主的影響。
過去 O-S-R-O-R的研究集中在歐美，Cho et al.（2009）率先在原 O-S-

O-R模式中，加入「論理／理性」的概念，提出 O-S-R-O-R模式，並以
2000年及 2004年美國競選期間的競選廣告曝光，瞭解新聞消費對於政治涉
入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在 2000年和 2004年的選舉中，選舉廣告的曝光
導致傳統新聞使用，並正向地影響線上資訊、面對面政治對話和內在反思。
Jung et al.（2011）延續前述模式，瞭解其它溝通變數對於政治結果的影響，
結果發現，經由新聞討論、線上政治訊息，透過政治知識和政治效能的中
介，會對政治參與產生正面影響。Chan（2016）則是首次在亞洲情境中測試
O-S-R-O-R模式，該研究整合 FB的特色以及溝通中介模式，瞭解 FB對香
港政治和媒體系統扮演的角色，結果顯示，因為 FB具有「資訊」和「互動」
的能動性，讓香港民眾擁有更多政治資訊，以及個人表達機會，進而發展出
政治效能和政治參與。繼對香港模式有初步瞭解後，Chan et al.（2017）再
援引 O-S-R-O-R模式比較中國、香港、臺灣三地的政治溝通模式，研究發
現，媒體使用促成政治溝通，政治溝通帶動線上政治參與，但該研究樣本以
大學生為主，較難代表臺灣整體社會的想法。
近五年來，學者仍持續測試不同地區、不同變數之間的關係，Xia & 

Shen（2018）繼續研究香港當地的政治溝通模式，探索當地傳統新聞媒體使
用和線上另類媒體使用對政治參與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傳統新聞媒體對
於政治參與扮演重要的促進角色，而線上另類媒體則會促進公民參與體制外
的活動，譬如：抗議。Ardèvol-Abreu et al.（2019）透過兩階段線上調查瞭
解美國民眾不經意曝光在新聞中，對於政治效能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人
們從傳統和線上媒體獲得新資訊，不論有意的，還是不經意的新聞曝光，獲
得新資訊時，為了交換意見或希望對議題有更多的瞭解就會促進政治討論，
亦即不論是經意和不經意的新聞媒體使用，均可促進與強、弱連結之間的討
論。Park & Kaye（2019）以 O-S-R-O-R模式為基礎，調查南韓成年人社群
新聞使用與「新聞慎思」（news elaboration）、「新聞策展」（news curation）
和「政治知識」之間的關係。其中，「新聞慎思」係指理性的行為，當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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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群媒體中閱讀新聞後，會將閱讀到的新聞內容與自己過去的知識和經驗
連結，產生自己對於新聞的詮釋和意義，「新聞策展」則是指人們透過社群
媒體分享新聞，重新建構和展現新聞。研究結果發現，新聞慎思和新聞策展
與政治知識呈現正相關，會中介社群媒體新聞使用和政治知識之間的關係，
亦即當人們在社群上看到新聞，會正向影響他（她）們思考新聞內容，並且
分享新聞，進而產生政治知識。俞蘋（2019）也曾引用 O-S-R-O-R模式檢
視臺灣民眾在社群媒體上的新聞使用，研究結果發現，近半數的使用者是在
不經意的狀態下接觸政治資訊，這樣的使用經驗有助政治討論，但該研究主
要引用科技部傳播調查資料庫的數據進行二手資料分析，較難釐清變數之間
的關係。Waeterloos et al.（2021a）採用 O-S-R-O-R模式檢視 COVID-19
期間，比利時民眾使用多元平臺新聞消費和政治參與之間的關係，研究結果
顯示，多元平臺的新聞消費，透過公民與強連結之間的討論，刺激自願服務
和社群參與。Chen（2021）持續以 O-S-R-O-R模式為基礎，在香港透過
兩階段調查，檢視第二螢幕在公眾互動中扮演的角色。研究結果顯示，第二
螢幕中找新聞和資訊影響公民認知（譬如：政治知識）和心理發展（譬如：
政治效能）。這種混合的媒體實踐直接影響政治參與，也會透過人際討論、
政治知識和政治效能的中介，間接影響政治參與。Johnson et al.（2022） 以
O-S-R-O-R模式為基礎，檢視手機上的 APP對於線上和線下政治參與的影
響，研究結果顯示，依賴使用APP與線上政治討論相關，影響線上政治參與，
但不影響線下參與。
由上可知，過去 O-S-R-O-R模式的研究以歐美為主，瞭解各變數之間

的關係，歐美的研究重心從傳統媒體逐漸轉移至社群、行動媒體使用上，然
而，以目前的社群媒體來說，IG以圖像為主、LINE是人際溝通的通訊平臺，
反之，FB是最受歡迎的社群媒體，同時，FB的互動特色適合以文字、語音
討論，然而，過去的研究目前只有Chan（2016）曾將焦點放在 FB的特色上，
包括：FB網絡大小、FB上的政治表達，該研究所提出的 FB上的政治表達
比較偏向單向溝通，主要瞭解香港民眾線上表達政治觀點和轉貼政治資訊的
狀況，然而，FB上的互動性才是該平臺最主要的特色，過去的研究並沒有
特別研究 FB上雙向的政治討論。此外，過去學者已經注意到「網絡異質性」
對於溝通和民主的影響（Lin, 2016），在 Chan（同上引）的研究中雖然有提
到網絡大小會影響所能接觸到的人和資訊，該研究的觀點是當個人的社群網
絡越大，所能接觸到的人也就越多、資訊越豐富，有助於正向影響政治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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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參與，然而，並沒有更進一步深入探討從 O-S-R-O-R模式檢視網絡異質
／同質的溝通模式，這也正是本研究試圖以 FB為主題，探討 FB上政治討
論並分析網絡異質╱同質溝通模式的原因，希冀能對理論和模式有所貢獻。
其次，從上述的文獻檢閱可知，有關 O-S-R-O-R模式在亞洲及臺灣的

研究尚在起步階段，而且之前的研究多半以香港為主，然而，香港和臺灣雖
然都位在亞洲並深受儒家文化影響，但事實上，學者指出香港屬於半民主國
家（Li & Chan, 2017），臺灣是完全民主社會，此外，過去香港長期為英國
統治，偏向個人主義，臺灣則偏向集體主義（葉蓉慧，2004），香港經驗恐
怕無法完全複製在臺灣，因此，透過 O-S-R-O-R模式的視角，瞭解臺灣社
群溝通模式仍具意義，再者，如果再進一步檢視目前在臺灣進行的 O-S-R-
O-R研究，多半採用次級資料和大學生的樣本，其中，有關大學生樣本，學
者指出大學生同質性高，有相似的教育水準和認知能力（Xu, 2020），尤其有
關政治溝通的相關研究，如以大學生為受試者，他（她）們尚未步入社會，
沒有工作經驗，價值觀類似，影響研究的外在效度，因此，透過大規模的實
證研究直接觀察臺灣的狀況，仍有其價值，有關 O-S-R-O-R模式主要變數
說明如下：
�一個重�變� O��影響行為的動�或�知的個人屬性（Orienta-

tion），過去的研究將 O視為是結構因素，焦點放在人口變項上，會影響閱
聽眾的訊息接收。近期研究則認為獨特的社會情境或個人人際討論的網絡特
色會影響政治參與，其中，最受關注的就是網絡異質性或同質性。
主張透過社群網絡可以接近多元觀點的學者認為，因為網路環境的結

構性力量，可以弱化社會藩籬，驅動人們暴露在不同的政治觀點中（Brun-
didge, 2010），因此，社群媒體可以提供暴露在不同政治意見的機會（Kim, Y., 
2011），幫助人們接觸到多元和異質觀點（Lee, J. K. et al., 2014）。此外，社
群網絡可以促進資訊流動（Correa et al., 2017），允許使用者可以隨時依照需
要接近資訊，以便更加快速地接收到新聞，學習多元觀點，對於議題有更加
深入的瞭解 （Wellman et al., 2001），讓那些有資訊需求動機，接近使用網路
的人得到滿足，和其他人溝通政治、公開地表達觀點，增加仔細思考的機會，
召喚人們進入公民與政治生活之中。
然而，也有學者指出社群媒體是「個人」網路媒體平臺，具有「過濾效

果」（filtering effect）（Pariser, 2011），亦即使用者可以藉由社群媒體上所提
供的「隱私權設定」避免與他（她）們不想要接觸的人接觸，控制自己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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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選擇自己的社交圈，這種能力會導致「回音室效應」（echo chamber 
effect）（Garrett, 2009）。再加上社群媒體為了要符合使用者的興趣和需求，
增加使用黏著度，提高商業利益，演算法多半推送的都是使用者感興趣的內
容，導致社群媒體上的內容多元性受限。
第二個元素 S代表的是刺激（Stimulus），意指某種環境因素會影響某

些行為，尤其是指「新聞媒體使用」對於「公民參與」的重要角色（Shah et 
al., 2001）。學者指出，傳統媒體使用是刺激公民政治參與的重要因素，大眾
媒體的資訊使用，不論是閱讀報紙、觀看新聞節目或透過網路收集和交換資
訊，都可以促進公民的政治參與，新聞媒體使用會藉由提供資訊及促進政治
對話，進而對於政治參與產生正面影響（Shah et al., 2005）。
不過，早期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傳統媒體」對於政治參與的影響，然而，

自社群媒體興起後，學者開始瞭解「社群媒體」上的新聞使用對於政治參與
的影響。學者指出在線上媒體中，社群媒體上的新聞曝光正逐漸地增加，
特別對那些年輕的首投族來說，許多年輕人都是從社群媒體接收政治資訊
（Ohme et al., 2018）；社群上允許藉由互動訊息科技，像是即時通訊、電子
佈告欄、線上聊天，以及來自新聞組織、政治人物的回饋，與更多的人分享
觀點和對事情的關懷（Shah et al., 2005），亦即社群媒體降低大眾表達及集
體溝通的成本，允許個人以很低的成本獲得資訊，而且可以即時地被全球閱
聽眾看到（Lupia & Sin, 2003）。總之，網路的便利性吸引更多的公民涉入政
治之中，社群媒體上的新聞使用可以增加公民的政治參與，因為在這樣的網
絡上提供足夠的資源，讓社群的使用者得以仔細地思考，並且和其他人互動
（同上引）。

第三個元素 R指的是「認知理性」（Cognitive Reasoning），主要包含「個
人和人際間的思考方式」（Shah et al., 2017）。學者更進一步詮釋「理性」的
概念，「理性」意指的是心理的仔細思考，可能是具有邏輯性的或非邏輯性
的、理性或情緒的。理性其實指的是一種心理的過程，主要在深化我們對於
資訊的理解。也就是說，理性是對媒體內容的反思（Cho et al., 2009），透過
理性，人們可以更清晰的思考並參與公共事務。
在清楚瞭解公共事務的過程中，人際間的討論扮演重要角色。根據政治

審議理論（political deliberation theory），「討論」對於民主來說是很關鍵的
過程，因為討論是作決策的前提，涉及辯論和同意，增加公眾理性和公共利
益 （Rawls, 2001），透過意見交換會加強對公共或政治事務的思考（Shah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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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2017）。學者指出媒體使用後提供公民政治討論資源，以及提供個人暴露
在不同觀點的機會，進一步鼓勵政治對話（Mutz, 2002），亦即光是新聞曝光
尚不足以引發後續的政治參與，還在於透過新聞引發討論，促進和驅動公民
的政治參與（Vitak et al., 2011）。換句話說，內心思考的理性過程，可藉由
政治討論時加以實踐，從理性思考轉變成論理（reasoning）過程，引發集體
問題意識，增加涉入的機會，提升公民政治參與（Kwak et al., 2005）。
此外，討論面向可從「線下」和「線上」檢視，線下討論就是與家人、

朋友、同學和同事面對面溝通，也可以對政治參與注入直接且正面的影響
（Jung et al., 2011）。線上討論則是隨著互動媒體科技的興起後，像是 FB溶
解時間及空間的疆界，透過即時性的資訊交換將全世界整合在一起。
因此，近期學界開始關注 FB上的政治討論現象，學者指出 FB的社交

功能，使得民眾可以討論公共事務，產生連結，增加政治效能，促進政治參
與（陳憶寧，2016），事實上，根據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的數據顯示，有 4.6%
的臺灣民眾有時或者經常在網路平臺上和朋友討論政治或公共事務話題（張
卿卿、陶振超，2016），顯見FB上的政治討論已是民眾重要的生活實踐之一。
第四個元素 O代表的是「再取向」（Re-Orientation），象徵因刺激而改

變的動機或認知因素，根據O-S-R-O-R模式，第二個O主要指的是「態度」，
導致政治參與（D. M. McLeod et al., 2002）。
學者指出，當涉入前述所提的人際之間論理的討論，就進入反思和認真

思考的過程，仔細考慮該議題，小心地衡量優缺點，說明其論點並表達出來
（Benhabib, 1996），同時，藉由彼此間對話的過程，一步一步釐清模糊的議
題，產生特定的態度，以及後續的政治參與行動或投票（Katz, 1992）。換句
話說，當個人涉入人際討論時就能夠使用複雜的概念，做出深層的邏輯連結，
以及創造理性的論述和政治態度（Cappella et al., 2002）。

第五個元素 R指的是「行為反應」（Behavioral Responses），在政治溝通
研究中，最相關的測量方式就是「政治參與」。過去的研究，通常將政治參
與分為「線下」及「線上」政治參與（Chan et al., 2017）。近期，隨著傳播
科技賦權一般民眾，民眾不再只是被動參與，科技帶來的能動性，使得部分
學者將社群的政治參與分成「主動」和「被動」，兩者之間的區別在於：使
用者在社群上是否可以主動地搜尋資訊或被動地接收資訊。主動的參與包括：
涉入政治社團、參與相關的測驗或活動；被動的參與係指將新聞內容放在新
聞動態牆上被其他使用者看見等（Li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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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來說，O-S-R-O-R模式假設，個人原始的取向（initial orienta-
tions）架接溝通、媒體使用，決定何時以及什麼內容被使用，也就是，閱
聽眾的文化背景、認知和動機，會引導個人如何獲得政治資訊（Shah et al., 
2017）、使用媒體訊息，透過人際討論，形成後續取向（orientation）和政治
態度，進而影響反應和政治參與行為。

二、	實證研究與假設

根據 O-S-R-O-R模式再進一步檢視模式中各變數之間的關係：第一個
是指「社會結構」（O）與「媒體使用」（S）、「政治討論」（R）之間的關係。
「社會結構」中，網絡的異質／同質通常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在不同的網絡
中，媒體使用和政治討論情況不同。
有關「網絡異質／同質」與「媒體使用」部分，主張社群網路可以帶動

多元、異質觀點的學者認為，現有的資訊環境並不必然會降低人們暴露在政
治差異和不同意見下，因為網路是多孔的，新聞媒體可以促進這種意外接觸
到政治分歧內容的機會（Kim, 2011）。此外，人們並不會積極地避免暴露在
挑戰自己政治態度的線上資訊（Garrett, 2009）。因此，近期部分研究傾向認
為社群媒體可以帶動多元及異質觀點。Park & Kaye（2019）調查南韓民眾的
社群使用行為，研究結果發現，社群媒體提供獨特的方式讓民眾去接近、討
論和學習政治資訊，因為社群上面有很多政治新聞，這就會讓社群媒體的使
用者變得有知識，同時，也會被告知很多近期發生的事情。
此外，學者亦指出，當處於異質性網絡中，代表有多元的觀點會相互地

激盪，比較可能產生個人的資訊需求（J. M. McLeod et al., 1998），而促成
更多的媒體使用，尤其當社會存在爭議，也會迫使個人藉由搜尋傳統媒體，
或其他來源上的資訊，藉以瞭解當前的社會氛圍和動態（Scheufele et al., 
2004），亦即處於異質網絡中，會影響人們經常地從媒體中獲得資訊。
整體來說，異質性網絡的特色就在於存在多元觀點，人們比較有機會接

觸到不同的資訊。因此，提出研究假設 1-1：

H1-1：認知 FB社群屬異質網絡，會經常地透過傳統和社群媒體獲得選
戰和政治資訊。
反之，另有部分學者指出，其實政治的社會溝通現實是大部分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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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位於政治同質團體中（Huckfeldt et al., 2004），同質性網絡代表政治理念
相同的人集結在一起，易於加強特殊政治議題的既有觀點，增強原始的政
治立場，形成同質的社群網絡，以及單面向的資訊環境（Gaines & Mondak, 
2009），亦即比起異質網絡，同質網絡的主要接收資訊來源較為單一。過去
的研究顯示，線上的資訊會被相同想法的人一起討論和分享（Hargittai et al., 
2008）。換言之，在同質性高的社群中，會相當程度以仰賴社群提供的資訊
為主，比較少接觸到其他多元的資訊來源，本研究主要瞭解 FB上的使用者，
當 FB屬於同質，合理地認為同溫層的使用者會相當程度以依賴社群作為主
要資訊來源，因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設 1-2：

H1-2：認知 FB社群屬同質網絡，主要依靠社群媒體獲得選戰和政治資
訊。

有關「網絡異質／同質」與「政治討論」部分，一般來說，政治討論的
場域，大抵可以分成面對面討論及線上討論，面對面討論強調身歷其境的互
動。數位科技崛起後，線上論壇和社群媒體的政治討論，也為面對面政治對
話增加全新面向，學者指出線上溝通比起面對面的互動限制較少（Gervais, 
2015），因為在電腦中介溝通的匿名特性可以讓使用者較沒有拘束地表達自
己的想法（Sproull & Kiesler, 1991），然而，FB近期推展實名制，希望用戶
使用自己真實的名字為言論負責，因此，學者指出線上匿名對 FB上的影響
似乎不太實際，因為用戶在 FB上的朋友多半是他（她）們本來就已經認識
的人，並彼此分享現有的關係（boyd & Ellison, 2007），亦即人們在 FB上的
溝通網絡是基於「關係」，也因此不論是單向地表達，抑或是雙向地討論，
均會有社會壓力，產生自我限制的效果（Cho et al., 2018），處於異質性網絡
中，比較有可能接收到不同意見；為了避免社會壓力，會選擇不公開、沉默
的策略，降低政治討論的機會。
此外，根據學者分析香港民眾在社群媒體中的公開表達，結果發現，與

沉默螺旋理論觀察的狀況一致，人們通常會去監控意見環境，在害怕被孤立
的心理下，假如感知自己的意見與大部分的人一致，傾向於說出來，但是，
假如認知自己的意見與大多數的人不一致，傾向於保持安靜（Chen, 2018）。
此外，Chang et al.（2018）研究 2016年的臺灣總統大選，研究結果顯示，
為了關係的和諧，當個人從 FB上接收到與自己意見相反的論述，為避免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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吵，就會保持安靜。因此，本研究合理地認為異質網絡中代表有多元意見和
聲音，FB上的實名制和發表意見產生的社會壓力，都會讓民眾不論是面對
面或在 FB上進行政治討論時更加地謹慎小心、降低發表意見的意願，因此，
提出研究假設 2-1：

H2-1：認知 FB社群屬異質網絡，與 FB政治討論與面對面政治討論呈
現負相關。

而在同質網絡中，學者指出和同質性的人一起溝通會覺得比較舒服和安
全，同質性會引導溝通（Cho et al., 2018），以及分享相同的資訊，進而導致
更多的政治溝通，不論是面對面或線上溝通，如果自己的意見與大部分人意
見一致，會鼓勵與其他人互動，導致有更多的政治討論。因此，本研究提出
研究假設 2-2：

H2-2：認知 FB社群屬同質網絡，與 FB政治討論與面對面政治討論呈
現正相關。

根據 O-S-R-O-R模式，第二個部分是指「媒體使用」（S）和「政治討
論」（R）之間的關係。
學者指出，公民對政治的瞭解依賴的是「媒體」和人際之間「政治討論」

的交互影響，也就是說，那些會看、聽、閱讀政治新聞的人比較可能參與政
治事務的討論（Eveland & Scheufele, 2000）。同樣的，那些會參與政治討論
的人，也會比較積極搜尋及閱讀政治新聞。其中，傳統媒體的主要任務是傳
遞資訊，作為守門人、提供公民多元意見。學者指出大部分傳統媒體的使用
者可以在媒體使用後獲得知識（Chaffee & Kanihan, 1997），進而鼓勵政治對
話；將在媒體（不論是傳統或社群媒體）中所讀到、所聽到的和別人溝通，
對政治的理解會比那些較少和其他人進行政治討論的人多一些。Eliasoph
（1998）的研究也發現，媒體內容會影響對於政治的瞭解，最後會導致參與
行為；但這個過程取決於是否與他（她）人討論政治，越頻繁的媒體使用，
會擁有更多的討論話題，就會有更多人際之間政治討論的機會，換句話說，
經常使用媒體的人，包括大眾媒體和社群媒體，會有比較多機會經常性地討
論。



JCRP, 13(1), January 202348

FB上的政治討論是因 FB互動特性而興起的現象，亦即在 FB上可以
透過文字、語音進行雙向意見的溝通和交流，至於有關傳統媒體使用與 FB
上的討論，學者指出暴露在新聞之中，是個人線上互動的前提（Ekström & 
Östman, 2015），亦即傳統的新聞媒體，幫助公民獲得政治知識，也比較有機
會涉入在線上和線下的政治討論（Eveland & Scheufele, 2000）。過去的研究
顯示，傳統媒體使用會影響政治行為，尤其是硬性新聞的使用，透過政治興
趣和政治知識中介，能夠正向預測政治討論和政治參與（Scheufele, 2002）。
選舉期間通常政治議題非常熱門，包括：傳統媒體和社群媒體上都會出現許
多與政治相關的內容，增加民眾有意、無意暴露在政治資訊的機會，提高政
治討論的可能，研究顯示尤其像傳統媒體中的政治評論節目就會影響民眾政
治討論頻率（Ponder & Haridakis, 2015）。
此外，以臺灣的情況來看，根據調查顯示，目前全臺有 2,172萬的網路

使用者，其中活躍的社群用戶高達 2,135萬，換句話說，全臺有超過 9成的
民眾都是社群的使用者，而一般民眾最常使用的平臺之一為 FB（數位時代，
2022年 3月 30日），由此可知，傳統媒體使用者有很大一部分是與社群使用
者重疊，亦即很多人既是傳統媒體又是社群媒體的使用者，再加上社群平臺
的特性在於方便互動，因此，選舉期間傳統媒體使用導致 FB上的討論應是
合理反應現實的狀況。
而有關社群媒體使用與 FB上的討論，學者指出社群媒體具有多元的

能動性，提供個人機會去討論和參與（Bode et al., 2013），過去的研究顯
示，社群媒體使用會帶動線上討論（Ekström & Östman, 2015）。Diehl et 
al.（2016）探索社群上的社會互動、新聞尋求行為時也指出，社群媒體是獨
特的溝通平臺，讓使用者建立自己的朋友網絡，創造出潛在的討論空間。
此外，Chan（2016）研究 FB對於香港的政治議題設定、資訊擴散和動

員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FB 對於促進資訊交換、表達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FB上的新聞使用與 FB上的政治表達具有正相關，當民眾花時間在使用 FB
上，就會在上面獲得更多政治相關的資訊，有更多政治表達的機會，發展出
政治效能和涉入。Chan et al.（2017）研究臺灣、香港和中國社群媒體使用，
進一步發現，社群新聞使用，透過朋友之間互相分享新聞的「政治表達」行
為會正向影響「政治討論」。整體來說，FB是臺灣最受歡迎的社群媒體，裡
面充斥著許多公私領域的訊息，以及連結和雙向溝通的特性，可以合理的認
為社群媒體使用導致 FB上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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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面對面的政治對話通常指的是與家人、朋友、同事之間的對話，學
者指出對話可以促進資訊流動，幫助公民詮釋媒體資訊，建構訊息的意義
（Kim, J., & Kim, E. J., 2008）。當有更多的討論就會賦予公民政治效能，覺得
自己是有能力去討論和理解政治議題，後續會帶來更多的討論，此外，之前
的研究顯示，線上和線下討論是互補的。換言之，線上討論和線下討論會相
互地影響（Shah et al., 2005）。
整體來說，學者指出不論是透過傳統媒體或是社群媒體的使用，公民得

以更加容易地討論和審議重要的政治議題（Valenzuela et al., 2012），因為新
聞媒體使用提供討論的資源，因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設 3-1和假設 3-2：

H3-1：傳統媒體使用與面對面政治討論及 FB政治討論呈現正相關。
H3-2：社群媒體使用與面對面政治討論及 FB政治討論呈現正相關。

�關「媒體使用」（S）、「政治討論」（R）與「政治態度」（O）之間的
關係，根據過去的研究，理性的政治態度在民主社會中扮演重要角色，Cho 
et al.（2009）指出，透過線上、傳統媒體的曝光，導致資訊尋求，促進公民
溝通和內在反思，這些反思和審議的過程，產生「論理／理性」（reasoning），
中介競選活動對於「參與」的影響，整體來說，實證結果支持中介模式，媒
體使用所得到的選舉資訊，透過人際和內心的理性化過程，產生民主的結果。
學者進一步指出，媒體使用的意義和價值在於驅動民眾思考，產生理

性，加強政治學習（political learning），建立政治效能和發展政治興趣（Cho 
et al., 2009），促進民主社會的健全發展。傳統媒體強調內容的客觀、公正，
以資訊引導民眾參與政治，在民主化過程中一向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以社
群媒體來說，過去外界常批評社群媒體大部分是娛樂或關係取向（Bright, 
2016），但近期研究以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作為觀察對象，研究結果卻發現，
雖然過去對於社群媒體多所批評，但是，其實社群媒體的溝通過程卻是更加
建設性的，社群媒體使用與說服性的政治對話連結在一起，進而能發展出對
議題的共識（Kim, B et al., 2019）。

整體來說，傳統媒體和社群媒體提供的內容均可讓使用者觀察到各式政
治觀點的機會，這些都有助於政治學習，增加政治知識，得以產生內在的思
考和判斷，而這種內在思考，產生對於媒體內容的反思，就可獲得理性的政
治態度（Cho et al., 2009）。又考量傳統媒體和社群媒體特性差異，傳統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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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專業組織產製的內容，提供專業觀點、評論，社群媒體上除了有許多媒
體報導外，更重要的是上面還有許多一般民眾的留言、想法，因此，本研究
將傳統媒體、社群媒體對理性政治態度分開檢視，提出研究假設 4-1和假設
4-2：

H4-1：傳統媒體使用與理性政治態度呈現正相關。
H4-2：社群媒體使用與理性政治態度呈現正相關。

此外，學者指出，「討論」涉及辯論和同意，會增進公共理性和公共利
益 （Rawls, 2001），透過討論交換意見，增強公共或政治事務的仔細思考
（mental elaboration）（Shah et al., 2007）。那些涉入政治對話的人有機會從新
聞中提煉出問題，討論出政治與自己生活的相關性，以及透過反思思考瞭解
複雜的政治過程，這些活動都會促使公民被充分地告知，進而投入積極及有
意義的政治參與（J. M. McLeod et al., 1999）。

人際間的政治討論包括：線上和線下。學者指出，線上政治討論就是指
透過線上論壇、社群媒體互動，線上論壇及社群媒體沒有疆界限制，可以接
觸到的人際網絡更加多元，方便促進不同意見間的對話（Lin, 2016）。線下
政治討論，就是與家人、朋友、同學和同事等社會網絡，進行面對面的人際
溝通，可以對政治知識和參與注入直接及正面的影響（Kwak et al., 2005）。
整體來說，不論線上或線下討論，人們在對話及討論的過程中就會反思，

並仔細地思考該議題，把原本自己不清楚的觀點，開始想清楚，權衡裡面的
優點和缺點，並形成理性的政治態度，又考量線上和線下溝通各有其特色，
是非常不同的溝通情境，像是面對面溝通可以透過觀察對方的語調、表情，
掌握溝通的狀況，反之，線上溝通是無法從對方的身體語言觀察對方的想法，
因此，過去的研究像是 Jung et al.（2011）的研究將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分成
線上和線下，藉以瞭解線上和面對面溝通模式所造成的差異，因此，本研究
提出研究假設 5-1和假設 5-2：

H5-1：面對面政治討論與理性政治態度呈現正相關。
H5-2：FB政治討論與理性政治態度呈現正相關。

根據 O-S-R-O-R模式，有關「政治態度」（O）與「政治參與」（R）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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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關係，學者指出通常「態度」是用以預測未來行為的有力變數（Smith 
et al., 2008），理性的政治態度在使用媒體內容及討論後產生，學者更進一步
指出，理性的政治態度尤其是指民眾的政治決策是基於理性計算，亦即選民
是理性的個體，投票抉擇基於將利益極大化的考量，對於選民投票行為極具
解釋力（吳重禮、許文賓，2003）。以臺灣社會來說，近年教育程度提升、
媒體資訊發達，民主化成果令人稱羨，合理的認為一般民眾應該可以從媒體
使用及政治討論中權衡自己的政治決定是否是基於整體利益考量，進而參與
政治。
根據 O-S-R-O-R模式，大眾媒體的資訊使用，不論是閱讀報紙、觀看

新聞節目或透過網路收集和交換資訊，對於政治參與產生正面影響（Shah et 
al., 2005）。社群媒體具有多元的能動性，可以即時互動，降低與他（她）人
接觸所需花費的時間和精力，進而可以刺激更多的政治參與（Brundidge & 
Rice, 2009）。因此，學者認為，網路也可以激化政治涉入（Huckfeldt et al., 
2004）。所以當人們涉入更多的媒體使用，不論傳統抑或社群媒體，均能帶
動政治參與。
然而，政治參與的概念十分多元，除了線上、線下的分類外，學者指出

過去的研究曾將政治參與分成消極和積極，消極面指的是單純暴露在訊息
下，積極面則包含參加活動、說服他人等（張卿卿，1996），考量 2018年九
合一選舉攸關政治版圖、未來政策和社會發展，因此，合理地認為民眾會以
理性政治態度涉入積極的政治參與中，亦即了解選戰的重要性，會積極地投
入相關活動、說服親朋好友，希望未來朝著自己的方向走，此外，近期隨著
網路科技和社群媒體的發展，又有學者提出社群媒體政治參與的概念，將社
群媒體中特有的行為，包括：按讚、分享等（Waeterloos et al., 2021b）納入
在新的政治參與概念中，譬如：對候選人網站按讚、訂閱、分享候選人的相
關資訊等，亦為新時代的政治參與形式增添全新面向，考量社群政治參與的
溝通成本低，合理地認為民眾認真思考後，也會正向影響在社群政治參與行
為。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6-1和假設 6-2：

H6-1：理性政治態度與積極政治參與呈現正相關。
H6-2：理性政治態度與社群政治參與呈現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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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方法

一、	研究架構

本研究引用 O-S-R-O-R的架構，企圖瞭解臺灣民眾在社群上的政治溝
通模式。根據 O-S-R-O-R模式，網絡特色的異質或同質（O）會影響媒體
使用（S）的狀況，並經由政治討論（R），影響政治態度（O）和政治行為
（R）。又根據前述文獻和研究假設，整體來說，當認知身處在網絡異質的環
境中，會有更多機會從傳統和社群媒體中汲取資訊，但由於 FB上的社會壓
力，影響發表意見的意願，與 FB政治討論、面對面政治討論呈現負相關；
反之，當認知身處在同質環境中，會偏向從社群中得到資訊，同時，因為同
質溝通的安全和舒服，因此，與 FB政治討論、面對面政治討論呈現正相關。
此外，傳統和社群媒體使用、FB政治討論、面對面政治討論，因為獲得政
治資訊和知識，得以釐清觀點、衡量利弊，形成理性政治態度和影響積極、
社群政治參與。
本研究探索網絡特色中的異質或同質對於傳統、社群媒體使用、FB、面

對面政治討論的影響，因此，在研究架構中，網絡特色分成異質或同質、媒
體使用分成傳統媒體使用、社群媒體使用，政治討論分成 FB政治討論和面
對面政治討論，政治參與部分分成積極、社群政治參與，提出研究架構圖（如
圖 1），希冀了解不同變數之間的關係。

二、	操作化定義

本研究架構中的各變項為「網絡異質／同質」、「媒體使用」、「政治討
論」、「政治態度」、「政治參與」，參考文獻後，建構問卷如附錄，各操作定
義說明如下：

（一）網絡異質／同質

本研究參考 Choi et al.（2017）、Kim, J., & Hyun, K. D.（2017）的研究，
有關網絡異質／同質部分合計 4題，主要請受試者回答是否會接觸到不同政
治觀點、意見的頻次，藉以直接瞭解其網絡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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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二）媒體使用

本研究參考 Jung et al.（2011）、Shah et al.（2005）、Weeks et al.（2017）、
Yoo & Gil de Zúñiga（2014）的研究，瞭解受試者在傳統媒體以及社群媒體
的使用狀況。歸納過去學者的研究可知，傳統媒體主要瞭解受試者在電視、
報紙的使用頻次；社群媒體的部分包括：FB的使用頻次，又考量本研究主
要以 FB作為研究對象，因此，有關媒體使用合計 6題，詢問受試者在一般
傳統媒體使用，以及 FB等社群媒體的使用狀況。

（三）政治討論

本研究主要參考 Jung et al.（2011）、Li & Chan（2017）、Shah et al.（2005）
政治討論的問卷題型。有關政治討論合計 6題，聚焦在與親朋好友、同事政
治討論的頻次，而討論的場域包括線上社群媒體和線下面對面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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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治態度

本研究主要參考 Cho et al.（2009）、Shah et al.（2007）的研究，有關政
治態度合計 3題，主要詢問受試者 2018年九合一選舉的投票考量是否基於
候選人理念、符合臺灣需要和時代潮流，藉以瞭解受試者本身是否基於理性
思考，作為投票決策之依據。

（五）政治參與

本研究參考 Chan（2016）、Chan et al.（2017）、Choi et al.（2017）、
Jung et al.（2011）、Lin（2016）、Li & Chan（2017）、Weeks et al.（2017）、
Yoo & Gil de Zúñiga（2014）的研究。有關政治參與共計 9題，主要詢問受
試者參加線上所舉辦的政治活動、以按讚支持候選人的網站、說服其他人支
持自己的意見等，進一步瞭解受試者的政治參與行為。

三、	資料收集：網路問卷

（一）研究對象及工具

考量新聞網站和社群媒體是民眾接近新聞的重要管道，同時網路問卷具
有便利、快速、成本較低廉，而且不影響受試者作答等優點，因此，採用網
路問卷方式收集受試者資料。
本研究委託東森民調雲收集調查數據，該平臺係臺灣網路新聞網站東森

新聞雲旗下的民調單位，截至 2020年底，該資料庫的會員數已經超過 140
萬，是臺灣最大的民調會員資料庫，過去成功準確預測臺灣大選結果，具有
可信度。因此，本研究委請東森民調雲於 2018年九合一選前依照各縣市合
格選民比例抽樣，發出 20,000份簡訊給該資料庫中全國 20歲以上的成年人，
整體來說，線上受試者再現臺灣合格選民在各縣市的分布，由於是透過線上
問卷，因此，填答問卷者以 20至 39歲的年輕人為主，反映出當前臺灣整體
網民的樣貌。
此外，本研究主要調查那些有使用 FB的投票者，一開始先以過濾題確

認受試者是否為 FB的使用者，同時，為刺激受試者踴躍填答，參加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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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試者有機會可以抽到便利商店禮券作為激勵，藉以提高回覆率。

（二）問卷施測

本研究採用前後測問卷的施測方式。考量民眾在經過選前的媒體使用及
政治討論後，影響後續的政治參與，因此，本研究透過兩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在 2018年九合一選前兩週施放第一次問卷（從 2018年 11

月 9日至 11月 23日，合計 15天），發送手機簡訊給受試者，受試者收到簡
訊後，連結回到東森民調雲的網路問卷平臺上即可填寫意見。第一階段問卷
主要調查受試者在媒體使用、政治討論、網絡異質／同質、政治態度的狀況，
合計發送 20,000筆簡訊，前測回應率二成八，回收 5,664份問卷。

第二階段：選後兩週施放第二次問卷（從 2018年 11月 25日至 12月 9
日，合計 15天），主要再發送手機簡訊給第一階段成功填答問卷的受試者，
再請受試者從手機簡訊中的連結，連回到東森民調雲的網路問卷平臺上填寫
意見，藉以瞭解政治行為，合計收到 1,829份問卷，扣除填答不完整的問卷，
最後成功回收 1,583份問卷，後測保留率 27.95%。1

肆、	研究結果

一、	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

本研究主要藉由文獻，收集 O-S-R-O-R模式中各變數的相關題組，發
展出研究問卷，因此，須先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
sis；EFA），並以此階段所萃取的因素作為後續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的模型，瞭解這些題項，共同的潛在變數。在探索
性因素分析中，主要採用 SPSS統計軟體中的主成分因素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估算因素負荷量，經過因素分析後，分別命名為「傳統
媒體使用」、「社群媒體使用」、「FB政治討論」、「面對面政治討論」、「網
絡異質／同質」、「理性政治態度」以及「積極政治參與」和「社群政治參與」
等 8個面向。
此外，針對問卷中的每個面向進行信度分析，其中，「傳統媒體使用」

1 保留率係將成功問卷 1,583 份除以回應問卷總數 5,664，等於 2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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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我經常從電視中獲得選舉和政治資訊、我經常從報紙中獲得選舉和政
治資訊、我經常觀看政論節目等 3題，α值為 .581。「社群媒體使用」包括：
我經常從 FB中獲得選舉和政治資訊、我經常從 LINE中獲得選舉和政治資
訊、我經常從 IG中獲得選舉和政治資訊等 3題，α值為 .649。「FB政治討論」
包括：我經常在 FB上與自己的親朋好友討論選舉和政治資訊、我經常在 FB
上與同事討論選舉和政治資訊等 2題，α值為 .919。「面對面政治討論」包括：
我經常與自己的親朋好友面對面討論選舉和政治資訊、我經常與同事面對面
討論選舉和政治資訊、我經常在 FB上看到選舉和政治資訊後，轉而與自己
的親朋好友面對面討論選戰和政治、我經常在 FB上看到選舉和政治資訊後，
轉而與同事面對面討論選戰和政治等 4題，α值為 .871。「網絡異質／同質」
包括：我可以在 FB上常常接觸到不同政黨的觀點、我可以在 FB上常常接
觸到跟我不同的政治觀點、我的 FB上有不少人跟我的政治立場不同、我的
FB上有不少人跟我的政治意見不同等 4題，α值為 .918。「理性政治態度」
包括：2018年九合一選舉，認同縣市長候選人的政治理念是我的投票考量、
2018年九合一選舉，我的投票考量是縣市長候選人政治理念是否適合臺灣的
需要、2018年九合一選舉，我的投票考量是縣市長候選人政治理念是否符合
時代潮流等 3題，α值為 .908。「積極政治參與」包括：對於我所支持的議題，
我會努力說服親朋好友來支持我的觀點、對於我所支持的議題，我會努力說
服工作中的朋友來支持我的觀點、對於我所支持的議題，我經常參與連署、
對於我所支持的議題，我也會說服我的親朋好友一起參加連署、我經常參加
線上所舉辦的政治活動等 5題，α值為 .895。「社群政治參與」包括：我會
以按讚支持候選人的網站、我會以分享支持候選人的網站、我經常從線上訂
閱政治相關資訊、我會從線上直接捐款給支持的候選人等 4題，α值為 .839，
整體來說，各題項均有良好的信度。

二、	分組說明

為瞭解不同網絡特性的溝通模式，本研究將收集的 1,583份成功樣本，
依每位受試者在「網絡異質／同質」的答題狀況加以分組。其中，「網絡異
質／同質」主要詢問受試者是否可以在 FB中接觸到不同的政治觀點和意見，
在測定「網絡特色」的四題中，本研究請受試者針對選項同意程度給分，由
1-7打分數，分數愈高表示越同意，分數越低表示越不同意，因此，受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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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的數據最大值 28分（代表受試者經常會在 FB中接觸到多元的意見和聲
音）、最小值 4分（代表受試者這四題均回答很少在 FB中接觸到多元的意見
和聲音），為能彰顯出網絡異質、同質的特色和差異，將受試者得分加以分
組，又考量分組組數如果過多，取極端數值，樣本數目過少代表性不足，組
數過少，又無法彰顯出異質、同質的特色和差異，因此，透過四分位數，將
整體答題的分數分成 4組，其中，得分 10以下的為前 25%，得分在 25分以
上的為後 25%。

得分前 25%的低分組（亦即同溫層組）計有 416個有效樣本，以及得分
後 25%的高分組（亦即異質層組）計有 331個有效樣本，區分成同溫層組和
異質層組，而原先 1,583有效樣本中，既非同溫層、也非異質層組的樣本數
合計有 836，就不計入最後的統計分析中，藉以更能清楚觀察異質、同質網
絡的政治溝通模式之差異。

三、	假設檢驗以及模式

為進行模式中各項假設驗證再透過 MPlus進行結構方程模型分析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簡稱 SEM），藉以瞭解模式中各變項間的關
係，其優點在於可以估算整個模式各變數之間的關係，降低傳統多元迴歸分
析的誤差，目前已是量化研究中重要的分析工具。根據統計學者的建議，採
用以下的標準評估模式的適配性（model fit）：RMSEA（< .10）、CFI（> 
.90）、TLI（> .90）以及 SRMR（< .05）（Hair et al., 2006），本研究依照研
究架構圖瞭解各變數與問卷所得數據之間的適配狀況。
在積極政治參與模式中，研究結果顯示，異質層組卡方值為 9.088、

自由度為 3，p 值為 .0281，若模式有良好的配適度，通常 p 值大於 0.05的
顯著水準，代表整體模式配適度佳，因此，再進一步檢視其他的配適度指
標，RMSEA 為 .078（< .10）、CFI 為 .987（> .90）、TLI 為 .912（> .90）、
SRMR為 .025（< .05），均符合學者的建議數值，整體模式的配適度為良好
（如圖 2）。

同溫層組卡方值為 6.289、自由度為 3，p 值為 .0983，若模式有良好的
配適度，通常 p 值大於 0.05的顯著水準，代表整體模式配適度佳，再進一
步檢視其他的配適度指標，RMSEA為 .051（< .10）、CFI為 .991（> .90）、
TLI為 .938（> .90）、SRMR為 .017（< .05），均符合學者的建議數值，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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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異質層―積極政治參與模式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 3：同溫層―積極政治參與模式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體模式的配適度為良好（如圖 3）。
在社群政治參與模式中，研究結果顯示，異質層組卡方值為 6.226、

自由度為 2，p 值為 .0445，若模式有良好的配適度，通常 p 值大於 0.05的
顯著水準，代表整體模式配適度佳，因此，再進一步檢視其他的配適度指
標，RMSEA 為 .081（< .10）、CFI 為 .992（> .90）、TLI 為 .912（> .90）、
SRMR為 .018（< .05），均符合學者的建議數值，整體模式的配適度為良好
（如圖 4）。

同溫層組卡方值為 4.685、自由度為 3，p 值為 .1964，若模式有良好的
配適度，通常 p 值大於 0.05的顯著水準，代表整體模式配適度佳，再進一
步檢視其他的配適度指標，RMSEA為 .037（< .10）、CFI為 .995（> .90）、
TLI為 .966（> .90）、SRMR為 .016（< .05），均符合學者的建議數值，整
體模式的配適度為良好（如圖 5）。
根據分析結果，研究假設 1，主要瞭解網絡異質和同質特色，對於從媒

體獲得選戰和政治資訊的狀況，研究結果顯示，在社群屬於異質網絡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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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積極政治參與模式中，與傳統媒體使用（β  = .242, p  < .05）、社群媒體使
用（β= .195, p  < .05）呈現正相關；社群政治參與模式中，與傳統媒體使用（β= 
.235, p  < .05）呈現正相關。因此，H1-1：認知 FB社群屬異質網絡，會經常
地透過傳統和社群媒體獲得選戰和政治資訊，獲得部分支持。在社群屬於同
溫層網絡的情況下，在積極和社群政治參與模式中，均與社群媒體使用（β= 
.389, p  < .05）呈現正相關。因此，H1-2：認知 FB社群屬同質網絡，主要依
靠社群媒體獲得選戰和政治資訊，獲得支持。
其次，研究假設 2主要探討網絡異質和同質特色與「政治討論」之間的

關係，研究結果顯示，在社群屬於異質網絡的情況下，積極政治參與模式中，
兩者之間沒有相關；社群政治參與模式中，與面對面政治討論呈現正相關（β= 
.233, p  < .001）。因此，H2-1：認知 FB社群屬異質網絡，與 FB政治討論與
面對面政治討論呈現負相關，沒有獲得支持。在社群屬於同溫層網絡的情況
下，積極政治參與模式中，與 FB政治討論（β= .160, p  < .000）、面對面政治
討論（β= .233, p  < .001）呈現正相關。在社群政治參與模式中，與 FB政治

圖 4：異質層―社群政治參與模式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 5：同溫層―社群政治參與模式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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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β= .160, p  < .000）、面對面政治討論（β= .233, p  < .001）均呈現正相關。
因此，H2-2：認知 FB社群屬同質網絡，與 FB政治討論、面對面政治討論
均呈現正相關，獲得支持。
研究假設 3主要探討「媒體使用」和「政治討論」之間的關係，研究結

果顯示，在社群屬於異質網絡的情況下，積極政治參與模式中，傳統媒體使
用分別會正向地影響 FB政治討論（β  = .125, p  < .001）、面對面政治討論（β  
= .268, p  < .001），在社群政治參與模式中，傳統媒體使用分別會正向地影響
FB政治討論 （β  = .109, p  < .005）、面對面政治討論（β  = .276, p  < .001）。然
而，在社群屬於同質網絡的情況下，在積極政治參與模式中，傳統媒體使用
與面對面政治討論（β  = .229, p  < .000）呈現正相關，在社群政治參與模式中，
兩者之間亦呈現正相關（β  = .214, p  < .000）。因此，H3-1：傳統媒體使用與
面對面政治討論及 FB政治討論呈現正相關。獲得部分支持。

在社群屬於異質網絡的情況下，在積極政治參與模式中，社群媒體使用
會正向地影響 FB政治討論（β  = .471, p  < .000）、面對面政治討論（β  = .608, 
p  < .000），在社群政治參與模式中，社群媒體使用會正向地影響 FB政治討
論（β  = .552, p  < .000）、面對面政治討論（β  = .648, p  < .000）。在社群屬於
同質網絡的情況下，在積極政治參與模式中，社群媒體使用會正向地影響
FB政治討論（β  = .083, p  < .000）、面對面政治討論（β  = .287, p  < .000），
在社群參與模式中，社群媒體使用會正向地影響 FB政治討論（β  = .089, p  < 
.000）、面對面政治討論（β  = .292, p  < .000）。因此，H3-2：社群媒體使用
與面對面政治討論及 FB政治討論呈現正相關。獲得支持。

研究假設 4主要探討「媒體使用」和「政治態度」之間的關係，研究結
果顯示，在社群屬於異質網絡的情況下，積極政治參與模式中，兩者之間沒
有相關，而在社群政治參與中，傳統媒體使用可正向促進理性政治態度（β= 
.103, p  < .005）。在社群屬於同溫層的情況下，積極政治參與模式中，傳統媒
體使用與理性政治態度呈現正相關（β= .429, p  < .000），在社群政治參與模
式中，傳統媒體使用與理性政治態度呈現正相關（β= .429, p  < .000）。因此，
H4-1：傳統媒體使用與理性政治態度呈現正相關。獲得部分支持。
在異質網絡中，不論是積極還是社群政治參與，社群媒體使用均與理

性政治態度沒有相關。而在同質網絡中，不論是積極還是社群政治參與，
社群媒體使用均與理性政治態度呈現負相關（β  = -.264, p  < .001）。因此，
H4-2：社群媒體使用與理性政治態度呈現正相關，未能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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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假設5探討「政治討論」和「政治態度」之間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
在社群屬於異質網絡的情況下，積極和社群政治參與模式中，面對面的討論
均與理性政治態度沒有相關。在社群屬於同溫層的情況下，不論是積極還是
社群的政治參與，面對面政治討論均有助於增加理性的政治態度（β  = .372, 
p < .000）。因此，H5-1：面對面政治討論與理性政治態度呈現正相關。獲得
部分支持。

FB政治討論與理性政治態度，不論哪一種模式，都發現兩者之間沒有
相關。因此，H5-2：FB政治討論與理性政治態度呈現正相關，沒有獲得支持。
研究假設 6主要探討「政治態度」和「政治參與」之間的關係，研究結

果顯示，不論在異質或同質網絡中，在積極政治參與模式中，理性政治態度
均與積極政治參與沒有相關，因此。H6-1：理性政治態度與積極政治參與呈
現正相關，沒有獲得支持。在社群政治參與模式中，只有在社群屬於異質網
絡的情況下，兩者之間呈現正相關（β  = .243, p  < .001），因此，H6-2：理性
政治態度與社群政治參與呈現正相關。獲得部分支持。
從研究結果中可看出幾個趨勢，在 FB的同溫層中，相當程度依靠社群

獲得選戰和政治資訊，裡面的網民會透過 FB以及面對面進行政治討論，但
是，FB上的討論與理性政治態度沒有相關，社群媒體使用甚至與理性政治
態度呈現負相關。在異質網絡中，透過傳統媒體的使用，經由 FB上的討論，
可以促進積極和社群政治參與。相關研究假設整理如下表 1：

表 1�研�假設結果一�表
序 研究假設 研究結果

1 H1-1：認知 FB 社群屬異質網絡，會經常地透過傳統和社群媒體獲得選戰和政治資訊。 部分支持

2 H1-2：認知 FB 社群屬同質網絡，主要依靠社群媒體獲得選戰和政治資訊。 支持

3 H2-1：認知 FB 社群屬異質網絡，與 FB 政治討論與面對面政治討論呈現負相關。 不支持

4 H2-2：認知 FB 社群屬同質網絡，與 FB 政治討論與面對面政治討論呈現正相關。 支持

5 H3-1：傳統媒體使用與面對面政治討論及 FB 政治討論呈現正相關。 部分支持

6 H3-2：社群媒體使用與面對面政治討論及 FB 政治討論呈現正相關。 支持

7 H4-1：傳統媒體使用與理性政治態度呈現正相關。 部分支持

8 H4-2：社群媒體使用與理性政治態度呈現正相關。 不支持

9 H5-1：面對面政治討論與理性政治態度呈現正相關。 部分支持

10 H5-2：FB 政治討論與理性政治態度呈現正相關。 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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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H6-1：理性政治態度與積極政治參與呈現正相關。 不支持

12 H6-2：理性政治態度與社群政治參與呈現正相關。 部分支持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伍、	研究發現之討論

本研究主要採用 O-S-R-O-R模式，以臺灣 2018年九合一選舉作為主要
觀察對象，因為是以一般選民為主要施測對象，因此，較能具體地看出臺灣
民眾在社群媒體上的政治溝通模式。有關研究結果說明如下：

一、 研究假設 1主要了解網絡特性中的異質、同質與媒體使用之間的關係，
研究假設 1-1：認知 FB社群屬異質網絡，會經常地透過傳統和社群媒
體獲得選戰和政治資訊。研究結果發現，在社群屬於異質網絡的情況
下，積極政治參與模式中，與傳統媒體使用、社群媒體使用呈現正相
關；社群政治參與模式中，與傳統媒體使用呈現正相關，因此，研究
假設 1-1獲得部分支持。學者指出，網絡的異質性和媒體使用有正相關
（Kim, Y., 2011），研究結果大抵上支持這樣的觀點。其中比較值得注意
的是，在社群的政治參與中，網絡的異質性和社群媒體使用沒有相關，
可能的原因是積極的政治參與需要較多的投入，無法單靠社群媒體，需
要從傳統、社群媒體中得到較多的觀點和資源，才有辦法去說服他人來
支持自己的觀點。研究假設 1-2：認知 FB社群屬同質網絡，主要依靠
社群媒體獲得選戰和政治資訊。研究結果發現，在社群屬於同溫層網絡
的情況下，在積極和社群政治參與模式中，均與社群媒體使用呈現正相
關。因此，研究假設 1-2獲得支持。這個研究結果和過去文獻一致，同
溫層依賴單一的資訊來源，加強和分享既有的觀點（Gaines & Mondak, 
2009），因此，社群上的同溫層就會大幅仰賴從社群中獲得資訊。

二、 研究假設 2主要了解網絡特性中的異質、同質與與政治討論之間的關
係，研究假設 2-1：認知 FB社群屬異質網絡，與 FB政治討論與面對面
政治討論呈現負相關。研究結果發現，在社群屬於異質網絡的情況下，
積極政治參與模式中，兩者之間沒有相關；社群政治參與模式中，與面
對面政治討論呈現正相關。因此，研究假設 2-1沒有獲得支持。可能的
原因在於在眾生喧嘩的社群環境中，為了避免社會壓力，人們會保持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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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也因此，網路異質與政治討論之間沒有相關，只有在社群的政治參
與中，網路異質與面對面政治討論呈現正相關，可能的原因是社群政治
參與僅是在社群中按讚、分享等，較不涉及比較深層的政治參與，因此，
即使面對多元意見，仍可在面對面的情況下討論。研究假設 2-2：認知
FB社群屬同質網絡，與 FB政治討論與面對面政治討論呈現正相關。
研究結果發現，在社群屬於同溫層網絡的情況下，不論在積極、社群政
治參與模式下，與 FB政治討論、面對面政治討論均呈現正相關。因此，
研究假設 2-2獲得支持。學者指出在同溫層的網絡環境中，與過去研究
一致，和同質性的人一起溝通會覺得比較舒服和安全，同質性會引導溝
通（Cho et al., 2018），以及分享相同的資訊，進而導致更多的政治溝通，
因此，認知 FB社群屬同質網絡，與 FB政治討論、面對面政治討論均
呈現正相關。

三、 研究假設 3主要了解媒體使用和政治討論之間的關係，研究假設 3-1：
傳統媒體使用與面對面政治討論及 FB政治討論呈現正相關。研究結果
發現，在社群屬於異質網絡的情況下，積極政治參與模式中，傳統媒體
使用分別會正向地影響 FB政治討論、面對面政治討論，在社群政治參
與模式中，傳統媒體使用分別會正向地影響 FB政治討論、面對面政治
討論。然而，在社群屬於同質網絡的情況下，在積極和社群的政治參與
模式中，傳統媒體使用只與面對面政治討論呈現正相關，並未正向影響
FB政治討論。因此，研究假設 3-1獲得部分支持。同溫層中，傳統媒
體使用並未促進 FB上的討論，可能的原因在於，從研究結果來看，同
溫層的人主要仰賴社群，並在 FB上互動，與傳統媒體使用比較沒有相
關，因此，導致同溫層中，傳統媒體使用並未促進 FB上的討論。研究
假設 3-2：社群媒體使用與面對面政治討論及 FB政治討論呈現正相關。
研究結果發現，不論在異質、同質網絡、積極和社群政治參與模式，社
群媒體使用均與面對面政治討論及 FB政治討論呈現正相關，因此，研
究假設 3-2獲得支持。這說明臺灣民眾普遍使用 FB，FB已是重要的資
訊來源，同時，FB政治討論已經是重要的現象，尤其在選舉期間，政
治議題是民眾討論的焦點，在社群上的資訊，影響面對面和 FB政治討
論。

四、 研究假設 4主要了解媒體使用和政治態度之間的關係，研究假設 4-1：
傳統媒體使用與理性政治態度呈現正相關。研究結果顯示，在社群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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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質網絡的情況下，積極政治參與模式中，兩者之間沒有相關，而在社
群政治參與中，傳統媒體使用可正向促進理性政治態度。在社群屬於同
溫層的情況下，積極政治參與模式中，傳統媒體使用與理性政治態度呈
現正相關，在社群政治參與模式中，傳統媒體使用與理性政治態度呈現
正相關。因此，研究假設 4-1獲得部分支持。研究結果大抵顯示，傳統
媒體使用可以促進理性政治態度，傳統媒體的任務是要去傳遞資訊、提
供引導，以及提供公民多元意見的論壇（Christians, 2009），當有充分的
資訊時，民眾才有辦法權衡利害關係，做出理性的判斷。研究假設 4-2：
社群媒體使用與理性政治態度呈現正相關。研究結果發現，在異質網絡
中，不論是積極還是社群政治參與，社群媒體使用均與理性政治態度沒
有相關。而在同質網絡中，不論是積極還是社群政治參與，社群媒體
使用與理性政治態度呈現負相關。因此，研究假設 4-2沒有獲得支持。
Dahlgren（2005）指出，大部分的線上互動是非政治的、或趨向於娛樂
的，限制住社群媒體審議的潛能，此外，同溫層中代表較少暴露在不同
的觀點上，導致缺乏公共領域上的理性思辨，而即使在異質環境中，學
者也指出，我們不應該期待社群媒體上短短幾個字或線上的影音所引發
的短暫注意力，就可以針對社會和政治議題有深入的思考（Lee, P. S. N. 
et al., 2018），導致社群媒體使用與理性政治態度沒有相關、甚至出現負
相關的情況。

五、 研究假設 5有以下兩點主要了解政治討論與理性政治態度之間的關係，
研究假設 5-1：面對面政治討論與理性政治態度呈現正相關。研究結果
發現，在社群屬於異質網絡的情況下，積極和社群政治參與模式中，面
對面的討論均與理性政治態度沒有相關。在社群屬於同溫層的情況下，
不論是積極還是社群的政治參與，面對面政治討論均有助於增加理性的
政治態度。因此，研究假設 5-1獲得部分支持。只有在同溫層中的面對
面政治討論，才能促進理性政治態度，可能的原因是同溫層中，大家態
度立場相似，面對面政治討論時可心平氣和討論和思考，反之，異質環
境中充滿多元的觀點，而 FB上的臉友多半是自己的親朋好友，為了避
免立場不同引起的尷尬，通常不會選擇面對面溝通，而即使透過面對面
溝通，也可能因為立場差異，無法形成理性態度。研究假設 5-2：FB政
治討論與理性政治態度呈現正相關。研究結果發現，不論哪一種模式，
都發現兩者之間沒有相關。因此，研究假設 5-2沒有獲得支持。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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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電腦中介溝通過程中是比較缺乏非口語線索，訊息的接收者通常
都要很努力才能詮釋訊息的意義，因此，很容易引發溝通誤會（Lowen-
thal & Snelson, 2017），以近期貼圖的使用為例，貼圖雖然方便傳遞態度、
情緒和意圖，大幅地取代傳統非口語溝通，然而，學者也指出，其實，
人際溝通是很複雜的，貼圖可能會造成訊息接收者的混淆（Alshenqeeti, 
2016）。因此，在缺乏適當的非語言溝通之下，很可能造成誤解，再加
上網路的溝通通常以簡單易懂為主，較難呈載複雜的資訊，對於要仔細
衡量政治利弊後產生的理性政治態度會是蠻大的問題和挑戰。

六、 研究假設 6主要檢視「理性政治態度」與「政治參與」之間的關係，研
究假設 6-1：理性政治態度與積極政治參與呈現正相關。研究結果發現，
不論在異質或同質網絡中，在積極政治參與模式中，理性政治態度均與
積極政治態度沒有相關，因此，研究假設 6-1沒有獲得支持。可能的原
因是臺灣藍綠的光譜中，一般人其實很難去說服周遭的親朋好友改變政
治立場和想法，因此，雖然知道選舉對社會的影響，但較不會積極投入
說服他人，以避免因政治立場不同導致關係緊張，導致理性政治態度與
積極政治參與沒有相關。研究假設 6-2：理性政治態度與社群政治參與
呈現正相關。研究結果發現，只有異質的網路中，透過傳統媒體使用，
促成理性的政治態度，帶動社群的政治參與，因此，研究假設 6-2獲得
部分支持。整體來說，理性政治態度與政治參與之間的關係不大，可能
的原因是本研究所定義的政治參與為說服支持、連署、按讚等，並不是
傳統政治參與所指的投票行為，因此，民眾比較不是用理性計算帶來的
利益作為考量，導致兩者之間的關係不大。

此外，本研究還有以下幾點發現：首先，在網絡異質溝通模式中的共同
路徑，透過傳統使用、FB政治討論影響積極和社群政治參與。而同溫層的
溝通路徑，就是透過社群媒體使用，經由 FB政治討論，影響積極和社群政
治參與。可以看出網絡異質和同質的差異在於，主要在媒體使用行為，兩者
共同處則都是依賴 FB的溝通，影響政治參與。這個結果和溝通中介理論的
概念相符，媒體的使用透過中介因素，影響到政治參與。其次，在網絡異質
溝通模式中，與政治討論無關，反之，在同質溝通模式中，可以看到同質的
人聚在一起，會透過 FB和面對面討論政治。這個結果也和沉默螺旋理論相
符，因為異質網絡中會遭遇不同意見，帶來的社會壓力影響公開討論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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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溫層的人因為大家意見一致，而與政治討論呈現正相關。
對於未來操盤選戰政治溝通的實務工作者來說，從研究結果來看，對於

那些會接觸到多元意見的人來說，非常仰賴傳統媒體，換句話說，經營傳統
媒體上的曝光和議題，才有機會說服這群民眾投入積極的政治參與中。在同
溫層的人，主要聚集在社群，因此，需要特別加強社群中經營，就可動員這
群具有相同意見和想法的人。
整體來說，本研究的貢獻有三，首先，O-S-R-O-R模式雖然是一個穩

定的模式，然而，過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歐美，亞洲地區則以香港的研究為
多，臺灣的相關研究，目前還在起步階段，雖然近期學者已開始透過 O-S-
R-O-R模式檢視臺灣的政治溝通模式，然而，多半採用的是大學生或二手資
料分析，因此，本研究主要透過隨機樣本，藉由 O-S-R-O-R模式的角度，
瞭解臺灣一般民眾的政治溝通樣貌，具有頗大的參考價值。
其次，過去學界對於社群媒體上屬於異質或同質迄今尚未得到一致性的

答案，本研究分別檢視網絡異質、同質的政治溝通模式，並且發現社群媒體
政治溝通亦有類似沉默螺旋的效果，雖然線上溝通的匿名性過去解放沉默螺
旋現象，但目前 FB上的臉友關係通常是線下朋友關係的延伸，同樣可以發
現 FB上的沉默螺旋現象，顯示人們在團體生活中害怕被孤立、尋求認同的
渴望。
再者，本研究以實證研究證實臺灣社群媒體的同溫層現象，其實是不能

促進理性態度，透過這研究有助於發現問題，未來可以透過政治引導，勸說
社群平臺共同協力，致力於促進多元意見市場，為民主社會努力。 

陸、	結論

綜合上述，有以下幾個主要的發現：首先，網絡特性是一個重要的觀察
變數，異質網絡和同質網絡最大的差異在於，認知自己處於異質網絡、可以
接觸到不同政治意見，最重要是使用電視、報紙等傳統媒體而來，可能是傳
統媒體資訊呈現上較能秉持傳統新聞客觀、中立、兩面併陳的原則，呈現多
元觀點，導致使用傳統媒體的受試者會比較認知自己的網絡屬於異質多元。
反之，認知自己處於同溫層的人就較為偏向由社群取得、分享選舉和政治資
訊，社群平臺照使用者興趣不斷地推送相似內容，形成依靠社群獲得資訊並
接收同質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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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本研究發現，雖然異質網絡可以接觸到多元資訊，但和過去的調
查一致，當在社群媒體中與那些持有不同觀點的人討論政治，會讓 FB的使
用者覺得挫折，因為遭遇到不同意見，以及沒有感受到他（她）們的朋友同
意與自己相同的觀點，影響所及，這些使用者就比較不可能說出自己的意見
（Hampton et al., 2014, August 26）。

學者指出，其實公開分享個人的意見是有風險的，因為一般人對於非同
黨者會存有仇恨的態度，以及政黨的偏見和生氣的情緒（Mason, 2015），因
此，個人在異質性網絡中，必須在分享真實的政治意見，以及重新調整他
（她）們的政治意見中做出選擇（Hayes, 2007）。當個人認知自己持有與團體
的不同意見會招致負面的社會結果（Mutz, 2006），就會改變他（她）們揭露
政治資訊的想法，為了避免不舒服和被社會孤立，個人會重新調整政治意見
表達。
反觀在同質網絡下，相同政治立場和意見的人聚合在一起，會引導溝通

（Cho et al., 2018），產生「心理社群」（psychological community）（Seltzer et 
al., 2013），導致同溫層的政治溝通中，與 FB政治討論、面對面的溝通均呈
現正相關。
再者本研究發現，傳統媒體較諸社群媒體更能帶動理性政治態度，社群

媒體甚至還與理性政治態度呈現負相關，可能的原因有二：首先，社群媒體
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娛樂或關係取向（Bright, 2016），其次，社群媒體本身的
特性，我們通常是以滑動的方式觀看社群上的資訊流，導致裡面的資訊多半
是短暫、碎片化，難以激發更深的思考，因此，雖然不排除個人可以從社群
媒體進行政治學習，導致社群媒體與理性政治態度呈現無相關、甚至是負相
關，未來的研究可以將閱讀的內容類型、使用的時間、專注的程度等中介變
數納入考量，藉以瞭解影響理性態度和行為的其他因素。
在有關政治參與部分，研究發現，這個研究大抵上還是呼應O-S-R-O-R

的模式，透過媒體使用、經由政治討論，促進政治參與，本研究的四個模式
中，共同的路徑就是透過社群媒體使用促進 FB政治討論，並帶動積極、社
群的政治參與，代表在政治操作的過程中，社群媒體上雖然不見得能帶動理
性的政治態度，以這個研究來看，就是 FB上的社群使用，不見得能理解候
選人的政治理念，但透過 FB的確是影響選民投票的重要因素。
整體來說，這個研究未來可以作為政治操作重要的參考，社群媒體是當

代重要政治溝通的平臺，在這個平臺中，同溫層的人尤其是透過社群媒體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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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政治和選戰資訊，並進行討論，加深他（她）們的政治理念，促進政治參
與。換言之，對於有相同理念的人，透過社群操作將是非常有力的工具。對
於溝通網絡比較多元的人，就需要透過多元平臺，除社群媒體外，更重要是
需要透過傳統媒體，才能加強政治說服的力道。
此外，社群媒體提供 web 2.0重要的功能，像是使用者自製、策展內容，

就可以和網絡中的人分享資訊。因為在社群中分享、推薦、連結資訊是很簡
單的，但是從這個研究可知，其實科技應用的背後還受到諸多社會心理因素
的影響，在多元而異質的網絡中，因為知道社群中有很多人和自己意見不一
致，因此選擇沉默，也就是說，雖然科技的進步提供全新的溝通方式，但卻
不一定能創造政治學習。
本研究限制主要是從東森民調雲的 140萬資料庫中，依照各縣市合格選

民比例，發送簡訊給受試者回答，當時的設定是 20歲以上的合格選民即能
填答，藉以提高回應率，並未再根據各地區的各年齡層抽樣，再加上是網路
問卷，導致樣本集中在 20-39歲網路主要的使用人口為主。
本次主要是以 2018年的九合一選舉作為觀察對象，臺灣每隔一段時間

便會進行各種選舉，未來研究可以再針對不同的選舉做長期穩定的觀察，藉
以瞭解臺灣選民在社群媒體上的政治溝通狀況。此外，目前除了 FB之外，
社群媒體平臺也相當多元，不同社群平臺有不同的特性，未來也可以測試不
同平臺上的政治溝通模式，作為爾後選戰操作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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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研究問卷

過濾題：
1.  請問您平常是否有在使用FB？（回答有的話，請繼續回答後面的題目，
回答沒有的話，受試者不用作答）□有□沒有

2.  我經常從電視中獲得選舉和政治資訊（）
3.  我經常從報紙中獲得選舉和政治資訊（）
4.  我經常觀看政論節目（）
5.  我經常從 FB中獲得選舉和政治資訊（）
6.  我經常從 Line中獲得選舉和政治資訊（）
7.  我經常從 IG中獲得選舉和政治資訊（）

8.  我經常在 FB上與自己的親朋好友討論選舉和政治資訊（）
9.  我經常在 FB上與同事討論選舉和政治資訊（）

10.  我經常與自己的親朋好友面對面討論選舉和政治資訊（）
11.  我經常與同事面對面討論選舉和政治資訊（）
12.  我經常在 FB上看到選舉和政治資訊後，轉而與自己的親朋好友面對面

討論選戰和政治（）
13.  我經常在 FB上看到選舉和政治資訊後，轉而與同事面對面討論選戰和

政治（）

第一部分：本研究想瞭解您的媒體使用狀況，針對每個說法的頻次由
1-7打分數，分數愈高表示頻率越高，分數越低表示頻率越低，憑直覺
回答就可以了，謝謝！

第二部分：本研究想瞭解您的政治討論狀況，針對每個說法的頻次由
1-7打分數，分數愈高表示頻率越高，分數越低表示頻率越低，憑直覺
回答就可以了，謝謝！

第三部分：本研究想瞭解您的社群媒體上網絡異質∕同質的狀況，針
對每個說法的頻次由1-7打分數，分數愈高表示頻率越高，分數越低表
示頻率越低，憑直覺回答就可以了，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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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我可以在 FB上常常接觸到不同政黨的觀點（）
15.  我可以在 FB上常常接觸到跟我不同的政治觀點（）
16.  我的 FB上有不少人跟我的政治立場不同（）
17.  我的 FB上有不少人跟我的政治意見不同（）

18.  2018年九合一選舉，認同縣市長候選人的政治理念是我的投票考量（）
19.  2018年九合一選舉，我的投票考量是縣市長候選人政治理念是否適合

臺灣的需要（）
20.  2018年九合一選舉，我的投票考量是縣市長候選人政治理念是否符合

時代潮流（）

21.  對於我所支持的議題，我會努力說服親朋好友來支持我的觀點（）
22.  對於我所支持的議題，我會努力說服工作中的朋友來支持我的觀點（）
23.  對於我所支持的議題，我經常參與連署（）
24.  對於我所支持的議題，我也會說服我的親朋好友一起參加連署（）
25.  我經常參加線上所舉辦的政治活動（）
26.  我會以按讚支持候選人的網站（）
27.  我會以分享支持候選人的網站（）
28.  我經常從線上訂閱政治相關資訊（）
29.  我會從線上直接捐款給支持的候選人（）

第四部分：本研究想瞭解您的政治態度，針對每個說法的頻次由1-7
打分數，分數愈高表示頻率越高，分數越低表示頻率越低，憑直覺回答
就可以了，謝謝！

第五部分：本研究想瞭解您的政治參與行為，針對每個說法的頻次由
1-7打分數，分數愈高表示頻率越高，分數越低表示頻率越低，憑直覺
回答就可以了，謝謝！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13(1), pp. 37-80, January 2023

Internet Heterogeneity and Political 
Discussion: Examining Political Discussion 

Patterns of Facebook users in Taiwan
LEE, Chen-Yi*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LI, Sarrina Shu-Chu**

Professor, 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KWAN, Shang-Ren***

Adjunct Associate Professor,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employed the O-S-R-O-R model to investigate the behavior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on social media (Facebook) in Taiwan during the 2018 
nine-in-one local elec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people in heterogeneous network 
tended not to have discussions through Facebook or face-to-face discussions over 
political issues. On the contrary, people inside echo chambers tended to be more 
open in interpersonal and FB discussions. In terms of promoting rationality in 
political attitudes, traditional media functioned better than social media. The 
Facebook usage was even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rationality in political attitudes. 
To sum up, in th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model in Taiwan, the path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using Facebook can be described as follows: the social media use 
promoted political discussions on Facebook and increased active and community 
political participations of its users. Findings of the study agreed with the O-S-R-
O-R model. People in echo chambers mainly relied on social media for political 
information; in other words, social media was an important tool to influence people 
with similar political ide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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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即時報導的族群再現─	
以電視金鐘獎頒獎典禮為例

許志明 *

世新大學新聞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第 55 屆電視金鐘獎頒獎典禮上，達悟族得獎人穿族服上臺領獎，相關
網媒即時報導引發反彈，抗議歧視原住民族傳統的族群文化。本研究將這些
報導視為檢視文本，採取 Kellner 的批判性多元文化觀，以分析訊息如何呈
現或隱藏族群歧視意涵，並觸及在網媒新聞工作者的專業意理和意識型態
下，「反族群歧視力量」是如何進行拉扯及抗衡。結果發現：主流網媒記者
借用網友的嘲笑與揶揄作為新聞評論，意圖隱藏自身對於族群文化傳統之偏
見及歧視；同時，新聞搶快並追求流量的原則，主導網媒新聞工作者的專業
意理，弱勢族群易成為操弄對象。但另一方面，網媒讀者和網路社群主動發
起的抵制行動，也對媒體產生無法忽視的制衡力量。

關鍵字：金鐘獎、族群再現、族群歧視、媒體奇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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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每年的金鐘獎頒獎典禮是電視圈盛事，也是媒體報導焦點。由於網路興
起，因此頒獎典禮除了文化部委託的電視臺進行現場轉播外，還有許多新興
媒體加入直播行列。金鐘獎頒獎典禮流程主要是依照電視轉播作業設計，每
小時會插播十分鐘廣告；但是收看網路直播，就不用被迫觀看電視廣告，多
元化鏡面呈現及互動式設計，使得年輕觀眾趨之若鶩，且同時能利用「聊天
區」與網友交流。

2020年 9月 26日舉行的第 55屆電視金鐘獎，由三立與公共電視同步轉
播，全國電視及新媒體直播總收視人口數約 1,200萬，較 2019年第 54屆電
視金鐘獎收視總人口數約 1,000萬有明顯成長。尼爾森公司收視調查顯示，
三立電視無線平均收視為 3.20 （有線平均 4.26），收視率當天全國第一，電
視平臺約有 470萬不重複觀眾收看。值得關注的是，第 55屆電視金鐘獎網
路直播有近 7百萬人次收看，包括華人影音平臺 Vidol、三立新聞網、電視
金鐘獎 YouTube頻道、LINE TODAY、中華電信 Hami Video，都加入直播
行列，佔總觀看數約 58%（陳秉弘，2019年 10月 7日；劉建偉，2020年 9
月 28日）。也就是說，觀看網路直播金鐘獎頒獎典禮的實際人數，已經高於
觀看傳統電視媒體。但是頒獎典禮當晚，部份網路媒體即時報導卻掀起了一
波有關族群歧視的抗議與討論聲浪。
在頒發金鐘獎「兒童少年節目主持人獎」時，得獎人達悟族Pangoyod（鍾

家駿）和泰雅族 Buya（陳宇）穿著傳統族服上臺領獎，許多主流網路媒體
的「金鐘獎即時報導」在第一時間所發佈的新聞標題及內容，焦點大多集中
在得獎人Pangoyod「穿丁字褲」、「露屁股」的形容或敘述上。原住民粉專「每
天來點布農語啊！」貼文表示：

過去十年，媒體好不容易才從紅毯「最美巨乳排行榜」往前進

了一點點，怎麼一個達悟族人穿出傳統服飾，你們就突然狂喊屁股

蛋了？真的有那麼饑渴嗎？（Buan月亮說話 月亮曆，2020年 9月
28日）。

同時，Pangoyod上臺領獎時，金鐘獎網路直播聊天區也出現了許多涉及
族群歧視與仇恨的言論，尤其針對 Pangoyod穿著的達悟族族服，有更多的
批評與嘲笑。原住民青年 Lahok Ciwko投書指出：



83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13 卷 第 1 期．2023 年 1 月

我去把頒獎過程的直播留言抓出幾個詞彙：「幹！加分了」、

「屁股要馬一下」、「番仔 rap」、「暴露狂」、「土蕃閉嘴快下去」⋯⋯
讓人感到噁心與憤怒交雜，臺灣就是一個充滿歧視的國家！（Lahok 
Ciwko，2020年 9月 28日）。

本研究以「金鐘 55」作為關鍵字進行 Google及各網媒搜尋，發現頒獎
典禮當晚，有超過 300則以上的網路即時新聞報導，光是《自由時報電子版》
在 9月 26日就發出 75則與之相關的新聞。若縮小搜尋範圍，改以「金鐘獎」、
「丁字褲」、「達悟族」、「原住民」、「9月 26日」等關鍵字進行搜尋，符合
報導者則有 9則。由於「達悟少年領獎」事件發生後，主流網路媒體大多已
更改相關標題和內容，現今在網路搜尋到的已非原始版本。但頒獎典禮當晚，
研究者已將被討論到的 5家主流網路媒體即時報導都截圖存證，因而得以保
留最原始的報導版本。其中，《Yahoo！新聞》、《新浪網》、《騰訊網》及《今
日娛樂快報》4家媒體內容，應是轉載自上述 5家主流網路媒體，因此這 4
則新聞不計入本研究文本。如表 1：

表 1：主流網路媒體即時報導原始新聞標題
媒體名稱 新聞標題 報導日期 作者

NOWnews
�日��

金鐘�����「��蛋」整顆露出 
�眾暴動��場�露

2020年 9月 26日 ��中心（2020年 9月 26日）

聯合新聞網 金鐘 55／�明星都�了�金馬�人露
���推�

2020年 9月 26日 林士�（2020年 9月 26日）

自由時報電子版 金鐘 55／兒少�目主�人�� 鍾家�
�原住民丁字褲激露��蛋

2020年 9月 26日 鍾智凱（2020年 9月 26日）

三立新聞網 金鐘 55／受封�場�辣�單�丁字褲
光��上臺��

2020年 9月 26日 林�卉（2020年 9月 26日）

ETtoday星光� 金鐘獎／他穿丁字褲上臺領獎！一轉
身畫面成亮點網尖叫：全場最露

2020年 9月 26日 劉宜庭（2020年 09月 26日 a）

Yahoo���
�浪�

金鐘�����「��蛋」整顆露出 
�眾暴動��場�露

2020年 9月 26日

騰訊� 金鐘�／��丁字褲上臺���一轉
�畫面成���尖叫��場�露

2020年 9月 26日

�日���報 金鐘 55／受封�場�辣�單�丁字褲
光��上臺��

2020年 9月 26日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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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知名的法理學家 Nussbaum援引實證心理學家 Carol Tavris的研究
指出，憤怒情緒和「侮辱」、「輕視」、「自尊受傷」、「覺得自己毫不受重
視」的感受息息相關。Nussbaum把這種被貶低的感覺稱為「地位傷害」
（status-injury），而對於地位的貶損通常是有意的。族群歧視與仇恨語言的出
現，可視為族群之間「權力支配關係」或「權力不對等」的一種具體展現，
它並不具備道德性與民主性（Nussbaum, 2016／高忠義譯，2017）。長年研
究國際人權法的中研院研究員廖福特（2019年 10月 31日）將仇恨性言論分
為兩種類型：一類是攻擊、排除性，比如白人至上主義者揚言給有色人種「好
看」、「見一個打一個」、「讓他們滾回老家」等。對同性戀者的攻擊言論，
要以性暴力讓女同志「知道什麼是男人」；另一類是歧視與貶抑性，用公開
貶低、貼標籤方式，把弱勢群體標示為次等或糟糕者，比如「穆斯林都是恐
怖份子」、「新住民水準低」等。如果攻擊性仇恨屬於「明槍型」，那麼歧視
羞辱性言論不一定訴諸暴力，但同樣傳遞排斥、蔑視與貶低，就屬於「暗箭
型」（同上引）。Cortese（2006, pp. 8-9）曾提出「仇恨語言發展階段模型」
（stage-development model of hate speech），「仇恨語言」被定義為四種階段：

一、 第一階段「無意識的歧視」（冒犯少數群體，但發言者並非故意）：作者
將之定義為「微罪」或「微犯錯」（micro-transgressions），與近年來被
討論較多的族群「微歧視」（microaggression）定義接近。1

二、 第二階段「有意識的歧視」（故意詆毀少數群體）：意圖引起對方嚴重負
面情緒或感到羞辱，例如稱呼非裔美國人為「黑鬼」；稱呼臺灣原住民
族群為「蕃仔」或「蕃婆」等。在法律上「有意識的歧視」必須符合四
項要件：（一）意圖、（二）極端和令人髮指的行為、（三）因果關係、
（四）嚴重的情緒困擾，通常認定上會比較困難。

三、 第三階段「煽動歧視性仇恨」（產生對少數群體的仇恨情緒）：這種仇恨
言論經常在公共場合發表，例如公開宣稱「亞裔人帶來新冠病毒」、「黑
皮膚的都有毒」等，但它被認定成立的要件比第二階段更嚴格。

四、 第四階段「煽動歧視性暴力」（鼓勵對少數群體進行暴力）：涉及慫恿暴
力或是教唆犯罪行為，例如：「殺光黑鬼毒蟲」、「送這些穆斯林雜碎

1 太魯閣族學者 Ciwang Teyra（2019年 9月 24日）認為，說者無惡意（甚至自認為帶著善意），
但其言行卻讓人感到不舒服，這就構成了「微歧視」（Microaggression）。但微歧視傷人程度，並
不比真歧視低，長期受到微歧視對待，可能會引發憂鬱症或焦慮症，甚至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更有可能觸發或強化原住民族的歷史創傷（Evans-Campbell, 2008; Walters & Simoni,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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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見上帝」等。

「電視金鐘獎頒獎典禮」只是一種熱鬧的商業性嘉年華會，還是它暗示
著臺灣主流社會，確實存在族群之間權力的不對等？部份網路媒體即時報
導，遭到原住民族指控具有族群歧視或仇恨意涵，若這些報導確實歧視原住
民族傳統文化，那麼這是媒體記者的個人素養問題，還是它呈現的是一種媒
體主流文化的價值觀？又或者它呈現的是族群之間更深層的權力支配鬥爭？
這些疑問是啟動本研究的主要問題意識。
如果把第 55屆電視金鐘獎頒獎典禮網媒即時報導視為一種研究文本，

那麼我們就可以借用美國學者 Kellner所提出的「批判性多元文化觀」，深入
分析這些文本內容。「批判性多元文化觀」可用於解釋統治與受壓迫者的連
繫、各種刻板印象如何形成、受到誣蔑的群體對主導性再現的抵制及這些群
體為了再現自己、反抗主導性的、曲解的再現以及更為正面的再現而進行的
諸多抗爭。它有助於將批判理論所重視的階級、種族、性別、權力等因素組
合，看作是文化重要的組成部份（Kellner, 1995／丁寧譯，2004）。因此，本
研究在理論概念和族群議題視角上採取「批判性多元文化觀」，作為分析族
群之間文化衝突的觀點架構。

貳、	文獻回顧

一、	媒體「族群歧視」的歷史脈絡

美國雖然內戰結束後禁止蓄奴和販奴，但是「隔離政策」仍然彰顯美
國白人至上的意識型態，以致於種族之間的矛盾和衝突不斷加深，「大熔
爐」（The Melting Pot）彰顯的意象也隨之破滅。1960年中期，有位白人超
級種族歧視者傑克森 （Jackson）在密斯思比經營一家名為WLBT的電視
臺。每當全美電視網的節目出現任何非洲裔美國人（黑人），他就在螢幕打
上「抱歉，纜線故障」（Sorry Cable Trouble）的字幕。當地觀眾和牧師不斷
抗議，但傑克森仍不改善，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簡稱 FCC）也仍有條件發給該電視臺執照。後來聯邦法院推
翻了 FCC的裁定，但 FCC仍執意給了WLBT三年執照，最後由聯邦上訴
法庭裁決 FCC必須吊銷 WLBT的執照（Mosco, 1996／馮建三、程宗明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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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1968年「肯納報告」承認，美國媒體歧視少數民族，對黑人報導時
常失之偏頗，態度輕蔑、侮辱並充滿了刻板印象。大眾媒體報導充斥著白人
至上觀點，一再重複「白人男性」價值觀，反映出美國社會的偏見、獨斷和
冷漠無情。同時，媒體也很少僱用少數族群成員。因此 FCC特別要求媒體，
應該要多探討種族議題，並注意族群平權聘僱和訓練少數族群記者的專業技
能（The National Advisory Commission on Civil Disorders [Kerner Commis-
sion], 1968）。
澳洲原本實施白澳政策，不但歧視，更殘酷迫害原住民族，直到 1970

年代才終結族群「同化」政策，透過不同族群差異設計各層面的政策制度，
以尊重族群文化。澳洲政府規定，大眾媒體必須訂定相關規範，消除對弱勢
族群的刻板印象。消極方面，節目不得有歧視涵義；積極方面，戲劇節目製
作應盡量反映澳洲的多樣文化，避免過於簡化和單面呈現。新聞與評論，須
對原住民議題有充分研究了解，並應重視他們認為的重要議題，各族群有權
自行表達對議題的看法。同時，媒體工作者應時時反省自己是否有刻板印象，
以培養多元文化意識（張錦華，2014）。
批判話語研究學者范迪克（van Dijk）指出，歐美媒體幾乎就是白人媒

體，任何種族相關的事件，自然而然會潛藏、框架，甚至明白彰顯白人觀
點和意識型態，在媒體對新聞議題的中介和強化之下，白人觀點對有色族
群的偏見、歧視和誤解，就會深入社會大眾的認知之中（轉引自林東泰，
2019）。原住民傳播學者孔文吉（2000）認為，國外主流媒體對原住民和少
數民族的新聞報導，主要的問題是「錯誤報導」，其呈現的樣態又分為三種，
第一種是「將少數民族問題化」：與原住民有關的報導，大多與暴力和衝
突有關，主流媒體記者習慣性地把少數民族視為一個「問題」或「威脅」，
是「他們」而不是「我們」；第二種是「對少數民族的成就與貢獻疏於報
導」；第三種是「欠缺探討事件背景的深度報導」：偏重於過程描寫，對於
事件根本原因及背後政經、社會與文化深層因素未做深度且詳盡的探討。孔
文吉總結美國與英國媒體對少數民族的新聞報導，在形象上趨於負面，一有
問題發生，媒體就會把他們貼上危害社會安定和民主法治的標籤（同上引）。
美國主流媒體的主導論述中，最常見的種族再現有以下四種（Alvarado et al., 
1989）：

(一 )具危險性的：將美國黑人和暴力、搶劫、販毒、吸毒劃上等號，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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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將少數民族問題化」定義雷同。
(二 )受憐憫的：「援非行動」突顯西方人道精神和濟世救人責任，遮掩西

方世界對非洲國家的殖民政策和經濟掠奪。
(三 )揶揄的：西方媒體中常見對於特定種族文化刻板印象所開的玩笑，例

如美國電影中，經常出現黑人演員以極度誇張的腔調、語氣、姿態扮
演一般人刻板印象中的喜感黑人角色。

(四 )帶異國情調的：西方媒體再現充滿異國情調和神秘氣氛的種族異文化
特色，突顯「他者」之文化與「我者」的不同。

美國報紙的種族報導方式經常以二種極端方式呈現：不是特別備受關懷
就是不尋常地受到忽視。對讀者而言，部份人也呈現了「選擇性感知」狀況，
特別是許多居住在高移民密度區域的白人，會把報紙上任何從有利方面報導
黑人移民的新聞視為「媒體不公」（Gurevitch et al., 1982／唐維敏等人譯，
2004）。可見有關族群的偏頗或歧視報導，不光是涉及新聞框架和新聞工作
者意識型態問題，還包括了觀眾和讀者的「選擇性理解」，它可以說是「整
個社會」的問題。
回顧臺灣主流媒體對於原住民族的報導或描繪，大多以宣傳政績或獵奇

為主，且不時流露歧視與嘲笑心態，特別是蘭嶼達悟族。本研究統整如表 2：

表 2：臺灣主流媒體對於蘭嶼達悟族的描繪
媒體名稱 影片內容 發生時間 參考文獻

臺灣�影製�廠
6部記��或���

（口白）終於改變了蘭嶼守舊的觀念，趨
向文明，接受新時代的洗禮！ 1958年至 1989年 ��明（1994）

⾹港邵氏兄弟�司
�影《��之歌》

（口白）�裡沒�旅��沒���,�至
�文�都沒��
（��）�主⻆對�來的男�師輕�羅
衫,男�師��「趕���來,我們不�
學土人那種樣子�」

1965年 涂建豐（2018 年 7 月 12
日）

朱鳳崗執��影
《�不�沒關�》

電影宣傳海報：「丁字褲很想改變現代文
明，可能嗎？保險套不是成人工具，難道
是小孩玩具？」

1984年 本研��料

邱��執��影
《大尾�� 2》

嘲弄達悟族人的傳統服儀髮型，視原住民族
語為毫無章法的胡言亂語 2016年 朱家�（2016 年 2 月 15

日）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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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認為，壓迫指的是使一個群體陷入無能為力或逐漸弱化的結構性
現象，她列舉壓迫的五種面向：剝削、邊緣化、無能（缺乏權威、地位和專
業能力）、文化帝國主義及暴力。其中文化帝國主義指的是一種文化和價值
觀上的歧視，弱勢者被優勢支配文化定義為偏差群體，當他們被刻板印象標
記出來的同時，也被變成了看不見的一群，最後造成弱勢者出現「雙重意識」
（double consciousness）（Young, 1990／陳雅馨譯，2017）。也就是當族群刻
板印象或劣等化印象，被群體內化到一定程度後，弱勢者感受到自己在強勢
文化面前是隱形的，但他又被標記，並被優勢者用蔑視和憐憫的眼光視為不
同。在長期壓迫下，造成部份原住民既不認同自我族群，也不被優勢族群承
認，承受雙重煎熬與痛苦。
早年因政權統治利益的需求和政策上不斷的激盪，造成原住民土地受到

剝奪，生活方式也逐漸被破壞。臺灣光復之後，政府對原住民族之治理改
以「山地平地化」的同化政策。此項政策一方面使原住民族傳統文化遭到破
壞，另一方面使原住民很快被納入漢人主導的經濟體制之中，以致經濟上的
問題愈來愈嚴重，大量青壯原住民離開部落，進入漢人社會工作（王甫昌，
2003；孫大川，1995）。在大都市工作的原住民被稱為「都原」，他們像是無
根的漂萍，生活在不被主流族群認同的都市叢林中，從事的大多是就業市場
的底層工作，以致於備受歧視，生活也極為困苦。

2000年一項「達悟族原住民精神分裂症之基因連鎖分析」研究顯示，
達悟族人精神疾病比例高於臺灣漢人五倍以上（臺灣漢人 0.3%、達悟族人
1.6%）。蔡友月（2009）深入研究發現，達悟族人精神失序集中在渡海來臺
工作的青壯年世代，他們在臺灣本島謀生面臨的勞力剝削、歧視挫折、暴力
對待，與普遍發生的精神失序現象有密切關連性，這是一種「社會受苦」
（social suffering）現象。2016年 8月 1日，對於過去四百年來原住民族承受
的苦痛和不公平待遇，蔡英文總統代表政府向臺灣原住民族道歉。蔡英文總
統表示，歷史的發展是後來的這一群人，剝奪了原先這一群人的一切，讓他
們在最熟悉的土地上流離失所，成為異鄉人，成為非主流，成為邊緣，因此
政府必須為這段過去真誠反省（總統府，2016年 8月 1日）。

二、	感官主義與金鐘獎「奇觀」

「感官主義」（Sensationalism）的定義是什麼？Adams（1978）依據「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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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主題」來定義「感官主義新聞」，包括報導災難、娛樂（amusing）、感人
（heartwarming）、令人震驚或好奇的新聞，都屬於「感官主義新聞」範圍。
王泰俐（2004，頁 10）對「感官主義新聞」的定義是：「用以促進閱聽人娛樂、
感動、驚奇或好奇感覺的軟性新聞，訴諸感官刺激或情緒反應甚於理性」。
若依新聞類別區分，則「犯罪或衝突、人為意外或天災、性與醜聞、名人或
娛樂、宗教或神怪、弱勢族群」等六類，也被歸類為「感官主義新聞」。

Örnebring & Jönsson（2004）認為小報的特點有：國際新聞、政治新聞
比較少；圖片、人情趣味新聞、娛樂八卦新聞比較多。「小報新聞」因為非
菁英取向特性，它被衛道人士批判「煽情、過度簡化、表現民粹」，甚至是「譁
眾取寵、簡單化、喧囂化、視覺化、濫情化、降低公共品味、羶色腥」等，
但它也有：民粹主義、顛覆性、反菁英、反傳統、批判性等特性。
對現今的網路媒體來說，新聞時時刻刻都在更新，因此過去媒體同業之

間競爭激烈的「獨家新聞」已經沒有特別意義。新聞標題和內容是否能夠「刺
激點擊率」、「拉長行動載具使用者觀看時間」，對於網路媒體而言更具意義。
由於「點閱率」、「網路流量」和「廣告成長率」之間息息相關，因此網路即
時新聞經常以感官刺激式的標題或圖片，來吸引（或欺騙）網路使用者進行
點閱。感官主義和小報化，在網路媒體時代，以乎更有被「發揚光大」的趨
勢。
資料分析師 Tseng（2020年 9月 30日），曾抓出網路媒體所發佈的 3,000

篇娛樂新聞標題，再利用字串處理與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標記
涉及裸露的新聞標題。結果發現，裸露新聞中的男性，用詞包含「肌情四
射」、「裸身秀肌」、「身材有料」、「露肌肌」，多半以展露身材或者秀肌肉為
主；女性的裸露以胸部為最大宗，像是「微露酥胸」、「秀雪乳」、「爆乳辣
翻」、「深 V」等。女性出現的次數是男性的 2.25倍，且裸露新聞的確能刺
激點擊數字「瞬間拉高」。財團法人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2020年 11月
26日）分析「臺灣新聞媒體」粉絲專頁有關金鐘獎紅毯明星穿搭造型報導的
83則貼文，發現多以女性身體部位來報導：

(一 )胸部：露出左右半球、四分之三整個彈出、豪奶、美乳、超胸、隱乳、
薄紗包乳、美胸、東西半球齊放、巨峰、最兇車頭燈撐爆細肩帶、爆乳、
渾圓半球大放送。

(二 )腿部：大腿根部、勇露大腿根、大腿、蜜大腿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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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臀部：露出屁股蛋、胯骨、翹臀。
(四 )背部：美背。
(五 )私密部位：三角地帶。

王泰俐（2004，2006）經由實驗法證明，感官主義的確可以提高閱聽眾
對新聞內容的注意力。許志明（2018）在分析國內 306則主流電視遊民新聞
時發現，「遊民獵奇」的類別佔比最高。而遊民、原住民、外籍新住民等相
關新聞，在「感官主義」的分類中都是屬於「弱勢族群」，因此原住民新聞
一開始就被歸類為「感官主義新聞」。主流媒體偶會出現的原住民和遊民新
聞，經常是以「獵奇」作為出發點，而它又與主流媒體「小報化」及新聞媒
體刻意製造的「日常生活奇觀」有相當大的關連。

Kellner認為，「奇觀」（spectacle）消解了媒體的合法性，它愈來愈「小
報化」，也愈來愈像是一個狗仔橫行的馬戲團。媒體「調查報導」日益減少，
取而代之的是小報式的扒糞挖掘，以及感動人心的故事化，它的出現，是以
犧牲傳統新聞觀念和規範作為代價。Kellner從「媒體奇觀」（media specta-
cle）角度來看媒體內容「小報化」和「感官主義化」，他認為，社會文化本
就是一個充滿征服與抵抗、壓制與鬥爭、同化與異化的競技場，但是媒體文
化奇觀已將階級、種族和性別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轉化為「奇觀式的信息
及娛樂的結合體」（Kellner, 2003／史安斌譯，2003）。也就是說，當複雜的
種族歧視、衝突與矛盾問題被簡化成了電視文化奇觀，它不但無法解決問題，
甚至可能因為「奇觀」的誤導，進一步激化了族群之間的文化誤解、對立和
仇恨。
傳播學者王嵩音（1998）針對國內媒體報導內容如何建構原住民族形象，

發現在平面媒體方面，原住民整體形象前十名是：爭取權益、文化沒落、不
受政府關心、貧窮、人口外流、工作低下、教育程度低、地處邊陲、歌舞精
湛、生活環境差。而在電子媒體部份建構的前十名形象是：爭取權益、文化
沒落、歌舞精湛、地處邊陲、重視文化保存、交通不便、文化豐富、生活環
境差、原始、酗酒。為什麼在主流媒體的建構下，原住民族的首要媒體形象
都是「爭取權益」？從歷史的脈絡來看，在主流文化和統治者的長期宰制之
下，臺灣原住民族能擁有現今的權益和保障，確實大多是靠自己上街頭爭取
而來。但是媒體的「去脈絡化」報導，使得過去社會大眾對於原住民新聞或
議題，大多停留在「走上街頭、爭取權益」的既定印象。



91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13 卷 第 1 期．2023 年 1 月

Hall認為，媒體已從「反映共識」轉向「製造認同」，它在反映共識的
同時塑造共識，這使得媒體處於國家中代表支配性社會利益。因此 Hall把
大眾媒體當成了意識形態鬥爭場域，也是實現權力集團統治的一種戰場，通
過文化霸權（hegemony）中的「共識」和「認同」，實現統治者或競爭者（弱
勢團體）的文化領導權（Bennett et al., 1982／黃麗玲譯，1992）。葛蘭西
（Antonio Gramsci，1891-1937）進一步指出，「霸權」意謂一套關聯鬆散、
充塞整個社會的支配性觀念，但是透過這種方式，卻能使得既定的權力與價
值秩序看似自然和理所當然。「霸權」具有將那些不被接受的對立觀念，定
義成「持不同意見」（dissident）或者「異常」（deviant）傾向。透過霸權效果，
社會狀況就會變成一種真實（McQualil, 2000／陳芸芸譯，2001；Gramsci, 
1971；Hall, 1982）。

Hall強調，意識型態會影響實踐的結果。在美國黑人（現稱為「非裔」）
的漫長抗爭行動中，「黑」不可能憑想像就變成「黑＝美」，它必須變成鬥爭
的組織化實踐的一部份，它必須建立黑人反抗的集體型式，同時也要發展出
黑人自覺的新形式（Gurevitch et al., 1982／唐維敏等人譯，2004）。1984年
12月 29日，原住民歌手胡德夫與范巽綠、童春慶等 23人，在戒嚴時期大批
警察阻撓下，創立「臺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以下簡稱原權會），並由胡
德夫擔任第一任會長。汪明輝（2003）認為，1983年至 1995年「原權會」
時期，是臺灣原住民族爭取自身權益最為風起雲湧的年代，這也是泛原都會
街道之社會經濟抗爭時期。但是，現今原住民族是否需要再像過去一樣，走
上街頭爭取「免於遭受族群歧視」的權力？這也是本研究要探討的重點之一。

參、	研究問題與方法

Fairclough（1989）認為，文本分析（textual analysis）可分為語言學的
分析與互為正文的分析。在產製過程中，文本可能只是一種產品，但是在詮
釋過程中，文本則轉身成為了一種資源。文本至此已脫離了「產品」或「符
號」的單一性指涉，而成為文化意識型態與社會權力關係的流動場域。本研
究將第 55屆電視金鐘獎頒獎典禮主流網路媒體的即時報導視為一種研究文
本，而針對此一事件產生的相關媒體報導、網路評論及原住民族媒體投書、
臉書貼文等資料，可用來輔助解釋族群歧視為何產生及原住民族如何進行反
歧視行動，因此本研究將這些資料列入「互為正文」之文本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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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首先從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符號學角度，
分析金鐘獎主流網路媒體即時報導之新聞標題、內容及圖片呈現的「明示
義」、「隱含義」、「迷思」或「象徵」等意涵（Fish, 1990／張錦華等人
譯，1995）；接著分析網媒金鐘即時新聞的產製邏輯、新聞工作者專業意理
（professional ideology）和其意識型態；最後，再探討原住民族群與主流媒體
及主流社會之間「爭取認同」的權力鬥爭。由於實際取樣之網媒新聞文本僅
有 5則，因此本研究輔以質化之深度訪談進行分析。受訪人員分為二批，第
一批為本文取樣中，4家主流網路媒體的 4位現任採訪記者，這 4位接受訪
談者並均有電視新聞採訪經歷，主要回答網媒新聞產製邏輯和專業意理等相
關問題。為保護訪談人，其姓名皆以英文代號稱之，受訪人員資料如表 3，
訪談問題列於附錄一。第二批受訪人員為 4位具有族群代表性之原民臺資深
新聞工作者，主要回答現階段原住民族該如何進行「反族群歧視」並與主流
社會進行對話。受訪人員資料如表 4，訪談問題列於附錄二。

表 3：訪談人員資料（網媒記者）
代號 媒體名稱 性別 網媒年資 訪談日期 訪談時間 訪談方式

A 自由時報 男 10 2021.12.15 35 分鐘 視訊

B NOWnews 今日新聞 男 2 2021.12.18 30 分鐘 視訊

C 三立新聞網 男 4 2021.12.19 40 分鐘 視訊

D ETtoday 男 4 2021.12.24 40 分鐘 電訪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 4：訪談人員資料（原民臺資深新聞工作者）
代號 職稱 性別 新聞年資 訪談日期 訪談時間 訪談方式

E 達悟族族語主播 女 14 2020.11.20 40 分鐘 面訪

F 阿美族族語主播 女 15 2020.12.09 45 分鐘 面訪

G 邵族族語主播 男 15 2020.11.18 42 分鐘 面訪

H 布農族族語主播 男 14 2020.12.05 40 分鐘 面訪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本研究借用 Kellner的「批判性多元文化觀」，就上述文本內容進行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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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析，並輔以「感官主義」、「小報化」、Kellner「媒體文化奇觀」、葛蘭西
「文化爭霸」等理論，進一步脈絡化探討其與族群歧視之關係。本研究假定
蒐集的 5則主流網媒即時新聞報導，都具有族群歧視意涵，主要的研究問題
如下：

一、 主流網路媒體的金鐘獎即時報導，其新聞標題、內容和圖片，如何呈現
或隱藏族群歧視意涵？

二、 主流網路媒體的金鐘獎即時報導，為何會出現涉及族群歧視的新聞標題
和內容？這些新聞標題及內容，又是網路新聞工作者在何種專業意理和
意識型態之下產生的？

三、 在此次事件中，「反族群歧視力量」是如何產生的？它又如何與主流媒
體或主流社會進行拉扯及抗衡？它的出現，具有何種社會意義？

肆、	主流網媒新聞的族群再現

統整 5則臺灣主流網媒金鐘即時報導（見表 5），其新聞標題最大的共同
點，是把焦點集中於「屁股」部位。包括《NOWnews今日新聞》的「屁股
蛋」、《聯合新聞網》的「露屁股」、《自由時報電子版》的「激露屁股蛋」
及《三立新聞網》的「光屁股」。其中《自由時報電子版》、《三立新聞網》
和《ETtoday星光雲》的新聞標題都同時出現了「丁字褲」。因此，對上述
主流網路媒體來說，「達悟族的金鐘獎得獎人竟穿著丁字褲上臺領獎並露出
大片屁股」，就成了其金鐘獎即時報導的主要賣點。

在新聞內容方面，《自由時報電子版》在新聞中直接由記者形容 Pan-
goyod穿著為「達悟族丁字褲勇士服露出半顆屁股蛋」；傳統「族」服，則
誤寫為「足」服。《三立新聞網》也由記者直接敘述 Pangoyod穿著：「丁
字褲裝扮讓網友眼睛為之一亮，聽到獲獎起立轉身擁抱其他人時，光溜溜的

屁股全直播出去了！」（林芷卉，2020年 9月 26日）。其他 3家網媒記者則
是在新聞內容中引用網友說法，來強調鍾家駿穿「丁字褲」上臺領獎帶給觀
眾的強烈感官刺激。包括《NOWnews今日新聞》：「穿丁字褲好有勇氣」、
「全場最露就是他」、「這好猛」、「屁股」等（編輯中心，2020年 9月 26日）。
《聯合新聞網》：「穿族服有夠酷，誇說好嫩又好翹的屁股⋯⋯」、「⋯⋯網
友擔心尺度過大，笑虧：『第一次看到典禮有人露屁股，女明星都輸了！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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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字褲是可以的嗎？』封他是全場我最露」（林士傑，2020年 9月 26日）。
《ETtoday星光雲》：「我看到丁字褲」、「屁股」、「鮮肉」、「這好猛」等（劉
宜庭，2020年 09月 26日 a）。
在新聞圖片方面，有 4家刻意採用 Pangoyod背面並明顯露出屁股的截

圖或照片。怪異的是，《聯合新聞網》、《NOWnews今日新聞》和《ETto-
day星光雲》三家網媒所使用 Pangoyod背面站立並明顯露出屁股的這張截
圖，角度完全一模一樣，恐有相互抄襲之嫌。而《NOWnews今日新聞》及
《ETtoday星光雲》在新聞內容中所引用的網友說法也十分雷同，似乎也有
相互抄襲疑慮。主流網媒於新聞標題、內文和圖片出現具爭議性關鍵字和角
度整理如表 5：

表 5：主流網媒出現爭議關鍵字和角度
媒體 新聞標題 新聞內容 新聞圖片

NOWnews 今日新聞 屁股蛋
觀眾暴動

這好猛
屁股

1 張背面站立並明顯露屁股截圖

聯合新聞網 全場最露
露屁股
女明星輸了

典禮露屁股
女明星都輸了
全場我最露
嫩又翹屁股

2 張正面站立領獎
1 張背面站立並明顯露出屁股

自由時報電子版 激露屁股蛋 露半顆屁股蛋 1 張正面站立領獎

三立新聞網 全場最辣
光屁股

光溜溜的屁股 2 張正面站立領獎
1 張後臺彎腰露出屁股

ETtoday 星光雲 穿丁字褲
領獎

這好猛
屁股
鮮肉

1 張正面站立領獎
1 張背面站立並明顯露出屁股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對主流社會和主流媒體來說，「蘭嶼丁字褲」主要有二種隱含意義，其
一是「不文明」：丁字褲是落後地區、未受現代文明洗禮之種族才會穿上街
的「遮羞布」，有「衣不蔽體」、「難登大雅之堂」的意涵。如 2012年 8月
30日，時任總統的馬英九視察蘭嶼颱風災情時，提及未來蘭嶼發展可以「外
穿西裝褲、內穿丁字褲」。或許他的原意可能是「蘭嶼現代化的同時，也應
該保留當地文化」，但是話語也被解讀為：「暗指在地傳統丁字褲在現代化
的潮流下應該被遮掩」。其二是「情色」：丁字褲因使用布料很少，僅包覆
生殖器官且露出大部份臀部，會造成人的肢體裸露，且易與感官刺激或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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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有關。
在去文化脈絡的情況下，一般人穿著丁字褲到公開場合，立刻會被聯想

到可能涉及「裸體」或「妨害風化」。例如 2020年 4月，蘭嶼椰油國小老師
顏子矞在 YouTube上傳該校舞蹈隊演出影片，因學生穿丁字褲，疑似被檢舉
「違反善良風俗」後遭到 YouTube移除；顏老師和蘭恩文教基金會在 Face-
book上抗議後，隔 2天後影片才又恢復上線（涂建豐，2020年 10月 8日）。
因此，對主流社會和媒體記者來說，「丁字褲」就象徵著「野蠻」和「誘惑」
二種相互衝突的意涵。主流網媒報導內容暗示的景象其實是：電視金鐘獎頒
獎典禮這樣隆重且萬眾矚目的文明殿堂上，出現一個達悟少年，「竟然敢」
穿著丁字褲上臺領獎，使得現場呈現著「不文明」、「不雅觀」卻又「情色」、
「令人興奮」的強烈衝突刺激感。主流網媒即時新聞聚焦「鮮肉少年露屁股」，
它所顯現的意涵，正是將少數族群去文化與歷史脈絡化之後，以優勢文化進
行嘲笑、窺視與意淫的霸凌行為。
金鐘即時報導登出後，原住民族群和大批讀者隨即在各家網媒留言區

提出抗議及譴責，上述 5家主流網媒紛紛在當晚進行修正、更新 Pangoyod
領獎新聞的標題和內容。其中《聯合新聞網》將標題〈金鐘 55／女明星都
輸了！金馬新人露屁股網推爆〉改為：〈金鐘 55／女明星都輸了！金馬新
人穿達悟族族服網推爆〉，但新聞內容截至 2021年 10月 1日仍保留網友對
Pangoyod 穿「丁字褲」上臺領獎的嘲笑敘述。《自由時報電子版》將標題〈金
鐘 55／兒少節目主持人揭獎 鍾家駿穿原住民丁字褲激露屁股蛋〉改為：〈金
鐘 55／兒少節目主持人揭獎 鍾家駿、陳宇原住民族服登臺〉。《三立新聞網》
將標題〈金鐘 55／受封全場最辣！單穿丁字褲光屁股上臺領獎〉改為：〈金
鐘 55／擊敗鍾欣凌！他穿達悟族裝上臺領獎…網一看超嗨〉。《NOWnews
今日新聞》將新聞標題由〈金鐘獎領獎！他屁股蛋整顆露出 觀眾暴動：全
場最露〉更改為：〈金鐘獎領獎！他被稱為「最有勇氣獎」觀眾暴動〉，但
內文和關鍵字仍保留「全場最露就是他」、「屁股蛋」、「丁字褲」等字眼。
《ETtoday星光雲》有關新聞標題和網友嘲諷鍾家駿穿著的新聞內容均未曾
更動。
朱家安（2020年 10月 2日）認為，媒體知道不能僅用主流漢人觀點來

規定場合服裝，所以他們的下標不是「扯！頒獎典禮竟穿丁字褲」，而是「全
場最露」、「屁股蛋整顆露出」等字眼。這代表媒體記者並不是完全沒有尊重
原住民傳統文化的基本知識，但是這些知識並沒有阻止媒體記者利用主流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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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的情感反應來做新聞。
從新聞文本來看，網媒記者知道寫新聞應避免直述個人觀點，於是借用

網友的嘲笑與揶揄來形容 Pangoyod穿著，意圖隱藏自身對於族群之偏見及
歧視。同時，金鐘獎直播留言區也出現不少對 Pangoyod穿著傳統族服上臺
領獎的正面評價，但網媒記者卻僅擷取網友嘲笑與揶揄的留言，作為對於
Pangoyod穿著的評價，即使在讀者提出抗議後，也僅更改新聞標題而在新
聞內容保留網友的嘲諷留言，代表網媒記者具有一定的族群偏見與價值觀存
在。

伍、	媒體專業意理與新聞操弄

在金鐘獎頒獎典禮會場的記者發稿室，主流網路媒體記者目不轉睛地盯
著電視牆，不斷更新得獎者名單和撰寫周邊花絮新聞。他們也會在後臺採訪
得獎藝人，在頒獎典禮進行同時，發出一則又一則的即時新聞報導。主流網
路媒體即時報導關注的焦點，經常是出席金鐘獎入圍者或得獎者當天的衣著
及裸露程度。例如〈紅毯辣開深 V天心深溝鬥楊謹華爆乳〉（郁小蘋，2020
年 9月 26日）；〈「最美主播」舒夢蘭火辣登場！大開深V掉出東西半球〉（劉
宜庭，2020年 09月 26日 b）；〈金鐘獎／前正妹主播蔡尚樺「半球形狀掉
出」！膚色透視裙超兇…網：很有料〉（劉宜庭，2020年 09月 26日 c）。其中，
鏡週刊的金鐘即時報導對於出席女星裸露程度的描寫最為露骨：

紅毯星光雲集，女星們的穿著一如往常，各個爭奇鬥豔，尤其

本屆女星對於身材相當有自信，露奶的、露腿的、露背的全都有，

堪稱是近年金鐘最為乳炸紅毯的一次（黃仲義，2020年 9月 26日）。

入圍者明白身體裸露得愈多，就愈能成為媒體鎂光燈的焦點。甚至有益
智類節目得獎者在上臺領獎時公然說：「根據金鐘獎歷屆得獎主研究顯示『開
低走高』，禮服開得愈低，得獎機率愈高！」（孫伊萱，2020年 9月 26日）。
當時網路媒體對這位得獎者的報導，也都出現「薄紗巨乳」、「新版制服中
間剪破」、「爆乳裝現身」、「胸部不夠集中」等幾近物化女性的標題，但得
獎者對這樣的報導卻沒有任何異議。這些益智類或紀實類節目的得獎者，都
是現任或曾任電視媒體採訪記者，他們和一般藝人的背景不全然相同，也不
需要靠著裸露或爭奇鬥艷裝扮來突顯自己的新聞專業，但是他們仍然決定以



97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13 卷 第 1 期．2023 年 1 月

裸露式的衣著，來吸引更多電視觀眾的注意力，顯見「裸露」已被等同為
「金鐘獎文化」。因此，當達悟族得獎人 Pangoyod穿著族服站起身來，自信
心十足的走向臺上領獎及致詞時，網路媒體記者如同發現了他們的裸露「新
獵物」。於是主流網路媒體記者非常直覺而「專業化」的，把穿著族服 Pan-
goyod當成了刻意裸露的女星，下了輕佻及嘲笑式標題，並且以即時新聞方
式將報導傳播出去，終至引發原住民族群強烈抗議。
網路媒體記者受到「感官主義」及「點閱率」的牽引，發佈了具有族群

歧視意涵的新聞，並且引發臺灣內部族群關係的緊張。第一線的網路媒體記
者有可能因為對族群文化認識不足而撰寫了這樣的新聞稿，但是主流網路媒
體應有各個層級的審稿機制，這些媒體的新聞守門人竟沒有察覺到這份新聞
稿可能觸及族群敏感議題、引發原住民族抗議就同意讓它上線發佈？會導致
這樣的問題，可能和主流網路媒體「先出版、再修正」的審稿機制有關：

我們會搶快，所以通常都是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就決定了（發

佈），不是到了後面要審稿的時候⋯⋯甚至因為時間的關係，像我

自己比較被主管信任，所以很多時候反而是我新聞可以搶快就直接

出去了，不用經過審稿（受訪者 D）。

正常來講都是先發布，主管才會去看這個稿子有沒有錯字，或

者是一些文稿上的問題。但是會有一個狀況是⋯⋯因為有些人剛進

來，他不知道公司的要求以及一些底線在哪裡，我們會審過再丟。

但是已經待了一段時間，我們考核過都是 OK的時候，目前來說，
應該七、八成以上都是直接發布（受訪者 C）。

我們公司是有編輯在看稿，但是一些比較小的網媒就直接上去

了（指發布），基本上沒什麼審不審稿的，這種東西很容易出問題，

一出問題就要由發稿記者去承擔（受訪者 B）。

從訪談可以發現，並非所有網媒的發稿機制都是「先出版、再修正」，
但因只有基本的審稿形式，所以可能無法攔截所有出問題的稿子，部份稿件
仍是在未經審稿狀態下由寫稿記者直接發佈。以達悟少年領獎事件而言，即
使部份主流網媒設有編輯進行審稿，涉及族群歧視的稿子依然在第一時間被
發佈出去。新聞守門人跟撰稿記者一樣，都是因為對族群文化的認識不足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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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踩紅線？追根究底，這種現象可能與新聞工作者的「專業意理」有關。許
志明（2018）訪談 29位電視新聞記者及主管，探討電視媒體為何偏好製作
「獵奇類」遊民新聞時發現：大部份的受訪者認為，「獵奇類」遊民新聞能為
收視率帶來實質幫助，而多產製這一類高收視率的新聞，會對自己的考績、
升遷有所助益，至少新聞主管不會常來找自己麻煩。同樣是感官主義定義的
「弱勢族群」，如果我們把「遊民」置換為「原住民」，把「電視臺」置換為「網
路媒體」，把「收視率」置換為「點閱率」，所呈現的結果，就是「操弄感官
主義式原住民新聞可以增加點閱率」，因為產製邏輯基本相同：

很明顯的今天我丟一個可能清涼文，就是那種我們講的色色

文，或是有一點裸露的一些圖文上去，甚至比較有議題性或是話題

性的時候，它就可以跑到整個排行榜的前 3或前 10名都有可能⋯⋯
但針對一些同志議題，或是原住民的東西，就會希望他們盡量以客

觀一點，不要有嘲諷的東西（受訪者 C）。

對於一些腥羶色的內容，比如說被性侵的內容、大小老婆有一

些戰爭、被戴綠帽子這些內容，如果你有去寫一些比較細節的內

容，或者標題再露骨一點的話，或者是讓人家比較有遐想的話，人

家就會更願意點進來。那我們也更願意去寫這樣的東西，因為對我

們而言，這是比較容易賺得到點閱率的（受訪者 D）。

腥羶色，還有重大社會事件的東西，那種（流量）是很快速，

所以你如果你要達到十萬個點閱率，也許鄧佳華這種腥羶色，半天

就達到⋯⋯當然也會有反效果，因為你看網路上的留言，觀眾其實

對腥羶色的，很多人還是沒有辦法接受（受訪者 A）。

網路媒體的新聞產製邏輯大多是以「流量」（通常代表點擊率、非觸及
率）作為新聞工作者取捨的一種「專業考量」，而流量表現又和個人考績或
獎金利益緊密相連。有時候記者寫的稿子到了守門人手上，反而被修改得更
加誇張和聳動，目的就是要增加新聞點閱率。這一種媒體工作者彼此之間心
知肚明、卻不說破的利益運作邏輯，也導引新聞工作者形成一種「揣摩上意」
的心態，而這種心態涉及記者與各層級守門人的「專業意理」，當大家對於
新聞揀選、處理與發佈原則都逐漸趨同，並且都以自家公司商業利益作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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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指導原則時，它就會形成一種新聞產製的意識型態：

每個月我們就會去算每一個記者的點閱狀況，那譬如說，如果

我這個單位有 10個人，他們就會依點閱率去排 1到 10名。然後依
不同的名次會有不同的分數⋯⋯點閱率好的部分還會有另外的採訪

獎金，所以不只攸關到考績的好不好，也會影響到記者的收入，所

以當然是很重要（受訪者 A）。

記者 KPI（每週流量）大概在 20到 25萬之間，那如果以在家
編輯來講，因為他不用跑，所以他的 KPI大概設定在 30萬左右。
其實會跟電視臺差不多，只是把電視臺的收視率變成一個流量來考

量，每週去考核他（受訪者 C）。

Hall曾分析媒體專業意理和新聞工作者的社會認知架構，他認為媒體工
作者在判斷新聞是否具有價值時，必須迎合讀者和觀眾的口味，這種認知架
構，可能早已隱含現有權力架構的意識型態（轉引自張錦華，1994）。如前
所述，新聞媒體工作者會選擇弱勢族群議題作為新聞素材，很多時候並不是
出於關懷，而是因為某些弱勢族群議題具有獵奇特性，它能滿足閱聽眾對於
弱勢族群的窺探欲望，進而促使新聞點閱率或收視率向上提升。特別是網路
新聞「先出版、再修正」的搶快、抄襲特性，使得五家主流網媒具有歧視意
涵的金鐘即時新聞，可以在第一時間毫無阻攔的上架發佈。

長官一定是認為這則新聞讀者愛看，那讀者愛看你是不是就要

出（稿），所以別人有的我們也一定要有，如果不要太過份，我覺

得照他要求出個稿是還好啦（受訪者 B）！

各新聞網都會仰賴 Yahoo、Google跟社群的 FB做分享，那如
果我今天速度比 ETtoday、UDN慢的話，他們第一時間擷取的就
是這幾個媒體，就不會選到我。搶快就是新聞能早點曝光，被這些

平臺的搜尋引擎給搜尋到之後，拉到他們的頁面去，那會導流一些

流量灌注到我們的平臺上面來（受訪者 C）。

我們衝得很前面，我們以為長官會拉我們一把，但很多時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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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沒有⋯⋯所以觸及到歧視的問題或紅線問題，我都會在寫完稿

子的時候，跟長官講說這個稿子可能有關係到什麼東西，可能要再

多幫我注意一下裡面的內容是不是 OK（受訪者 D）。

由此可見，金鐘獎網路即時報導的族群歧視現象，未必只是撰稿記者個
人族群文化素養不足問題而已，它還涉及到入口網站及社群媒體新聞導流、
演算法機制，以及新聞工作者的專業意理、意識型態及媒介運作邏輯等問題，
可說相當複雜。總的來說，主流網媒的族群歧視，並不是單一撰稿記者或單
一網媒問題，而是臺灣主流媒體商業利益考量與社會認知問題。

陸、	反族群歧視力量與集體抗爭

其實在第 55屆電視金鐘獎頒獎典禮舉行的前一個月，也就是 2020年 8
月 19日第 55屆廣播金鐘獎公佈入圍名單時，就曾發生過主持人涉及歧視原
住民族的新聞事件。當時擔任評審主任委員的羅小雲在揭曉入圍名單有「原
住民族廣播電臺」時，竟發出「喔喔喔喔」叫聲，並問臺下入圍者：「欵，
你們是不是應該這樣叫啊？」引發原住民族群認為羅小雲言行涉及種族歧
視。雖然事後羅小雲在文化部粉專中以「留言」形式道歉，但仍無法平息。
原住民青年 Yawi Yukex在臉書怒罵：「這像是在信義區歧視，然後到龜山島
道歉，都幾歲的人了，自行出面道歉很難嗎？」文化部表示：「已經回應了，
羅小雲也道歉了，目前最重要的是專心評審」（楊瑾錚，2020年 8月 25日）。
但大批網友，仍在廣播金鐘粉專留言炮轟：「自己做錯事為什麼不自己出來
道歉，要主辦單位幫她扛嗎？」、「留言在這裡道歉超沒誠意的好嗎」、「誰
那麼大尾可以透過文化部來道歉？她是金主？我可不可以透過文化部幫我買

早餐？」（汪君邯，2020年 8月 27日）。8月 27日羅小雲宣佈退出廣播金鐘
獎評審團，爭議事件才告一段落。沒想到才事隔一個月，9月 26日第 55屆
電視金鐘獎頒獎典禮上，「兒童少年節目主持人」得主 Pagnoyod（鍾家駿）
穿著達悟族的族服上臺領獎，又發生網路媒體以輕佻式標題和新聞內容嘲諷
事件。如同 Young前述，暴力之所以會一再發生和被容忍，主因是系統性和
社會實踐的問題（Young, 1990／陳雅馨譯，2017）：

如果你要問我說，她（指羅小雲）是不是微歧視？她的本質，

她的個人是沒有這個想法，可是她做出來是因為我們臺灣的族群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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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缺乏，媒體教育的失真，導致成微歧視這樣子的一個事實（受

訪者 H）。

我覺得歧視就是歧視，沒有區分大歧視和小歧視，因為我是屬

於即時反應的人。像先前的羅小雲事件那就是歧視沒錯，我們也要

作出反擊⋯⋯但氣憤沒有用，謾罵或是當酸民並不會在歧視上獲得

更好的尊重或結果，反而會變成筆戰。最好的方式是，立法來保

障，能有效的教育下一代人，生來平等的觀念、無階級之分（受訪

者 G）。

網路媒體大加嘲諷的達悟族「丁字褲」，其實是達悟族的正式族服，只
有在盛大而莊重的場合才能穿著。得獎單位「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
金會」（以下簡稱原文會）特別說明，達悟族人不論是出席國際重要典禮、
政府各類重要活動，都是穿著傳統族服出席與會，以表達對於參加活動的最
大敬意，呈現的文化意涵及解讀是莊重且嚴肅的（楊淑閔，2020年 09月 27
日）。2016年 8月 1 日，總統蔡英文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時，原住民族
代表回應的達悟族耆老夏本．嘎那恩，也是穿著正式的族服上臺演說（總統
府，2016年 8月 1日），顯見 Pangoyod在金鐘獎典禮的穿著是十分得體的，
並無任何唐突或暴露意涵。
總統府發言人 Kolas Yotaka（阿美族）在臉書對於主流網路媒體獵奇式

報導沈重指出：「我們無需以孩子『露屁股』為理由喝采，要為他點出大人
的偽善而給予掌聲」（葉素萍，2020年 9月 27日）。蘭嶼國小校長 Syamen 
Womzas（達悟族）也在臉書表達抗議：「現在再送你們一顆屁股蛋吧，你
們的文化水平只能看到表象，速食的媒體文化，無暇探究文化的真實內涵」
（陳玠婷，2020年 9月 28日）。

部份受訪者認為，主流網路媒體會出現這樣的報導，追根究底在於臺灣
社會對原住民族文化始終相當陌生，致使新聞工作者產生族群偏見：

他入圍他很可能得獎，所以這麼大的盛會，他穿這樣的衣服真

的是非常正確的⋯⋯結果被人家說成這樣，而且那樣的說法是批評

歧視的眼光去敘述、去講這個東西，所以就覺得這個主流社會顯然

不夠尊重、不夠瞭解原住民，不夠尊重人（受訪者 E）。



JCRP, 13(1), January 2023102

我曾經回家哭給爸爸媽媽們聽，為什麼他們對原住民用「番

仔」這個字、為什麼他們用不一樣的眼神，我們有比較差嗎？到後

來我覺得⋯⋯聽到這樣的聲音你不必去對號入座。你生氣、但我

們更要包容他⋯⋯他為什麼會這麼微歧視？是因為他不認識這個族

群，他不認識這個文化（受訪者 F）。

在金鐘獎頒獎典禮過程中，廉價式的藝人裸露新聞不斷出現，原住民族
認為他們尊重金鐘獎頒獎典禮，因此以族服盛裝出席，沒想到卻被部份媒體
記者嘲諷因而氣憤不已。不過網媒讀者發揮了及時對抗主流網媒的力量，迫
使部份網媒在當晚即修正具有明顯歧視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的新聞標題或內
容。例如《NOWnews今日新聞》9月 26日第一版即時新聞：〈金鐘獎領獎！
他屁股蛋整顆露出 觀眾暴動：全場最露〉登出後，即引起讀者不滿，不少人
在其網站留言批評：「不要秀下限了，請撤新聞」、「為何貴媒體與沒水準的
記者尚未跟大家道歉？」、「這位記者屁股蛋是不是欠打？」等。《NOWnews
今日新聞》於是在 9月 27日凌晨 01：25將新聞標題更改為：〈金鐘獎領獎！
他被稱為「最有勇氣獎」觀眾暴動〉。而原住民族意見領袖、政治人物、文
化學者，也紛紛在媒體投書或網路社群上，對於不當報導的網媒提出譴責，
以捍衛族群尊嚴。同時，這起事件也有效的引起一些網路媒體工作者自覺和
自省，「媒體翻譯蒟蒻」與「臺灣青年民主協會」、「社團法人臺灣共生青年
協會」在 9月 27日至 10月 4日發起連署，拒絕 10月 4日晚間金曲獎頒獎
典禮再有媒體出現歧視或粗俗的新聞標題，共獲得超過 2千人的連署。
當發生社會關注的族群歧視事件時，原住民族是否應該像過去原運一

樣，上街表達強烈抗議、並且要求犯錯的人道歉？受訪者大多認為，時代和
環境都已和過去不同，原住民族現在應該站在一定的高度，以不卑不亢態度
引導社會輿論反思族群歧視問題：

比如說，剛剛講司法改革、國民法官這件事情，我絕對贊成原

住民的族人上街抗議⋯⋯但是我們原住民動不動就上街，會煩，最

後我們會把原住民這三個字，講得比較難聽一點，就會⋯⋯那叫消

費、會消費完⋯⋯如果原住民的議題動不動就採取激烈的表達，之

後也會疲乏（受訪者 H）！

過去的原運衝突性很強，確實也讓「山地人」、「番仔」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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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正名為原住民，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轉換。從解嚴到現在，課

本、電視、平臺，我覺得處理歧視已經不須再用暴力來解決，取而

代之的是更多的文字及演說、倡導來教育（受訪者 G）。

原住民族受訪者認為，臺灣媒體和學校的族群文化教育嚴重不足，記者
可能完全不知道他們眼中的「丁字褲」其實是達悟族十分隆重的典禮服，以
致於引爆族群歧視的重大爭議。但是許多受訪者也指出，每一次的重大爭議
發生，其實就是個「機會教育」，這些新聞事件引發社會廣大關注後，也能
讓族群之間能有彼此對話與反思的機會。另外，要預防和改善社會大眾及媒
體歧視的發生，原住民族自己也要努力，這包括雙方是否把握機會，進行善
意的溝通和對話，不光只是單向性的社會或媒體記者意識型態的問題而已。

柒、	結論與建議

傳播政治經濟學認為，結構化過程中另有一些面向，既與階級分析互補，
但又彼此衝突，這些面向包括階級、性別、種族和社會運動。同時，結構化
過程也造就了「霸權」，它指涉的是日常生活中，充滿著整編企圖與對抗的
過程，卻被當成是理所當然的、常識的與天成自然的（Mosco, 1996／馮建
三、程宗明譯，1998）。金鐘獎頒獎典禮看似一種單純的媒體集團的商業性
操作模式，但如同 Kellner（2003）所說的，這種「媒體文化奇觀」具有一種
擴散性效應，它會藉由新技術和全球化，擴散到政治、經濟、社會和日常生
活的各個領域，並且藉由奇觀控制人們的意識型態和世界觀。本研究藉由「批
判性多元文化觀」，揭露主流網媒新聞如何呈現或隱藏族群歧視意涵，同時
深入探討，網媒新聞工作者為何產製這類新聞的重要影響因素。對於電視金
鐘獎及其延伸的族群歧視效應，我們必須把它當作是一種「社會徵兆」，並
以抽絲剝繭方式，層層剝開它所製造的炫麗與迷惑人心的外衣，才能看到隱
藏在文本之下，真實的族群對立與社會衝突問題。總結上述文本的分析與探
討，本文提出的結論如下：

一、	借網友言論隱藏歧視與偏見：

主流社會及主流媒體，對於蘭嶼達悟族傳統族服，一直存在著「不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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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又具有「情色」意涵的刻板印象。現今網媒記者基於「客觀」寫作原則，
不方便直接以個人觀點陳述，於是大量截取網友留言作為新聞評論，以達到
其嘲諷及歧視 Pangoyod穿著達悟族傳統族服上臺領獎之目的。如同 Young
前述，長期被歧視和壓迫，弱勢族群會出現「雙重意識」，承受雙重煎熬與
痛苦（Young, 1990／陳雅馨譯，2017）。主流網媒記者忽視對方感受和可能
造成的傷害，在文化隔閡的狀態下，連打一通電話請教族群文化專家或學者
的基本動作也都省略了，其慣常以速食式的網友留言，作為新聞內容和新聞
評論的主要依據，比傳統媒體新聞更顯淺薄與廉價。去文化與歷史脈絡化的
金鐘即時報導，以引述網友留言隱藏記者自身對族群文化的歧視與意淫，正
好突顯優勢文化對弱勢族群的嘲笑、窺視與霸凌行為，從來沒有從主流社會
中消失過。

二、	操弄感官主義並搶快報導：

主流網媒記者深知網路新聞特性，因此不斷以「感官主義」式的新聞標
題與內容，來吸引網路使用者點閱。而網媒「先出版、再修正」的搶快報導
機制，使得各層級守門人無法善盡職責，在第一時間將具有族群歧視意涵的
新聞稿攔截下來，並且提醒第一線記者尊重不同族群傳統文化，這是網路媒
體的結構性問題。不過本研究受訪者亦提及，近來大型入口網站和臉書等社
群媒體，已經開始利用人工智慧技術針對羶色腥和裸露新聞進行阻擋及剔
除，新聞網站也開始因應修正新聞取捨方向，這應該是一個較具有正面意義
的發展趨勢。

三、	讀者和社群產生「集體抗爭」力量：

從這次事件我們注意到，網媒讀者及其留言發揮了即時抵制力量，迫使
主流網媒在第一時間更改具有族群歧視意涵的新聞標題及內容。許多原住民
學者、名人、社群組織，也藉由媒體投書及各種行動，呼籲社會大眾尊重族
群傳統文化，這些行動的總和已初具「集體抗爭」形式。雖然短時間內可能
仍無法撼動長期形成的主流社會意識型態，但經由此次事件我們也發現，「反
族群歧視」已不再是原住民族孤軍奮戰。許多網媒讀者未必具有原住民族身
份，但是其自身所擁有的族群文化素養，已足夠讓他們判斷主流網媒的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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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具有歧視意涵，並且能立即對這些網媒提出抗議與譴責，迫使網媒在當
晚修改了部份新聞標題及內容。這種拉扯及對抗網媒的能量，就是公眾監督
媒體的力量，它也相當程度地協助弱勢族群抵抗主流媒體一直以來的強勢文
化霸權。
另一方面，現今原住民族的「集體抗爭」，不再需要像過去一樣上街頭

遊行、拉白布條爭取權益，它的新戰場應該是在於大眾媒體和社群網站。原
住民族唯有進入公共論述和意識形態鬥爭場域，和主流媒體、主流社會進行
一場「共識」和「認同」的漫長戰爭，未來才有可能贏得「實質族群平權」
或文化領導權的機會。因此，原住民族要開始和主流價值觀進行對話、攻防
與論述，並要掌握機會進行宣傳和社會教育。
近年來，政府努力修補與原住民族之間的歷史傷口，但是媒體記者在報

導時，依舊用輕佻、不雅標題形容達悟少年穿著族服領獎，而且報導內容對
於原住民族依然充滿刻板印象和偏見，這顯然是社會結構化過程中，主流「霸
權」文化意識型態的具體呈現與行使。即使政府自解嚴後，為提升原住民族
社會地位、族群平等和基本權益多所努力，但是原、漢之間的族群文化隔閡
與裂痕仍深。以漢人為主的臺灣社會，對於原住民 16個族群歷史文化依舊
陌生，甚至多所扭曲和誤解，以致於在許多社會場域或媒體新聞上，原住民
對於「錯誤文化理解」仍然感到失望和憤怒。
即便金鐘獎頒獎典禮是由文化部外包給媒體集團進行轉播與直播作業，

我們仍然期望，能夠重視臺灣各族群的文化差異，並負起監督頒獎典禮執行
單位對於族群文化呈現與解釋更加友善的責任。例如，可以在金鐘獎頒獎典
禮會場設置「族群文化解說人」，並遴選熟知各族群文化的專家或傳承者擔
任。當各族群入圍者穿著傳統族服走紅毯或上臺領獎時，族群文化解說人可
以協助主持人，講解該族群傳統服飾的由來及其代表意義，讓現場來賓和所
有觀眾能即時了解各族群服飾的文化意涵。同時，對於金鐘獎頒獎典禮直播
留言版，也可以研究設置警語或將涉及族群歧視的關鍵字進行屏蔽。金鐘獎
頒獎典禮和主流媒體的族群歧視現象，短時間內恐難以完全杜絕，不過如果
相關執行單位、媒體和閱聽眾共同努力，或許有機會可以翻轉負面概念，成
為臺灣族群文化溝通或對話的正面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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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網媒記者訪談問題

1. 網路新聞的發稿、審稿到發佈流程如何進行？和傳統電視媒體有何不
同？

2. 網路新聞媒體以何標準評斷一個記者的表現優劣？打考績的依據通常是
什麼？

3. 網路媒體對於聳動或感官刺激性的新聞似乎特別有興趣，這一類新聞真
的是點閱率的萬靈丹嗎？

4. 網媒記者如何在新聞點閱率和社會責任或法律責任之間進行取捨呢？

附錄二：原住民新聞工作者訪談問題

1. 對於電視金鐘獎羅小雲和達悟族少年領獎事件，您的個人看法是？在聽
聞此事當時，您有何情緒反應？

2. 您個人在日常生活中有遭遇被族群歧視的經驗？您是否曾經當場或事後
表達抗議？

3. 您是否贊成，原住民可以使用比較激烈的抗議方法，以逼使社會大眾正
視和改善族群歧視問題？如果您贊成，理由是什麼？

4. 如果您不贊成的話，那麼現階段對抗主流社會的族群歧視，您覺得有什
麼更好的做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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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nline live reporting of one winner receiving the awards on stage wearing 

traditional indigenous costume of Tao people during the 55th TV Golden Bell 
Awards Ceremony triggered numerous protests from indigenous people because of 
its discrimination against traditional indigenous cultures. The study treated these 
online live reports as textual data for analysis and employed Kellner’s view of critical 
multiculturalism to analyze how ethnic discrimination was presented or concealed 
in these live reports. The underlying professional ideology of online journalism and 
personal ideology of reporters were examined. The study also explored how efforts 
against ethnic discrimination can become a counterforce to mainstream media or 
mainstream society. Results of the study found that mainstream media reporters 
commented on the event by borrowing ridicule and teasing from netizens in order to 
hide their own prejudices an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indigenous cultural traditions. 
At the same time, when getting it first and page view journalism are the dominant 
professional ideology of online journalism, ethnic minorities tend to become victims 
of manipulation. But on the other hand, readers and online communities can take 
the initiative to boycott the discriminative online media and create a powerful 
counterforce that cannot be ign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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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體機器人應用於臺灣數據導向選戰之
初探性研究

林翠絹 *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廣播電視學系教授、臺灣政經傳播中心研究員

摘要

近年來社交媒體機器人普遍應用於數據導向之科技選舉活動。本混合法
研究首先針對科技專家、平臺業者、政治行銷者進行深度訪談，分析此新興
科技在臺灣數據選戰之傳播模式與操作策略，再輔以參與式觀察調查 2020
年總統大選 LINE bot 內容設計和互動型式。研究結果發現：為影響選情，
臺灣競選團隊運用社交媒體機器人推播訊息、蒐集選民互動數據、進行跨平
臺社群媒體宣傳，並整合線上線下活動。雖然 Messenger 搭配臉書廣告最
能達到精準行銷目的，臺灣政治宣傳活動卻更仰賴 LINE bot，其優勢在於數
據擁有權與使用彈性。目前臺灣選戰操作社交媒體機器人，屬於輔助型人工
智慧，以結構式腳本回應粉絲，避免人工智慧誤判風險。最後，社群平臺業
者亦透過該科技遏止選舉假訊息擴散。

關鍵字 :社交媒體機器人、科技選舉、政治精準行銷、聊天機器人、數據選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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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自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川普勝出後，牛津網路研究中心等西方社會科
學家開始調查社交媒體演算法，關注網路機器人（web bot）推波助瀾的訊息
擴散效應，將撼動甚至扭轉科技選戰的局面。社交媒體機器人（socialbot）
是指在社交媒體上運作的聊天機器人（chatbot），從文本形式的自動化程式
發展出多媒體互動模式，透過人機互動蒐集分析使用者數據，近年人工智慧
技術進步，他們能提供更善解人意的客製化服務。由於社交媒體機器人形
式具多樣性，能應用於不同領域服務，相關文獻定義多元（Gorwa & Guil-
beault, 2018）。2016年後，臉書（Facebook）Messenger、LINE相繼開放可
嫁接聊天機器人的使用者程式介面（同上引），研發出各式社交媒體機器人，
廣泛運用於商業、醫學或客服等不同領域，近年來它們更被積極地引入數位
科技發達國家的政治傳播領域，搖身成為運算宣傳（computational propagan-
da）新興利器：一方面能快速創造政黨、候選人及倡議之網路聲量（Bessi & 
Ferrara, 2016），甚至膨脹候選人網路歡迎度、散佈對手不利假訊息等（Ferrara 
et al., 2016）；另一方面它們在科技選戰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多國重要
選舉均仰賴此新興科技大量迅速地推播訊息與造勢（Kovic et al., 2018），他
們獲取兵家必爭的選民數據，供競選團隊進行精準行銷，策略性操作影響網
路民意。
近年來臺灣政黨選舉造勢把溝通宣傳重點逐漸由傳統掃街拜票，擴張到

影響網路輿論的「空軍」，尤其重視社交媒體上經營粉絲、比拚聲量。2022
年臺灣社群媒體普及率高達 89.4%（Kemp, 2022, February 15），民眾經常透
過社交平臺如臉書、LINE或批踢踢（以下簡稱 PTT）等討論政治議題，並
參與公民事務（Lin, 2019; Lin & Chiang, 2017）。政治人物從總統、市長到參
選人都透過臉書、LINE、YouTube或 PTT強化與選民及粉絲間的連結及認
同，以提升支持度與忠誠度（Christ，2018年 09月 18日）。科技選戰逐漸
聚焦於數據導向選舉（data-driven election），社交媒體機器人在臺灣政治傳
播快速崛起，成為選戰新興熱門科技之一。不少臺灣政治人物，包括總統參
選人、臺北市長等，都利用社交媒體機器人作為選舉工具。2018年柯文哲在
臉書上推出柯語錄機器人，引發網友高度參與；該年底網紅呱吉挾 YouTuber
人氣，善用 chatbot表達政見，當選臺北市議員。2020年總統大選，三大政
黨候選人紛紛推出風格迥異的 LINE bot推播訊息、強化選民互動，選戰社



117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13 卷 第 1 期．2023 年 1 月

群機器人操作在媒體上引起不少話題。
雖然國內外學術研究不乏探討聊天機器人在商業、醫療、教育特定領域

之應用，但中西文獻皆欠缺社交媒體機器人在政治宣傳及科技選戰之相關研
究。為填補此學術缺口，本初探性研究把社交媒體機器人視為臺灣科技選戰
新興的一環，有別於大多數社交媒體機器人文獻多半探討「惡意假帳號機器
人」企圖操縱網路民意、選舉走向或散佈不實訊息或假議題（Bessi & Ferr-
ara, 2016; Kovic et al., 2018）。此混合法研究針對 2020年總統大選期間，政
黨及候選人如何運用社交媒體機器人進行選舉宣傳活動為主題，首先它深度
訪談關鍵利益相關者（科技新創團隊、社群平臺業者、政治行銷者等），分
析臺灣政治選舉活動以數據導向運用社交媒體機器人之策略、功能及效應；
再來，它針對選舉期間政治人物 LINE bot進行參與式觀察，分析其內容設
計與互動形式。本研究除了梳理社交媒體機器人在臺灣科技選戰之傳播模式
體系，率先揭露其在選舉宣傳之策略、應用及效果層面外，亦探討在臺灣民
主政治體系下使用社交媒體機器人相關風險，以及社群平臺處理數據議題及
假訊息之政策作法。

貳、	文獻探討

一、	社交媒體機器人政治應用

在今日資訊社會，網路機器人使用率逐年上升，2020年統計它們創造出
40.8%全球網路流量（Hasson, 2021, April 3）。社交媒體機器人的興起，源自
於臉書、推特等社交平臺在 2016年相繼開放「應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簡稱 API），鼓勵開發聊天自動化軟體，造成社交媒
體機器人應用上的蓬勃發展（Gorwa & Guilbeault, 2018）。在西方多數文獻
中，社交媒體機器人基本定義為運作於社交平臺上的自動化程式（Ferrara et 
al., 2016; Gorwa & Guilbeault, 2018），本研究所指的社交媒體機器人，是在
社交平臺上提供訊息與服務、執行任務或根據使用者輸入資料引導對話的聊
天機器人，有些是以結構性文本互動，有些能透過自然語言處理運算，具有
人工智慧可模擬人類對話（Dale, 2016; Folstad & Brandtzaeg, 2017）。
（社交）聊天機器人歷史最早可追溯至 1966年，當時由MIT人工智

慧實驗室推出 Eliza被公認為人類歷史上首位聊天機器人（Weizenba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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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往後數十年，人工智慧和語意分析不斷演進，近幾年它們融入社交
網站（Ferrara et al., 2016; Sandvig et al., 2016）提供企業跟使用者新的溝通
管道（Chakrabarti & Luger, 2015），以節省客服人力，並被廣泛應用於電子
商務、教育／培訓、醫療保健等，甚至踏足政治領域變成科技選戰工具。研
究指出，新一代的聊天機器人仰賴大量數據進行機器深度學習，具海量使用
者數據的社群媒體儼然成為該科技有利的開發及成長環境。除了電子商務和
科技產業，科技巨頭如 Google、Amazon、微軟及社交平臺紛紛開發自家聊
天機器人提供服務（Radziwill & Benton, 2017），其中以 2016年推出的臉書
Messenger最為活躍，它以文本為基礎，混合使用圖形用戶界面與按鈕式選
單內容等，以結構式訊息給予使用者簡短回應，透過該科技能達到互動及客
服功能，同時汲取使用者數據，再用於投放目標式訊息，2018年臉書Mes-
senger每月活躍聊天機器人數目已達 30萬個（Hootsuite, 2018, September 
18）。
隨著社交媒體機器人盛行，政治行銷人員或社會運動者也利用它們進

行更有效的政治傳播。McKelvey & Dubois（2017）從政治角度觀察聊天機
器人在加拿大社交平臺的運用，依功能將其分為四大類，分別是推文機器
人（Amplifiers）、透明問政機器人（transparency bots）以及客服／選民服
務機器人（servants）和黑粉機器人（dampeners）。前三類社交媒體機器人
在政治行銷中日益受到重視，它們可自動化執行簡單任務並蒐集使用者數
據，目前選舉是社交媒體機器人主要應用場域之一，可大量推播政治訊息或
提升候選人網路聲量（張洪忠等人，2019），前美國總統歐巴馬曾用社交媒
體機器人向粉絲自動化發送訊息，以提高觀眾關注及支持度（Bessi & Ferr-
ara, 2016）。2017年肯亞總統大選，臉書聊天機器人 Uchaguzi被當成公民科
技（civic technology），被當地民眾用來揭發或舉報開票所經歷的暴力或不
當行為（Piccolo et al., 2018），Uchaguzi的使用人數及用途皆超過開發者所
預期。法國某家科技新創公司亦開發引用川普金句的聊天機器人，引起討論
熱潮，使用者參與度高，證明社交媒體機器人有助於衝高政治人物網路聲量
（Maître, 2016）。

近年來有心人士藉於擬人化假帳號，以社交媒體機器人進行惡意政治活
動，算是McKelvey & Dubois（2017）歸類的黑粉機器人，這些地下勢力所
操控擬人自動程式，被發現介入美國或其他重要選舉企圖左右選情（Woolley 
& Howard, 2016），例如 2016年川普大選出現模仿拉丁族裔的推特帳號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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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川普推文；2017年法國總統大選MacronLeaks事件，大多數帳號來自
右翼外國用戶，這些地下市場交易帳號被發現在 2020年美國大選再度活躍
（Ferrara, 2017）。此外，臺灣選舉也調查到社交媒體機器人擴散假訊息，企
圖影響選情的現象（尹俊傑，2019年 11月 08日；林照真，2020）。本研究
對象聚焦於前三類，地下交易的黑粉機器人不在研究範疇。

二、	數據導向科技選戰與宣傳

政治廣告運用數據來客製化訊息或瞄準特定選民已有幾十年歷史。源自
美國 1940年代的民意調查是全球廣泛實行的數據活動，而在 1990年代消費
者行為與偏好研究，針對不同生活型態分眾進行商業訴求，亦是當年尖端的
數據行銷（Baldwin-Philippi, 2019; Tufekci, 2014）。近來傳播學界關注社交媒
體數據，比起民調，研究使用者在社交媒體的數位足跡更能具體掌握其行為
與偏好。透過社交媒體廣告點擊，行銷人員可利用一系列工具追蹤、測試使
用者反應，並從回應中得知其偏好，協助政黨或候選人更有效地勾勒選民輪
廓，進而採取相對應策略，包括動員支持者捐款或投票、說服中立選民、抹
黑對手等（Tufekci, 2014）。
非營利組織 Tactical Tech（2019）將數據概念分成三類：（一）數據

被視為重要「資產」（asset），可進行交易或出售；（二）數據是「情報」
（intelligence），能深入暸解選民觀點和行為；（三）數據可用來產生影響力
（influence），蒐集分析使用者數據，能鎖定與觸及目標選民並改變或操縱他
們的觀點與投票意向。Munroe & Munroe（2017）則首先主張候選人必須有
意識地將數據視為「資源」（resource），將精力或金錢投注於建構能蒐集、
分析和管理數據的基礎設施；其次，他們建議候選人採用多元「數據產製」
（data generation）模式：整合原先已知選民數據、推斷未知選民數據，持續
追蹤競選活動中選民反應數據等；最後，他們強調以數據分析作為根據來擬
定「決策」（decision making），打破過往僅憑直覺、猜測、慣例或經驗法則
之作法。
研究發現數據在當代政治傳播中扮演關鍵角色（Dommett, 2019; Kreiss, 

2017），最近幾次美國總統大選，從歐巴馬到川普，善用社交媒體數據被認
為是厥功甚偉的推手（Bennett, 2016）。2012年歐巴馬競選團隊每晚根據選
民數據分析與民調數字模擬投票率，依據結果隨時調整資源分配；他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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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分析選擇募款嘉賓慷慨解囊；選前最後一周，臉書被用來對目標支持
者進行動員催票（McMillan, 2012, November 6）。2018年《紐約時報》踢爆
英國政治顧問公司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透過不當第三方活動取
得臉書個資，並協助川普團隊贏得選戰（Rosenberg et al., 2018, March 17），
更凸顯了數據（data）在當代政治競選活動的重要性，讓大眾清楚意識到個
資被數位平臺或技術擁有者用來交易、利用和精準行銷的價值與風險。
以社群媒體數據為基礎的科技選戰，涉及數據被不透明方式蒐集後，交

付給有權力的政治人物試圖操弄輿論風向，也引發不少疑慮與負面批評聲浪
（Karpf, 2012; Tufekci, 2014）。雖然劍橋分析宣稱，在美國大選期間，該公司
不當取得臉書用戶個資，根據其人格特質分類投放個別化政治廣告，其數據
運用和川普勝選結果並無法證明有因果關係，即便如此，「數據運用」高度
介入當代政治運作，近來出現許多大數據對政治影響的新術語，例如計算政
治（computational politics）、數據導向選舉（data-driven elections）、政治精
準目標行銷（political micro-targeting）等（Bennett, 2016; Bodó et al., 2017; 
Tactical Tech, 2019; Tufekci, 2014）。社交媒體數據在政治與選戰應用也引起
學界高度關注，研究角度多元，從分析數位科技角度如何改變傳統政治營銷
的生態系統，到探討相關爭議如資訊監控、輿論操弄或是公共領域限縮等
（Burkell & Regan, 2019; Chester & Montgomery, 2019; Tufekci, 2014）。

研究數據產業發展的 Chester & Montgomery（2019）認為，科技發展與
大數據複雜交織的結果，正在重塑當代選舉文化與政治實踐，業者透過多樣
化數據行銷工具，把政治轉變「politech」新體系，其目標、價值與策略均根
植於影響消費者選民行為，它曾被學者以「政治×技術」方式表達，可拆
解成政治與科技兩類意涵：科技選戰基礎強調新媒體科技，數據是當今科技
選戰重要戰略工具，透過社群媒體使用者數據分析，藉以洞察選民政治興趣
與態度，甚至影響或預測選舉投票行為。故數據導向的科技選戰是傳統政治
實踐的轉型，有些部分已脫離原有規範（norms）與程序，並在政治運作方
式產生重大轉變（同上引）。

三、	政治精準目標行銷發展

過去政黨所能觸及的選民多半是基於選區分布或利益團體等地方人口， 
Carty et al.（2000）強調網路數位科技進步，讓政治人物能進一步針對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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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交流訊息並與之互動，藉以強化彼此連結與認同。社交媒體平臺興起後，
對使用者政治態度與政黨傾向等掌握度更高，能更精確地鎖定特定群體投放
個性化、客製化、目標式廣告訊息，意圖影響其政治觀點或選舉意向。根據
學者 Kim et al. （2018）定義，精準目標行銷（micro-targeting）意指可鎖定
個人量身打造訊息與媒體置入的行銷策略。競選團隊藉由後臺貼標，建立選
民數據庫，進行政治精準目標行銷。目標式政治廣告透過社交媒體機制，能
依特定人口變項分類，製造客製化內容後投放給特定目標受眾，得以發揮到
最大效果，例如川普廣告強調安全與保障，希拉蕊則主張賦權女性、重視少
數族裔與人權（Kreiss, 2017）。Kim研究團隊分析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臉書
廣告結果顯示，臉書目標式廣告讓低收入及白人選民接觸移民和種族衝突廣
告比例遠高於一般選民；而民主黨領先的州民則高度曝光於墮胎、槍枝管制、
非異性戀 (Lesbian, Gay, Bisexul & Transgender，簡稱 LGBT）、恐怖主義和
移民等極化議題廣告（Kim et al., 2018）。社交媒體廣告操作上能配合候選人
競選主軸，讓差異性訊息精確訴求特定選民，以產生價值觀與道德主張之共
鳴。
社交平臺上精準目標行銷蔚為風行之主因有二：首先，就媒體生態而言，

民眾對傳媒不信任感與日俱增，認為朋友、熟人等組成社交媒體更真實可信
（Lee, 2016），尤其是年輕人對社交媒體依賴更甚，候選人因此更傾向將資金
投注在數位選舉廣告（Gurevitch et al., 2009; Ladd, 2012）；其次，從科技因
素看來，數位平臺結構能支援精準目標行銷的技術和做法，政黨或政治人物
能讓特定廣告或訊息內容僅向目標受眾展示（Kim et al., 2018）。2016年美
國總統大選期間，川普競選團隊曾利用臉書「暗帖」（dark posts）結合相關
數據，藉由「目標式選舉廣告」，只鎖定非裔美國人投放希拉蕊過去宣稱黑
人是「超級掠奪者」的影片，利用此爭議訊息抹黑希拉蕊為種族主義者，企
圖打擊她在非裔人口的支持度（Baldwin-Philippi, 2019）。有些學者對精準目
標行銷持負面悲觀看法，憂心此類操作將危害民主價值與言論自由，Bayer
（2020）強調政治精準目標行銷會侵害公民訊息知權，導致公共輿論碎片化，
造成民眾認知分歧，進而產生民主危機。
精準目標行銷能否有效影響大眾政治態度、改變投票意向呢？過去數十

年相關研究均缺乏實證，能直接證明廣告訴求可扭轉民眾政治觀點（Hen-
derson & Theodoridis, 2018; Kalla & Broockman, 2018）。Achen & Bartels
（2016）主張競選活動主要是「動員」鐵粉投票支持候選人，而非「說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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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者改變態度和信念，因此政黨和候選人在競選期間應致力於提醒選民政
黨認同，透過交流鞏固忠誠度、強化與候選人連結。過去學界對政治精準目
標行銷多半關注第三人效果，Kreiss（2017）研究結果發現，當政黨和候選
人鎖定支持者進行精準目標行銷時，確實能產生號召力、加強認同。競選團
隊打數據導向選戰，透過精準目標行銷，再搭配其他政治傳播戰略，可達
成動員目的（Baldwin-Philippi, 2019; Kreiss, 2017）。Haenschen & Jennings
（2019）研究結果顯示，數據導向政治實踐對動員支持者比說服來得有效，
像是催票、募捐等，過去研究亦支持社交媒體廣告有助於動員支持者、提升
投票率，選舉數據分析更精準地針對分眾進行動員訴求。
新興社群媒體機器人在協助選舉數據洞察是一大助力，它們能改善選民

溝通與互動，提昇數據蒐集成效。目前社交平臺上以文本應答為基礎的聊天
機器人（text-based chatbot）為大宗（Araujo, 2018）。人工智慧發展程度尚
無法讓社交媒體機器人足以理解及應對複雜語境，遑論能進行擬人逼真的
對話（Kuboň et al., 2017），但社群媒體機器人在取得個人數據、宣傳、募
款、民調功能方面表現出色襯職。近年來越來越多政黨及候選人體會到此新
興工具優點，以競選活動來說，社交媒體機器人作為廣告與宣傳工具不比短
信息服務（short message service，簡稱 SMS）、電郵昂貴，又能全天即時回
應選民查詢。經由使用者回答特定問題或選項，它們即時產生使用者資料庫 
（instant database）蒐集人們態度和偏好數據，透過專家分析可得知選民對特
定議題看法，再運用精準行銷策略藉以鞏固選民認同與支持（Pérez-Merbis, 
2017, February 24; Tactical Tech, 2019）。運用社群媒體機器人蒐集相關數據，
分析支持者或粉絲的政治態度及選舉意向，能提升選舉政治精準目標行銷
效果（Chester & Montgomery, 2019; Maître, 2016, November 9; Pérez-Merbis, 
2017, February 24）。

參、	研究方法

社交媒體機器人以不同形式介入當代政治宣傳及競選活動運作，透過文
獻梳理發現：新興社交媒體機器人逐漸應用於數據導向科技選戰。臺灣社群
媒體使用普及率高，民眾積極在此數位言論廣場上參與政治討論及相關活
動。近年來社交媒體機器人如何被應用於臺灣的政治宣傳與科技選舉，相關
研究仍付之闕如，為填補學術缺口，本研究主要探討以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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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一：近年候選人在臺灣選舉如何使用社交媒體機器人輔助選情及
影響選民？

問題二：臺灣選舉利用社交媒體機器人進行數據導向科技選戰之策略
及作法為何？

問題三：臺灣選舉使用社交媒體機器人面臨哪些挑戰及其應對方法為
何？

本混合法研究以深度訪談為主、參與式觀察為輔。為調查社交媒體機器
人在臺灣政治場域的發展現況，透過滾雪球抽樣，研究立意選擇社交媒體機
器人在社會科技次系統（科技、政府／政策、市場／產業）之利益相關者
（stakeholders）進行專家深度訪談。因研究主題為發展中新興科技，訪問對
象鎖定具數據導向科技選舉經驗，或熟悉社交媒體機器人操作之專家，以及
熟悉此議題的政府官員與平臺業者。針對臺灣社群媒體機器人研究主題擬定
出的半結構式（semi-structured）訪綱，其 37個問題主要分為：一、國內外
概況；二、利益關係人及影響因素；三、應用、個案及效果三面向，並就不
同領域專家請教相關專業問題（如科技運用、行銷手法、政策法規等），此
外亦依照作答情形與內容進行彈性調整。
本研究共招募 14位專家進行深度訪談（如表 1），訪問期間為 2019年 8

月至 2020年 1月。研究者事先提供訪綱，訪談前，依研究倫理規定詳細告
知受訪者關於研究用途、個資及訪談內容的資料保護方式等，受訪者皆以明
文表達同意受訪。每次訪談時間約為一個半小時至兩小時，全程錄音內容，
事後由助理繕打逐字稿作為分析之用。基於研究倫理保護受訪者隱私之考
量，本研究以匿名方式為訪談對象編號，以 A、B、C等代號稱之，受訪者
背景資料如表 1所示。

LINE bot是近年臺灣選舉活動普遍使用的社交媒體機器人。本研究於
2020年總統大選最後一個月，主要觀察三位總統候選人（民進黨蔡英文、國
民黨韓國瑜、親民黨宋楚瑜）LINE bots，他們均設有 LINE bot認證官方帳
號，選戰期間頻繁推播政治宣傳活動訊息。研究者加入政治人物 LINE bot
成為粉絲後，便能進行參與式觀察研究，蒐集推播內容與互動方式。參與式
觀察目的在於：瞭解政治人物如何利用 LINE bots進行選舉宣傳活動，並就
其發佈訊息、介面及互動設計、使用者體驗等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參與觀
察法結果用來交叉檢證專家訪談內容，以確切掌握對此新興科技在臺選舉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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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策略做法。由於臉書Messenger缺乏訊息推播，大多以客服方式回應粉
絲提問，因此難以納入本研究參與式觀察範圍。

肆、	研究結果

一、	臺灣選舉候選人使用社交媒體機器人影響選民情況

臺灣 2018年市長及地方選舉開始運用社交媒體機器人輔助選舉活動，
根據專家訪談與參與式觀察法資料，在 2020年總統大選期間臉書Messenger
和 LINE bot應用更廣泛、手法更純熟，主要政黨或候選人在選戰期間透過
社交媒體機器人操作，以達到精準目標行銷選舉訊息，並以跨社群平臺導流
並結合線下動員方式，加強社交媒體機器人政治傳播效果。

表 1：受訪者一覽表
編號 專家身分 / 專業領域 受訪日期

A 臺北市政府顧問、網路觀察家 2019/08/13

B 網路輿情公司董事長 2019/08/13

C 記者、自由撰稿人 2019/08/20

D 數據公司策略長、DMA 協會成員 2019/08/20

E 大學教授 2019/08/26

F 聊天機器人新創公司創辦人 2019/08/30

G 國防院研究員 2019/09/06

H 行政院政務委員 2019/09/16

I 資訊產業工程師 2019/09/17

J 廣告科技公司執行長 2019/09/18

K 行政院政委 2019/09/19

L 臺灣 LINE 董事總經理 2019/11/28

M 臺灣臉書政策經理 2019/12/26

N 跨國政治策略顧問公司創辦人 2020/01/24

資料來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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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準目標行銷選舉訊息

2021年初統計超過九成臺灣民眾皆有上網習慣，傳統數位廣告如電子郵
件或簡訊行銷難以精確鎖定目標閱聽人、得知具體傳播效果。近年來臉書、
LINE等社交媒體在臺灣使用率居高不下，社群媒體成為政治參與意見討論
的重要平臺，其多媒體內容設計多元具互動性，適合多螢幕閱讀介面，並掌
握使用者觸及率、點閱率、分享率等，傳播效果更具體而精確，因此社群媒
體成為臺灣政黨候選人與選民溝通與宣傳的重要工具之一。
學者 Kim et al.（2018）逆向追蹤目標式廣告受眾的接收過程，他稱社

交平臺提供的政治精準目標行銷為「隱身媒體」（stealth media），透過系統
性用戶數據蒐集與分析，再將相關性高的訊息投放給鎖定對象，訊息接受者
在不知情狀況下產生影響，以達成精確有效的傳播目標。應用於政治宣傳或
選舉活動的精準目標行銷：首先社群媒體透過使用者內容及互動蒐集數據、
進行分析獲得選民洞察，政黨或政治人物客戶獲得社群使用者人口變項及政
治興趣等資訊，再精細地選擇目標群眾進行有效宣傳或說服。數據公司策略
長 D以 2018年市議員競選為例，說明選舉訊息要先精準設計內容、再投放
給對的選民，才能有感並產生效果。首先要避免候選人一廂情願地單向傳播
制式化訊息，唯有讓選民感受到訊息與自身息息相關，才會接收內容，進而
影響其認知態度或投票行為。

新興社交媒體機器人能即時大量推播垂直領域之知識訊息，如候選人政
見、選舉活動、政治捐款流程等，並進行結構式人機互動，達到初步選民服
務，節省部分人力。首先，社群媒體經由使用者提供數據分析出每位使用者
政治態度及重視議題，可從中提煉出政治人物的主要政見及文宣方向，接下
來，社交媒體機器人操作鎖定特定民眾，把跟民眾相近訊息推播給他們，因
相關性增加，政治溝通和說服就能更有效。聊天機器人新創公司創辦人 F認
為，使用社交媒體機器人進行政治或選舉宣傳本益遠勝過傳統作法。

Messenger或 LINE這些即時社交平臺對用戶的觸及和點閱互
動，遠比傳統文宣來得好，而且是可被稽核的。用戶有沒有點開所

發送的推播訊息，在Messenger、LINE追蹤訊息是可被系統記錄
的（受訪者 F）。

更重要的是，社交媒體機器人能進行結構式互動，多位受訪者強調，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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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劇本（或稱腳本）設計得宜，主題性夠強，使用者便容易透過轉發來影
響身邊的親友圈，將線下人際關係化為線上社群的推動擴散，藉此發揮機器
人「社交」能量（受訪者 B、D、F、J），廣告科技公司執行長 J稱之為由科
技力所加速的口碑傳播（word of mouth）：

對話當然要設計腳本⋯⋯傳統的發文或廣告，跟用 chatbot去
觸及到民眾，若能配合好的對話和聊天機器人互動，後者所能達到

的，會讓你想要傳遞的資訊深度明顯好上一個等級（受訪者 J）。

綜合訪談與文獻資料發現：Facebook Messenger和 LINE bots是臺灣
2020年總統大選兩大社交媒體機器人工具，兩者在選戰應用大有不同。訪問
資料歸納出：臉書政治訊息行銷能最精準命中受眾（受訪者A、B、D、F、I、
J、M、N）。專家們指出臉書廣告優點是：年齡切割極為精細，能客製化不
同年齡層的訊息，不會浪費銀彈在非目標選民身上，根據實務操作經驗，受
訪者 D認為，透過 Facebook平臺投放政治廣告效果比 Google、YouTube或
Line更加優化，以年齡切割而言，Facebook可針對選民年齡層進行精準目標
行銷，甚至做到逐歲投放之精準程度。故臉書政治廣告與行銷能避免發生購
買昂貴傳統大眾媒體廣告，萬箭齊發但命中率低落的狀況。
臉書Messenger bot運用方式隱晦而精細，在臉書近年大舉調降貼文自

然觸及率，透過人機互動得到數據，能夠幫助行銷團隊建立觸及者名單，繼
而私訊推播或就選民輪廓進行目標式廣告投放，同時愈多人觸及聊天機器
人，在臉書統計中廣告相關性分數就愈高，從而能降低曝光成本。選戰期間，
候選人透過它設定議題性互動，產生高度相關數據，再搭配目標式廣告，針
對不同受眾精準投放，進而影響選民心理、認知或行為。
大部分受訪者強調，第三方開發 LINE bot限制少，比Messenger更具

彈性（受訪者 A、B、D、F、I、J、M、N）。LINE平臺在臺灣政治及選舉
應用上，首先它要求政治人物 LINE bot身分認證，具實名制究責機制。當
LINE使用者將候選人加入好友後，LINE bot即可取得粉絲基本數據，後續
仰賴聊天機器人持續推播實用資訊或有興趣互動內容，引起結構式互動，一
方面政治客戶能獲取更多目的性數據及粉絲洞察，另一方面他們透過頻繁交
流，強化選民關係。LINE平臺在 2019年選舉專案升級候選人帳號功能，進
一步讓 2020年候選人可依照不同地區、年齡層粉絲傳送客製化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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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社群平臺導流、結合線下動員

在 2020年大選前一個月，研究者以粉絲身分參與式觀察三大主要政黨
總統候選人（蔡英文、韓國瑜和宋楚瑜）及臺北市長柯文哲（臺灣民眾黨主
席）LINE官方帳號活動，欲了解幾位政治人物 LINE bots內容、經營策略
及互動表現等，並以觀察結果交叉檢測專家深度訪談內容。參與式觀察乃第
一手質化研究資料，分析部分雖無 LINE聊天機器人官方正式統計數據，但
佐以新聞、報告等相關文獻，闡述跨平臺社群行銷手法及 LINE粉絲數等。
截至 2021年 12月份，蔡總統 LINE粉絲數最高為 81萬人，韓國瑜粉絲 70
萬人，宋楚瑜僅剩 1萬多人，而柯市長關閉 LINE帳戶前粉絲 40萬人。
為拚 2020年總統連任競選，總統蔡英文積極在臉書、YouTube經營「辣

臺妹」形象，LINE長輩圖 2018年地方選舉發揮強大傳播力量，蔡團隊在
2019年初更積極經營 2015年開始的 LINE官方帳號。2019年 6月小英總統
Facebook宣布 LINE官方帳號更新消息，之後推出 3款超搶手小英 LINE貼
圖、助英臺等關鍵字獎勵機制，引起矚目的是 LINE粉絲辣度升級的新興社
群行銷手法，透過第三方 API 串接記錄用戶 LINE互動行為，讓粉絲能似打
遊戲般藉由參與互動而升級，並推出前三十名最辣粉絲 VIP排行榜，藉由增
加支持者投入度和忠誠度。2020年大選前，蔡英文官方 LINE好友人數位居
政治人物榜首，總數突破 61萬人。相較之下，蔡總統 LINE bot行銷手法較
多元豐富，並搭配其他社群媒體跨平臺操作，整體表現遠勝比韓、宋候選人，
但由於社交媒體機器人僅是科技選戰新興工具之一，無法完全負擔選舉成敗
結果。
高雄市長暨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以賣菜郎自稱，主打庶民形象，喊

出拚經濟、發大財等口號，擄獲藍營選民的心，當時在電視和網路人氣高，
其團隊在 2018年 7月宣布 LINE官方帳號，2019年 3月粉絲數就突破 50
萬，超越蔡英文 33萬和柯文哲 32萬，同年 9月他推出「賣菜郎瑜你同在」
LINE貼圖，上線就躍居原創貼圖排行榜冠軍。2019年 7月有 58萬人追蹤
的韓國瑜 LINE官方帳號，發生點進去連結到成人色情網站的尷尬誤失。參
與 2016年、2020年兩次總統大選的親民黨主席宋楚瑜，雖然他在 2015年
底就推出 LINE官方帳號，無奈政治人氣低迷、LINE經營流於制式化，因
經營不善，目前粉絲人數僅剩 1萬三千多人，在四位觀察對象當中，僅有宋
楚瑜未設計 YouTube選單點選，可能與其主要政治訴求對象非年輕族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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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臺北市柯市長除了推出臉書柯語錄機器人引起網友關注，他在 2018年
中成立 LINE官方帳號， 2020年 3月底，LINE 2.0官方帳號推播改採以量
計價，政治人物群發訊息費用暴增，柯文哲因經費不足暫停經營 LINE，在
擁有 193萬粉絲 Facebook、Instagram和 YouTube平臺上持續分眾社群行銷。
觀察分析政治人物 LINE帳號，發現其介面設計上，三位總統候選人依

舊維持政黨標準色鮮明區隔（藍、綠、橘），方便支持者辨認。各家被認證
的 LINE bots在主選單頁面均公告重要訊息，主動向廣大粉絲推播最新選舉
活動及政見等，頻繁更新訊息內容，包括關懷問候、告知線下選舉宣傳或造
勢活動，亦即時澄清假訊息等，蔡總統以「臺灣隊長」自居，號召「英眼部
隊」及「辣臺派」一起守護臺灣民主，除呼籲投票支持外，也提醒注意不
轉傳、要檢舉、幫澄清假訊息，也會透過 LINE訊息溝通執政重大事件，
例如哀悼國軍黑鷹直升機墜機殉難，說明救援撫卹行動，在選舉倒數幾日
用 LINE積極催票，並在當選後謝票等。高雄市長韓國瑜則以「賣菜瑜」、
「禿子」自稱，號召一起創造「臺灣安全」、「人民有錢」的新臺灣奇蹟，除
宣傳造勢活動外，也推播外交、能源、數位行動等政策白皮書，也對黑鷹直
升機墜機殉難表達哀傷，呼籲粉絲提供「選舉奧步 108招」防範建議，落選
後仍以高雄市長身分經營 LINE。相較下，蔡英文及韓國瑜總統候選人經營
LINE bots最積極，推出貼圖、直播掃街造勢活動，及其他社群創新內容，
影音部分經常出現，他們鼓勵支持者跨平臺互動，將流量互相導入臉書、
YouTube、Instagram或相關網站，提高網路人氣及聲量。
過去研究指出，競選活動中相較於「說服」反對者，「動員」支持者投

票才是相對有效的策略（Baldwin-Philippi, 2019）。本研究針對總統候選人
LINE bot參與式觀察，發現除大量而頻繁推播選舉文選與活動外，與各家
LINE聊天機器人的對話，如專家訪談所言，他們均依照預設結構式腳本回
應粉絲問話，常答非所問，互動間難以有效溝通。然而，LINE bot若透過
跨平臺進行社群推播與線上、線下整合性動員，則可發揮極大動員力量。
以勝選的蔡英文總統為例，除經營 LINE聊天機器人外，蔡總統年輕競

選團隊推動網路社群「萬人共筆・小英安價」文章接龍、「英文英文」驗收
測驗，小英辣政績的圖文作家串連，和「總統府大冒險」AVG遊戲等創新
社群行銷手法，積極拉近與年輕人距離，上線一周總流量驚人超過 55萬次。
團隊首創蔡總統選戰直播節目「一起吃早餐」、行動直播車「辣臺號」、等，
在其「小英日常」官方網站也有「臺菜與它們的產地」單元影片，甚至蔡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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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成為總統網紅，有個人專屬 YouTube頻道，藉此展現出溫暖日常的一面，
與人氣 YouTuber如蔡阿嘎、志祺七七等合作，爭取年輕選民的心，同時在
臉書、LINE推播鼓勵粉絲跨平臺觀看影音。
蔡辦文宣團隊群強調，成功跨平臺社群行銷讓蔡總統成功扭轉 2018年

九合一大選形象，在 2020年高票連任（崔慈悌，2020年 01月 13日），幕後
功臣是新編制的網路社群中心，把文宣創意和社群概念高度整合在一起，其
預算、編制、人力和計畫均超越以往，串連網路社群網紅和圖文創作者，跨
平臺整合行銷蔡英文 Facebook、LINE、Instagram和 YouTube，每日更新內
容、不斷與支持者互動，最後成功將小英打造成「辣臺妹」。值得一提的是，
蔡總統「社群之夜─人蔘衝一波」造勢集會，邀來人氣網紅與熱門參選人
如陳柏惟、高嘉瑜等，吸引年輕世代參與，門票索取方式是透過加入 LINE 
bot，是整合線上、線下的跨平臺全新型態，除全程同步直播，現場互動亦
要求支持者與小英 LINE bot進行問答，選舉期間，社群活動透過組織志工
訓練、後援會等，透過跨平臺社群行銷拉近選民距離，持續整合線上線下活
動，將網路聲量轉為實際投票率。
最後，LINE平臺在 2019年提高訊息推播價格，其董事長 L表示，

圖 1：2020年臺灣總統候選人 LINE官方帳號

民進黨蔡英文（左）、國民黨韓國瑜（中）、親民黨宋楚瑜（右）
資料來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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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總統大選時，該平臺企圖減少選舉垃圾訊息轟炸，大幅提高政黨或政
治人物推播 LINE訊息價格，希望藉此改善內容品質，避免用戶被大量選舉
訊息轟炸。然而，LINE官方帳號收費制度調整，以粉絲數量收推播訊息價
格，產生逆火效應，導致 2020年 3月不少公眾人物如蔡總統、韓國瑜等，
將社群平臺轉移到 Telegram，臺北市長柯文哲也因經費不足被迫關閉 LINE
官方帳號。

二、	臺灣選舉社交媒體機器人數據導向科技選戰策略及作法

科技選戰將數據視為資源，候選人競選團隊整合多種數據，並持續追蹤
競選活動中選民反應，藉以做成選戰策略（Munroe & Munroe, 2017），對政
治人物來說，社交媒體機器人具有多重功效，其中最重要的當屬取得使用者
數據，例如選民圖譜（electorate profile）或支持者人數，以供候選人進行精
準的政治判斷。網路輿情公司董事長 B認為，蒐集數據是社交媒體機器人優
勢，透過機器人對話留下客戶資料，對使用者性別、職業、過去消費記錄與
人口特徵等進行後臺貼標，繼而利用數據強化與品牌客的黏著度。應用在競
選活動上，意味著候選人也能透過同樣的方式迅速生成選民資料。
社交媒體在臺滲透率極高，臺灣候選人普遍設有臉書個人帳號或官方粉

絲團，社交媒體機器人可被視為重要數據投資，無論是臉書或 LINE聊天
機器人選舉操作，能針對特地區域民眾進行政治宣傳或意見影響，讓政治人
物先了解選區民眾重視議題，提出相關政見訴求，接下來再把對應政見推播
給重視的民眾，大幅提升政治溝通效果，都是與數據息息相關。多位受訪者
（B、D、F、J、N）表示，傳統選舉多仰賴直覺，數據卻能從統計角度給予
相對客觀評估基礎，YouTuber呱吉靠 YouTube後臺數數統計出鐵桿支持者，
評估當選機率，再善用社交平臺宣傳，讓他順利選上臺北市議員。 

呱吉原本是 YouTuber，他在 YouTube後臺可看到用戶結構，
勾勒出哪一些人在臺灣、在哪一區。評估下來，他認為：臺北市粉

絲可能有達到比例可支持他選上臺北市議員，可以精算，不再是憑

感覺，而是有數據可支持他的決策（受訪者 F）。

分析使用者數位足跡的社交媒體機器人便逐漸受到候選人青睞。政黨或
政治人物由選戰科技行銷人員或第三方研發及操作Messenger，透過購買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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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廣告，交叉反推出使用者輪廓，再進行訊息精準行銷，最後達成政治傳播
目的。受訪者 F舉例 2018年九合一選舉期間，新創團隊先利用Messenger
機器人觸及候選人潛在選民，再利用臉書廣告反向配對使用者 ID特性，反
推對方行政區、年齡、性別，最細甚至可暸解到個人興趣，之後就能針對不
同受眾精準投放廣告或訊息。他當時先以性別、年齡及行政區三層面區分，
單一次廣告活動鎖定不同受眾投放 120個不同廣告。
雖然臉書精準目標行銷最為精確，網路輿情公司董事長受訪者 B提醒，

隨著臉書貼文自然觸及率從過去 20%、15%大幅降低到 5%不到，效能越來
越差，等於變相壓迫品牌業者或候選人購買廣告，更令人不悅的是，臉書粉
絲專頁或社團數據全歸平臺所有。

企業都幫臉書在打工，所有 data都記錄在臉書資料庫裡，企業
花那麼多錢在經營粉絲，卻沒有他們的 database，那怎麼辦？如果
做 chatbot就有這好處，透過一檔一檔辦活動就可慢慢收回 data，
也許 100萬個無法全部收回來，但從過去的經驗，一般有可能收回
25%左右（受訪者 B）。

LINE加好友後，使用者資料就 record廠商資料庫裡。對品牌
經營者來說覺得很 shocked，他們認為最好用的是：用戶很快可以
產生身份數據並儲存在他們的資料庫（受訪者 F）。

根據訪問分析，經營Messenger 和 LINE bot最大差異在於使用者數據
擁有權（受訪者 A、B、D、F、I、J、M、N），經營 LINE帳號最大優勢為
粉絲數據所有權，客戶透過 LINE人機互動產生使用者數據及洞察，當擁有
這些用戶資訊，政黨或候選人能分析粉絲數據藉以洞察選民結構，滾動式依
照不同主題洞察民眾相關態度、情緒及需求，對分眾投其所好，推播客製訊
息及有效互動。
近幾年在臺灣創新性強的候選人開始運用臉書Messenger和 LINE科技

來洞察選情，基於數據對於科技選戰及精準政治行銷之重要性，在不同平臺
上使用社交媒體機器人既能提高網路互動參與，又可蒐集選民及粉絲個資及
政治意見，或者為特定政策議題「試水溫」。

測試民眾對某議題反應，譬如韓市長的愛情摩天輪，他們想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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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這政見到底網路輿情如何？通常候選人 chatbot很活躍，因為臺
灣人很政治狂熱，選民認真問問題、給他們打氣。候選人想要知道

總體政策選民支持程度怎樣？結構怎樣？這些以前他們做不到的事

情，都是可以做得到的，也很 data driven（受訪者 N）。

臺灣競選團隊透過人機互動試探網路輿情，利用社交媒體機器人針對候
選人或其政見議題蒐集選民的互動反應，透過合作專家進行數據分析，所得
結果能監測選民對該候選人或主張議題的態度、偏好或預測行為等，例如根
據選民情緒分析（sentiment analysis）的正、反、中立比例，可即時調整選
舉策略。

候選人最主要想看的是選民結構。透過開源軟體做圖像識別，

把選民年齡層或某些特徵萃取出來，當作資料給他們看。候選人還

會關切：到底選民對他們 positive情緒是多少比例，negative又是
多少（受訪者 D）？

隨著科技進步，社交媒體機器人功能將更強大。研究者親身實測，以
手機掃描快速回應碼（Quick Response Code，簡稱 QR Code），馬上被帶往
Messenger聊天頁面，經由點擊機器人所提供選項，研究者臉書公開資訊瞬
間被取得，開源軟體還「同步」分析出研究者大頭貼中蘊藏的人物訊息，如
性別、情緒、衣著品牌、符號、背景等，並加入後臺記錄。

三、	臺灣選舉使用社交媒體機器人之挑戰及應對作法

根據訪談、觀察及文獻綜合分析結果，本研究指出發展中的社交媒體機
器人面臨兩大挑戰：首先，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簡稱 AI）技術
尚未成熟，社交媒體機器人不夠聰明（smart）；再者，它們協助假訊息事實
查核澄清之功能有限。

（一）輔助性智慧應答

提到聊天機器人，一般人多聯想到人工智慧，但多數受訪者指出，礙於
自然語言處理進展有限，目前社交媒體機器人互動應用仍屬低階，多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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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垂直結構性強內容，如退換貨、天氣諮詢等，以劇本式或按鈕式選單呈現。
若要將 AI應用於政治社交媒體機器人對答困難度及風險更高。跨國政治策
略顧問公司創辦人 N分析其原因，第一、中文斷字容易產生誤解，如「韓國
瑜珈老師」躍上熱搜榜易被斷字為「韓國瑜」；其次，網友常丟出反串或反
諷文，語意解讀上需要綜合全篇脈絡方能正確解讀，也容易造成機器人誤判；
最後，若以 AI自動產生社交媒體機器人回應，臺灣網友可能基於「惡趣」
心理挑機器人漏洞，選舉期間反而提高候選人政治風險。

在政治領域使用 NLP，以中文進行又更難了。第一、中文文
法博大精深，它有很多種用法⋯⋯太多反串、反諷。例如：「我

一定支持 xxx」、「xxx好棒棒」，你要去觀察這句話真的意思，也不
只有前因後果，它可能整篇都是假的，你還要去看這篇發文人的過

去、政治傾向，你才能真正暸解，還有和當時社會氛圍「對」在一

起，你才可以知道他這句「xxx好棒棒」到底是真的？還是反諷（受
訪者 N）？

由於社交媒體機器人尚無法提供過於「智慧」的人性理解與社交應答，
受訪者 J直言：「所謂 bot或 chatbot，某種程度上只是一個自動化的訊息遞
送機制。」受訪者普遍認為與其以未督導人工智慧（unsupervised AI）鬧出
笑話或造成政治風險，不如使用結構化劇本（structured script）以進行選民
服務或回應訊息，打安全牌避免出錯（受訪者 A、B、I、J、L）。換言之，
目前應用在臺灣政治用途的社交媒體機器人，並非高端人工智慧，而是偏向
自動化服務的「輔助性智慧」（assistant intelligence）。資訊產業工程師 I強調，
臺灣目前選舉實際操作不建議政治人物使用完全 AI的社交媒體機器人，由
於中文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簡稱 NPL）技術自然語
言處理未臻成熟，仰賴 AI bot回應選民包羅萬象的提問容易出錯。2018年
國民黨臺北市長候選人丁守中，創新使用非督導人工智慧 LINE bot自動回
應網民提問，但出現誤答，網友群起嘲弄，反倒造成負面宣傳，需緊急危機
處理。

2018年丁守中LINE機器人的例子，網友問：「你吸大麻嗎？」
丁守中 bot回答：「吸呀。」網友：「哇！這麼 high！真的？假的？」 
丁守中 bot：「真的！絕無虛言。」結果回答被截圖。網友很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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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知道你有 bot，會想辦法問一些問題、去 try，測它有沒有漏洞
（受訪者 N）。

因人工智慧未臻成熟，現階段選戰訊息內容讓 AI直接回應風險過大，
臺灣競選團隊改採保守態度。本研究受訪專家一致表示，2020年臺灣總統候
選人或立委等，他們所使用的選戰社交媒體機器人均採用結構式腳本進行應
對互動，當事先設想所有問題及答案可能性，社交媒體機器人能在安全控制
範圍內，大量推播訊息或自動按照劇本即時回覆網友或粉絲。候選人 LINE 
bot參與式觀察發現，對於粉絲主動提問，蔡、韓聊天機器人通常簡短文字
回應、或以貼圖示意，雖產生互動，但「智慧」程度低；但「宋楚瑜找朋友」
LINE bot主打「走出對立、走出藍綠、走出自己幸福未來」，單向推播選舉
活動或政見，聊天機器人對於 LINE友提問並無回應。   

（二）遏止假訊息與事實查核

臉書社團和粉絲專頁相互集結，造成聚合現象與假新聞現象關係密切
（林照真，2020），國內外研究均發現惡意社交媒體機器人被用來增強假訊息
擴散力，尤其是選戰期間影響更嚴重（鄭宇君，2020）。根據美國智庫分析，
隨著 2020年臺灣總統大選逼近，中國積極透過駭客和網路機器人在社群媒
體上散播假訊息，發動網路攻擊，意圖造成臺灣內部混亂（尹俊傑，2019年
11月 08日）。基於臺灣對民主選舉的重視，臉書自 2018年市長地方選舉期
間即成立特別小組監測平臺帳號活動，避免國外對選舉輿論之操作或影響，
確保選舉結果由民主制度產生。其臺灣政策主管M受訪強調，2020年總統
大選被 Facebook列為第一級選舉，美國專家團特別到臺灣事先進行瞭解，
確保選舉不受壓迫，他表示，臉書積極與臺灣政府溝通、合作打擊假訊息，
並向民間推廣辨識假訊息之數位素養。
臺灣臉書也秉持國際共通的社群守則抑制或遏止「協同性造假行為」 

（coordinated inauthentic behavior account），降低假訊息傳播可能。在 2020
年總統大選前，查實被認定為不合法的多重身分臉書帳號及假帳號，2019年
12月一舉刪除數百個藍營候選人相關社團及粉絲專頁等，包括疑似境外資
訊操弄之帳號，當時也引起臺灣媒體競相報導、藍綠政黨對立的熱烈討論。
臺灣臉書澄清此舉乃遵守平臺國際社群守則，並無針對任何政黨或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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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臉書劍橋事件後，為平息因數據應用於政治精準目標行銷爭議性，
Facebook在 2019年 6月推出全球「廣告透明度工具」，透過廣告資訊揭露與
實名制消除外界對其協助操弄選舉疑慮，臺灣臉書政策主管M表示：

臉書廣告透明政策目的在將廣告相關資訊揭露出來，包括誰出

資、廣告實際觸及人數、實際消費金額、廣告費用，與觸及人群資

訊。這工具另一要求是：廣告主必須讓 Facebook知道他在平臺的
身分，必須是當地人才能針對當地使用者投放相關廣告（受訪者

M）。

廣告透明化制度也是臉書為防止有心人，尤其是境外勢力，操縱某國家
選舉結果之作法。由於臺灣受到網路攻擊頻繁、兩岸政治敏感，臉書廣告透
明度措施能降低外國人代理臺灣選舉及政治廣告，為避免干預選舉或影響本
地民主提供多一層防範機制。
在 2018年到 2020年臺灣選舉期間，有心人士時常在 LINE封閉群組內

大量散布不實假訊息。從 2019年 10月底到 12月中，針對 24個與韓國瑜相
關、立場不一地方 LINE群組內容分析，區分出 9種假訊息類型意圖，其中
凝聚仇恨（37%）、打擊網軍（20.9%）、攻擊執政黨（17.7%）為最大宗，其
他陰謀論、造神、臺派裂解、促統、反獨類型較少（雨蒼，2020年 01月 07
日）。凝聚仇恨主軸是將國家社會問題與現象歸咎於民主制度，或本土政權
統治無能結果，或故意混淆議題挑起族群對現況不滿，導向錯誤或二元對立
結論。網軍矛頭是指向執政的民進黨操縱網路言論，攻擊執政黨謠言目標是
把「貪污、腐敗、酬庸、權貴、掏空臺灣」等關鍵字加諸在民進黨上，削弱
其執政正當性。
打擊假訊息方面，一方面政黨或候選人可透過官方 LINE bot針對粉絲

進行澄清，另一方面也可鼓勵民眾主動使用民間研發的打假機器人進行事實
查核。然而，臺北市政府顧問 A訪問時坦言，各式各樣的假訊息層出不窮、
擴散力驚人，第三方查核訊息數量和速度卻有限，他以卵擊石形容此無力感，
此外糾正謬誤議題後的澄清說明難以廣為周知，時常無法觸及目標群眾或核
心支持者。此外，「美玉姨」（諧音：每遇疑）為第三方事實查核機器人，使
用這些 LINE bot進行事實查核，須先將其加入群組，對於年長者來說，此
機制卻造成他們科技上不適應或心情不安，長輩們感覺受到被美玉姨「陌生
人」監視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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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玉姨本來想要做假新聞 fact-checking，但它同時在很多群組
裡面，也引發某種程度恐慌，尤其很多長輩就退群了。因為他們覺

得：是不是有人在看我們這個社群？會覺得隱私被侵犯（受訪者

G）。

選舉期間蔡英文宣稱臺商資金回流，隨即被對手陣營指為假新聞，蔡英
文除了在大眾媒體澄清外，也利用個人 LINE bot進行澄假訊息的推播，並
鼓勵鐵粉協助轉傳（見圖 2）。與美玉姨不同的是，雖然缺乏第三方的公信力，
但正因會加入候選人 chatbot的使用者，多半已帶有「選邊站」的主動性，
更容易協助候選人轉發訊息，成為候選人免費澄假「揚聲器」。

圖 2：蔡英文總統 LINE bot澄清選舉假消息

臺商回流確有其事（左）; 未換發身分證不能投票為假訊息（右）
資料來源：作者自行整理。

LINE臺灣董事長 L強調，由於 LINE是 N to N加密，平臺並不存放
或介入訊息內容審查或管制，針對社會大眾自 2018年地方選舉與公投開始
就擔憂 LINE封閉群組易形成假訊息溫床，LINE的作法是與事實查核中心
合作，鼓勵民眾舉發或查核訊息的真偽，提供用戶打假 LINE bot，讓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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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使用查核假訊息，上百萬則 LINE訊息被查證。LINE利用自然語言訓
練模型分辨假訊息、提高查證效率，該公司公布 2021年用戶主動查證比例
上升超過四成，在 2021年三級警戒疫情期間，LINE謠言破解區瀏覽量更高
達 400%。

伍、	結語

目前社交媒體機器人相關文獻主要聚焦於「惡意」假帳號機器人企圖操
縱網路民意、選舉走向或散佈不實訊息或假議題，在西方針對社交媒體機器
人應用於數據導向選舉之相關研究屈指可數，在亞洲亦缺乏相關學術論文。
為彌補學術缺口，本混合法研究將社交媒體機器人當成新興選戰工具，進行
初探性研究，調查它在數據導向臺灣選戰之應用。Tactical Tech（2019）報
告所強調，數據是重要的政治資產，能提供情報、影響選民觀點、操縱他們
的政治參與或投票行為。本研究專家深度訪談探討臺灣社交媒體機器人之複
雜社會科技體系（social-technical system），這些科技人、政治行銷者、選戰
策略家或平臺業者的訪談證實，近年臺灣科技選戰，低成本的社交媒體機器
人已成為重要工具之一，經由人機互動，它們能宣傳造勢活動、推廣政見；
增加選民或支持者好感、忠誠度及投入程度；蒐集分析使用者數據能洞察其
政治態度和行為以及協助澄清假訊息。
專家訪談結果與文獻分析均發現，臉書 Messenger和 LINE bot是臺灣

2020年總統大選兩大社交媒體機器人選戰工具，除了數據收集，訊息推播
及互動也是社交媒體機器人重要功能。LINE機器人在政治宣傳應用廣泛，
臺灣在 2018年選戰開始，創新性高的候選人開始設 LINE bot帳號。臺灣
LINE使用者遍及各年齡層，屬封閉式小眾傳播方式，甚至能滲透老年族群。
在選舉期間，LINE平臺看準社交媒體機器人在科技數據選戰中扮演重要角
色，2018年地方選舉和 2020年總統大選分別推出相關配套方案供候選人使
用。研究期間發現候選人透過 LINE bot頻繁推播選舉活動與政見等訊息，
為客戶汲取並擁有使用者數據，主動加入候選人 LINE的粉絲更具分析價
值，可強化支持者連結與提升忠誠度，進而動員募款、催票等，甚至優於在
Facebook平臺上操作。相較之下，Facebook以經營粉絲團為主，臺灣Mes-
senger使用者屬於年輕、教育程度或科技使用能力較高的族群。它透過使用
者提問再回應，蒐集客服式互動數據後，再搭配臉書廣告等回推使用者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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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分區分眾的數據洞察，進行選舉精準行銷。雖然臉書能比 LINE更細緻
地鎖定分眾，但操作過程較複雜，再加上使用者數據掌控在平臺手中，臺灣
政治人物使用Messenger進行政治選舉活動，要付出更高成本，並搭配策略
才能發揮整合效應。
早期採用者能享有創新傳佈的政治紅利，在 2018市長選舉中少數成功

運用 LINE聊天機器人輔助互動案例，皆創下選舉佳績，因而 2020年總統
大選及立委選舉出現更多政治人物各自經營 LINE聊天機器人。訪談結果發
現，平臺業者 API政策左右了人機互動品質，社交媒體機器人在設計及運用
的彈性與平臺開放性有關，臉書Messenger機器人因 API規範較嚴格、開發
者較少，相較於臉書嚴謹控制，臺灣政治人物透過 LINE認證，讓第三方的
開發者得以額外開發 API應用程式以強化政治產品，有效提升選民體驗。
第三方科技公司專家表示，和政治行銷幕僚合作能開發多元 LINE聊天機器
人，除了增加政見宣導、選民溝通管道外，也有助於蒐集粉絲相關數據，藉
此清楚勾勒選民圖譜（profile），精準投放訊息，以獲得即時有效的反饋。此
外，LINE平臺除了推出聊天機器人讓政治人物與粉絲推播訊息與互動以獲
取數據及選民洞察外，也曾舉辦過國民兩黨候選人的多粉對談，讓英粉、韓
粉進行對話溝通、增進彼此瞭解，以打破同溫層、緩和選民極化對立現象。
此外，它鼓勵使用平臺上第三方開發 APP，協助事實查核中心查證使用者舉
報的可疑假訊息，並提供查詢、澄清等。表 2整理 LINE bot和Messenger
在臺灣選舉應用之比較。

表 2：臺灣選舉應用 LINE bot和Messenger比較表
LINE bot Facebook Messenger

使用者 LINE groups 
(政黨、政治人物、候選人 )

臉書粉絲團、社團 (政黨、政治人物、選
舉團隊 )

使用方式 LINE帳號認證、對 LINE好友推播訊息
和互動，收集數據

Messenger結構式互動收集數據 (平臺擁
有 )、搭配臉書廣告精確分眾 (如年齡 )客
製化行銷

策略 貼圖、關鍵字、問候、問答、選舉活動及
政見宣傳、活動轉播、澄清假訊息

貼文、私訊、搭配軟體同步分析使用者、
澄清假訊息

優點 成本低、鼓勵開發限制少、客戶擁有數據 臉書使用者眾多、分眾精準

缺點 數據分析範圍限經營 LINE bot粉絲、訊
息推播價格漲

開發限制高、需搭配臉書廣告找出使用者
身分、成本高、平臺擁有數據、臉書貼文
觸擊率降

共同功能 固粉、圈粉、動員、募款、連結、共識、提高忠誠度、催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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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來源：作者自行整理。

其次，本研究發現，臺灣政治人物使用 LINE聊天機器人基本上仍以單
向推播選舉活動或政見宣傳為主，互動設計仍不夠有「智慧」，LINE bot回
應文字簡短，不然就以貼圖塘塞，多試幾次就發現跳針或答非所問。受限於
自然語言發展，社交媒體機器人尚無法在複雜的語境正確理解文意、進而產
生人性化「智慧」應答，未來在結構腳本的內容設計上需更用心。比起人工
智慧，社交媒體機器人在此展現的更趨近輔助性智慧，還需要時間等待人工
智慧發展到能讓社交媒體機器人有智慧地對答如流。即便如此，不夠聰明伶
俐的社交媒體機器人仍能透過人機互動，對粉絲進行後臺貼標，提供後續「圈
粉」、「固粉」的類對話式渠道。臺灣政治極化、議題複雜，加上中文 NLP
技術尚未成熟，受訪者強調在臺灣選舉社交媒體機器人不適合全人工智慧，
採取結構性腳本回應選民互動，既可達成政治宣傳目標，又能避免出錯釀成
危機或負面效果。國外研究人員預測，人工智慧機器人不出幾年將有能力找
出易受攻擊的目標用戶，通過私人聊天管道鎖定他們，在人機對話中巧妙地
引導談話，同時記錄並分析使用者數據，以便在有機可趁時進行客製化政治
宣傳（customized propaganda）或者見縫插針地植入極端主義觀點（Neudert, 
2018, August 22）。屆時，無形滲透的擬人社交媒體機器人，透過數據分析及
精準目標行銷，再搭配競選傳播策略，將超越動員支持者的功能，甚至能說
服中立選民或轉變非支持者態度，對選情產生更大影響。

Kim et al.（2018）認為國際平臺業者如臉書、Google等，在結構及演
算法上提供有心人士能精準目標行銷的技術支援及能力，尤其是將平臺廣告
設計為僅向特定族群露出，而對其他公眾隱而不宣，形成訊息分化，再加上
全球化平臺寬鬆的政策規定及管理機制，如出資者不透明、暗帖攻擊、或仇
恨語言等，以至於衍伸出近年來假訊息在各國流竄危害，或國際黑手干預他
國政治或選舉之種種嚴重問題。近年各國紛紛走向打起數據選戰作法，臉書
劍橋分析事件爆發後，相關專家也警覺，數據選戰勢必牽扯到如何規範政黨、
平臺或第三方使用選民數位個資及保障隱私權的相關政策及做法，這也引起
運用社群媒體數據時該如何規範之爭議（Montigny et al., 2019）。社群媒體
機器人能收集甚至擁有選民數據，讓競選團隊優化精準目標行銷效果，進而
影響政治輿論或選情。然而一般使用者並不清楚其運作方式，未被告知所蒐
集個資及互動數據將如何被政黨、候選人和競選團隊使用，故本研究建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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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平臺規範應做到透明化、事前告知並獲得使用者同意（prior consent）數
據收集及其用途。 

近年來各國民主選舉不乏民粹主義候選人，巧妙運用社群媒體科技造
神，向觀念相近的選民或鐵粉進行同溫層政治宣傳，因而在選戰中異軍突起，
獲得眾多選民青睞（Flew, 2019）。社群媒體演算法過濾泡（filter bubble）加
上社交媒體機器人推播在同溫層擴散，社群媒體往往也是假訊息產生及蔓延
的溫床，造成平臺的信任危機（Flew, 2018, 2019）。政治行銷專家強調，雖
然社交聊天機器人作為新興輔助選戰工具能讓政治競選活動更個人化、即時
性地觸及選民，並強化支持者連結，但科技始終需要政治人物品牌支持，候
選人是否具備可宣傳、可造勢的「網紅」特質，是社群平臺上訊息擴散、發
酵與迴響的基礎。競選團隊該針對不同候選人特質策略性設計出多平臺社群
媒體機器人選舉活動，以期達到最佳政治行銷及選舉效果。
亞洲社交媒體機器人相關研究不多，調查它們在政治宣傳和選舉方面應

用的更少。本研究首次深入探討社交媒體機器人在臺灣數據導向科技選戰之
政治傳播，其發現結果能增進對社交媒體機器人在政治領域應用之瞭解，分
析它數據選戰、精準目標行銷方面之運用模式及策略，同時比較Messenger
和 LINE bot在臺灣政治宣傳和選舉運用之差異。未來研究建議以量化問卷
調查或實驗法，檢驗社交媒體機器人在政治選舉之精準目標行銷效果，可分
析此新科技推播的客製化內容、訴求對目標群眾在心理認知、態度或行為上
之影響，研究結果能在媒體心理學或廣告行銷研究基礎進一步探究閱聽人效
果。另一方面，可與政治行銷業者合作，經由選舉大數據分析後歸納出政治
或選舉訊息各式訴求，並找出它們與選民情緒、政黨或候選人支持度及投票
行為之關聯性，所獲得的實證結果能提供政黨政治人物在科技選戰宣傳策略
之實用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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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recent years, social bots have become a crucial way for data-driven 

technological election campaigns. The study employed a mixed-method design.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with experts (technologists, platform operators, and 
political marketers)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how social bots were strategically utilized 
to influence voters’ attitudes and election results in the 2020 Taiwanese presidential 
election.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was also conducted to examine the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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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ter data, micro-targeting marketing, cross-platform promotion, and online-off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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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ertisement could achieve the best results of micro-targeting marketing, political 
campaigns in Taiwan tended to prefer LINE bots due to the ownership of data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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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科學知識遇上意識形態？民眾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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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COVID-19是人類歷史上百年一遇的重大傳染病，隨著不同疫情的階段，
訊息的傳播及影響力也有不同的變化。本文以臺灣 2021 年 5 月爆發大規模
本土感染並提升至第三級警戒標準之後，疫情訊息的傳播從平緩期進入陰謀
論四起的爭議期作為主要研究區間，旨在瞭解民眾對於相關訊息的態度及認
知，分別受到科學知識及意識形態影響的程度。透過 1,250 份線上問卷，以
知識背景及政黨認同作為變項，瞭解民眾對於政府防疫的態度及疫情訊息的
認知。研究結果發現，政黨認同的程度會顯著地影響民眾對政府的防疫態度
及疫情訊息的認知，甚至隨著錯訊息及惡訊息的嚴重程度，其極化現象更為
明顯；相對地，知識背景的影響則較為有限。相關發現對於疫情期間的科學
傳播工作具有重大的意義。

關鍵字：COVID-19、科學傳播、陰謀論、惡訊息、錯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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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COVID-19是百年一遇的傳染病，因為距離上一次人類歷史上如此大規
模感染的 1918年西班牙流感，也大概就剛好是 100年左右的光景。這一次
的疫情對於全球民眾的健康與經濟活動都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尤其是一般民
眾在各種隔離、社交距離、戴口罩等防範措施之下，更需要大量地倚賴大眾
媒體來瞭解疫情的進展以及各種需要配合的相關防疫措施，所以 COVID-19
同時也讓「科學」成為鎂光燈下的焦點，將科學與社會的關係帶進許多強烈
的關注（Metcalfe et al., 2020）。

臺灣在這一波的疫情中，也對於相關的訊息嚴加看管並積極溝通，例如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從 2020年 1月 5日起，1 就開始每天召開記者會公布並
說明最新疫情狀況，並且持續超過一千天。這樣的資訊公開作法符合了許多
科技民主化的透明性要求，大眾媒體據此所進行的疫情宣導也讓民眾更加瞭
解居家應該配合的各種防護。但是隨著疫情進入不同階段，尤其在 2021年
5月中爆發大規模本土社區感染並提升至第三級疫情警戒標準之後，科學訊
息的傳播也開始從「平緩期」進入「爭議期」。病毒及流行病這類原本具有
高度科學相關性的民生健康議題，在時間急迫性及健康威脅性的雙重夾擊之
下，不僅充滿了不確定性，更變得高度政治敏感性，而這類科學知識如何
能有助於政治決策及民眾的參與討論，就成為緊接而來的問題（Post et al., 
2021）。
在這種狀況之下，國外在 COVID-19期間陸續進行的許多調查也指出，

各種假新聞可能造成民眾對於風險大小程度的不同評估，促使不同社會群體
之間的敵意，例如自由派與保守派、訊息充分者與訊息欠缺者、年輕及年老
之間等（Bruine de Bruin et al., 2020; Hart et al., 2020）。這種因為假訊息、群
體認同所造成的極端化（polarization）現象在臺灣也同樣存在，只是當諸多
的力量都同時影響民眾對於疫情的解讀時，到底哪一種會是最明顯地主宰民
眾態度與認知的因素？這個問題的解答將會關連疫情期間的科學傳播效果，
並間接地影響防疫策略的落實程度，也是本文主要探討的重點。

1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2020年 3月 8日新聞稿）。〈指揮中心通風消毒 記者保持距離、勿近身
堵麥〉（見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p_S4-CFHlTXW4gMSm19ezA?typeid=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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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獻探討

一、	疫情下的訊息傳染病

COVID-19對於一般人的生活來說，帶來了許多不一樣的改變及挑戰，
除了經濟衝擊、照顧負擔、福利減少等問題之外，各種防疫措施也大尺度地
改變了每個人的行為，所以成功的疫情治理，主要需要仰賴人們能夠體會到
情況的嚴重性，能夠即時地接收最新研究狀態的訊息，並且能夠跟隨這樣的
線索來採取有效的防治行為（Hutmacher et al., 2022）。

所以正確訊息的接收，在防疫期間是十分重要的工作，世界經濟論壇
2021年的年度風險報告中，更將 Polarization（極端化）與Misinformation
（錯訊息）同時放在社會主要威脅因素的列表中（World Economic Forum, 
2021），顯見問題的嚴重性。尤其是有關健康方面的錯誤訊息，一直以來
就是許多公衛及健康工作者的難題，因為它們跟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
關，但也因為訊息流通方便，所以最容易製造錯訊息而造成誤導（Iles et al., 
2021）。在這一次的疫情中，由於具有許多時間上的迫切性，加上民眾在社
群媒體使用習慣的普及，導致不論是國家或地方公部門都大量地使用社群
媒體維持主動的聲量及鼓勵疫苗的接種（Huang & Liu, 2022），但也因為流
通的方便及欠缺管制，導致臉書、YouTube與推特等社群媒體平台也同時
充斥著大量錯誤資訊而造成防疫上的困難（Suarez-Lledo & Alvarez-Galvez, 
2021）。因此世界衛生組織就首次在這一次的疫情期間使用了“infodemic”
（訊息傳染病）這一個新創詞彙，說明假訊息就像病毒一樣四處擴散的嚴峻
現象（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0），尤其是政治人物及媒體不斷地扮
演放大 COVID-19政治化及兩極化的角色（Hart et al., 2020）。
隨著疫情演進而逐漸加溫的假訊息傳播，各自具有一些不同的特質及

屬性，主要可以透過傳播意圖及傳播形式的不同來進行不同假訊息的分類
（Wang et al., 2019），第一類是「錯訊息」（misinformation），指的是涉及
不經意的犯錯，且在無意造成傷害的情況下所進行共享的信息（Sherman, 
2018）；第二類則為「惡訊息」（disinformation），是涉及故意製造和分享對
他人造成危害的錯誤訊息（Fallis, 2015; Wardle & Derakhshan, 2017）。疫情
期間，在各類媒體所充斥的海量訊息中，經常就同時夾雜著有關防疫的基本
認識、錯訊息、惡訊息等，似是而非的交錯造成民眾認知上的困難，同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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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了整體社會的信心及危機意識。當疫情期間時間緊急、空間有限的狀況
之下，各種假新聞的澄清工作也成了世界各國在面對病毒擴散之餘，包括公
衛專家、官員、政客、事實查核者及無數的其他行動者都亟思以對的問題。

二、	民眾對於科學訊息的認知與態度

除了訊息傳播本身所存在的問題之外，由於疫情議題夾帶著較高的知識
門檻，加上科技發展與社會脈動間越來越深廣的連結，導致即使是以科學訊
息作為核心的事件，透過泛政治化的報導同樣可以影響民眾的認知。例如過
去某些複雜及敏感的科技議題形成過程中，民眾受到政治領袖的影響可能高
過於受到科學家的影響（Bolsen et al., 2014）。尤其是當某一個議題已經被政
治化並進一步造成媒體極化之後，民眾就會更加追隨他們所相信的菁英來形
成觀點，並排除與這個觀點不一致的想法，即使是來自於專家的意見也經常
是如此（Druckman et al., 2013）。
在科學傳播的欠缺模式（deficit model）所主張的觀念中，多假設透過更

多正確科學知識的傳播，就可以促成民眾共識的達成（Bauer et al., 2007）。
近年的研究也發現類似像「氣候變遷」這樣高度科學性的主題，極化的現象
也越來越明顯，尤其是經由政黨屬性所導引的社會認同（social identity）扮
演極為強烈的角色（Hart & Nisbet, 2012），即使是對於新興科技的感知與接
受度，也很大程度地取決於意識形態的預設（Druckman & Bolsen, 2011）。
健康與生命相關的主題就更強烈了，例如意識形態及宗教世界觀等因素，
會強烈地主導民眾對於胚胎幹細胞研究相關訊息的支持效果（Nisbet, 2005; 
Nisbet & Goidel, 2007）。不過即使民眾對於科學的觀點會與認同的因素相
關，但是科學理論及科學工作的相關知識仍然會在某些科學議題的接受度上
扮演重要角色（Weisberg et al., 2021），如同過去研究發現民眾對於奈米科技
的感知及態度，同時會受到認知及情感因素的雙重影響（Lee et al., 2005）。
疫情的訊息是廣義的健康資訊之一，除了與生活相關之外，更具有一定

程度的科學知識承載度，許多研究討論了人們在面對這類切身相關問題時的
認知態度，例如Major & Jankowski（2020）在分析相關的健康新聞之後，
指出每個人在判斷各種健康訊息時，所堅持的真理，事實上也就是「簡單一
點」以及「快樂一點」（easier and pleasure）這兩項最基本的原則。畢竟健
康方面的新聞也經常夾帶著高門檻的專業知識，而民眾多是認知上的吝嗇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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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ve miser），對於複雜多變的議題多會倚賴各種認知捷徑去進行選擇。
Nisbet（2005）過往關於民眾對於幹細胞研究感知的研究也指出，一般民眾
在面對這些訊息時，究竟是比較傾向於用吝嗇原則還是完整訊息原則，端看
他們潛在的價值認同以及他們對於相關訊息的準備度。Post et al.（2021）也
指出不同認知屬性的民眾對於科學專家及媒體角色的期待很不一樣，例如習
慣需要確定訊息的民眾，希望科學家可以主導政策的制訂，然後記者可以傳
遞確定的訊息；而習慣需要各種訊息來形成自己想法的民眾，則期待記者可
以幫忙監督政府，並且排斥全由科學家去主導政策的制訂。
顯見一般民眾在面對相關科學訊息時，會有一套同時夾雜知識、情感與

認同等因素的複雜機制，如果這些訊息與切身的疫情相關，想見複雜度又會
更加升級，科學溝通的難度也將更高。

三、	疫情下的陰謀論、意識形態與動機推理

疫情的迫切性，確實在許多地方讓這套夾雜知識、情感與認同的複雜心
理機制催化到陰謀論的層級。例如在美國的相關研究已明顯地看出，這次疫
情已經被高度地政治化，而民眾對於疫情的態度會直接地影響他們的防疫行
為以及最終的健康成果（Druckman et al., 2021），類似的狀況也同時發生在
歐洲、澳洲、加拿大、印度、南非等國家（Metcalfe et al., 2020）。甚至是戴
口罩、維持社交距離等已證實十分有效的基礎防疫作法，也引發民眾兩極的
反應（Gollwitzer et al., 2020）。
有些人們在如此緊急並且可能危及生命的情況之下，仍採取陰謀論的觀

點因應，看似不合理的背後，其實是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一項歷史久遠的傳
統，它存在的意義及角色，近年來在許多領域都有不同面向的探討（Butter 
& Knight, 2020; Uscinski, 2018）。多數的學術觀點當然認為陰謀論會對於個
人或是群體產生傷害，包括人際間的衝突、社會極化、群體間的偏見等，但
是也有學者從文化研究的角度，指出陰謀論可以連結人們、對於人們在社會
中所經驗的差別待遇及腐敗提供解釋、也可以因此藉此施壓給主流的建置
及權威能更加地負責任（Dentith, 2018; Harambam, 2020）。所以陰謀論的存
在有其重要的社會文化意義，因為人們不管是對於陰謀論或是錯誤訊息的
理解，在本質上都是一套鑲嵌在個人及文化世界觀裡的複雜論述（Lazić & 
Žeželj,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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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陰謀論在運作機制上，經常會根植在群體的認同以及廣泛的一組信
念之上，是一種「具動機的集體認知」（motivated collective cognition）形式
（Krekó, 2015），它們可以為組內群體提供重要的優勢，例如提高集體自尊、
將責任歸咎於外部行為者以及強化組內認同等。所以疫情期間，如果民眾受
到意識形態的召喚並因此而驅動「動機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的心理
機制，就不一定會以理性及客觀的方式來進行訊息處理，畢竟動機推理深受
個人的動機、目的及態度的影響（Kunda, 1990）。

Hornsey（2020）指出過去在有關神創論（creationist）、反疫苗倡導者、
氣候變遷懷疑論者的各種案例中，動機推理均扮演一個顯著的角色，這種科
學懷疑主義主要有六個根源，包括意識形態、既得利益（vested interest）、
陰謀論者世界觀（conspiracist worldview）、害怕與恐懼、個人認同的表達、
社會認同的需要等。如果這類動機推理在科學相關議題上發酵，則會明顯地
誘發包括「動機性科學接納」（motivated science reception）或是「科學的動
機性拒絕」（motivated rejection of science）等兩種極端的反應。當動機推理
的機制被驅動之後，即使提供更多特定單一立場的傳播，恐怕只會導致迴旋
鏢效應，以及更進一步的兩極分化意見，然後更加強化陰謀論者的信念而已
（Hart & Nisbet, 2012）。這些文化及心理因素的鍵結會增加許多防疫措施上
的挑戰，也迫使科學傳播需要進一步考量這些潛在的動機及影響。

四、	當知識遇上政治

除了陰謀論之外，科學知識也在疫情期間扮演重要的角色。一部份原
因來自於防疫資訊涉及許多「數字」及「專業詞彙」，因為一般民眾能夠參
與在疫情的討論中，可能需要瞭解相關的統計用詞包括「指數成長」、「檢
測陽性率」、「超額死亡率」、「繁殖數」等，由於這些概念十分複雜，也因
此增加了許多被錯誤詮釋的機會（Adam, 2020）。甚至有研究指出，訊息中
含有越高的算數（higher numeracy）成分就越會增加動機推理的機會，特別
是當這些議題牽涉到政治認同及世界觀的時候（Kahan et al., 2017; Nurse & 
Grant, 2020）。
不同的族群都會在不同的環境之下接觸陰謀論，較低知識者採取陰謀論

是為了較容易瞭解複雜的事件，而涉獵較多政治知識者接觸陰謀論，則是為
了對抗它，所以知識與陰謀論之間的關係複雜，似乎相關，但也一直沒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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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的定論（Thórisdóttir et al., 2020）。例如有研究指出人們的政治知識與對於
陰謀論的信念之間有正向的關連性，但是僅止於那些對於政治信任度低的人
（Miller et al., 2015），而且意識形態以及科學態度之間的關係是情境化的，
經常隨著特定時間中某些主導的議題而改變（Suhay et al., 2015）。在有些極
端的狀況之下，越高科學素養及受越高教育者，對於具爭議性的科學議題甚
至可能會被極化地更加明顯（Drummond & Fischhoff, 2017），所以這個問題
不僅複雜度高，也同時涉及不同教育程度及知識專長的問題。
此外，在眾多情感與認同的影響因素中，政黨效果是其中極為顯著的一

環。當代許多科學政策的討論被政治化的程度越來越高，公眾的意見高度
地跟著黨派和意識形態而被兩極分化（Goldfarb & Kriner, 2017）。在美國，
「政黨屬性」的因素甚至顯著影響民眾對於 COVID-19風險的感知，例如在
包括受感染、送醫院治療、感染致死、用光積蓄等方面的憂慮，民主黨人均
表現出比共和黨人更高的風險感知（Bruine de Bruin et al., 2020）。相較於共
和黨員，民主黨員對於醫療科學家或科學家都有較高的信心，相信他們能對
於民眾做出更多符合公共利益的貢獻，在防疫措施方面，民主黨員也有較
高比例認為維持社交距離可以有效地減緩病毒的傳播（Pew Research Center, 
2020）。從這些案例都可以看出，價值及意識形態如同扮演一個感知屏幕
（perceptual screen）的角色，強烈地影響民眾依據與自己預設立場一致的說
法去進行選擇或給予特權（Goidel et al., 1997）。
造成這些情感與認知上的差距，媒體當然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例如在

疫情一開始爆發的期間，美國右翼的媒體會更頻繁地去散播關於 COVID-19
的假新聞，而收看這些保守派媒體的閱聽人也更有機會被這些消息給誤導
（Motta et al., 2020）。這些夾雜假新聞及陰謀論的訊息，更會強化各種意識
形態的作用，面對這些訊息，古典科學傳播概念多會主張透過「糾正」的方
式來澄清民眾對於事實的信念，但事後卻證明具有相當難度。
在這一次的 COVID-19期間，臺灣民眾普遍對於戴口罩、施打疫苗等

公衛政策表現出很大的配合度，在疫苗的選擇上會擔心疫苗可能的副作用，
也會因為不同的疫苗推薦來源而影響接種意願（Lo et al., 2021）。但是在關
於疫苗的施打方面，似乎比較沒有歐美部分「反疫苗」的狀況（Davis, 2019; 
Pullan & Dey, 2021），反而是有很特殊的「挑疫苗」傾向（羅尹悅、黃俊儒，
2022年 9月 18日）。基於這些不同的狀況，本文旨在瞭解民眾對於媒體中所
呈現之防疫訊息的態度，以及在這些媒介訊息條件下，知識背景與政黨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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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向會如何影響民眾對於政府防疫的態度及疫苗訊息的認知。這系列的研究
問題有助於在疫情期間，規劃更為完善的防疫策略以及衛教措施。

參、	研究目的與問題

透過前述的問題背景及文獻評析，可以瞭解疫情期間相關科學訊息傳播
對於防疫工作的重要性，同時也發現民眾在疫情期間對於相關訊息的解讀
上，包括知識背景、意識形態及社會認同等不同因素的影響力。鑑此，本文
透過實證調查的方式，瞭解臺灣民眾對於媒體中疫情相關訊息的感知，分析
知識背景（包括「教育程度」及「學科專長」）和政黨認同等因素與民眾對
於政府防疫的評價、相關訊息解讀（包括假訊息及錯訊息）之間的關係，主
要的研究問題包括：

一、 民眾對新聞媒體中疫情資訊的基本態度為何？ 
二、 民眾的知識背景及政黨認同對於「政府防疫態度」的影響程度為

何？
三、 民眾的知識背景及政黨認同對於「疫苗訊息認知」的影響程度為

何？

肆、	研究設計與方法

為了解答前述的研究問題，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以「疫苗」作為主要
的問題情境設計相關的問題，進行不同因素之間的關連性分析。

一、	問卷設計與抽樣

研究團隊參考國內外的問卷及文獻，編製「臺灣民眾疫苗決策問卷」，
區分成三個主要的部分，首先是「與 COVID-19疫情相關的問題」，相關問
題包含反疫苗訊息的接收管道、對於不同疫苗的接種意願與風險評估、對於
各國政府防疫成效評估、以及對於疫苗爭議的疑惑等題目。由於部份題項內
容參考國外研究，並融合臺灣當地的情境，因此在效度評估上除了透過研究
會議逐題討論之外，並委請科學傳播相關領域的研究生 3名對於測量構念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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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試做與評估，確保題項內容符合研究者欲測量之概念。
在政府防疫成效評估的部份，問題設計參考 Drummond & Fischhoff

（2020）有關科學家信任感的問卷內容，將民眾對於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形
象評估區分成情緒（憤怒、尊敬、不捨及討厭）、能力（信心、專業、有能力、
認真、聰明）及溫暖（寬容、謙虛、真誠及溫暖）等三個向度。
第二部分則是「關於疫苗的問題」（參附錄一），題目內容主要參考西

班牙科學技術基金會「COVID-19科學相關問題之社會感知問卷」（Spanish 
Found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1）及澳洲反疫苗網站說服策略內
容（Aechtner, 2021），融入臺灣防疫過程中的陰謀論問題情境，相關的問題
包含個人對當前疫苗作為重要防疫政策一環的同意程度，以及對各種關於疫
情、疫苗不實訊息和陰謀論說法的同意程度。關於不實訊息以及陰謀論的區
分，以意圖性為主要的判斷原則，參考 Fallis（2015）的定義，以及Wang et 
al.（2019）對於醫療偽訊息內容的研究架構，分為無意造成誤解、傷害的「錯
訊息」，以及故意製造傳播，企圖造成誤解產生錯誤信念乃至傷害的「惡訊
息」。相較於「錯訊息」，「惡訊息」在敘述上更強調特定組織或團體對於訊
息的特意操縱。

最後一部份則是「基本資料」，包括性別、年齡、學歷、學位領域、政
黨認同等基本人口資料。其中，學歷及學位領域則分別對應到知識背景中「教
育程度」及「學科專長」這兩個變項。
問卷委託專業問卷代發公司「問卷小博士」執行，使用 Survey Cake線

上問卷調查平台，透過該公司的 LINE官方帳號代發問卷連結。該公司擁有
會員數 8萬多人，透過該公司掌握的會員資料、以及 LINE官方提供給該公
司的使用者大致年齡以及性別，雙重判斷符合資料的填寫者，以隨機的方式
推播問卷訊息，完成問卷填答者會獲得 5點的 LINE點數作為誘因。問卷調
查期間為 2021年 8月 11日至 8月 16日，在此時限內這份問卷共獲得 1,485
人點擊，有效問卷為 1,250份，收集之結果以統計軟體 IBM SPSS Statistics 
28進行後續分析。

二、	樣本敘述

填答者的人口特徵為女性、青壯年和大學學歷（如表 1）。女性的比例，
超過所有填答者的六成。在 1,250位的填答者中，以 35-44歲的填答者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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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佔全部填答者的 42%；其次為 25-34歲的填答者，比例約為 28%。意即在
25-44歲這個青壯年齡層，約佔所有填答者的 7成。
填答者都擁有相當的教育程度，超過八成的填答者擁有大學以上的學歷：

約三分之二的填答者表示自己擁有大學學歷，大約有 15%的填答者表示自己
擁有研究所以上的學歷。由於是線上問卷的緣故，高學歷的比例高於 2021
年內政部發佈的統計通報，2 根據內政部的統計資料，擁有大學以及專科學
歷的人口比例約為 40%，而研究所以上的人口比例約為 8%。整體而言，大
學學歷以上的受訪者，相關的知識領域以人文社會科學、管理領域為主。
在政黨傾向方面，約有 34%的填答者表示自己「較認同」泛綠政黨，也

有大約相同比例的填答者（27%）回答「其他」，表明自己「中立」、「無」、「沒
有政黨」這類沒有特定政黨偏好的回答。在政黨傾向與學歷之間相互獨立（χ 2 
= 10.96, df  = 6, p  > .05），學歷與政黨傾向之間沒有關係。

伍、	研究結果

一、	民眾對於媒體的態度

受訪者多數對於記者應該如何報導疫情有著明確的期待，在 -2（非常不
同意）至 +2（非常同意）的 5點量表中，受訪者明確地認為記者應該「以
明確的事實」（M = 1.12, SD = 0.89）作為報導基礎的內容，以及引用「以立
論確切的科學家意見」（M = 1.10, SD = 0.79）作為主要內容。此外，受訪者
對於「疫情警戒控管等政治決策，記者應該要提出質疑與批判」（M = 0.74, 
SD = 0.87）或是「對於專家學者提出的疫情建議，記者應該要提出質疑與批
判」（M = 0.54, SD = 0.90），相對而言的期待較低；若以 paired t-test檢驗，
則發現相較於記者質疑政治決策，受訪者對於記者批判專家學者提出的疫情
建議，同意度更低（t  (1249) = 10.44, p  < .001）；除此之外，也可以發現相
較於對政治決策提出批判，受訪者更期望以明確事實為根據的報導內容（t  
(1249) = 11.87, p  < .001）；或是相較於對專家學者的建議提出批判，受訪者
更期待報導內容引述立論確切的科學家意見（t  (1249) = 17.80, p  < .001）。整
體而言，可以看出受訪者對媒體傳遞事實與明確論述的期待，略高於媒體的
監督批判功能；儘管受訪者仍某種程度地期許記者應該發揮監督政治決策以

2 https://www.moi.gov.tw/News_Content.aspx?n=2905&s=214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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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受訪者基本資料
填答人數 百分比

年齡層

15-24 歲 138 11.0%

25-34 歲 351 28.1%

35-44 歲 530 42.4%

45-54 歲 174 13.9%

55-64 歲 42 3.4%

超過 65 歲 15 1.2%

總數 1,250 100.0%

性別

男性 453 36.2%

女性 789 63.1%

其他 8 0.6%

總數 1,250 100.0%

學歷

高中（職） 223 17.8%

大學 837 67.0%

研究所（及以上）a 173 13.8%

其他 17 1.4%

總數 1,250 100.0%

知識領域

理工醫農
（自然、工程、醫藥、農業）

373 37.4%

人文社會
（社會、藝術人文、商管）

623 62.6%

總數 b 996 100.0%

政黨傾向

泛綠 c 419 33.5%

泛藍 d 494 39.5%

其他 337 27.0%

總數 1,250 100.0%

a包�填�「碩士」（11.6%）和「�士」（2.2%）者
b�項目僅��學歷填�在「大學」��「研�所（��上）」且勾�自��域為自�科學�工��
��健�����社會科學���人文或��者,�除回�知識�域為「其�」（n=14）者

c包�填�較�同「民�黨」（28.9%）�「�代力量」（4.6%）者
d包�填�較�同「國民黨」（19.4%）�「民眾黨」（17.8%）�「�民黨」（2.3%）者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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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專家疫情建議的功能，但卻可以發現受訪者對於後者較為保留。可能的解
釋是因為疫情建議是科學專業程度較高的工作，受訪者對於非專業領域記者
所提出的質疑較缺乏信心。
進一步分析，比較高中（職）、大學與研究所以上，不同學歷的受訪者

對於報導中的資料引用「應該以立論確切的科學家意見為主」同意度也會有
所不同（F (2,1230) = 5.35, p  < .01），透過 Bonferroni事後比較發現，相較於
學歷在高中（職）的受訪者（M = 0.98, SD = 0.83），學歷在研究所以上的受
訪者（M = 1.24, SD = 0.73）更傾向同意此一觀點。分析大學以上不同學科
專長的受訪者，則是對「記者應該以明確的事實作為報導的基礎」之觀點有
同意程度上的不同（t  (994) = -2.36, p  < .05），人文社會背景的受訪者對於此
一觀點的同意度（M = 1.19, SD = 0.88）略高於理工醫農背景的受訪者（M = 
1.05, SD = 0.92）。

政黨認同的不同，也讓受訪者對於報導中是否應該提出質疑與批判的同
意度不同，在政黨認同愈傾向在野者（泛藍），愈同意記者應該要質疑與批
判「疫情警戒控管等政治決策」（F (2,1247) = 10.85, p  < .001）以及「專家學
者提出的疫情建議」（F (2,1247) = 10.88, p  < .001）；而政黨認同愈傾向執政
者（泛綠），對於記者所提出不同於政府或是專家的聲音，則愈顯得保留（參
附錄二）。

二、	對於政府防疫態度的評價

本研究發現，政黨認同的不同，讓受訪者對於政府防疫的評價、以及對
於指揮中心的評價也有相當不同的評價（F (2,1247) = 143.35, p  < .001）。受
訪者對於政府的防疫成效，整體上是稍微傾向正面的認同，但是背後卻存在
極為明顯的歧異性（M = 0.57, SD = 3.31）。在 -5（非常不認同）至 +5（非
常認同）的 11點量表中，傾向執政黨的泛綠支持者，十分正面地認同政府
的防疫行動（M = 2.45, SD = 2.45），對比泛藍支持者，則呈現明顯的不認同
傾向（M = -0.90, SD = 3.27）（圖 1）。如此「泛綠／肯定」、「泛藍／否定」
的認同傾向模式，也一致地展現在受訪者對於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形象評價
上。
以同樣 -5（非常不認同）至 +5（非常認同）的 11點量表詢問，對於「疫

情指揮中心」的形象評價，泛綠傾向的受訪者在「情緒」、「能力」與「溫暖」



161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13 卷 第 1 期．2023 年 1 月

三個面向皆為正面評價；泛
藍受訪者的評價與泛綠受訪
者完全相反，三個面向皆為
負面評價，政黨傾向不明確
的受訪者，對於各項指標的
認同或是不認同程度，則介
於泛綠受訪者與泛藍受訪者
之間。政黨傾向的不同，讓
受訪者對於「疫情指揮中
心」的表現，產生不同的情
緒、能力及溫暖評估，而且
全部的項目均顯示出顯著差
異（參附錄三）。
相較不同政黨傾向的受

訪者，對於指揮中心評價的
歧異；比較學歷的不同，則無此歧異性；在大學、研究所階段所接觸到的知
識訓練，理工醫農背景的受訪者（M = -0.13, SD = 2.27）對比人文社會的受
訪者（M = 0.25, SD = 2.46），在「情緒」向度上的評價略為負面（t  (994) = 
-2.43, p  < .05）。

三、	對於疫苗訊息認知的影響

（一）疫情基礎訊息

疫情之下，受訪者如何評價與疫苗的相關訊息？受訪者以 -2（非常不同
意）至 +2（非常同意）的 5點量表表達對疫苗重要性的陳述句，以及對醫學
專業信任度說明的同意程度。透過單一樣本 t檢定的方式，將資料與代表普
通，無所謂同意不同意的 0作比較，皆達到統計的顯示性（p < .001）（參附
錄四）。整體而言，受訪者多數感受到「許多民眾對於疫苗是遲疑的」（M = 
0.81, SD = 0.86），不同意「疫苗是不需要的，因為疫情並沒有那麼嚴重」（M 
= -1.25, SD = 0.99），或是大致同意「接種疫苗，這次大流行才會結束」（M 
= 0.75, SD = 1.05）。此外受訪者傾向「完全信任科學專家所提出的醫學研究

圖 1：政黨認同傾向對政府防疫行動的差異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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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M = 0.37, SD = 0.83），也傾向認同「經由專業人士推薦的疫苗是安
全的」（M = 0.50, SD = 0.80），並且同意「科學知識是制訂疫苗相關法規的
最佳基礎」（M = 0.83, SD = 0.76）。然而從教育程度（學歷）、學科背景或是
政黨傾向做進一步分析，會發現在部份陳述上有同意程度上的差異。
透過 Bonferroni事後比較發現，在評估「疫苗是不需要的」之同意程度

時，大學程度的受訪者（M = -1.33, SD = 0.90）其不同意的程度更勝於學歷
在高中（職）（M = -1.09, SD = 1.08）以及碩博士（M = -1.05, SD = 1.21）的
受訪者。進一步針對大學以上學歷的受訪者，分析人文社會背景、與生醫理
工背景對於疫苗的基本評估，僅在評估民眾是否對於疫苗的遲疑這一個題項
上，不同知識領域會有主觀感知程度上的不同（t (994) = -2.91, p  < .01），相
較理工醫農背景者（M = 0.73, SD = 0.89），社會人文的受訪者更傾向認同此
說法（M = 0.89, SD = 0.81）。顯示在此次疫情之中，不論是何種學歷、或是
學科專長的受訪者，對於疫苗的知識以及基本態度是相似的，無相反的歧異
性。
相較於不同政黨認同的受訪者對於臺灣政府的評價（如圖 1）、或是對中

央疫情指揮中心的形象評估（如附件 3），在多數指標呈現的藍綠分歧，在與
疫苗相關的基礎訊息認知部份，不同政黨認同傾向的受訪者對於所有的陳述
句都呈現一致性的同意或是不同意傾向，差異性主要來自於認同程度上的不
同（如圖 2）。除了在感知「許多民眾對於疫苗是遲疑的」（F (2,1247) = 2.33, 
p  = .10）在其他陳述句都有同意程度上的顯著差異。以 Bonferroni事後比較
進行檢定發現，相較於泛藍或是其他的受訪者，泛綠的受訪者對「醫學研究
報告」以及「專業人士所推薦的疫苗」表達更多的信任（附錄四）。

（二）錯訊息與不實概念

在與疫情相關的錯訊息或不實概念的部分，同樣透過單一樣本 t檢定的
方式，將資料與代表普通，無所謂同意不同意的 0作比較，皆達到統計的顯
示性，多數受訪民眾不同意「戴口罩雖然可以部份阻擋疫情，但有害健康」
（M = -0.76, SD = 1.09）相較於受訪者對於口罩的信心，對於疫苗則顯得略
有遲疑，例如略微不同意疫苗會「改變接種者的基因，使人變成基因改造生
物」（M = -0.19, SD = 1.11），或是對於「疫苗中含有許多有毒的成份」顯得
較為不確定（M = -0.06, SD = 1.06）。此外，受訪者們也普遍感知到「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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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醫療專家不信任政府的疫苗政策」（M = 0.63, SD = 0.84），以及「許多科
學數據不支持政策的疫苗政策」（M = 0.48, SD = 0.90）的情況。
教育程度的不同，僅在戴口罩和疫情防堵、與危害健康的陳述句中有同

意程度上的不同。透過 Bonferroni事後比較進行檢定，對比高中（職）學歷
的受訪者（M = -0.57, SD = 1.19），大學學歷的受訪者（M = -0.83, SD = 1.04 
）的不同意程度更高（p < .01）。以獨立樣本 t檢定分析大學與研究所以上的
受訪者，人文社會與理工醫農的訓練背景之間是否會有同意程度的不同，確
認兩個不同的學科背景，在錯訊息認同度均無顯著差異。
政黨認同的不同，對於錯訊息的認知則有明顯同意程度上的差異（圖

3）。以 Bonferroni事後比較進行檢定，藍綠之間，泛綠受訪者更傾向否定口
罩雖可以阻擋疫情但有害健康、否定疫苗會改變接種者的基因、乃至否定疫
苗中含有許多有毒成份。雖然藍綠雙方或多或少都感受到「醫療專家不信任」
和「科學數據不支持」的氛圍，但是泛藍受訪者的感受更為強烈（附錄四）。

（三）惡訊息與人為介入

在惡訊息的界定上，主要是強調疫苗相關訊息裡各種人為介入的因素，
例如「隱瞞」、「操縱」、「偽造」等。透過單一樣本 t檢定的方式，將資料
與代表普通，無所謂同意不同意的 0作比較，確認受訪者的意見皆有明確
的偏向，例如，受訪者普遍認為 COVID-19的病毒的起源「不是自然的，
它是在實驗室被開發的」（M = 0.80, SD = 1.02）；關於疫苗的安全性，受
訪者傾向否定接種疫苗會對孩童造成傷害的「這個事實常被隱瞞起來」（M 
= -0.12, SD = 1.02），不過傾向同意「安全數據經常是被偽造的」（M = 0.16, 
SD = 0.95）。同時，受訪者也傾向同意「民眾所獲得的疫苗資訊，其實是被
高度操縱的」（M = 0.66, SD = 0.97）；對於疫苗公司，受訪者也傾向同意「疫
苗公司會因為經濟利益而不惜影響防疫的公共決策」（M = 0.55, SD = 0.96）
或是「疫苗公司會隱瞞疫苗的害處」（M = 0.69, SD = 0.93）。受訪者傾向同
意「政治人物經常會基於自己背後某些動機而公然向民眾撒謊」（M = 0.90, 
SD = 0.92）、「關於疫苗，有些祕密組織躲在背後影響大部份的政治決策」（M 
= 0.78, SD = 0.91）。受訪者也大致同意，「政府有目的性地限制民眾自主選
擇疫苗的權利」（M = 0.55, SD = 1.08），以及「不當的疫苗政策造成許多原
本可以避免的悲劇」（M = 0.88, SD =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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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對疫苗相關基礎資訊的評估 -
以政黨認同區分

圖 3：對錯訊息的認同度 -以政黨認
同區分

（-2：非常不同意 ~+2：非常同意）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2：非常不同意 ~+2：非常同意）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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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以教育程度作分析，透過 Bonferroni事後比較進行檢定，發現
儘管學歷有所不同，受訪者對於惡訊息的認知同意度卻沒有不同。若從理
工醫農、或是人文社會不同學科專長，以獨立樣本 t檢定分析大學與研究所
以上的受訪者，僅在兩個惡訊息的陳述上，兩者有同意程度的顯著差異。
人文社會背景的受訪者（M = 0.78, SD = 0.91）比理工醫農的受訪者（M = 
0.59, SD = 0.97）更為同意「疫苗公司會隱瞞疫苗的害處」（t (994)= -3.21, p  < 
.001）；「關於疫苗，政治人物經常會基於自己背後某些動機而公然向民眾
撒謊」（t (994)= -2.10, p < .05），人文社會背景的受訪者（M = 0.98, SD = 0.87）
比起理工醫農的受訪者（M = 0.85, SD = 0.97）也更為同意此一說法。
若以政黨認同來做分析，則呈現出極大的差異。透過 Bonferroni事後比

較的檢定，藍綠之間在關於疫苗是否會對兒童造成傷害的事實是「被隱瞞」
以及關於疫苗的安全數據是否「是被偽造」的同意度部份，泛綠和泛藍的受
訪者甚至有近乎相反的認知。比起泛藍的受訪者不明確的態度，泛綠受訪者
傾向否定「小朋友接種疫苗其實是有害的，只是這個事實常被隱瞞起來」的
論述（圖 4）；除此之外，泛綠的受訪者傾向否定疫苗的安全數據「是被偽
造」，而泛藍受訪者則傾向同意此一論述。在其他惡訊息的同意度，則是有
不同的程度同意或是不同意，而且均達到了顯著差異。相較於泛綠的受訪者，
泛藍的受訪者更傾向同意關於惡訊息的描述，僅除了在關於病毒的起源，泛
綠的受訪者比泛藍的受訪者更傾向同意病毒起源不自然，病毒「是在實驗室
被開發的」的觀點，不過這與本題所描述內容的政治主體異位有關。所以整
體來看，泛藍與泛綠在惡訊息的認同度上有極為顯著的差異，而針對這些惡
訊息的屬性而言，在主體上可以大致區分成「政府面」與「政府對立面」兩
種類型，從結果中可以很一致地看出泛綠對於「政府面」的友善態度，對於
「政府對立面」的不友善態度；而泛藍的態度則完全相反，其他的受訪者則
介於中間。

陸、	結論與討論

一、	研究結果小結

本研究主要是以知識背景（包括教育程度及學科專長）及政黨認同作為
主要的變項，其中不同政黨認同之間，所產生的歧異度最大。從研究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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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對惡訊息的認同度 -以政黨認同區分

（-2：非常不同意 ~+2：非常同意）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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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發現，關於疫情的報導內容，民眾期望媒體傳達正確事實更勝於進行監
督與批判，政黨認同的程度則會影響人們對於媒體記者針對政府提出監督或
批判的期待。
在民眾對於「政府防疫態度」的認同程度上，發現政黨認同的因素會顯

著地影響民眾對於政府防疫以及指揮中心的評價，在各向度均有顯著差異，
甚至顯示出兩極化的結果。相對而言，受訪者的教育程度差別對於政府的評
價均沒有顯著的差異性，學科專長的差別也僅有些微的影響。
在民眾對於疫苗訊息的認知上，在「疫苗基礎訊息」的部分，政黨認同

的因素幾乎都有顯著的認知差異，不過在對於題項內容描述的同意或不同意
傾向都是一致的，沒有出現像是對於政府態度的極端反向差別。在教育程度
與學科專長的部份，各僅有一個題項具有顯著差異，沒有出現如政黨比較之
間系統性的不同。在與不實概念相關的「錯訊息」上，政黨認同的不同對於
錯訊息的認知有明顯的差異，每一個題項均呈現出顯著的差異性。相較而言，
教育程度的差別僅有一個題項具有些微差異性，學科專長的差別則完全沒有
認知的差異性。在最後與人為介入息息相關的「惡訊息」部分，政黨認同的
因素同樣也出現差異，甚至在部分題項表現出兩個極端的認同。相對地，教
育程度及學科專長的不同，在認同度的差異表現則相對不明顯。
總結前述的研究結果可以發現，不論是對於媒體記者的期望、政府防疫

的態度、疫苗訊息的認知等，「政黨認同」都扮演了一個最為顯著的影響角
色，而且隨著該議題的意圖相關性越高（從基礎訊息、錯訊息到惡訊息），
影響的顯著性也越高，其他與議題內容相關的知識因素反而沒有非常明顯
的影響性。這樣的結果呼應了 Nisbet（2009）所指出，過往我們認為「告知
公眾正確的科學事實」應該可以有意義地改變決策者或是公民的感知，但
是可以看見一個逐漸升起的趨勢，就是傳播並不是一個簡單的事實轉譯（a 
translation of facts），它更是一個意義的協商（a negotiation of meaning）。尤
其是社群媒體的發達，人們對於消息來源的個別化傾向，特別容易導致同溫
層的效應加劇，加上 COVID-19本身就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健康風險議題，
任何因素的介入都可能導致社會的分裂，驅使那些持有相反觀點的人更加疏
遠（Dan & Dixon, 2021）。大部分民眾對於複雜的政治議題多習慣仰賴有限
的消息來源進行決策，並且倚賴認知的捷徑去做出符合自己政治喜好的選擇
（Sniderman et al., 1991），這樣的現象明顯地反應在本研究的結果，即使是疫
情或疫苗這類高度科學知識相關且具有明確物質基礎的議題，也同樣在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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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態的影響之下被嚴重地泛政治化。

二、	討論與建議

COVID-19疫情是一個以科學知識作為基礎，同時也是與個人生命安全
高度相關，並且具有時間迫切性的科技風險議題。由於它背後涉及高度的社
會複雜性及科學不確定性，所以對於一般常民來說，具有很大的決策難度。
就主理防疫工作的政府部門來說，它期望透過全民有秩序的配合，讓防疫的
工作可以整齊同步且系統有效。但是對於民眾來說，面對這種高度不確定的
狀況，會有許多油然而生的不安全感及恐懼，如果再加上過往曾經有過吃虧
的經驗，很容易就會有不信任的感覺。
這個過程中，理性論述與動機推理、專家知識與在地知識均同步地發生

作用，彼此互相角力，但是從前述的研究結果卻可以發現，不管是在防疫訊
息的判讀或是對於防疫工作的評價上，當科學遇上政治意識形態的時候，均
由後者明顯地佔了上風，顯著地影響了人們對於疫情各種訊息的看法及態
度。類似的結果在過去 Ho et al.（2008）的研究中，發現公眾對幹細胞研究
的態度受到價值觀和媒體的影響，雖然科學知識也同樣影響人們對幹細胞研
究的態度，但是相較於宗教信仰和意識形態的影響，科學知識是影響最弱
的。因此本研究結果也驗證了 Kunda（1990）所指出，群體的認同（group 
identity）經常是促成動機推理的一個主要因素，在各種因素的競逐之下，知
識程度或知識背景雖然也扮演了些微的角色，但是影響力卻遠遠不及民眾在
這個過程被召喚出來的政治認同。

從不同民眾的角度，可以發現對於陰謀論的看法會有許多細微意義上
的差別，不是可以直接用客觀／主觀、科學／非科學、理性／非理性這麼
截然二分的方式，不同的取向，就會畫出不同的分隔線。所以 Harambam et 
al.（2022）就主張，後真相的時代中，真正存在的應該是「多面真相」（po-
ly-truth），也就是不同的行動者及知識形式都是以自己最適配的方式，多面
向地存在著。例如有的人雖然不喜歡科學的獨大或每次都要強調用事實說話
的霸道，但卻也未必看輕科學的重要性，也未必就因此對於菁英抱持民粹式
的不信任。所以多元主義、多樣性、包容性是當代社會的流行語，許多社會
領域都有這樣的需求，沒道理「知識」的領域沒有這樣的需求，應該要亟思
菁英及常民共同協作的方式，做為彼此的互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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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科學遇上政治的時候，究竟該如何面對？從本研究的結果更可以
佐證這一件事，就是科學知識必須要起來跟意識形態或動機推理進行對抗，
但這個對抗必須要有策略，因為對手十分頑強。在菁英的眼裡，或許覺得常
民的觀點非常的不理性，但是常民用政黨及意識形態所驅動的動機推理在
觀看執政當局對於相關事件的處理，卻也有其背後所孕育而成的社會文化意
義。對於後續科學傳播者的課題來說，就是先不要急著用「清零」的想法去
根除這些所謂「非理性」的觀點，而是應該極力開發可以統合專家知識及常
民經驗之間的可能作法。誠如 Peters（2020）所主張的「非權威式知識傳播」
（non-paternalistic knowledge communication），這個模式主張對傳統的科學
普及方式做出三方面的延伸，包括透明、理解外界對公共資訊的需求、對公
共批評持開放的態度等。在維持民眾的信任作為基礎前提之下，以科學知識
的傳播做為主體，讓科學知識可以在複雜的問題情境中真正發揮其有效性。
具體而言，也如同 Dan & Dixon（2021）主張在面對 COVID-19錯訊息的
策略中，必需要能夠採取一種所謂的雙重焦注策略（dual-focus approach），
也就是一方面提升個人層次在信念、行為及態度上的正確性，同時也考量社
會層次上的極化效應。如此雙管齊下，才能讓民眾有所信任，降低政治認同
與陰謀論鍵結下的負面衝擊，也讓科學知識可以在疫情期間發揮其應有的功
能。

三、	未來方向

直至 2022年，COVID-19的疫情仍在全球繼續地延燒，可以想見的是
各種病毒的變異及疫苗的研發都還會持續地進行一陣子，而類似的大規模全
球流行疫病也不會在人類的文明中消失。面對這樣的高度複雜科技社會問
題，未來不管在研究或是實務問題的探討上，至少有三個值得繼續深度探究
的地方：首先是疫情氛圍下動機推理與陰謀論的形成機制及原因，由於其背
後的機制十分複雜，需要有更多的瞭解及探討。例如 Hornsey（2020）從心
理學的角度去進行了一個比喻，他指出人們如果表現出各種懷疑論的態度，
例如疫苗是有毒的、我的人生與星座有關、不相信氣候變遷等，這些都是一
種表象的態度（surface attitude），但是決定這些態度的真正深層原因是埋在
土裡的態度根源（attitude roots），例如世界觀、意識形態或是認同等。如果
沒有釐清這些主要的因素，即使透過各種諸如糾錯訊息、事實查核等教育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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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效果終將是有限的。
其次是國內外疫情感受的比較分析，例如國外有許多研究提及因為錯誤

訊息而降低民眾施打疫苗意願的狀況（Dan & Dixon, 2021）或是具有長遠歷
史的疫苗猶豫（vaccine hesitancy）對於疫情防治的影響（Duchsherer et al., 
2020; Lazić & Žeželj, 2021），相較而言，初步觀察臺灣社會似乎沒有明顯的
疫苗猶豫狀況，但是對於施打哪一種品牌的疫苗卻有不少的爭議，與不同國
家的異同之處很值得進行深入的分析。
最後，面對全球性的大型疫病流行，合適的科學傳播策略為何？過去在

政治傳播的相關研究中，有許多都指出錯誤訊息的「糾正」並不會有效地改
變民眾錯誤的感知，有時甚至還會增加這些錯誤感知的程度（Nyhan & Rei-
fler, 2010），並造成所謂的「逆火效應」（backfire effect）。那麼除了針對錯誤
訊息進行糾正，或是繞過足以激發對立的意識形態因素之外，還有其他更為
有效的作法嗎？例如 Zeng（2021）的研究主張透過父母角色認同（parental 
identity）的激發，可以在包括風險感知、政策支持及謹慎態度等方面減低政
黨極化的效應。這個研究提供了透過整合關係認同（relational identity）的策
略來面對政黨認同在新冠疫情中所造成的鴻溝，提供了一個十分有創意的思
考方式。這些具體的溝通策略建議，也是未來研究中可以持續著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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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基礎訊息

I1.1我認為疫苗是不需要的，因為疫情並沒有那麼嚴重
I1.2我認為只有我們都接種疫苗，這次大流行才會結束
I1.3許多民眾對於疫苗是遲疑的
I1.4在這一次的疫情中，我完全信任科學專家所提供的醫學研究報告
I1.5我認為經由醫學專業人士所推薦的疫苗是安全的
I1.6我認為科學知識是制訂疫苗相關法規的最佳基礎

錯訊息 /不實概念（misinformation）

I2.1戴口罩雖然可以部分阻擋疫情，但有害健康
I2.2疫苗有很大的風險，例如改變接種者的基因，使人變成基因改造生物
I2.3疫苗中含有許多有毒的成分
I2.4有許多醫療專家不信任政府的疫苗政策
I2.5有許多科學數據不支持政府的疫苗政策

惡訊息 /人為介入（disinformation）

I3.1新冠肺炎病毒的起源不是自然的，它是在實驗室被開發的
I3.2小朋友接種疫苗其實是有害的，只是這個事實常被隱瞞起來
I3.3疫苗的安全數據經常是被偽造的
I3.4民眾所獲得的疫苗相關訊息，其實是被高度操縱的
I3.5疫苗公司會因為經濟利益而不惜影響防疫的公共決策
I3.6疫苗公司會隱瞞疫苗的害處
I3.7關於疫苗，政治人物經常會基於自己背後某些動機而公然向民眾撒謊
I3.8關於疫苗，有些秘密組織躲在背後影響大部分的政治決策
I3.9政府有目的性地限制民眾自主選擇疫苗的權利
I3.10不當的疫苗政策造成許多原本可以避免的悲劇
完整問卷內容請參考：https://www.surveycake.com/s/pO9dG 



JCRP, 13(1), January 2023180

附錄二：對於媒體如何報導疫情的期待—以政黨認同區分

關於記者應該如何報導疫情相關
資訊的敘述同意程度（-2：非常
不同意 ~+2：非常同意）

整體 One-sample 
t-value 泛綠 泛藍 其他 F Post Hoc Test (Bonferroni)

N= 1,250 419 494 337 泛藍 其他

記者應該以明確的事實作為報導
的基礎 1.12 44.28*** 1.15 1.06 1.16 1.63 

泛綠 0.09 -0.01

泛藍  -0.10

記者在引用資料時，應該以立論
確切的科學家意見為主 1.10 49.21*** 1.08 1.11 1.09 0.23 

泛綠 -0.03 -0.01

泛藍  0.02

對於疫情警戒控管等政治決策，
記者應該要提出質疑與批判 0.74 30.14*** 0.59 0.85 0.74 10.85*** 

泛綠 -0.26*** -0.15*

泛藍  0.11

對於專家學者提出的疫情建議，
記者應該要提出質疑與批判 0.54 21.25*** 0.40 0.68 0.52 10.88*** 

泛綠 -0.28*** -0.12

泛藍  0.16*

*p <.05, **p <.01, ***p <.00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附錄三：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形象評估在情緒、能力、與溫暖三個
向度的表現—以政黨認同區分

關於「中�疫��揮中心」的主�
評價形容�合�度（-5��常不�
合 ~+5��常�合）

Cronbach's 
Alpha 整� a 泛� a 泛� a 其� a F Post Hoc Test (Bonferroni)

N= 1,250 419 494 337 泛� 其�

情緒：憤怒 b、尊敬、不捨及討厭 b 0.76 0.15 1.64 -0.92 -0.14 172.29***
泛� 2.56*** 1.78***

泛�  -0.78***

能力 a：信心、專業、有能力、認真、
聰明 0.96 0.39 1.99 -0.74 0.07 136.78*** 

泛� 2.73*** 1.92***

泛� -0.81***

溫暖 a：寬容、謙虛、真誠、溫暖 0.96 -0.04 1.65 -1.19 -0.46 142.96*** 
泛� 2.84*** 2.11***

泛� -0.73***

a 向度中各指標分數的平均
b 反向指標
*p <.05, **p <.01, ***p <.00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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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民眾對於疫情訊息描述的同意程度

整� One-sample 
t-value 泛� 泛� 其� F Post Hoc Test (Bonferroni)

N= 1,250 419 494 337 泛� 其�

許�民眾對於疫�是��的 0.81 33.49*** 0.76 0.79 0.89  2.33
泛� -0.03 -0.13

泛藍 -0.10

我認為疫苗是不需要的，因為疫情
並沒有那麼嚴重 -1.25 -44.57*** -1.27 -1.14 -1.37  5.76**

泛� -0.13 0.10

泛藍 0.23**

我認為只有我們都接種疫苗，這次
大流行才會結束 0.75 25.39*** 0.90 0.79 0.51 13.99***

泛� 0.11 0.39***

泛藍 0.28***

在這一次的疫情中，我完全信任科
學專家所提供的醫學研究報告 0.37 15.75*** 0.52 0.33 0.24 11.79***

泛綠 0.19** 0.28***

泛藍 0.09

我認為經由醫學專業人士所推薦的
疫苗是安全的 0.50 22.19*** 0.69 0.44 0.36 19.19***

泛� 0.25*** 0.33***

泛藍 0.08

我認為科學知識是制訂疫苗相關法
規的最佳基礎 0.83 38.77*** 0.92 0.84 0.69  9.19***

泛� 0.08 0.23***

泛藍 0.15*

*p<.05, **p<.01, ***p<.00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整� One-sample 
t-value 泛� 泛� 其� F Post Hoc Test (Bonferroni)

N= 1,250 419 494 337 泛� 其�

戴口罩雖然可以部分阻擋疫情，但
有害健康 -0.76 -24.74*** -0.92 -0.61 -0.80 9.79*** 

泛� -0.31*** -0.12

泛�  0.19*

疫苗有很大的風險，例如改變接種
者的基因，使人變成基因改造生物 -0.19 -5.94*** -0.35 -0.06 -0.16 7.51*** 

泛� -0.29*** -0.19

泛�  0.10

疫苗中含有許多有毒的成分 -0.06 -2.00* -0.22 0.05 -0.01 7.93*** 
泛� -0.27*** -0.21*

泛�  0.06

有許多醫療專家不信任政府的疫苗
政策 0.63 26.25*** 0.32 0.86 0.66 49.94*** 

泛� -0.54*** -0.34***

泛�  0.20**

有許多科學數據不支持政府的疫苗
政策 0.48 18.92*** 0.12 0.73 0.56 59.05***

泛� -0.61*** -0.44***

泛�  0.17*

*p <.05, **p <.01, ***p <.00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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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One-sample
t-value 泛� 泛� 其� F Post Hoc Test (Bonferroni)

N= 1,250 419 494 337 泛� 其�

新冠肺炎病毒的起源不是自然的，
它是在實驗室被開發的 0.80 27.58*** 0.99 0.66 0.76 12.16***

泛�  0.33***  0.23** 

泛藍 -0.10

小朋友接種疫苗其實是有害的，只
是這個事實常被隱瞞起來 -0.12 -4.06*** -0.28 0.03 -0.12 10.41***

泛� -0.31*** -0.16

泛藍  0.15

疫苗的安全數據經常是被偽造的 0.16 5.78*** -0.11 0.34 0.22 27.78***
泛� -0.45*** -0.33***

泛藍  0.12

民眾所獲得的疫苗相關訊息，其實
是被高度操縱的 0.66 23.97*** 0.28 0.89 0.77 51.94***

泛� -0.61*** -0.49***

泛藍  0.12

疫苗公司會因為經濟利益而不惜影
響防疫的公共決策 0.55 20.11*** 0.22 0.76 0.64 39.99***

泛� -0.54*** -0.42***

泛藍  0.12

疫苗公司會隱瞞疫苗的害處 0.69 26.19*** 0.34 0.91 0.80 49.41***
泛� -0.57*** -0.46***

泛藍  0.11

關於疫苗，政治人物經常會基於自
己背後某些動機而公然向民眾撒謊 0.90 34.64*** 0.64 1.09 0.94 29.16***

泛� -0.45*** -0.30***

泛藍  0.15*

關於疫苗，有些秘密組織躲在背後
影響大部分的政治決策 0.78 30.62*** 0.43 1.01 0.90 54.58***

泛� -0.58*** -0.47***

泛藍  0.11

政府有目的性地限制民眾自主選擇
疫苗的權利 0.55 18.10*** 0.07 0.90 0.63 77.32***

泛� -0.83*** -0.56***

泛藍  0.27***

不當的疫�政��成許�原本可�
�免的�� 0.88 34.02*** 0.52 1.13 0.96 57.19***

泛� -0.61*** -0.44***

泛藍  0.17*

*p <.05, **p <.01, ***p <.00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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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vid-19 marks one of the most serious pandemics in human history. With 

the developing of the pandemic, the contents and impacts of the media information 
vary. Conducted in the middle of 2021, this study aims at understanding how 
people’s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political ideology may influence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s and perceptions of pandemic-related media information. In May 2021, 
Taiwan faced a surge of new COVID-19 infections and raised its epidemic warning 
to Level 3. With this development, conspiracy theories about the pandemic 
emerged. Shortly after the announcement of Level 3 alert, an online public survey 
was conducted, with 1,250 valid responses. The survey included questions on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s and perceptions of the government measures of pandemic 
prevention and the pandemic-related media information. Scientific knowledge level 
and political inclination were collected as independent variables. Findings show that 
political ideology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s and perceptions 
of the government measures of pandemic prevention and the pandemic-related 
media information. With the wide spreading of misinformation and disinformation, 
the polarization of attitudes was even more obvious. On the contrary, scientific 
knowledge level only had limited influence. The findings provide important insights 
into science communication during the pandemic.

Keywords: COVID-19, science communication, conspiracy theory, disinformation, 
mis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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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與現實的拉鋸：中國大陸	
共建新聞學院政策下教師的抗拒分析 *

王毓莉 **

中國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教授

摘要

中國大陸新聞傳播改革過程中，新聞專業主義與新聞輿論監督一度受到
重視，但在宣傳部門決定共建新聞學院後，大學教師教學場域產生重大變化。
本文旨在檢視「共建新聞學院」政策對教師的影響，透過深度訪談法與次級
資料分析法，發現共建新聞學院下，有些學院樂觀其成、多數學院基於無從
選擇而採默認外，新聞學院中的教師，仍不乏努力發揮主體的積極能動性，
因而對共建新聞學院要求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課程，採取「外部專家策略」；
在愈趨嚴苛意識形態控制的環境下，具有理想的大學教師，在啟蒙學生的理
想與工作考核的現實間掙扎，從而採取「翻轉課堂策略」、「推薦參考教材策
略」、「案例意義策略」、「閱讀原典策略」、和「抽象與隱晦表達策略」。

關鍵字：中國新聞傳播教育、共建新聞學院政策、抗拒策略、馬克思新聞主
義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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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中共的新聞制度沿襲自「蘇聯共產報業理論」，而追溯中國大陸的新聞
教育，則始自 1918年北京大學新聞研究會成立。中國大陸新聞專業教育改
革，可分為六個階段：一、新聞專業教育的起源和初步發展時期（1912–
1949）；二、新聞專業教育的調整和衰落時期（1949–1966）；三、新聞專
業教育的災難時期（1966–1976）；四、新聞專業教育的恢復時期（1978–
1989）；五、新聞專業教育的轉型發展和國際化時期（1990–2012）；六、
新時期新聞專業教育的共建時期（2012年迄今）（王毓莉，2021）。
自從 1978年底改革開放政策實施後，中國大陸採取對內市場化和對外

國際化接軌發展，直到 1989年 6月 4日八九民運時，實務界與學術界要求
新聞自由的聲浪，達到最高峰，然而在運動被鎮壓後，中國大陸的各項改革
措施暫緩。直到 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確立了進一步改革開放的方向，中
國大陸的高校改革也隨之展開，1995年底「211工程」經國務院批准後正式
啟動，重點建設 100所左右的高等學校和一批重點學科的建設工程。1999年，
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在慶祝北京大學建校一百周年大會上向全世界宣告：「為
了實現現代化，我國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進水準的一流大學。」據此國務
院批准教育部《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985工程」正式啟動建設，
中央政府確定 39所大學為「985工程」重點建設高校，企圖創建世界一流大
學和高水準大學（中國留學社，n.d.）。
根據中共 2000年《國務院關於進一步調整國務院部門（單位）所屬學

校管理體制和佈局結構的決定》，新聞傳播教育從過去「部門辦學」轉變為
「中央與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為主」的發展模式（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
民政府，2000年 2月 12日），全中國各地的新聞院校，紛紛建立新聞傳播學
院。
自 1990年代末期，中國大陸新聞教育學界探討的議題，包含反思中

國大陸新聞教育的重「術」輕「學」、本位化與非人文化等弊端（單波，
1998），吳廷俊（2002）一文彙整，西方的「傳播學」被導入中國大陸，將
「資訊」、「媒介」與「受眾」等核心概念，引入中國新聞教育理念、途徑與
課程改革中。中國大陸的國際傳播學者李希光（2009）歸納整理中國新聞教
育的問題點在於供多於求、課程和專業設置不對口，並借鑒美國模式、法國
模式、英國和德國模式、拉美模式，探討中國新聞教育走向；陳昌鳳、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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琦（2015）亦以美國新聞教育發展為考察對象，探索中國新聞教育路徑。
伴隨著 1990年代中國大陸的高教改革走向擴張、大眾化、普及化與國

際化發展的背景下，中國大陸的新聞傳播產業改革也同步進行了商業化與市
場化改革，1987年中共第十三大報告正式文件中，首次使用了「輿論監督」
的說法，傳統中共對於新聞傳媒的內容，主要以正面宣傳為主，然而傳媒在
產業改革的自負盈虧商業經營壓力下，紛紛開始尋求具有市場性的內容，而
新聞輿論監督類型報導與欄目，對於打擊貪腐與監督不法，受到閱聽眾的歡
迎。儘管中國大陸的新聞輿論監督有別於西方的調查性新聞報導，但由於其
一方面符合政治經濟環境變遷下當權者對於新聞媒介的政治需求、另一方面
也符合傳媒自身改革下對於內容市場化的需求，自然有了生存的政治經濟條
件（王毓莉，2008）。
由於以新聞輿論監督掛帥的市場化媒體蓬勃發展，新聞學院中也同時引

進了不少海歸派學者，藉由新聞專業主義的學院訓練，培養未來的實務業人
才。當時不少有新聞理想的新聞學院學生畢業後的第一志願，都從中央級的
黨媒，轉為擅長新聞輿論監督的市場化媒體。雖然一項針對 2008年和 2012
年北京和上海研究中國新聞教育中的意識形態發現，政府、教師和學生針對
官方意識形態的協商過程，證實了即使在中國大陸的媒體市場化時期，官方
的影響力，在新聞學教育中依然非常突出。不過，此時期的新聞教育工作者
呈現的是既不公然破壞、也不積極提升官方意識形態（Repnikova, 2017），
顯見尚有喘息空間。
然而，時序轉換至 2012年 11月「習李體制」就任後，展開了對於意識

形態領域的全面整肅。2013年 8月 19日甫上任的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
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

黨校、幹部學院、社會科學院、高校、理論學習中心組等都要

把馬克思主義作為必修課，成為馬克思主義學習、研究、宣傳的重

要陣地（人民網，2013年 8月 21日）。

在新聞實務界則發生，以新聞輿論監督指標性的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在
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獻詞事件中，被廣東省委宣傳部新聞處強打壓，將
原先標題「中國夢，夢之難」，修改為「追夢」，引起該報編採人員不滿示威
抗議，但終究被打壓。2014年的南方周末事件中被全面性殲滅後，2016年
2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訪視《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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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視主動打出「央視姓黨，絕對忠誠，請您檢閱」標語。同日「黨的新聞輿
論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強調：

必須把政治方向擺在第一位，牢牢堅持黨性原則，牢牢堅持馬

克思主義新聞觀，牢牢堅持正確輿論導向，牢牢堅持正面宣傳為主

（桑普，2016年 2月 27日）。

換言之，黨媒必須姓黨，整個新聞傳播產業領域的言論空間受到緊縮（桑
普，2016年 2月 27日）。
回顧中國大陸新聞教育史，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於 1986年成立輿論研

究所，成為中國大陸第一個從事民意調查的機構，企圖作為引進西方思想，
探索與中國社會相結合的傳播學教育發展方向（劉海龍等人，2021）。而復
旦大學新聞學院的李良榮教授也曾在 1990年代，提出新聞事業跨上層建築
與經濟活動的雙重屬性，引起媒體是否具商品性之爭論，最終獲得理論與實
務界的肯定（李良榮、周玉橋，2021），不過，時序迄今該學院亦須「對國
家政策高度回應，服務於國家發展大局」（同上引，頁 148），在課程上開設
「馬克思主義新聞思想」核心課程與配合「一帶一路政策」進行國際傳播的
發展與招生策略。

新聞實務上，西方新聞專業義理強調新聞媒體與政府「準對立」監督
關係的調查性新聞報導，中國大陸則也曾倡導「具中國特色新聞自由」的新
聞輿論監督報導發展，取得不錯的成效（王毓莉，2010）。但新聞教育則是
從原本可借鑑西方新聞傳播教育的專業發展，進入到新時期新聞學院必須被
宣傳部門共建的狀態。

2013年 12月，中宣部、教育部聯合印發《關於地方黨委宣傳部門與高
等學校共建新聞學院的意見》，在上海復旦大學召開，全面加速部校共建工
作的推進，高等新聞教育被認為具高度意識形態屬性，須通過共建工作將馬
克思主義新聞觀，作為首要任務，全面融入新聞人才培養過程的每個環節（侯
月娟，2016）。 
截至 2018年 8月，根據公開可查的報導資料，中國大陸全國共有 120

個各類部校共建新聞學院單位、項目，基本覆蓋了 31個省（市、區）。其中
廣西共建了 12所、北京有 11所、浙江 9所、上海 6所、貴州、吉林、遼寧、
江西、四川各 5所，其餘各省各有 1-4所（馬星宇、周宗龍，2018年 8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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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中國大陸內部對於「共建新聞學院」的相關研究，為數不少，主要
以「功能性」途徑為主，探討要求地方黨委宣傳部門及中央主要新聞單位，
與當地的高校共建新聞學院的政策，以及闡述共建對於新聞學院發展的助
益與推動成效（王江濤，2016；杜駿飛，2017；沈正賦，2019；侯月娟，
2016）。然而，敢於提出不同爭論者點出，共建在實際推廣過程中遭遇「價
值悖論」，如湖北省委宣傳部與武漢大學共建新聞學院的過程中，對共建真
正的主旨是「培養人才」或是「服務行政」產生質疑（王敏，2017）。該文
指出，「部校共建」是兩個部門的合作，一個屬於行政部門，具有決策治理
的職能：另一個屬於教育部門，以教書育人為職責，雙方價值取向和利益考
量，其實不盡相同。由於作者身在中國大陸，也未能再往下展開其間衝突價
值的細節描繪。

Xu（2018）強調，共建新聞學院政策乃中共企圖由高度商業化和數位化
的媒體環境中，提高意識形態教育的控制；王毓莉（2021）將共建新聞學院
模式分類為：「復旦大學模式」、「中國政法模式」、「廣東暨南模式」、「中
西部學校模式」，並發現共建制度的實行，「人」的影響因素比「制度設計」
的因素更大。在習近平總書記上任之後，共建執行的範圍有逐漸拓寬的趨勢，
不過此一政策，至今尚未達到全面共建，是各地方尚未有足夠的資源，進行
更大範圍的推動。因此，中國大陸「共建新聞學院政策」的執行，充滿了「因
地制宜」與「因領導而異」的狀態。
中國大陸的言論尺度正處於大倒退時期，隨著中共中央要求宣傳部門

「共建新聞學院」後，中國的新聞學院正處於陣痛期，在院領導不得不接受
政策的情況下，大學教師作為行動者的主體，在此期間的掙扎和企圖抗拒，
更顯得彌足珍貴。本研究企圖考察被共建的中國大陸重點高校的新聞學院
中，面對共建學院政策下，趨緊的意識形態控制下，對於馬克思主義新聞觀
融入新聞教育要求的做法，以及教師對相關意識形態控制的馴服與抗拒策
略。

貳、	文獻探討

習李體制上路後，2013年一份名為《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
報》（簡稱「九號檔」）在中共黨內地師級官員範圍內傳達，披露「七不講」：
要求不能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力、黨的歷史錯誤、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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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資產階級和司法獨立。同年 5月 4日公佈「加強高校青年教師思想政治工
作意見」（簡稱「意見」）指出：

少數青年教師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職業情感與職業

道德淡化⋯⋯不能為人師表，在有關各級加強領導和管控之外，要

求努力提高青年教師政治理論素養，進一步增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的理論認同、政治認同、情感認同，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

制度自信，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堅持正確政治方向。

加強中國夢的宣傳教育，組織青年教師深入學習領會中國夢的精神

實質，凝聚起實現中國夢的強大精神力量（BBC中文網，2013年
5月 28日）。

2013年 8月 19日至 20日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中，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強調：

要深入開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宣傳教育，⋯⋯要加強社會主義

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全面提

高公民道德素質，培育知榮辱、講正氣、作奉獻、促和諧的良好風

尚（博訊新聞網，2013年 11月 4日）。

該項談話後，一份名為〈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的講話精神傳達提綱〉
在網路上流傳強調，所有宣傳思想部門和單位，及宣傳思想戰線上的所有黨
員、幹部，都要旗幟鮮明堅持黨性原則。黨性原則不僅要講，而且要大張旗
鼓講、理直氣壯講、堅持不懈講，不要躲躲閃閃、含糊其辭（博訊新聞網，
2013年 11月 4日）。
顯見自改革開放時期的相對以新聞專業為發展方向的新聞傳播教育，到

了新時期，開始迴轉重申黨性與意識形態教育。以下檢視與本文相關的文化
霸權與意識形態相關理論，以及馴服與抗拒理論。

一、	文化霸權、意識形態與知識分子

義大利學者 Antonio Gramsci（1891–1937）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重要代
表人物，他以 32本《獄中札記》（Quaderni del carcere）完成了「文化霸權」
理論（cultural hegemony）的思考和探索，是一套解釋資本主義社會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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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如何實現並維持其統治的理論。任何政治霸權階段都是經過文化及意
識形態的不斷抗爭和妥協而致，解釋文化霸權的過程，其關鍵點即是對意識
形態的解釋，Gramsci將社會形態分為「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跟「市
民社會」（civil society），前者代表的是國家統治中施以壓迫性的單位，由各
種壓制性國家機器組成，例如軍隊、員警、司法單位；後者代表的是一般的
民間團體，以文化霸權的傳播與教導為主，如教育機構、大眾傳播、宗教。
而國家的組成是由政治社會和市民社會組織起的（Gramsci, 1971），政治社
會代表暴力與強制，而市民社會代表的是從經濟領域獨立出來的社會輿論與
意識形態領域（于文秀，2013），雖然國家體系是由政治社會的體系控制，
但要維持一般社會的秩序，市民社會才是關鍵點（張錦華，2010；譚光鼎，
1998）。
在具有高度民主程度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統治手段不依靠暴力，而是靠

宣傳，統治階級將通過知識與道德上的領導 （Gramsci, 1971），使民眾認同
進而達到其目的，西方資本主義階級讓市民社會成為國家統治的延伸，使得
文化霸權得以在市民社會進行意識形態的運作，Gramsci認為這便是強制力
量所保障的霸權（李光榮，2008）。
國家的領導若無法對民間社會產生道德共識及文化知識的說服力，霸權

的維繫就會相當危險。因此執政者為了有效統治市民社會以及化解對抗，必
會設法掌握市民社會，將其權力滲透到各民間團體中（張錦華，2010）。而
政府為維繫霸權體系的基本利益，經常是以抗爭、溝通、妥協的方式下不斷
轉換對於意識形態的共識，張錦華（同上引）認為 Gramsci的霸權理論就是
一個不斷解構—重構的過程（disarticulation-rearticulation），透過社會上不同
意識的概念分解重組，形成一套有機的意識形態（organic ideology），總結
來說，文化爭霸的精髓在於統治階級為鞏固其統治地位而從事的意識形態過
程。而統治階級可能是以顯性或是隱性的方式，控制市民社會，並將意識形
態滲透至市民社會中。鄭文俊（2001）指出意識形態可視為一種動員式的信
念體系，「文化霸權」為意識形態具體制度化的表現。
意識形態理論來自於法國學者 Althusser，承襲自 Gramsci和馬克思主義

的思想，並將馬克思主義的上層國家統治結構分為「壓制性國家機器」（Re-
pressive State Apparatus，簡稱 RSAs）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簡稱 ISAs），前者為軍隊、員警、法律等系統，後者則包
括了各種意識形態、教育、宗教等組織體系（Althusser, 1971）。前者為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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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態國家機器創造了一個空間，使得統治階層的意識形態得以在意識形態國
家機器中實現（孫竟陽，2014；張錦華，2010）。

基本上 Althusser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承接了馬克思主義的意識
形態思想，馬克思主義將經濟基礎反映在意識形態與上層建築政治複雜的關
係之間，其意識形態皆是佔有統治階級的思想，構成了現存社會生產關係的
一部份，馬克思與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將意識形態解
釋成「虛假的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而這是為了使人民認同現存的社
會制度，合理化資產階級統治的手段（王瑞鎰，2005；孫竟陽，2014）。

由於 Gramsci認為所有霸權的關係都必須是一種教育關係（Gramsci, 
1971），霸權在意識形態中運作，其主要運作者便是知識份子，所以他將知
識份子分為「傳統知識份子」（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與「有機知識份子」
（organic intellectuals），前者也就是社會上一般認定的知識份子，例如學者、
藝術家等，他們是獨立於社會團體之外的並具有自主性，是先前經濟結構下
所遺留的，但 Gramsci認為沒有任何知識份子能夠真正離開其他階級並獨立
著；後者是指與社會各階層密切並自覺地發揮組織和領導作用的知識份子，
他們是市民社會的組織者和霸權行使者（于文秀，2013）。

資本社會中的統治階級與勞動階級的知識份子，兩方經常在市民社會中
進行領導權的爭奪，即統治與被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鬥爭。由於 Gramsci和
Althusser皆強調在社會既有的結構下，人們還是保有相對自主性（Althuss-
er, 1971），因此 Gramsci進一步解釋社會上各階級都有知識份子（Gramsci, 
1971），當統治階級企圖從事意識形態的霸權時，被統治階級也會動員有機
知識份子進行抗爭（張錦華，2010），也就是說，無產階級知識份子的任務，
即在通過市民社會中進行知識和道德的改革工作，來改造與批判地吸收代表
舊社會及資產階級傳統的知識份子，從而抵消或侵蝕他們對自己的文化和意
識形態的傳播，使群眾獲得批判的革命思想意識（余超文，2009）。
關於文化霸權和意識型態主題的中國在地化研究，除了純粹以爬梳原典

核心概念，闡述 Gramsci基於當時時代背景中資本主義統治階級以「統治」
和「認同」行使權力運作外，亦提出無產階級在此其中，如何透過以歷史
集團或知識份子角度，爭奪意識形態的領導權（仰海峰，2006；余超文，
2009；張羽佳，2010），屬於忠於原典的研究學派。
另外一派的研究途徑，則是跳過時空和制度的細描，並且將知識份子的

角色相對弱化為可被宰制的個體，直接援引 Gramsci的文化霸權論，主張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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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培育與壯大中國的市民社會（李
玉華等人，2011）；以 Gramsci文化領導權理論，提醒不僅只要掌握好意識
形態工作領導權，更要打好意識形態工作的「陣地戰」，充分發揮有機知識
份子教育宣傳的作用，通過思想政治教育培養知識份子（吳曌，2018；魯霖、
盛邦躍，2010），屬於理論為用派。
本研究聚焦探討大學場域中的知識分子對於宣傳部門共建的抗拒策略，

屬於「忠於理論派」少見的實際動態過程分析，更可以凸顯前述「理論為用
派」只看到知識分子維繫既有意識形態的盲點。
早在 2001年，作為中國共建新聞學院的先行者，上海市委宣傳部就與

復旦大學簽署了共建協議，在其新聞學院設立院務委員會。上海市委常委、
宣傳部長兼任主任，相關負責人以及業界知名人士擔任委員，負責制定學院
發展規劃等重大事宜。雙方在教師掛職鍛煉、記者編輯授課、學生實習就業
等方面創新共建模式（鄭海鷗、王玨，2014年 9月 16日）。為貫徹中央領導
指示精神，2013年 12月，中宣部、教育部聯合印發《關於地方黨委宣傳部
門與高等學校共建新聞學院的意見》，在上海復旦大學召開現場會，全面推
進部校共建工作，先行試點 10所高校（侯月娟，2016）。

根據資料顯示，2014-2016年為高峰期，陸續有：中國人民大學、南京
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海南師範大學文學院、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吉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重慶師範大學、復旦大學、鄭州大學、湖南師範大學、廣西大學、清華大學、
西北師範大學、蘭州大學、杭州師範大學、中國海洋大學、新疆大學、安徽
師範大學傳媒學院、中國政法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寧夏大學、山東大學文學
與新聞傳播學院等共建學院。

2016年習近平在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強調：

要堅持把立德樹人作為中心環節，把思想政治工作貫穿教育教

學全過程，實現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開創我國高等教育事

業發展新局面（新華社，2016年 12月 8日）。

而教育部長陳寶生則提出：「敵對勢力對我們的滲透首先選定的是我們
教育系統，是校園。」（鳳凰新聞，2016年 12月 10日）所以他強調要加強
黨對教育系統意識形態的領導。但這也引起一些公知評論反彈指出，大學是
孕育創新者與批判者的大本營，而大學教授、學者是引領社會發展的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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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政府任何想要統一人們思想和言論的社會，便會對這些引領思想和探究
知識的教授們下手，讓他們只有一種聲音，將教授們當成一種只會回答標準
答案的機器（宋石男，2016年 12月 11日；喬木，2016年 12月 11日）。

從中國教育部與宣傳部門，企圖以共建學院或創建研究基地的作為來
看，除了政治上的霸權宰制外，透過實際經費補助來控制高校對於政治意識
形態的臣服，才是背後的邏輯。共建新聞學院政策中，最具體的展現是對於
要求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融入新聞教育的要求，因此，本文企圖考察在共建新
聞學院的發展下，學院如何面對此一要求？

二、	馴服與抗拒策略

Foucault對於權力的觀察分析指出，有權力就有反抗。正因如此，對於
權力來說，反抗並不是外在的，權力關係只有依據眾多的抵抗點才能存在。
在權力網絡中，這些抵抗點無所不在，同時，不存在著一種關鍵的抵抗點，
而是多種抵抗點。確切的說，反抗只存在於權力關係的戰略範圍之內，而
反抗點的分佈穿過社會上各個層次和所有個人（Foucault, 1978／尚衡譯，
1992）。
關於中國大陸的新聞教育發展，北京大學新聞系長久居於新聞科系第一

志願。此與蔡元培先生（1868–1940）於 1916年至 192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
時期，提倡「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校風，推行教育改革，開學術自由之
風，有重要的關係。此舉也使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五四運動的策源
地。而該校所奠定下的新聞科系典範，也大大影響著整個新聞教育體系。
本文認為雖然黨國機器從未放棄透過教育體系灌輸意識形態，然而屬於

大學校園中被定義為知識份子的教師，儘管在行政位階上屬於被宰制的地
位，但仍應有其主體能動性。
耶魯大學教授 James C. Scott以「弱者的武器」描述農民反抗的日常形

式，分析「權力」的運作，他認為支配者從未絕對控制整個舞臺，在權力運
作的網絡中仍有縫隙。農民運動的抗拒策略，是避免公開的與權威結構產生
衝突，但仍可達成抗拒目的（Scott, 1990）。本文擬援用此一架構，觀察「共
建新聞學院」政策的權力行使，以及大學教師的馴服與抗拒。

Scott（1990）將從屬者與統治者的互動，區分為「公開文本」（public 
transcript）和「隱藏文本」（hidden transcript）。他認為權力越不平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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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文本」越容易接近刻板印象，他認為若只觀察支配者與從屬者間「公開文
本」，很容易落入霸權理論（hegemony）所主張，受支配者乃是受到支配意
識形態洗腦，因而產生志願性的服從現象。由於 Scott不相信「公開文本」
是權力交鋒的全貌，所以他提出了「隱藏文本」的概念，他認為如果「公開
文本」是支配者與被支配者在舞臺上的表演，那麼「隱藏文本」就是發生在
幕後的論述與行動，而且此部分是權力所有者，無法直接觀察到的（Scott，
同上引）。 
他認為公開文本和隱藏文本之間，是不斷鬥爭的區域，而非一面實牆。

不過，Scott 也提出，這並不是說公開的言行便是虛假的，而隱密的言行才
是真的，更重要的是研究兩者之間如何互相界定、交互滲透與鬥爭的過程。

Repnikova（2017）雖然提出儘管提出過去中國官方透過各種管制手段，
企圖壓制大學師生，但是教師與學生仍然不斷地對中國政黨的意識形態控制
進行抗爭。另一項研究（王毓莉，2021）指出，被共建的新聞教育，呈現新
聞專業與政治力的波段拉鋸，「專業新聞學教育」曾被重視，目前更重視「政
策新聞學教育」。主導學院發展方向可分成三種：「宣傳單位主導模式」、「學
院主導模式」、「雙頭領導模式」。
然而上述的研究，較缺乏對於身處共建制度中被宰制象的探查與細描，

無法具體勾勒目前被共建新聞學院師生面臨的實際問題與應對策略。因此，
本文企圖考察在共建新聞學院的政策下，被共建新聞學院師生的抗拒策略。

參、	研究方法與問題

相較於先前王毓莉（2021）〈中國大陸新聞傳播教育發展之新方向：對
於共建新聞學院的考察〉一文的鉅觀考察，本文無意重複探討共建機制問題，
因此本文聚焦新聞學院中「教師」角色的微觀層面，期望洞察在該政策下，
教師的因應策略與抗拒的可能性。
由於研究關切的核心是教師對於共建政策的「抗拒」，屬於相對高敏感

性議題，除了中國大陸內部的學者不可能處理此一命題外，對於境外學者大
規模調查方法取得所有「被共建」新聞學院的資料、比較「被共建」和「非
共建」新聞學院的影響性，亦有所限制。然而本文研究關懷目標，是在新聞
學院中任教和從事研究的教師，在面對此一政策下，若無意順從政策主流命
題的教師，是否能夠有所選擇？及其可能的抗拒策略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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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由於各校執行「共建新聞學院」的內涵迥異，限於研究篇幅無法
做全面性探討，本文將僅將研究範圍設定於考察在共建新聞學院的發展下，
學院如何面對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融入新聞教育的要求？其次，觀察對應此一
政策下，共建新聞學院教師的馴服與抗拒策略。

研究問題一：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融入新聞教育的政策與推展為何？
研究問題二：對於共建新聞學院政策教師的馴服狀況與抗拒策略為何？

因此，本研究採取「次級資料分析法」和「深度訪談法」。主因在於中
國大陸採取共建新聞學院的校系單位，超過 120個，基於研究時間與人力，
無法採取普查，且因各校系的作法有所差異，乃以「次級資料分析法」，蒐
集各校教師發表於期刊的各校共建等相關文獻，予以補充。
本研究採取「深度訪談法」，以滾雪球方式，於 2018年 11月 9日至

2018年 12月 3日，在中國大陸的三個城市（南京、上海、北京）和臺灣（研
究對象赴台期間），總共成功訪談 18位中國大陸被共建新聞學院的行政主
管、教授，以及 2位就讀碩博士研究生，共 20人次（詳見表 1）。1

肆、	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融入新聞教育的政策與推展

共建新聞學院政策推行中，部分新聞學院對共建新聞學院的政策，給予
積極的參與及主動的配合，因為基於利益上的考量，可以獲得項目經費、硬
體大樓建設、科研上的合作、媒體掛職制度 2 的執行及教學與實習名額上的
保障。
然而，本文更關注的是新聞傳播學院被宣傳部門共建後，在意識形態面

向上的影響，首先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後簡稱「馬新觀」）需要進一步融
入新聞教育的要求，最令大學教授們感到困惑。
原先馬克思主義相關課程，即已被中國大陸的高校教育安排在思想政治

1 為保護受訪者個人隱私，意見採匿名處理，受訪者之編號，乃以受訪者本名的姓氏筆畫順序排列。
受訪對象中包括當時已經被共建新聞學院的行政主管和教授，藉由行政和教職視角觀察此一政策
的影響，至於碩博士生則在於從學生角度觀察學院的轉變與學生具體感受的影響。受訪者所表達
的意見不僅對於本學院的洞察，也包括對於同業其他學校的比較觀察。

2 為鼓勵學界與業界的交流融合，提供更多機會讓沒有實際工作經驗的學校教師到業界掛職鍛煉，
了解一線的運作。少數學院教師深度參與、多數偏向表面性的參與接觸。大部分的教師在掛職期
間，日常教學不停，課堂時數不減少，教師需要兩邊同時兼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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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受訪對象與背景
訪�對� ��別 訪��間

S1 學者 1 2018/11/14

S2 學者 2 2018/11/15

S3 碩�士生 1 2018/11/11

S4 學者 3 2018/11/13

S5 學者 4 2018/11/16

S6 學者 5 2018/11/17

S7 學者 6 2018/11/09

S8 學院主� 1 2018/11/13

S9 學者 7 2018/11/10

S10 學者 8 2018/11/13

S11 碩�士生 2 2018/11/09

S12 學院主� 2 2018/11/11

S13 學者 9 2019/12/03

S14 學院主� 3 2018/11/15

S15 學者 10 2018/11/17

S16 學者 11 2018/11/09

S17 學院主� 4 2018/11/17

S18 學者 12 2018/11/11

S19 學者 13 2018/11/16

S20 學者 14 2018/11/16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課程中，不少中國的政治領域學者提出，為了更好地完成黨的十九大提出的
事業和工程，高校思想政治課理論課教師，應用學生歡迎的方式貫徹黨的大
政方針。思政課教師提升意識形態話語權，有助於讓大學生理解及認同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制度是符合中國歷史傳統和具體國情（張永
遠，2019；韓剛等人，2019）。由於馬克思主義是意識形態的主旋律，於是
共建新聞學院政策提出後，各高校被要求「馬新觀」需要當成「主教材」發
展，並且要求融入新聞學院的「各科目」教材中。
新聞學院的教師們產生的困惑在於，如何闡釋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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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馬新觀與具體新聞實踐做銜接？又，如何將馬新觀融入新聞傳播的各個科
目中？例如馬克思曾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
史達林著作編譯局譯，1961）指出，報刊按其使命來說，是社會的捍衛者，
是針對當權者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無處不在的耳目，是熱情維護自己自由
的人民精神的千呼萬應的喉舌。原始的馬新觀並不排斥新聞批評和後來中國
大陸發展的新聞輿論監督，歷屆中共領導人亦肯定此一理念，3 形成了市場
化媒體中新聞輿論監督的百花齊放現象，此其中又以廣東的南方報業集團被
視為最佳典範，直到 2012年的《南方周末》新年獻詞發生為止。

綜觀中國大陸各高校，皆使用高等教育出版社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
建設工程（後簡稱「馬工程」）教材。「馬工程」專案自 2004年 4月正式啟動，
其重要建設目標之一，為有目的、有組織、有計劃地編寫 139種覆蓋高校思
想政治理論課、馬克思主義理論、哲學、新聞學、政治學等哲學社會科學專
業的基礎理論課程和專業主幹課程教材（湯廣花，2019年 8月 8日）。
共建新聞學院政策實施後，為了進一步將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付諸實踐，

教育部、中共中央宣傳部於 2018年發佈《關於提高高校新聞傳播人才培養
能力實施卓越新聞傳播人才教育培養計劃 2.0的意見》，要求教師以言傳身教
帶動學生樹立正確的新聞觀，為新時代新聞傳播人才打牢思想基礎。各個學
院皆被要求將馬新觀的思想政治教育貫穿到每一個課程當中，進而影響學生
的思想，強調馬新觀的重要性（沈正賦，2019）。
然而中國大陸新聞學門領域中，真正主要研究馬克思主義新聞思想的學

者並不多，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陳力丹，長期投入馬克思主義，出版論著 11
本相關著作，其中包括《精神交往論－馬克思恩格斯的傳播觀》（1993）、《馬
克思主義新聞思想概論》（2003）、《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思想體系》（2006）、
《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2008）、《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新聞》（2009）、《馬
克思主義新聞觀教程》（2011、2015）等。是少數全心於研究馬克思主義的
學者，從馬克思、恩格斯原典去理解其新聞觀點，為馬新觀提供了基礎性研
究素材。
由於各個高校尚未有統一的馬新觀教材，有些學校開始組織團隊編寫馬

新觀教材，有些學校使用上述陳力丹教授的人大版、童兵教授的復旦版《馬

3 鄧小平在黨的十三大報告中，首次以「輿論監督」取代了傳統「報紙批評」；江澤民在十五大報
告中強調，共產黨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一切幹部都是人民的公僕，必須受到人民與法律的監督，
他提出要把黨內監督、法律監督、群眾監督結合起來，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到了胡錦濤時期，
市場化媒體呈現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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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義新聞觀讀本》（童兵主編，2016）、丁柏銓教授的南大版《馬克思主
義新聞觀：理論與實踐》（丁柏銓、雙傳學主編，2016）和清華的劉建明教
授版《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理論基礎》（劉建明主編，2009）。中國傳媒大學
新聞傳播學部則沒有使用馬新觀教材，該學院把中國新聞獲獎的作品進行梳
理，製成馬新觀案例教材（S19）。
除了上述高校剛巧有出版馬新觀教科書的資深教授，擔任授課外，由於

馬新觀課程的內容具有一定深度，學院中青年教師擔心難以妥當地詮釋及講
授馬新觀，一般不太敢開立講授馬新觀課程，因此大部分高校以資深教授負
責為主（S2）。
不少新聞學院會由資深教師開課，但是以講座形式進行，例如北京師範

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由執行院長喻國明開設「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與中國國情」，
該課程主要以外聘教師來授課，外聘教師包括對馬新觀本身有研究學者或是
共建單位中具有理論素養的從業人員（S2、S8、S17）。華中師範大學新聞傳
播學院在「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大講堂」，曾邀請復旦大學教授李良榮及童兵，
作為講座主講人（華中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2019）。

對於由不熟悉馬新觀的教授來授課，恐怕會造成負面的影響，因此「外
部專家策略」，被許多學院運用為避禍策略，藉由邀請外部對馬新觀有專門
研究或專著的專家學者講授，避免犯錯而被學生舉報（S2、S4、S8、S14）。

整體而言，馬新觀課程還能夠以講座形式執行，但是對於融入各科目教
學的要求，是目前最為困擾之處。大部分受訪者皆表示，馬新觀思想政治的
教育要滲透到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各個專業課程當中相對困難，有的教師甚至
不懂得如何將馬新觀的概念融入每一個課程當中（S2、S5、S8、S14）。
而《實踐中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案例教材，由全國 14所高校新聞傳

播院系專家學者、中央新聞單位資深編輯記者參加編寫，收錄近 60個新聞
報導典型案例（丁峰，2015年 1月 4日）。
不少受訪者表示，正面表列不如提出反面事例，才能讓學生更清楚瞭解

馬新觀正確的方向。受訪者（S6、S15）舉了兩個例子，《華商報》報導，
內容提及安塞區吳治保家庭裡五個孩子，其中三人考入清華大學，一人考入
北京大學。隨後，安塞區委書記任高飛代表區委、區政府以「耕耘家庭」的
名義特別獎勵吳治保家庭，頒發了 30萬元人民幣作為獎勵資金（賀秋平，
2018年 7月 9日）。其次《大河報》報導，山西呂梁高浩珍結婚，他 11個姐
姐合資 23萬人民幣讓他買房結婚（大河報，2018年 7月 11日）。原先兩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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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表現的是正向，鼓勵或是人情味的新聞報導，但是兩則新聞卻都違反中
國大陸計劃生育政策，因此兩則新聞報導既不符合黨性原則，亦不屬馬克思
主義新聞觀。
上述舉例多少有嘲諷之意，不少受訪者認為以馬新觀的概念編選出的案

例教材引發較多爭議，將新聞實務界中的報導，強硬地說其符合或不符合馬
新觀的報導方式，這樣的邏輯既有不盡合理之處，也容易產生倒因為果的問
題（S6、S8、S13、S15）。

受訪者（S1）指出，馬新觀課程所使用的教材已經與馬克思主義思想原
典逐漸悖離，不少教材主要講述現實面的領導人相關事跡。關於馬新觀課程
的看法，受訪者 S6和 S15認為一切必須要回到馬恩原典的論述，而非以實
用主義方式來理解認知或詮釋馬克思主義，如此一來將使得馬新觀淪為服務
於統治者，而非學術性探討。
整體而言，在「共建新聞學院」政策氛圍下，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被「神

主牌化」和「工具化」，嘴裡說著重視馬新觀，但是內涵不強調閱讀與理解
馬克思原典，只強調如何讓馬新觀與黨的意志與意識型態控制做連結，所以
不少學者私下表示：「無法教，不會教，也不敢教了！」因此，經由講座安
排的「外部專家策略」，成為多數馬新觀課程的執行方式。

伍、	共建新聞學院的馴服狀況與抗拒策略分析

關於共建學院對新聞學院帶來的影響，20位受訪者有 7位對於部校共建
政策樂觀其成，持有正面態度（S1、S2、S8、S9、S10、S12、S18）。支持
共建合作的主要原因包括獲得更多資源，經費，課題及實習名額。有些受訪
者認為能夠獲得項目與課題經費（S1、S2），申請的命題可以按照自己研究
的自主性（S10）；其次，亦有新聞學院發現在共建政策落實後，相較之下
學院比以往更容易從校的層級爭取到內部的其他資源（S8、S18）。另一個意
外的發現，受訪者提出所有權力內部都是有縫隙的，若把來自外部共建的力
量當成對於一個可能獨斷的新聞學院權力核心的監督，不失為一種制衡和制
肘的力量（S8）。
另外 7位受訪者基於「實然面」無選擇機會的因素，對共建政策抱持

「不反對、不支持」的態度（S5、S6、S14、S15、S17、S19、S20）。S15指
出學院領導階層對於共建單位的態度，主要考量宣傳部門委派的任務和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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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然而，此類態度的師生是基於需要迎合上層的決策，其實心中並不歡
迎宣傳部官員介入學院日常事務（S6）。多數受訪者認為共建雙方在管理有
序，互不干涉的前提之下，獲得資源合作及加大共建力度是可以接受的（S5、
S14、S19）。有的人不贊成共建的模式，但亦不否認共建實際對中國新聞院
系的發展帶來益處，至少軟體、硬體建設上學院得到一定的發展（S17）。
不過，也有 4位受訪者認為，共建學院對新聞學院帶來負面的效果（S3、

S4、S7、S13）。受訪者指出，部校共建最大的問題為價值上的偏差，共建後
由外部派任院長，非以學院的教學和科研的角度去考量學院的規劃，而是從
市委宣傳部指派任務的角度，如何做好意識形態教育，為黨培養學生的角度
來考量學院的發展（S3）。新聞輿論監督在一般正常的情況應是通過媒介進
行社會治理，然而目前的情況卻反過來治理媒介。宣傳部從教育機制著手，
對新聞學院進行意識形態管控，形同政治權力的黑手直接伸到大學內，如何
培養學生具有獨立、批判思考、和具備新聞專業的價值觀（S1、S4、S13）。
部校共建實質性的涵義和指向，對於新聞工作的要求和學院的導向，已經使
得中國的新聞傳播教育產生巨大改變和價值的悖離（S3、S7）。
不管對於共建學院政策的基本態度為何？在此制度勢在必行的情況下，

受訪者也指出，從最初政策具有開放性，仍允許不同闡釋的角度，後來逐漸
演變成往單一的方向發展，共建政策確實對教育者造成了一定的影響（S7）。
在此期間，被共建學院的教師，也發展出各種馴服與抗拒策略的生存之道。

一、	研究方面的抗拒策略

對於中國大陸高校的教師而言，研究經費的來源大致分為兩個來源：
學院教師申請的課題研究經費來自於（一）縱向課題：國家社科基金項目、
省一級或市級政府課題，屬於官方命題；（二）橫向課題：來自企業。
其中類似臺灣科技部 4 計畫層級的中國國家社科基金，成立於 1986年，

主管機構為中宣部下之「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1991 年，中宣
部於全國社科領導小組下設立相應的辦事機關「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
室」，專責制定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發展方向、掌握社會科學研究訊息，以
及負責社科基金的管理、籌措、審核與鑑定等業務。而在中央成立全國社科
辦後，各省市、自治區（含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陸續成立相對應的地方社科

4 2022年 7月 22日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科技部」改制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國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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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小組與地方社科辦，代為受理國家社科基金的相關業務（王信賢、鄧巧
琳，2020）。
國家社科基金設有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黨史·黨建、哲學、理論

經濟、應用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法學、國際問題研究、中國歷史、世
界歷史、考古學、民族問題研究、宗教學、中國文學、外國文學、語言學、
新聞學與傳播學、圖書館・情報與文獻學、人口學、統計學、體育學、管理
學等 23個學科規劃評審小組以及教育學、藝術學、軍事學三個單列學科。
當中包括重大項目、年度項目、特別委託項目、後期資助專案、西部專案、
中華學術外譯專案等六個類別，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另設有青年項目。爭取國
家社科級別的研究經費補助，為中國大陸大學院校教師的最高「縱向課題」，
省市級的政府命題則為其次，最後才是屬於來自企業的「橫向課題」。

國家社科基金級別研究項目的命題，是由下往上投稿的概念，最初由國
家社科基金相關單位徵求題目，學者自發的將自己想做的命題提交上去，經
過審核之後，最後將中選的命題以名單的方式統一公佈（S4）。不過受訪者
透露，有的學者會揣摩官方的想法，提交上去的命題會加上特定關鍵詞，如
「習近平」一詞，以提高申請項目的命中率（S5、S4、S14）。也有人指出，
提交上去的命題含有特定關鍵詞，同時與自己的研究方向相結合，這樣取得
項目的成功率更高（S14）。

受訪者指出，黨發現收買學者是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提供高額的課題經
費，比如一個十萬、二十萬人民幣的課題，有的學者因此心理動搖，進而願
意執行該課題項目（S1）。如此一來，基於現實層面的考量，有的會選擇馴
服，積極揣摩上意，去迎合申報成功率高的主流研究命題或是為了職稱，去
執行特定的課題項目。
據此，本研究進行次級資料蒐集發現，以 2014年至 2021年中國大陸立

項通過「國家社科基金」和「青年項目」的命題為例（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
作辦公室，2021年 9月 24日），2014年通過項目名稱包含新上任領導人「習
近平」名字的，為 0件。 2015年有 2件「國家社科基金」和 14件「青年項目」，
如：《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重構政治生態” 重要論述研究》、《習近平總書
記關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重要論述研究》、《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思想與黨
的思想政治教育發展研究》、《習近平總書記對外傳播思想研究》等。2016
年有 20件「國家社科基金」和 5件「青年項目」，如：《習近平總書記治國
理政思想的邏輯理路和戰略意蘊研究》、《習近平總書記“人類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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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及其對馬克思主義的新貢獻研究》、《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黨的領導是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特徵”重要思想研究》。2017年有 49件「國家社科基
金」和 7件「青年項目」，如：《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意識形態工作思想的總
體性研究》、《習近平總書記教育思想貫穿中小學教育教學全過程研究》、《文
化自信視角下習近平總書記對毛澤東文化思想的繼承與發展研究》。2018年
有 90件「國家社科基金」和 12件「青年項目」，如：《習近平新時代國家
治理思想研究》、《習近平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思想研究》、《習近平總書記網
路空間治理思想及其實踐路徑研究》、《習近平新時代國家治理思想的內容體
系、理論創新與當代價值研究》。

2019年有 40件「國家社科基金」和 3件「青年項目」，如：《習近平新
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的歷史地位研究》、
《習近平關於網路強國重要論述研究》、《習近平關於新聞傳播重要論述研
究》。2020年有 29件「國家社科基金」和 3件「青年項目」，如：《習近平
關於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重要論述研究》、《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思想融入大中小學思政課一體化建設研究》、《習近平關於愛國主義教育重要
論述研究》。2021年有 27件「國家社科基金」和 7件「青年項目」，如：《習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話語體系研究》、《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論
體系研究》、《習近平總書記大歷史觀的豐富內涵與現實意蘊研究》。
研究發現，國家社科基金立項名單上所出現含有「習近平」一詞的研究

命題數量顯著，有受訪者透露，領導人習近平自己也察覺到含有太多「習近
平」關鍵詞的命題不太恰當，因此提高申報難度，讓有關命題不容易申報成
功（S8），才使得數字逐漸下降。不過，整體而言，本文認為造成此一現象
有兩種可能性，主要為國家政策，鼓勵大家作領導人相關研究命題；另或許
是學者過度揣摩上意而出現的現象。有受訪者認為，關於習思想的研究，出
現在不同的學科，如新聞思想、文學思想等，可見政權越來越走向權力集中
（S13）。

王信賢、鄧巧琳（2020）針對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研究也發現，社科基
金幾乎是社會科學研究者學術榮譽最重要的選擇，學術資源完全集中於政府
手中，讓此些知識分子「別無其他選擇」。故從所呈現出的「詞頻」可發現，
社科基金獲補助的項目與「課題指南」高度重疊，且此部分在習近平掌政後
更加明顯。
大學教師對於研究課題的選擇與研究方向，可體現教師個人部分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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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觀念。然而受訪者指出，上述國家社科基金的課題，對於新進的年輕教師
尤其容易受到影響，他們在初入高校選擇研究領域時，考慮因素很多，主要
是此一選擇，將影響他們未來評職稱、升等的時間或是難易度。而執行國
家社科基金的研究命題更能加速升等，因此年輕老師不太願意接橫向課題
（S5），加速了學術上的自我馴服。

不過，也有部分學者在觀念上抱持「分裂」的心態，將自己的價值隱藏
在背後，前臺照常表現出符合規範的行為（S7）。此類學者傾向避開國家社
科基金申請，選擇拿橫向研究課題，主因在於項目較無政治性、自選題機率
比較高、核銷相對容易等（S2、S4、S9、S14）。也有部分學者趨向選擇投入
偏量化或新媒體領域的研究項目，避開較敏感的研究命題（S7）。另有受訪
者認為，儘管國家社科課題無法純然避開主流意識形態，如習思想相關領域
（S1），但研究設計上或許能夠避開比較敏感的議題（S7）。

對於不認同的國家研究命題，有些學者會表現出：漠不關心、消極應對
態度，對於和自己價值不相襯的研究主題，選擇少做或不做的方式（S1、
S3、S7、S9）。

二、	教學方面的抗拒策略

新聞學院作為培養新聞工作者的基礎平台，共建新聞學院的政策執行過
程中，若干教育理念與指標，和原先新聞教育的理念，具有相當程度的悖離，
對於教師課堂上的教學，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特別是隨著中國大陸多所大學教師，因課堂言論而被學生舉報事件，層

出不窮，山東建築學院教授鄧相超、北京師範大學古代語言學副教授史傑鵬、
山東工商學院副教授李默海、重慶師範大學譚松等人，最後皆遭到校方處理，
引起了學界的一番議論。廈門大學教授尤盛東課堂上的政治言論，遭學生舉
報，甚至遭到開除（黃麗玲，2018年 6月 29日）。舉報事件被媒體報導之後，
產生了明顯的寒蟬效應。尤盛東透露，有些教師得知舉報事件後，感到恐懼，
不敢再發表評論（馮昭、陳家倫，2018年 6月 30日）。

整個中國大陸新聞教育的大環境中，原本在改革開放後，新聞專業領域
尚可討論的「新聞專業主義」、「新聞自由」、「公共性」等詞彙，近幾年都
成了敏感詞。不少受訪者指出，許多大學教師會認為自己無法表達清楚特定
的敏感性議題或詞彙，進而限制自己的言論尺度，避免在課堂上講述（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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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4、S19）。有的教師甚至在課堂上，拒絕與學生講述及討論特定敏感性議
題（S9）。
共建新聞學院政策對於學院及教師教學上造成一定的影響，在不得不馴

服此一政策下，也同時發展出一套抗拒策略，分別為「翻轉課堂策略」、「推
薦參考教材策略」、「案例意義策略」、「閱讀原典策略」、和「抽象與隱晦表
達策略」五種策略。

(一 )翻轉課堂策略
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概念來自西方，針對的是傳統教室的改

革，傳統教室以教師為中心，每節課都是由教師主導，從教師的角度思考及
設計教學活動，主要以演講佔據多數課堂時間。在此模式下，學生是接受器，
常孤立學習，自己練習精熟，缺乏學習指導，學習成效當然難以達到預期目
標，時遭詬病，而成為教學改革的焦點。而翻轉教室課堂的提出，乃是以上
課教學時間用在學生協同合作，以學習理解和問題解決等高層次能力，而不
是用來做教師教學講演（黃政傑，2014）。

而此種教學改革方式，正好可以被應用在當前中國大陸，老師可能「多
說可能多錯」的教學環境中。受訪者指出「翻轉課堂」方式，使得教師在課
堂上，無需扮演主要講述內容角色，可以讓學生透過指定教材的閱讀，反思
書寫報告，隨後在課堂上引導學生進行不同觀點的爭論，過程中無絕對的對
錯，讓學生透過論點交鋒，之後老師適當提點，做教材的吸收。例如課堂中
教師指定教材，讓學生閱讀Walter Lippmann（1889-1974）的《公共輿論》
著作，再請學生將之與中國大陸的輿論教材進行比較分析，學生自然會有所
發現（S6）。

(二 )推薦參考教材策略
改革開放政策實施後，對外開放與國際市場接軌，為重要的改革措施，

因此，中國掀起英語學習熱潮。 然而，2020年中國大陸教育部門禁止小學
和初中使用海外教科書，以及 2021年被認為最國際化的城市上海，教育部
門在八月份禁止當地小學舉行英語期末考試時，許多人感到震驚。官方所宣
稱的理由為：中國當局正在減輕學生的學習任務，致力於減輕家庭和家長的
負擔。但是仍有許多人忍不住將上海的決定，視為對英語和西方總體影響的
抵制，許多人稱這種現象為「開倒車」或中國的「大躍退」（袁莉，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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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9日）。
其實在此之前，受訪者也指出，雖然沒有正式的官方文件，但是大學也

不鼓勵原版英文和翻譯書籍，尤其是在新聞傳播或政法相關學門（S5）。儘
管不能將西文原著作為指定教科書，但受訪者指出，不少大學教授仍在課堂
使用西文教材，僅將其列入參考書目清單，實際上還是使用中，學院高層從
書面上不會發現（S4、S5、S11）。

而在羅列參考教材時，教師可以透過閱讀教材的設計與鋪排，直接或間
接的隱含教授的價值體系與觀點，讓學生可以系統化學習，企圖啟蒙學生
（S7）。

(三 )案例意義策略
隨著社會和校園輿論空間不斷緊縮，然而新聞傳播學院教師的教學，仍

需要在此大環境下生存，傳道授業解惑的職責仍在。
受訪者（S4、S13）指出，可以根據案例與事實講述，形式上採取學術

性地討論案例，通過案例推薦，表達自己的觀點。例如：在課堂上與學生分
享兩部影片，電影《桃花扇》裡的男主角馮喆，他死在毛澤東思想的學習班
上，被人在麻袋裡打一頓，然後在鍋爐房裡頭上吊，故事背景在文革時期。
其次，話劇作品《蔣公的面子》，全劇借用抗戰背景，從歷史、權力、人性
角度，揭示了知識分子面對強權時的複雜心態。受訪者認為，不需告訴學生
特定口號，僅透過案例分享，就得以讓學生自行思考及瞭解案例背後所要表
達的價值。
另外關於新聞學專業的核心觀念，將 1999年《南方週末》的新年獻詞

《總有一種力量讓我們淚流滿面》、在課堂上講述法治新聞報導時推薦已公開
發表的案例，如 2003年《孫志剛案》、2009年《成都女業主唐福珍自焚案》
等個案，編寫入教材，引導學生自我閱讀，再進行討論（S4、S13）。

上述個案中，1999年《南方週末》的新年獻詞，主編寄語「讓無力者有
力，讓悲觀者前行」，已成為《南方週末》為弱勢群體代言、奉行人文關懷
的象徵性口號（溫如慧，2014年 9月 3日）。《孫志剛案》是原籍湖北黃岡
的孫志剛被廣州市人民政府執法機關以三無人員的理由收押，被發現在一家
收治收容人員的醫院死亡。之後由南方報業集團中《南方都市報》記者調查
發現，他是拘禁期間被收容所員工毆打致死，全案被媒體報導後引起全國討
論，最終廢除了被認為違憲之疑的收容遣送制度。《成都女業主唐福珍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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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亦在網際網路上引起熱議，《南方都市報》發表社論，對地方官員暴力
拆遷無視生命提出質疑。
整體而言，上述個案都是市場化媒體對於監督權力執政者的專業表現。

大學教師除了講述一般課綱內容之外，採取案例討論的方式，期望提點學生
自行閱讀個案背景，了解案例背後的意義，避免需要在課堂上赤裸裸表述的
風險。

(四 )閱讀原典策略
教師鼓勵學生閱讀馬克思原典，從原典的角度出發，啟發學生多思考、

多批判及爭論，瞭解事情的全貌，而非閱讀經過曲解含義的內容教材（S15）。
類似《自由主義新聞理論》課程中，教師也會安排學生閱讀許多西方古典教
材，如英國著名哲學家和經濟學家 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十九世紀
影響力很大的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家，教師和學生再進行學術上研討，而非從
政治上進行批判（S11）。

關於「新聞自由」的概念，並非完全不能碰觸。受訪者指出，可從中國
憲法權利去討論，讓學生閱讀憲法權利，進而讓他們自行判斷（S4）；也可
要求學生閱讀馬克思原典內容、中國歷代領導人的講話、十八大報告內容去
詮釋「新聞自由」（S6）；亦可從法理上去分析，講述自由沒有絕對的自由，
而是相對的自由（S2），這是一個折衷的提法。

當有些觀念不允許在課堂上直接討論，有些教師會通過理論層次高度，
讓學生大量閱讀文獻，不落實到現實主義的層面探討，如讓學生研讀關於「新
聞專業主義」、「公共性」等內涵的教材或文章，但是在課堂上不公開討論中
國社會是否需要西方的觀念，讓學生從閱讀中體會（S16）。
至於表達言論場域的鬆緊變化，則可以要學生將當時最新的 2017年 10

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原始文件，透過比較十七
大、十八大的原文，自然會發現憲法人民四權：知情權、監督權、參與權、
表達權，在十九大已不復見（S6、S15）。

（五）抽象與隱晦表達策略  
「新聞專業主義」一詞逐漸成為敏感詞，受訪者指出會以新馬克思主義

理論的角度，闡述公共領域和西方公共廣播電視體制，以學術化、歷史化的
角度講述及表達個人的觀點，將客觀性、專業主義放在美國的語境底下，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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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課堂上對學生特別強調，要從西方看待中國的角度，去思考中國社會的
大層面（S5）。
亦有受訪者指出，資深教師對於詮釋「新聞專業主義」把握度更高，可

將內容抽象化，從邏輯上用內涵、外延的各種分析法去詮釋分析新聞專業主
義的內涵。聽得懂課程內容的學生，自然明白教師課堂上所要表達的價值觀
點；而聽不懂的學生，當自行無法判斷該教師的價值取向，亦不會作出舉報
的行為（S8）。
當涉及敏感詞彙時，有受訪者使用隱晦的表達策略，例如以職責、權利、

義務、規範去替代說明「新聞自由」的內涵，而避免使用「新聞自由」一詞
（S14）。亦有受訪者表示，曾經間接聽過中學老師，為了讓學生了解「八九
民運」，但是不能直接在課堂上詮釋及討論，於是給學生關鍵字 89，讓學生
們自行搜尋資料或是詢問家長，從而瞭解相關敏感議題（S7）。
不過，不少本研究受訪者仍認為課堂上還是能談敏感詞彙，他們堅持自

己身為教師的職業操守，堅守底線在課堂授課，強調教師不應該受到太多因
素的干擾（S1、S2、S6、S8）。

陸、	研究發現與討論

共建新聞學院乃自上而下的政策，多數新聞學院領導階層在獲知能夠得
到更多發展經費與資源下，採取主動向上配合，然而，在這些學院中，仍不
乏具有理想性的師生，表達不滿或消極態度。例如：《光明日報》報業集團
和中國政法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共建，也和北京師範大學新聞學院共建，但是
只有前者在共建後被冠名為「中國政法大學光明新聞傳播學院」，也是少數
中國大陸新聞學院被共建單位冠名的。

Repnikova（2017）認為中國意識形態工作的動態演變，在 2008-2012
年以來，管制的效果只算差強人意，因為教師和學生總是不斷地對黨的媒體
原則進行積極的重新解讀。這種行為雖然並不能直接削弱當局的合法性，但
是卻展示了官方意識形態工作僅僅建立了「形式霸權」，從而凸顯了中國調
適性威權主義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的脆弱性。
本研究發現對於「共建新聞學院」政策，部分學院樂觀其成、多數人基

於無從選擇而採默認外，新聞學院中的教師，仍不乏努力發揮其主體能動性，
相信新聞傳播教育應培養學生具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及批判的精神，因而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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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新聞學院要求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課程，採取「外部專家策略」；對於共
建可能產生的意識形態控制，採取「翻轉課堂策略」、「推薦參考教材策略」、
「案例意義策略」、「閱讀原典策略」、和「抽象與隱晦表達策略」。

本文研究的行動者乃大學新聞學院中的教師，西方社會學對於知識分
子的研究，通常採取三種途徑：「新階級理論」（new class），如：Dreyfu-
sards、Julien Benda和 Pierre Bourdieu將知識分子當成一個不同於社會其他
團體的新階級；「真實理論」（authenticity），如 Antonio Gramsci和 Michel 
Foucault將知識分子視為主要的階級界限，即他們的出身群體的代表；「相
對無階級理論」（relatively class-less），如：Karl Mannheim、Edward Shils和
Randall Collins將知識分子視為相對無階級的，亦即能夠超越自己的族群，
追求自己的理想  （Kurzman & Owens, 2002）。Kurzman & Owens（同上引）
指出知識分子物質條件的形象是「剩餘的榨取者」（surplus-extractors），不過
他們具有相對自主，但也被無產階級化，並屈從於市場或國家的邏輯。知識
分子經常在菁英主義和平均主義兩種意識形態中擺盪，這種緊張關係可能表
現為反對人類統治的爭論形式、渴望話語權，從政治面向看，可能意味著獲
得和使用權力以消除（他人的）權力。
相較於西方知識份子被認為是具有批判精神的人，且強調其在專業領域

外的公共參與特質（陳晨、李福華，2016；張可，2020）。中國知識份子在
身份界定上，並非聚焦於與社會的關係，不同於西方強調的二元對立關係，
卻也非全然依附的關係，而是其與國家的互動關係（張可，同上引；張鈞智、
黃錦堅，2021）。
加拿大學者Cheek et al.（2018）透過與中國學者合作翻譯的一系列研究，

分析中國大陸自從毛澤東時期的意識形態控制，直到改革開放之後，黨國逐
漸從宣傳機構，演化出「指導式公共空間」（directed public sphere），但是其
遊戲規則與開放的自由主義政權截然不同，改革時期的中國，為毛澤東時代
幾乎不存在的書籍、思想和資訊開發了商業市場。此外，中國也對教育進行
了大量投資，並給海歸派學者提供了特權，同時也使得西方大學的「專業主
義和職涯管理模式」，進入中國與舊式的「忠誠和派系模式」展開競爭。
長期從事二十世紀的中國思想史和知識分子的華東師範大學的紫江學者

許紀霖指出，當國家體制和資本主義商業體制作為系統性力量，擴張到自由
的公共文化空間，受控於權力和金錢的當代社會和傳統知識分子的淨土即已
淪陷，身在體制內的大學教師，也在專業邏輯支配下，批判性和公共性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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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紀霖，2011；轉引自陳晨、李福華，2016）。
身為中國大陸的新聞學院學者，在眾多學科中，亦算較為特殊的一群。

也曾經因為新聞傳播產業商業化的需求，新聞教育邁入專業教育的轉型發展
和國際化時期（1990–2012），期間經歷媒體市場化走向、網際網路崛起、新
聞輿論監督與跨地區新聞輿論監督報導的出現。該時期中國的新聞學院，也
大力鼓吹新聞專業主義的工作者培養。然而，2012年底「習李體制」就任後，
中共中央旋即從源頭，決議由各地宣傳部門和當地的新聞學院進行共建。
此其後中國大陸一些學界研究，重提 Gramsci知識份子論對於中國當代

的啟示時，便著重於提出應運用理論從事意識形態建設，期望發揮知識份
子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抵制西方意識形態入侵、從事政黨建設與聯繫
群眾的作用（吳曌，2018；韓偉麗，2016）。上述的實用性推演，已悖離了
Gramsci認為「有機知識份子」具有的相對自主性概念，而透過強制「共建
新聞學院」的政策手法，亦非以抗爭、溝通、妥協的方式，不斷轉換知識份
子對於意識形態的共識。此一作法對於當今霸權的維繫，能否具有絕對有效
性？新時期對於知識份子的控制與改造方向與效度？值得持續研究觀察。

儘管張鈞智、黃錦堅（2021）從 2007-2019年中國國家社科基金的文本
資料，觀察國家與知識分子之間話語互動，強調即使鑲嵌在國家的限制當中，
知識分子與國家的互動角色不能簡單化約為服從，同時也扮演了自主的角
色。該研究認為，知識分子與國家之間的互賴和協調，可能促進威權體制的
調適性治理。
然而，Hao & Guo（2016）指出政權領導進入習李體制後，中國的意識

形態控制，已經使得社會中表達政治異議變得越來越困難，特別是在大學裡。
該研究針對中國大陸中部某省級大學的個案研究指出，大學教授可能扮演的
知識分子角色有「體制／有機」（establishment/organic）,「非體制／專業」
（non-establishment/professional）和「反體制／批判性」（contra-establishment/
critical intellectuals）。而中國的大學教授多數扮演「體制／有機」和「非體
制／專業」兩種角色，並且承擔如此的知識分子的政治身份。不過，他們也
認為大學教授作為知識分子，除了能夠在遵守黨國的政策指引外，能夠有限
度的發展出服從性的自主（obedient autonomy），並且平行發展出小規模有
創意的異議活動，至少拒絕活在謊言中。
本研究展示大學場域中，知識分子對於宣傳部門共建新聞學院的抗拒策

略，為「忠於馬克思主義理論派」，填補與貢獻場域中實際動態行為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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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至於場域中的大學校方或學院內部管理階層，對於教師抗拒策略的應
對之道，誠如王毓莉（2021）發現「共建新聞學院政策」的執行，目前仍充
滿了「因地制宜」與「因領導而異」的狀況。換言之，如同 Foucault指出，
有權力就有反抗，Scott認為支配者從未絕對控制支配，權力運作的網絡中
仍有縫隙（Foucault, 1978／尚衡譯，1992；Scott, 1990），因此大學教師目
前仍能在權力的縫隙中運用隱藏文本的抗拒策略。
只不過近期《紐約時報》發現，自習近平上任以來，中國已有數百所大

專院校正在大規模收編學生以監視教師，甚至有計劃的在每班至少安插一名
學生資訊員（赫海威，2019年 11月 1日）。學生資訊員的職責為觀察教授
的意識形態思想，協助剷除言行舉止不忠於習近平與中國共產黨的學校老師
（蔡娪嫣，2019年 11月 3日）。黨對教育系統意識形態的滲透日趨嚴重，原
先從大學教授著手，後再利用學生去監督教師。隨著舉報老師的案例增多，
中國充斥著「告密文化」的氛圍。
本文的研究限制，在於無法針對共建新聞學院的各校，做通盤的調查，

僅能就研究的立意範圍，從研究和教學視角探索研究問題。整體而言，中國
大陸校園課堂的言論尺度空間確實緊縮，舉報的氛圍形成大學教師的自我約
束，對於新進的教師而言，更是一大挑戰，因此也有人在同事間和師生間原
本應有的學術性探討，採取噤聲策略，或者避談爭議性、敏感性的事件與話
題。然而新聞教育應培養學生具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及批判的精神，若教師因
為擔心受到舉報氛圍的影響，未來大學的學術自由和知識啟蒙都將大為倒
退。由此凸顯本研究的價值，即是在越是艱難的環境中，中國大陸仍存有理
想的大學教師，透過歸納他們如何在夾縫中夾帶教育理想的抗拒策略，了解
做為行動者的中國大學教師知識分子如何在啟蒙學生的理想與工作考核的現
實間掙扎？再者，隨著在大學課堂中公開探討公共或爭議性議題的風險逐漸
升高，未來中國大陸新聞傳播學院的知識傳承、實務人才培養，將產生怎樣
的變化，值得持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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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溫時代性交鋒的公共電視思想與人物：	
紀念莊春發、潘家慶、李瞻的學術與實踐 *

程宗明 **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研究員

2022 年學界老成離世的紀念，常在我心發生，或是個人關注，也有身
分職稱的因緣。個人任職的臺灣公共電視於 1990 年開始籌備，1998 年正
式開播，紀念論述聚焦的是前輩學者們從這個構建公視時代退場的片段故
事。換言之，這是從公共電視議題出發的個人筆記，針對在 2022 年過世、
三位來自經濟學與新聞學等不同學科的學者：莊春發（1952-2022）、潘家慶

（1935-2022）與李瞻 （1925-2022），嘗試勾勒出他們在當時的政治環境與
社會脈絡中發聲的公視主張與變革觀點。

關鍵字：公共電視、李瞻、莊春發、潘家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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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學界老成離世的紀念，常在我心發生。謹附上三位具有時代意義
的傳播研究者的感念，特別聚焦在他們共同關心的「公共電視」這個核心議
題上，作為反射（reflection），以映照出思想與社會的動態史觀。

莊春發教授處於「公共電視」施行期，他的想法有具體的實例作動態對
照，活生亮眼；他的思想環境是幸福的，有對照物的實際表現（performance），
來驗證他的想法。同時他的母語也在電視中被認定為一種劃時代之溝通意
義，這是臺灣媒體民主化的「文藝復興」時代。一種媒體經濟學（media 
economics）區位，最後為他的言說歸位（categorized）與典藏。
潘家慶教授的革新理想，存續於時代轉折與一念之間的淑世創為機運之

中。然而他選擇了寧鳴而生的堅持，讓其媒體改革文采與實際決策機緣，保
持高度的區隔落差，很令人感嘆！曾有一個關鍵是他首創的「廣播電視學
系」，接軌近乎實踐的「公共廣電」制度，然徒留簽署《我們期望公共電視
能實至名歸》一封公開信，卻選擇永遠沉默以對真實的後續。就在歷史理性
的軌跡發展下，公共電視的數位化列入了「挑戰臺灣」（2008）國家發展重
點計畫，雖然未等到他的親筆認同，依然輝映他的理念之有效性。
李瞻教授，早熟地倡議電視改革，不尋常地散布多量文藻與高亢政論，

實難逢政治實踐之同好，且又錯忖政治意識的流動，似乎過早的出土也過早
地殞落。歷史返照回去，李瞻說法充滿了激進（radical）之整頓與革命，但
是把其說在三民主義大眾傳播學領域中託命，究竟他本人仍保有困勉強狷之
書生性格，還是他為汲汲營造黨政關係之下的大中華國營電視，這個神秘的
意圖，未曾剖析，但時代很快就忘卻他了。幾乎難以想像，他最後的建言，
包含了將民進黨代表選入為公共電視董事成員之一。究竟他是否曾有一絲意
圖，加入行政院的籌備規劃否，還是已經了然心境全死，狀似他的學說完全
蒸發，這仍是亟待撥開的公案。
以下三段紀念為文，分別保留 2022年他們人生句點時空下，即時紀念

寫照於不動，完現吾輩對於前輩為學論世的典範景仰與心感之戒慎。

壹、	莊春發教授對於公共電視產業的貢獻

2022年 6月 11日知名產業經濟學者莊春發教授辭世。曾在臺北大學（前
身是中興法商學院）任教的經濟學家莊春發，三十多年前從「公平交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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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擬議論（1990）發揚於輿論，與范建得合撰《公平交易法》三大冊，1

而聲名大噪於學術界。當年，這本書冊定義了公交法與各行業關係，其中臚
列「廣告代理及媒體」為第二項，自此逐步構築了他晚年的精采志業。

圖 1：經濟學者莊春發

資料來源：客家新聞（2022 年 7 月 10 日）2

這是我認識老師的起點，當時以中興大學經濟系碩士身分，升等至該系
教授，足見擁有上一代問學的扎實功夫。我從他的著作讀者，在 2001年晉
身為研究計畫的合作者。老師就是有一種出入興安街，濃濃的法商行政專長
風格，傳統中興人的形象；那一年的研究案，也使我常從民生東路，走進巷
弄體驗城市學府風味。
後來經年交往，我認為，至今他是我認識最有「人文氣息」、或「最接

地氣」的經濟學家，也是最願意與「傳播學界」廝混的產業學家。大約 1999
年左右，我開始發覺他的公平交易規範對象，轉向了沉苛弊病已久的「有線
電視」產業，沒想到一作至終。千禧年開始，許多新氣象揚升，我投入公共
電視的專職研究，在石世豪博士的招聚下，著手標案行政院研考會「無線電
視」數位化（digitalization）的市場定位研究，在已有科技、法規、實務、
比較性研究等角度切入外，他的加入，就是帶來結構──行為──績效模型
（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簡稱 SCP）的典型分析，這對於缺乏產業

1 范建得、莊春發（1994）。《公平交易法（2）：不公平競爭》。漢興書局。
2 客家新聞（2002）。〈知名經濟學家莊春發辭世 各界不捨表哀悼〉，《客家新聞 Hakka News》。上

網日期：2022 年 7 月 10 日，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qPXIGdJF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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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訓練的大眾傳播學門，相當重要。
2001年 5月，研究案開展，莊老師向主管機關要了一批資料，展現產業

研究的標準作業之開端：

一、 無線五臺的資產負債表、損益表。
二、 有線電視主要頻道商廣告收入表。
三、 有線電視頻道商法定登記資料（公司名稱、地址、負責人、經營頻

道名稱、在臺開播時間等）一覽表。
四、 有線電視主要頻道商營運報告。
五、 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戶數及頻道分配表。

專案研究於 2002年 1月結案，本報告肯定了以公共電視取向，作數位
電視水平化的革新（通訊基磐與傳播內容之分離），同時期許差別化費率誘
因導引無線電視臺轉型，同時預藏未來文化事務主管機關，備妥公共電視資
源，在數位時代引領投入內容發展。而莊老師在此分析的市場狀態，務實地
希望商業電視臺提早合併轉型，
即或如此，都難能以與有線電視
與無線通訊未來優勢匹敵，政府
是否藉由管制工具給予明確指導
為宜。2003年，公共電視獲得近
13億五年計畫引領無線電視共同
傳輸平臺計畫，研考會對此案建
議的行政控管當有一定助力。

也在同一年，獲允他的首肯，
作了我的博士論文的口試委員，
又是唯一的產業經濟代表，給我
通過的肯定，表達在公共電視的
實驗，是通過產業經濟學的觀點
考驗。
莊老師，自此與我輩對於「無

線電視」發展的熱情有感，後來
又投入第二項研究《英國廣播電

圖 2：行政院新聞局委託研究調查報告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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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產業資訊採購案》（2004年）。這個海外調查（廣電人公司主持），讓他可
以從產業經濟的正統國家了解正道經營。該國廣電產業至少接受七個部會的
嚴密監督，同時以大國為念，透過英語優勢，分工合作，出口導向生產節目
海外行銷。這次研究期中，他打了一個電話給我，話說他這次參與研究的「讀
書經驗」。結論是，從經濟學的觀點，發展公共電視這種「外部性」產業，
對於數位科技的導入與創新平臺的實驗，是正確的（同期第三位經濟學家，
認同這種立場）。很感動，他表達對創新的熱忱，對於已經是一個經濟學的
正教授來說，這樣的溝通讓我敬佩與珍惜。
然而，令我驚豔地發現，他把英國研究所見，發表在國內第二版的「數

位電視」總覽式的教科書中，取名〈有線電視因應數位匯流之發展〉（莊春
發，2005）。3小結當中說道：

一、 堅持頻譜公共稀少性，發揮服務眾人目的。
二、 以無線電視為核心，持續支持公共服務任務。
三、 以全域眼光，不單以產業發展為目標。
四、 維持公共電視系統，以為基本工具對抗外來媒體集團。
五、 因應數位化投資需求，允許費率隨物價提高。

前四點與公共服務有關，最後一點表達他以經濟原理角度，仍強調要讓
寡占市場產業，需找尋合理的商業模式發展，行政的政治干預需要減少。但
是文化事務則否，他結論指出有線電視內容產業建立有所必要，他說：

電視節目與一國之文化息息相關，亦與一國社會教育存在密切

關係，因此以人主張文化國防觀念。⋯⋯是否在未來的時間應當

分出更多的精神與經費，投入研擬如何提升國內電視節目製作水準

的努力上，英國廣電政策的發展設計，值得我國參考（莊春發，

2005，頁 110）。

在同本書另外一篇名為〈有線電視市場結構、行為與消費者權益〉，展
現他對「有線電視產業」的恨鐵不成鋼的感受，他的嚴厲分析與支持集團效
益發展，實屬難見，而且保持至終，令人尊敬。

3 莊春發（2005）。〈有線電視因應數位匯流之發展〉，劉幼琍（編），《數位時代的有線電視經營
與管理》，頁 93-110。正中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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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莊老師的坦率真情流露，也是令人珍賞。他常稱我的業師叫「阿
三哥」，與我們此領域少見「傳播產業」研究者陳炳宏老師，常常熱絡逗陣，
其實他是很珍惜我們這種以他類方式進入「產業經濟學門」的人，希望給予
一些正面與有效的回饋。他的低沉沙啞聲響的招牌，常常帶大家論證出入傳
播事業研究的坎途，但添增此道上研究勞碌旅程之樂趣。
後十五年，屢屢在 NCC的專題研究報告上，無論是電視收視滿意度與

有線電視產業政策上，見其主持的身影，造就他於辭世前一年，發表了《臺
灣視訊產業的問題與解決》，4這個劃時代的著作。

再見了，老師，感謝您在傳播領域中的獨到耕耘，而且重要性

不可取代，同時樂意與我們這些半路出家的傳播產業經濟論者為

友，互相勉勵打氣，而且有「客家人」的硬頸與勤儉美德，注入公

平交易的精神於有線電視的醬缸而燃起新生的希望。這也是我當年

從教科書中認識您的身影，至終不改其志，推廣真知灼見於至黑的

幽暗而欣然有生望焉。

貳、	公共電視時代戰場上的隱身元帥：潘家慶

潘老師，是我「遠遠」地崇敬的「孤星」典範。過去四十年，我看見潘
老師從高調著述到全面聲息，他決定以無言向這個世界表達立場，然多年來
我驚覺地在作這個見證，願他今日已享安息（2022年 5月 15日仙逝）。

我在國家音樂廳與潘老師相逢，一個巧遇開啟了我與他後三十

年旅程的對話。1990-1992年的樂季，我時常出現在中正紀念堂國
家音樂廳（那時的名稱），有一晚巧遇我這個領域知名的業師，為

了讓他好好享受這個自我時光 (明星老師總是四處有學生），好意
不前去致意。但是發生一件意外，我不得表明立場前去解圍。老師

以為音樂廳外場已開，內部大廳必也開（不是這樣，19:00才能入
場）；他一手抓住門把使力向外，為了引導家人入場，一次不成，

眼見第二將以更大力向外拉拔，我見此狀將會不可收拾，不是門把

斷就是手脫臼，我趕緊趨前請老師稍待，待鐘聲響時自然門開見廳

堂之美。他以靦腆地微笑回應我的協助，但心中應該在不斷翻想：

4 莊春發（2021）。《台灣視訊產業的問題與解決》。元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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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哪裡我教的學生？以上與潘老師最近距離最長的對話。（我一

點不對他感到陌生，但我從不是他正牌註冊的學生）。

話說之前，1983年我入學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當年的學程以大一幼
小之姿，就要研習《傳播理論》這個基礎課程，只知我的前兩屆學長姐都受
教於一名政大前來的名師，他們領略到知識的奧秘與博大精深，但是至我輩
入學就辭任不教了，後來才知潘老師認為，理論課程需要各種社會科學知識
為底才能盡知其然，老師不解這樣安排大一生很難善解，只能高掛教鞭。但
是，老師仍保留在研究所執教傳播理論專案與國家發展選修課。當年他以教
授身分，協助輔仁大學在傳播學理上的精進，私校後學感激萬分，於是受教
研究生號稱「老潘」的品牌是絕對保證。
潘老師，1961年擔任政大第二任的助教（當年為教職第一階），1965年

升任專任講師，1969年離職赴美讀書，1972年獲得明尼蘇達大學大眾傳播
碩士學位後，就歸國返回教職，1974年升任副教授，1983年升任教授。所
以說，當我進入大學時，潘老師已經到了學術的頂峰階段。無法躬逢理論的
授教，但能從學長那邊知道「國家發展與傳播」這個熱議題的討論。的確這
與美國勢力涵蓋臺灣發展的背景完全吻合，所以是我們那個世代的大議題，
而且那時候美國已經宣告消失的典範來臨，進入「後國家發展」與許多悖
論出現，那時也正準備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簡稱 UNESCO），為一盛事引發雄辯。
我期盼了許久，終於

在 1986年底於政大書城
買到他的《傳播與國家發
展》那本經典，始終沒有
授權三民書局發行，保留
了一種樸實與個人特質的
出版。透過新聞學教學的
引領，我反而發現《新聞
寫作分論》（他是四位作
者之一，記者公會出版）
這本書，更是他投入新聞
教育的初衷表達，而且很

圖 3：潘家慶影響新聞傳播學界的代表性著作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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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美國影響的時代見證。然而，潘家慶是一個留美的價值引進者嗎，答案很
不像，1977年完成《改進臺灣地區大眾傳播與國家發展功能研究》這個指標
性研究後，他務實地經歷了修正的發展主義，而也在他的著作中與他種國家
發展典範之爭有一些對話。隨之他的專書出版，更樹立了他對於一種發展中
民族主義修正的認同，同時支持民主自由，導引出對於 1980年代，邁向解
嚴與民主化的激烈進程，他時常以中庸之道的革新說，體現信仰一種「開放
的傳播體系」，但是以相當尊崇媒體專業組織文化的建立來奠基。總之，在
1987年解嚴以前，潘家慶的寫作影響力相當顯著，5但是對比改革的政治力，
反為一種漸進與自由包容的主義，不是行動力的軍火庫言論，但為改革施政
之引述的源源不絕之彈藥。
在我準備大四報考研究所的前夕，因朋友的推薦下，前往政治大學新聞

系大三的傳理課程旁聽，要受教的選擇正是潘老師門下。這一個學期，他慷
慨的開放旁聽，有系統地導讀與講授，我作了有史以來最有系統化的傳播理
論筆記。在他的閱讀書單上，有一個相當特別的讀本，稱為《科學與文化》
（方祖同譯，1998），6這在其他類同的大專課程中幾乎沒有入列。簡單說，
這是要我們了解美國冷戰時期Cybernetics（模控學）與熵（entropy，能趨疲）
的系統控制學說，於此我才知原來系統的控制與神經功能之應用，成為美國
聯邦政府情報與海外發展的奠基原理，這與後來白魯恂（Lucian Pye，1921-
2008）發展出來的第三世界政治變遷與調控理論有關，也構造了美國傳播之
海外擴張的行動綱本。除了經典的傳播理論脈絡外，也洞悉了美國影響力的
元件，這是他的警覺，也形成後來的轉向。
潘老師的手寫大綱，與我整理自政治大學「傳播原理」課程的筆記整理，

成了個人的讀書秘笈，後來更因為當兵服役，不斷因「報考準備經驗」為人
影印與傳抄而使我小有名氣，擁有這份講義之後，號稱即或落榜也算「走過
研究所」的證明。這是我領受潘老師為學論知，最深刻的紀錄。
然而，我不察覺地轉變，逐漸發生。當 1989年我在解嚴系列的媒體論

壇上，再次看到他與學生輩的年輕學者一同論解嚴後的媒體局面，他居然只
做了第一輪發言後，完全空白，只見青年學者的雄濤辯難。這次我有了一個
「警覺」，他為何選擇了發言下的「棄權」？好似構築了一道隔絕網不再與當

5 潘老師的寫作，一般而言都附上個人風格的獨特簽名做署名，此一招牌令人印象深刻。
6 方祖同譯（1998）。《科學與文化》。協志。（原書 Lindsay, R. B. [1963]. The Role of science in 

civilization. Harper &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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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媒改呼聲往來。
幾年後，我才查覺到 1985年以後，他的近期文章著作均透過尉天驄

（1935-2019）的介紹，紛紛進入帕米爾出版社的刊印系列成為三本套書，這
個出版社同時也專屬侯立朝、王曉波（1943-2020）的發表論壇，莫非一種
民族主義的認同、「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革新」、與美帝政治經濟的聯合戰略圖
謀的立場，成為他的下一個親近的立論。1990年《前進還是倒退》是這個系
列第三本書出爐，不啻為他自己的選擇或同儕的決然奮起給予的警語。回想，
1986年 5月 3日，他以傳播學者身分，談五四運動（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說道：

民主、科學的「符號」對一般知識份子的確是太抽象了一點，

到晏陽初改造農村時的「九大信條」就落實得多⋯⋯。

他似乎更堅信了一條他轉換出的清晰理路。那個研究媒體的知識分子之
時代責任的討論，後來也轉發表在胡秋原（1910-2004）主編的《中華雜誌》
上。7

以致，臺灣解嚴後遭逢後現代主義的文化衝撞，不論是否接受臺灣的後
論狀況（postmodern condition），他不再隨著議論進入這場辯論，其實他在
1987年以前執著的媒體改革，此刻正當紅地發生實際作用，但是反而在他的
筆下成為有距離感不予議論。

1995年我在人生最高的學研階段，進入了政治大學，可以名正言順成為
潘老師的學生。但我的距離美感，再次遭逢衝撞。首先，潘老師的研究所課
程《傳播與國家發展》，只限碩士班同學選讀，博士班的我等了兩年都被拒
絕。1996年底，我接任了傳播學院《新聞研究所研議修改博碩士班課程計
畫》之研究助理工作，職在遍訪老師之意見。潘老師沒有回覆我的邀約，在
院內樓宇間我親自上前邀訪，他拂袖而去，告知我：「不要找我，我沒有意
見。」自此，我終知多年前的沉默以對，如今已經成為怨懟（resentment）
以回。我知道這不是他針對性地回絕，而是他對於整個環境走向的表白。歇
後，就在他的學生謝瀛春 （1951-2013）的邀稿下，於《傳播研究簡訊》第
10期（1997年 5月）上刊登了領頭文章〈第一等大事，豈可等閒視之？〉，
對於傳播教育的不斷革新，提出了根本的質疑，強調博雅教育才是一切的根

7 潘家慶（1987）。〈略論媒介知識分子的行為〉，《中華雜誌》，282，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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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他的論點可以理解，但是時代的挑戰並非西風東進之流可簡化應對之。
我的心中認為，自八年前的冷眼旁觀考察下，終於憤慨地表達三十年的政大
生涯經歷，被刻意流失之不可取。
然而，1988年成立的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終究也給了他的革新理念

落實的園地，有一大部分精力，迴避了失望之情，在此可以抒發。這段期間，
我發覺一些研究新意值得紀念： 

一、 1989 年直播衛星（DBS）
與通俗文化的關聯性研究，8

這延續了他早年在《音樂與
音響》發表晨鳥衛星對影視
文化影響的想法。9

二、 1991年他在廣電基金資助
下，發表了《澳洲廣播公司
的立法精神與制度》（Aus-
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
ration）10（請參見圖 4），
展現了他受傳統以來，相當
標準與文意順暢的寫作訓
練，同時也如調查記者般的
考察眼光。

三、 1991年他再次同意將議論
文章集結出書，給予天下出
版印行《媒介理論與現實》
（也是最後一本），這裡頭的關鍵經驗都在廣播電視學系的建構下。
他同時呼籲「公共廣播制度」建立的需要，豈不知這就他的「國家
發展」之延續篇，且非意識之戰，而是介入性行動方案之啟動。他
建議，廣播電視委員會之管制機構當配置於文化部之下，此論很有

8 潘家慶（1989）。《直播衛星（DBS）與通俗文化關聯性之研究》（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委託研
究報告）。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9 潘家慶（1975）。〈電視在我們社會的影響廣度〉，《音樂與音響》，26，146-148。
10 分別刊載於潘家慶（1991）。〈澳洲廣播公司的立法精神與制度（上）〉，《公共電視雜誌》，

1/2 月號：13-18、潘家慶（1991）。〈澳洲廣播公司的立法精神與制度（下）〉，《公共電視雜誌》，
2/3 月號：18-22。

圖 4：潘家慶《澳洲廣播公司的立
法精神與制度》成果刊載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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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義之文化管制遺緒之說。我不禁想起，他指導那個尚未出土
的碩論《我國電視制度之研究─轉型社會中的傳播與發展》（賈玉
華，1979年入學 11），是否在此有了一些實踐。

四、 1992年與文化總會合作研究三家電視臺播出不準時、異動與停播
現象研究，12這種幾近主控室（master control room）的臨床診斷式
觀察，很符合他一貫見微知著的電視議論。

五、 1992年 10月，他加入傳播學院公開信連署：《我們期望公共電視
能夠實至名歸》，刊登在各大報，是他有感的職責，為此站出，此
時咸能與院共同一心。

以致，我才了解到，在公共電視
第二波運動自 1995-1996年展開時，
那個我在院內實際觀察到的衝擊下，
潘老師已經不再出現於任何一場的
推波助瀾的活動中，他選擇了無言以
對，也就不令人意外。
曲終人散，潘老師退休後，我在

資料回收區，看見三本《改進臺灣地
區大眾傳播與國家發展功能研究》（請
參見圖 5）的原件，善意中，我覺得
老師想看看有無有心人。我接到了這
個心意，取了三本，一本送給輔大，
一本給了當年「老潘」門下的研究生
學長（他喜出望外），一本我自己留
存，寫下 2000年 12月潘老師贈。我
是真心認同他努力過的價值在臺灣之
不朽，相信他不以為意，這樣認為是
「他的贈送」。最後，學生想表達：

11 此處的依據史料是當時的口試本，因此載明的是作者入學年分，而非完成論文、取得學位的畢
業時間。

12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電視研究文化研究委員會編（1994）。《電視節目播出不準時、異動及停
播現象研究報告》（電視文化現象資料彙編 1）。電視文化研究委員會。

圖 5：徐佳士主持、潘家慶等協同
研究《改進臺灣地區大眾傳
播國家發展功能之研究》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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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您好。我的人生閱歷，只有在國家音樂廳進出的經驗勝

過你，以致能協助你敲開殿堂之美，導入人流之順行。然而，其他

的重大生命領域，我都不如你，原諒我只能選擇漠然地觀察記錄，

尊重你以無言來表達 1990年後臺灣傳播學術與實務的驚天動地之
改革需要。西貝流士（Jean Sibelius, 1865-1957）芬蘭國民樂派最偉
大的作曲家，過世前 30年絕筆不再對樂壇發表任何作品，如果你
也近乎那三十年對於媒改不再表意（包含公共電視），我真誠希望

大家都應認識你仍是那偉大的媒體改革論述家，如同天邊的西貝流

士一般。

參、	李瞻寫作建言的時代風貌 : 回顧與評議

李瞻教授於 2022年 8月 28日辭世，牽引吾輩必然的紀念與體悟。政治
大學的李瞻老師，在 80年代前後擔任新聞研究所所長，帶來一個研究發表
極其昌盛的時代，這是就一個私立大學的學生觀點而言。當然他的寫作法比
較像傳統文科的治史寫作，不能說是社會科學的思辯之作。至於政大人本身
的評價，我相信也有所不同。
當年李瞻也在吾校研究所（輔仁大學）兼課，常常聽聞研究生學長姐，

傳言一些他比較「保守」的言行，無法相應解嚴前震盪的時代議題，視為一
個奇談，比如說上課前要排桌椅，或者倡言黨校立場抨擊黨外雜誌與同路人，
還有那一本浩瀚的《世界新聞史》，資料豐富但是卻難全面理解。輔仁大學
學風相對自由，13所以他儼然就是看似保守的政治大學的對外發言人。

另外令人側目的就是，他很慷慨，那幾年凡是他所編輯的書，都會致贈
修課同學每人一本，就這點來說鼓勵發表分享是很正面的；但是對於出書的
內涵與品質也引人非議，然而卻都認同他的編著是很實用的工具書。
至於「公共電視論說之父」一說，反而是解嚴後重新檢視他的著作之印

象所得。的確他引用的公共電視說法，至少在國際各國的佐證，很有貢獻，
僅除去三民主義的公共電視制度不論。而且此一說，追溯長達三十年，散布

13 輔仁大學在台灣名義上就是教皇的（Pontifical）的大學，儼然與梵諦岡有直屬的關係。復校者
于斌，與蔣介石友好，1949 年國民黨遷台，他在美國提供諸多關係支持政權。1969 年升任樞機
主教，為台灣唯一在教宗下的最高神職人員，因此國民黨對該校多所尊重。該校行政與管理以
教會理念優先，討論辯難與哲學邏輯等基本素養，受到重視，學人學子對於時局，自然多所省
思與反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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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種論說（從記者公會到文化部）、專著（國科會與研考會）、雜文、演講
都不止，而且 1990年回國的馮建三也是認同的。我於政治大學博士班成立
25週年那日（2008年 9月 20日），正式近距離與李瞻老師會面，他已經是
一個慈祥和藹的長者，相聚甚歡。今他已安息，也願公共電視之父一說長存
不止。
但是如何的「成立公共電視建言」之歷史面貌，可容獲透過歷史文獻而

再現呢？本文以下作此努力，讓我們一起進入時光隧道中，瞭望一番。

一、	解嚴前夕十年，一個極為高峰的論述舞臺

對於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而言，1981年好像是一個新時代來臨，內部的
人也許不明確，但是對外部的人感知相當深刻。
第一個明確的證據，就是歷史悠久的《新聞學研究》的改版，同時將編

輯政策轉為主題化，內容多樣，出版立體化，搭配諸多學術活動。也就在這
經典的形式編輯政策下，從第二十八集至三十九集之間，象徵了李瞻影響力
的時代，然而這也是解嚴前政治抗爭逐漸猛烈的時期，並未相應這個風潮，

圖 6：李瞻老師在研究所博士班 25週年慶現場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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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對於傳播新聞界的話題來說，李瞻也引導了不少新的議題。

二、	電視影響至深	第一重中之重就是公共電視。

《新聞學研究》第二十八集，首先發聲的文章就是當時擔任所長自許的
表白，名為〈三民主義新聞政策之研究〉(1981年，頁 1-22)，這篇很能代表
他政治信念的釋義，如今來看比較不像具分析法理的論文，反而像政策說明
書（policy document），這也說明了那個時代，《新聞學研究》對於論文的特
殊界定。在這個三民主義總論中，出現幾個關鍵議論：
第一、三民主義論及「個人與國家關係」，從其中可以看出最關鍵的「傳

統自由民主概念」變造。國家是達成人民幸福的手段，也就是一個幸福的集
合體；然而，沒有強大的國家，就沒有成為人民幸福工具的可能。簡單說，
沒有革除之前次殖民地地位的政體，就不得作為工具的前提，而反轉犧牲個
人自由來追求國家獨立。
第二、也就是說，對於二次大戰之後新興的獨立國家而言，國家設立的

廣播電視等級機構，是一個合宜的選項，然後漸進轉移至屬於公眾利益的廣
播電視，此一過程是必須的。至於商業電視網的設立，只是選項，因地制宜。
第三、這樣說來，李瞻本人在電視這個理論說法，傾向了東南亞或韓國

威權主義的發展進程，來看待電視做為國家基礎建設的興辦過程。他還引述
了美學者William E. Hocking（1873-1966）的說法：「現代生活的藝術，在
如何利用威權（政府），而仍能保持自由」。至今為止，南韓 KBS集團成為
全球公共媒體工作小組（Global Task force of Public Media）的領導性亞洲成
員，而馬來西亞 RTM也做出該區域第一個Media Hub全新園區的想望。這
樣來說，國家媒體轉向公共媒體的路，證實在史實發展路上是有效的，然而
臺灣卻自我蹉跎被時代拋棄了。
第四、李瞻其實在自己研修的政治理論的媒體發展建議，並非是傳統國

民黨研習的美國自由民主主義包藏在儒家政治性馴化之意識中，反而是帶有
一種獨立運動（liberation movement）中的國建理論色彩，以照顧社會大眾
福利的國有化左翼反商色彩。反之，他認為，只實行商業電視臺制度的國家，
其實本質就是一種殖民地政策。
李瞻在這一階段中的公視政策建議案的高度，應該已經到達高處不勝寒

的階段，他的基礎在於前階段兩次（1979年、1983年）受研考會委託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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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問卷支持的結果。14這裡有至今相當不可思議的結果，發現大部分國民
認為公共電視制度：

･ 贊同 89%
･ 願意繳費支持 61%
･ 月付 60元以上 50%
･ 依照以上費率及支持比率合計，總收入可達三十億元以上

所以在這個基礎上，李瞻於 1983年以後，提出最大膽的「公共電視方
案」，將三家電視臺通通收歸國有的「公共化」。這個宏偉的計畫，因為缺乏
法理研究的檢視修正，也呈現出幻想的本質（也是李氏說法的特點之一）：

一、 非營利公益法人的經營本體，卻以法律成立公司法人。
二、 成立公共電視全國管理委員會，比較像球員兼裁判。
三、 管理委員會的成員代表性，比較像全國代表大會（包含行政、立法、

地方政府、全國各人民團體之領袖、還有三臺的經營代表），而且
都是由行政院提名，總統任命。所以這不是問責公共電視表現的監
督，比較像一個「榮譽團結會」，可以大鳴大放，然後供施政參考
用。

四、 管理委員會下設總經理一人，但是最關鍵的人事任命，卻沒有著
墨。

五、 總經理需對管理委員會負責，同時也對立法院負責，顯示他是平行
關係地被問責於媒體監督與政治監督，這樣顯然總經理的任命也平
行來自媒體高層與政治高層的權力核心，此一說法很像早年歐洲的
公營廣電媒體的經理人地位。

六、 公共電視下設三個電視網，包含教育、娛樂與文化，而且可以播放
有限度的廣告，這個十分類似於英國的廣電制度的規劃定義。

七、 總之，李瞻的具體想法，有諸多內在矛盾，但是對於當道的無線電
視臺利益關係份子而言，他是一個革命份子，應該受到當時黨外政

14 這兩次調查由行政院研考會委託，結果分別收錄在李瞻（1979）。《我國電視系統與政策之探討》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專題研究報告）編印者同委託者；（1983）。《社會各界對電視聯

播節目反映意見之調查研究》。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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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的支持，可是沒有發生。

在其他努力上，還可以見到《新聞學研究》第三十期的〈我國電視政策
之研究〉一文（1982年，頁 115-130），這篇以更精簡的版本問世，依舊是
從過去研究調查及內容比較中，得出建立公共電視臺的結論，比較不同的是
他引述了其他國民黨政治人物的電視改革主張，可以看出當權者的想法光
譜，反證了作者的主張接納度低，於是他提出無需立法就可以「行政命令」
完成的聯營主張，不過這種超現實作法，反而導致改革的信度降低。文末，
他自薦本人在 1981年國建會上的建言，為當時行政院長孫運璿（1913-2006）
所採納，導出了 1982年 3月行政院的指示辦理，但是原意變質可能重蹈失
敗的覆轍。似乎，他於該刊的自述，為一種工作進度報告。
然而本次對於電視節目的跨國比較，李瞻列表顯示出共黨國家電視節目

內容統計結果，居然在新聞性與教育性節目高過我國，而且娛樂性節目大幅
低於我國，如果有心人藉此對比，可能將李老師羅織入打擊國家士氣的罪名。
不過他也的確說過，全世界一千萬以下人口的國家採用商業電視制度者，皆
是小國寡民與殖民地等國，臺灣呢？難道要同流沉淪嗎？
第三十一期（1983年，頁 9-44）他與汪琪合作發表了調查報告（社會

各界對電視聯播節目反映意見之調查研究），由於自 1976年開始，政府徵收
三家電視臺晚間黃金時段，進行教育文化性質節目的聯播，本來就是一個差
強人意的折衷作法，所以本次研究的改進意見，亦顯示出無甚可陳之意，重
點在於最後夾帶的問題：請問您是否贊成單獨設立一家非營利性的電視臺，
專門負責新聞、教學、與社教性節目的製作與播出？這次研究案取得了 90%
的支持意見。
第三十四期（1984年，頁 1-68），他發表了〈當前電視問題〉，這篇文

獻同步收錄於同一篇名的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的專輯書籍《當前電視的新
課題》。相關內容，仍是以累積的長期文獻與調查結果，再次提倡改革現有
電視制度，同時從黨內的改進電視工作的失敗中，提出原因，並直指電視臺
經營者不應加入改進小組，否則必敗無疑，決策權與經營權已經混淆。這時
的批判立論，已經與黨外雜誌的議論有殊文同歸的效果。
這應該是李瞻一生致力的三民主義演繹出的「公共電視」理論的高峰點，

似乎與當時的黨外批判與社會議論，有異曲同工之壯大聲勢，可能是因既有
政治的立場，李瞻所言，幾乎完全自我絕緣於此一風潮，這倒是一個歷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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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再確認的公案。

三、	公共電視改革進入解嚴後
消音

對照 1980年代極為腐敗與不公
平的無線電視制度，「公共電視」應
該就是一個政治革新的用語，而李瞻
在 1990年最後一次對此議題之發文：
〈我國建立公共電視之研究〉15，已經
將苦苓、李昂、吳念真、賀德芬、朱
高正（1954-2021）、蔡式淵等人的批
判之聲，納入社會輿情的樣本，而且
也將民進黨與無黨籍代表人制度，納
入公共電視管理委員會的選舉布局。
這樣雙重的論述鋪陳，可謂李瞻

在政治立場上的韌性與適應性，但是
某一種無力性卻是展現在失去政治大
學的舞臺之後。1987年前後，研究
所所長與系主任一職整合，李瞻的確有安排接班的人選，然而在世代與派系
交替下，結果完全在他的掌握之外。回復陽春教授的位置，他在《張振芳女
士傳》中序文中，16自述這一段時間的生活重心，首先他不會放棄在政治大
學新聞系的職位與職責，縱使同鄉好友吉星福夫婦幾次建議赴美移居，他仍
未改變心志，但是這段背景，也反映出緣身在他周圍感測到的不友善環境，
或者時局變遷過快無法適應的無奈；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同一友人託付的重
任，讓他找到了重心，就是 1990年協助成立「吉星福與張振芳伉儷文教基
金會」，以及後續的捐贈大陸重點大學新聞圖書計畫，所鋪陳出的兩岸新聞
傳播交流之路。以致，他在後續真實公共電視籌備歷史過程上必然缺席了。
唯二還可以在傳播文獻中，引述到的解嚴後的公共電視論述，就是在《理

15 此文收錄至李瞻（1992）。《政府公共關係》。理論與政策雜誌社，頁 169-194。（原文發表於期刊：
《理論與政策》，4（3）：101-114）。

16 馬全忠撰述、李瞻主編（1999）。《張振芳女士傳》。財團法人吉興福張振芳伉儷文教基金會。

圖 7：1985年文建會出版專書《當
前電視的新課題》

註：1985 年 文 建 會 出 版 這 個 專 書， 當
是國家最高文化機構對公共電視的表態
（李瞻與他的學生貢獻此立論）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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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與政策》雜誌社出版的刊物與書籍中現身，其中一篇還談到〈大眾傳播與
青少年犯罪〉改進國民教育的目標包含了「建立公共電視制度」17；另外就
是收錄在專書《政府公共關係》之附錄相關論文中（同註 15），他的公視理
想仍然是無所躲藏在任何傳播問題的解決之道上。
比較可惜與需要解釋的，就是為何公共電視的興辦建議，無法納於解嚴

後的媒體革新作為。這與李瞻所佔有的位置是否有關呢？ 1984年「文化審
檢文件洩密案」事件，可能是擔任所長李瞻的一個試金石事件。根據在輔仁
大學課堂上的實況來看，他十分惱怒並否認該所要採取捍衛的立場（該案牽
涉到當時該所的研究生陳百齡），未能在此事件上超越政論的看法，這是我
唯一的線索，認為他失去了歷史的機會。
將公共電視革新衝擊老三臺與黨外雜誌衝擊報禁的現象，同等來論的，

其實當年的青壯派學者鄭瑞城與李金銓等人，都有致力過。但是，李瞻卻採
取了分批處理的作法，無法聚焦與成了互相掣肘的論述。

當年，「文化審檢文件洩密案」的性質，從輔仁大學大傳系所支持的學
生觀點來看，是一種「言論良心犯」的政治事件，而透過此流出的警備總部

17 李瞻（1989）。〈大眾傳播與青少年犯罪〉，《理論與政策》，3（4）：128-133。

圖 8：1984-85年「文化審檢文件洩密案事件」（自立晚報刊登）與原件資料

左：自立晚報 1985 年 7 月 16 日二版。
右：刊登於 1985 年《發揚週刊》，11，37-41。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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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會議資料，更成了研究臺灣新聞自由重要的史料。
然對比他在解嚴後的立場，顯然，已經更開放看待這些政治立場歧異言

論，納入共同的論述做支持公共電視之設立。可惜時代政治變遷，亦是他自
己生涯規劃，這個努力並未與時俱進地擴大，反而後來行政院籌建的決定性
立場，產生了「政府電視」的爭議，他依舊缺席，然而這卻是在李瞻論述中
最反對的另一個極端趨勢。
這是他一生最核心的「媒體論述」之一，能在解嚴前夕，大放奔鳴於論

壇之間，然卻在解嚴後眾聲喧嘩中黯淡下來，誠屬於一個歷史的公案，在此
僅能以短暫篇幅來銘記在心，其實時代落差的背後意義，即富有議題的歷史
性議論（historical argument）價值。
紀念李瞻，能為他留下蛛絲馬跡般的片段，心實有所感，願此文不忘他

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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